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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欧盟各国经济如今是高度整体化的。欧元是这一高度整合之基本要素，它把欧元区内大多数成员国联成一体。在欧洲《稳定与增长公约》之精神下，为了保证欧盟之繁荣与稳定，需要对欧盟的及其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都有适当的监督和协调。而且，由于欧盟扩张的进程，应付本联盟内各种经济政策观念和传统之长期挑战的必要性有所增多，所以监督和协调的工作尤为适用。

要想了解欧盟各成员国以及其他地方之经济的和社会政治的争议，不仅对这些争议的经济背景，而且对其社会历史背景，需要具有扎实的知识。与自然科学不同，在经济学中，除了逻辑关系和经验性数据之外，人为的规范和矛盾更起主要作用。所以，只着眼于经济的常规和经验性数据是不够的。

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尤其是那些来自英语国家的，较之对于社会政治背景的表述，往往更注重对于论题作出专业上正确和常以模型为基础的表述。然而，鉴于经济现实对于欧洲每一位公民之重大意义，让那些没有在大学里得过经济学学位的人们掌握这种知识也是重要的。

所以，我很高兴看到乌尔利希·范·森图姆（Ulrich van Suntum）写出这样一部教科书；它一方面对其论题作出正确而深刻的理论表述，同时也令非经济学界人士易于理解。无可置疑，本书将为欧洲各层面的经济争议提供宝贵的帮助。我认为，从社会政治的视角来看，对于以稳定为导向的德国经济学长期传统而言，这部教科书是一项值得欢迎的新贡献。






欧洲委员会主席，教授


罗马诺·普罗迪
 

[1]



 博士


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1]



    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1939年生于意大利。1971—99年任波隆那大学政治学教授。1996—1998年任意大利总理。1999年9月—2004年11月任欧洲委员会主席。2005年再度任意大利总理。（带*号的脚注均为汉译者注。下同）





















这本书讲些什么


















我们每天都看到关于诸如高失业率或增加公债之类问题的新闻报道。在电视上，我们跟踪一些议题和国会辩论，如适当的工资增长率，以及正确的税收水平和税负分配等等。不过，即使这些议题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可是对这些议题背后的最基本的经济原理，我们的所知却是比较肤浅的。甚至国会议员们本身也是这样，他们之中鲜有真正学过经济学的。早在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已对此深感遗憾，认为国家的经济命运常常由对有关问题缺少见解的人士来决定。如今，很有可能，这种情况变得甚至还不如屠能的时代。

可是，我们不应忘记，经济学和法学过去还是在同一学院讲授的。迟至1805年，英国海尔伯里的东印度学院（East India College）设立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席，由原来在英格兰圣公会做牧师的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担任教授。他后来成为古典国民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然而，法学系和经济学系后来渐行渐远。其他有关的科目，诸如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其情况也是这样。随着这些科目变得日益专门化，这个发展趋势大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门有时号称社会科学之精华的经济学，结果却越来越脱离大众。事到如今，在各种专业期刊上发表的高深的数理形式的表述，连饱学的经济学家往往也看不明白。许多重要研究成果，过去往往属于国民经济学者的共同知识，现在却不为人知。

所以，本书旨在以连非行家也能理解的方式，说明最重要的经济脉络。同时，本书也想帮助经济系的学生重拾他们所修学科的概要，这是他们在面临如此众多的个别经济问题时，很可能顾及不到的。本书不列数学公式，读者在书中只看到简单的图示和大量历史实例—它们将说明，任何理论，只有以历史根源为背景，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本书所述的许多原理听起来颇为明白易懂，但是也提出一些似乎矛盾悖理、乍一看与我们的常识相违背的问题。反之，读者也会看到一些貌似有理而恰恰是错误的观念。说到底，经济学这门学问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区别这两种情况。

实际上存在诸如“经济规律”这样的东西吗？早在十九世纪，这个问题便是激烈争辩的论题。所谓“历史学派”的支持者们，首先是他们的精神领袖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完全彻底地拒绝这个观念。他断言经济学是从实际经验得来的科学，它与自然科学相反，不受普遍有效的规律制约。

在这场所谓“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中，主张相反的意见的是当时以维也纳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为首的新古典经济学派。门格尔及其追随者们认为，市场确实受到某些规律制约，在趋势走向上，这些规律永远不为任何政治企图所左右。这场争论在1883—84年达到高潮，有时对立双方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然而，最后占了上风的是新古典学派。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14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家权力抑或经济规律？”（Macht oder ökonomisches Gesetz?）此文令人信服地论证：国家不论多么强大有力，绝不可能避开某些经济规律。经济的历史，尤其是二十世纪末计划经济体之式微，业已为这个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确证。

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说过，不可能三言两语讲明真理。所以，本书就写得更展开了一些。当然，这不是说它囊括全部真理。所以，在每节的末尾，都列出进一步阅读的参考书目，它特别适用于更深入的研究。此外，各章都写得足以独立成篇地阅读。我不仅请我的同事和协作者们来评审，还听取一些不涉足经济问题的朋友和熟人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建议和批评，我深表谢意。毋庸赘言，现存的一切错误和缺陷只由我个人负责。

“路德维希·艾哈德基金会”（Ludwig-Erhard Stiftung）及“社会市场经济倡议会”（Initiativ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为《看不见的手》英译本提供了十分慷慨的资助，我在此特申谢忱。卡罗琳·海明威（Caroline Hemingway）女士细心翻译拙作，我尤其要表示感谢。





乌尔利希·范·森图姆


明斯特（Münster），2003年11月












第一编




民众与市场（微观经济学）



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公认的古典经济学思想奠基人。他认为市场竞争譬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对私利的个人追求导向最大限度的公益。








第一章








市场之看不见的手




 
从重商主义到市场经济




现在，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我们有钱付款，我们就能买到几乎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早餐时如果我们想吃新鲜面包，在每个街头都找得到供应各种各样面包和点心的面包房。如今在大百货商店里销售的产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几乎目不暇接。从录像机至有毒的长毛大蜘蛛，我们能想到的东西应有尽有。如果我们想买汽车，有全球各种型号和不同价位的车可供挑选，从小型节能车到豪华轿车一应俱全。当然，我们绝不可不考虑我们必须付多少钱。但是在这个限度之内，我们可以假定商店里无论何时总会有包罗万象的产品可供购买。

世界各地的情况并非都是这样，而欧洲过去的情况当然也不总是如此。过去在东欧各国，诸如食品、衣服或取暖物资等最紧要的日用必需品往往告罄。在这些国家里，像肉食或高级进口货之类的奢侈品一旦投入市场，商店外面就会大排长龙。然而，库存十分有限，往往连那些不惜高价购买这类产品的人们也会空手而返。官价固然低廉，但是大多只是纸面上的。在商店中，许多产品实际上根本无货。顶多通过关系或在黑市上才能买到它们。

不过，在联邦德国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二次大战之后，德国起初没有自由市场经济，代之而行的是政府控制下的配给制度。虽然黄油、面包或鞋子的正式价格不算贵，但是只能以食品券和其他票证购买这类产品。如果以高于政府所订价格出售这类产品，就会以高利盘剥论处而受重罚。通过推行这类措施，政策制订者希望将战后很少的产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全体人口。

然而，由于定价过低，谁都没有兴趣生产这类产品。况且，有关厂商常常把存货囤积起来，期待较好的时机和价格。因此，这个强制推行的配给制度只是加剧了供应短缺问题，而没有改善局面。

与此同时，以物易物之风大盛。尤其吃得开的是那些销售尼龙丝袜或美国香烟的人，因为以这些商品几乎可以交换任何东西。农场主也相对吃香。例如，为了找他们换回一袋马铃薯，城里人常常把地毯和贵重家俱拖到农场去。政府的价格管制会有什么结果，整个配给制度就是典型的例证。一方面是生产停滞而大量人口不得温饱，另一方面黑市商人却大行其道。







终于扭转这个局面的正是后来的经济部长艾哈德（Ludwig  Erhard，1897—1977）。作为英美两占领区（Bizone）经济署长，在货币改革实施仅仅六天以后，他于1984年6月24日雷厉风行地废除价格管制。对这项措施的政治阻力非常大，各工会甚至宣布总罢工。然而，这项自由化措施成效显著，不久便众喙息声了。自此以后，商店里商品充盈，这是人们以前想不到的。与此同时，产量增长，收入随之提高，以致供应的产品销行不衰。

尽管在维持价格稳定方面起初有些问题，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朝鲜危机期间，但是艾哈德坚持自由化路线。从那时开始，西德出现空前的经济增长，人们常常美其名为经济奇迹。其实，这不是什么奇迹，只是市场规律的逻辑结果。

我们把这些规律的首次有系统的论述归功于苏格兰国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1]



 出版于1776年，与签署美国独立宣言是同一年。实际上，斯密是道德哲学家，可是现在被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在他那个时期，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的科学。他的个性简直像一位神情恍惚的教授。据说他终生都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有一次人们甚至看见他身穿睡衣在街上晃荡。在他临终之前，他当着朋友们的面烧掉了他的全部笔记和手稿，不留给后人任何未完成的作品。

斯密的著作《国富论》，其矛头首先指向当时的重商主义经济制度。跟后来的社会主义相仿，重商主义的基础是对价格的严格管制，对竞争设限，以及政府对经济生活实行许多其他的干预。亚当·斯密以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对此提出异议，主张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之自由运作。无可置疑，他的著作敲响了重商主义的历史丧钟，而且可以说，成为主张市场导向的经济学者的圣经。在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蒙特·佩尔兰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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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会时，甚至如今还习惯于打亚当·斯密式领结。

作为道德哲学家，斯密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要工作和在市场上提供产品。即使他确实相信，此中含有一定程度的无私精神，认为在人的天性中显然有若干道义原则，使之关心他人的命运，但是，他也是充分的现实主义者，懂得这不是实际情况的全部。反之，多数人在偷懒和自私方面超过合理的程度。所以，不能只靠他们自愿地生产为国民经济所需的产品，而是必须有某些强有力的经济刺激使每个人都这样做。在生产按照分工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因为，那些不仅为满足他们自己所需而从事生产的人们，一般都期望工作有某种报酬。

所以，按照斯密的看法，令人们去生产商品的最重要的刺激就是他们工作所能挣得的收入。1776年他那部著作中有一句多被援引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因此，说到底，为自己谋利才是增加国家和全体国民之福利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斯密紧接着在其著作中以市场之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的譬喻来描述这种机制。不仅手艺人和劳工，就连资本家在作决定时，也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去“促进与其本意无关的目标”。所以，正是通过对其自我利益之追求本身，个人会促进社会之福利。另一方面，对于公共利益，斯密持怀疑的态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奔波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这样说有点言过其实，斯密在这里或许有些夸大其词。毕竟，不要忘记，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当时的重商主义制度而言。众所周知，那种制度完全是反对市场和竞争的。斯密本人曾经写道，错误的观念就像弯曲的柳条。为了让它们变直，首先必须用强力把它们向另一方面折弯。

的确，重商主义曾经造成不可思议的结果。当年，抑制竞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便是行会制（guild system）。实际上，它更像是拴在人们脖子上的石头。例如，在那个时代，不论一个人多么适于当面包师，也不是想当就当得上的。行会法令强加于每人很大的障碍。在法国，为了当上技术工匠，必须当五年徒工，在英国甚至要七年。此后，他必须再当五年熟练工（journey-man），才能成为自己开业的师傅。又如，为了防止出现太多的竞争，制帽匠从来不准雇用两名以上的徒工。如果违反这条法令，他必须缴付五镑罚款，其中一半归国王，另一半归告发者。

那些限制还不止如此。每一行业只准从事特定的业务，以便不涉足于其他行会。斯密特别提到，造车匠不准造车轮，却不得不从造轮匠那里购买车轮。不过，甚至如今还有类似的规定存在。例如，如果在德国要安装厨房，必须去请三位不同的工匠。木工不准去接通水管，而管工不得从事任何电器安装。这就是说，几乎在同时，人们不得不为三名不同的工匠支付车费和计时工资。据说，这个制度能保证施工质量，有助于让雇主放心。然而，实际上结果常常是雇主自行动手，或到黑市上雇人，这简直不符合实施规定的初衷。

在其他经济部类与行业中也是这样，这种重商主义式的思想仍然盛行。尽管1957年反对为竞争设限的德国法律还是主张以竞争为基本原则，但在所谓非常领域，尤其是运输部门、能源部门及保险业，这种法律大多得不到执行。在许多国家里，不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另一部门就是农业。尤其在欧洲，农业受到很多保护，以防止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为此而提出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在危机时期必须保证粮食供应。然而，就大多数这些受保护的产品而言，欧盟已经达到百分之百以上的自给自足，也就是说，欧盟甚至向世界市场出口这些产品。所以，对竞争强加这种限制的真正理由就是保障农场主的收入。毕竟，代表他们利益的游说团体确实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德国在几年前才废除对公路运输商的规定，这可能是表明竞争限制何等不合理的一个典型事例。根据所需运输的商品种类，运输商必须持有红色、蓝色或黄色执照之一。这些执照的数量有严格限制，故需求很大。鉴于它们在市场上能卖到十万美元以上，我们只能估计，作为这种对竞争设限的结果，实际上有多少利润是通过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而赚取的。

实行这一执照制度的官方理由是为防止不择手段的竞争之发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1992年废除这一制度之后，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这样一种发展。不仅如此，这个行业中还存在不少规定，从经济的观点来看非常荒谬，连亚当·斯密都会感到吃惊。例如，一辆载运柠檬汁从汉堡至慕尼黑的卡车，却不得将巴伐利亚的啤酒带回德国北部，至少，如果卡车属于产柠檬汁的公司所有就不行。必要时卡车不得不放空返回汉堡！据说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必须保护公路运输商，使之免受公司所属车辆引起的竞争的影响。这种规定并没有更多理由，却十分明显地造成经济和生态上完全不必要的损失。



垄断与“古诺点”（Cournot Point）


正如经济历史所表明的，国家并非总是竞争的良好捍卫者。政策制订者一再受有势力的利益集团的误导而干预市场，据说这是因为那些市场运作不当，或因为它们产生对社会不利的效应。没错，在有些情况下，问题是存在的。比如，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毒品的自由贸易就没有人会赞成。同样，严肃的经济学者都不会否认环境污染的问题，或医药业市场的特殊性。

尽管如此，这些属于特殊问题。而且每个问题都需要仔细分析。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是无可避免的，我们会看到，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竞争才造成实际的问题。在所有那些竞争显然可行而且有效的领域内，我们的主要目标应当是确立和不断保证竞争之条件。

斯密一度将政界人士描绘为“巧言令色的人物”。按照他的意见，主要是那些人倾向于限制竞争。不过，他已觉察到，事实上竞争也总是有一种自行消释的趋向。他一度指出，商人们集会时很少不会努力达成价格一致的。自然，这是不利于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只有在每一个供应商都不得不为争取客户而真正展开竞争，并且以合理的价格供应高质量的产品时，看不见的手才能起作用。

在这方面，垄断似乎正好是竞争的对立面。如果市场上只有一位供应商，例如方圆几里内唯一水源的占有者，则会出现完全的垄断。人们或许会想，这样一名垄断者总是会以尽可能最高的价格来出售他的产品。斯密似乎也有这个看法。然而，这种看法至少是会使人产生误解的。因为，如果垄断者想使其总利润最大化，他就不能只盘算他的产品价格，他还必须考虑他能销售的数量。价格若是提高，销量就会降低。所以，一定会有某一中间价格，垄断者按照这个价格才能使他的利润最大化。法国数学家兼经济学家奥古斯丹·古诺（Augustin Cournot，1801—1877）于1838年对此问题作出确切的分析，他应该被誉为研究此问题的第一人。他指出垄断商以什么价格才能使其利润最大化。为了纪念他，人们将他提出的解称为“古诺点”。





以水源占有者那个例子来说，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们暂且假设他不用什么成本就能生产这种用水。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价格的制订能使得价格乘以销售量的结果最大化，他的利润将会是最高的。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最大营业额与最高利润彼此相符。例如，如果水源占有者设法做到以每升5元的价格每天恰好销售五升水，那么，他的营业额达到25元。如果他把价格提到6元，每天他就只能销售四升水，反之，如果他把价格降到4元，他的销售量会提高到每天六升水。在这两种情况不论哪一种之下，他所达到的营业额都是每天只有24元！所以，对这位垄断者而言，最可行的办法显然是把价格保持为5元。只要是他无需生产成本，他就能在这一价格上获取可能的最高利润。

如果还要考虑生产成本，例如，每升水的成本为2元，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古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能使利润最大化的价格总是会比不需任何生产成本的为高。销售量会相应较低，以致最大营业额不再与最高利润相符。

这点不难理解。在这一例子中，如果把价格保持在5元，垄断者会获取15元的利润，即从所得营业额25元中减去成本10元。如果把价格升至6元，营业额会降至24元，但是成本也降至8元。因此，他的利润为16元，与他继续保持最大营业额相较，利润要更高。能使利润最大化的新价格到底有多高取决于多项因素，特别是购买者如何回应。我们的简单例子不考虑其他因素，故不能决定这个新价格。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任何情况下垄断者所要求的价格，都比足够支付单位成本所需的价格高得多。我们不要忘记，他会把资本定期利息计入他的价格中，同时还会加上补偿其经营风险的额外费用。即使在竞争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持续生产，他也必须保证一定的利润。不过，一般来说，垄断者的利润要比这种正常的利润高得多。

就国民经济学而言，问题就在这里。显然，垄断者的利润不反映整体经济所得，而完全是靠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而获致的。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消费者有望以较低的价格得到更多的产品。极而言之，在上述的例子里，竞争会把价格压低到最终只够支付每升水2元的生产成本。任何更高的价格都意味着超过平均利润，因而会吸引新的供应商。所以，只是因为垄断者不须担心任何竞争者，他才达到“古诺点”。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竞争性市场上，消费者享有较低价格的更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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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的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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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译作培洛林山学会，这是哈耶克（Hayek）创建的致力于维护自由市场原则的团体，1946年召开第一次会议。




第二章








竞争之理论与实践




 
从“完全竞争”到动态竞争




直到20世纪初，人们一直认为竞争之强度首先取决于有多少经济行为主体加入市场。那时无人怀疑：垄断一概为坏事，而竞争会有较好效果，它使市场上有更多的供应商争取买者光顾。不久以后，人们开始以数学模型证实这条结论，这就导致所谓完全竞争模型的发展。这个模型之基础在于假定：产品是由完全理性的人们在理想的市场上购买与销售，他们能够对任何变化几乎立即作出反应，所以利润绝不高出正常水平，连一秒钟也不会。对市场进程的数学描述首先应归功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34—1924）及他的洛桑大学同行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他们的成果后来被称为新古典学派模型。

然而，没有多久，这个模型的有效性便遭到怀疑。自然，经济学之数学化提供对来龙去脉的某种了解，这是古典学者以其朴素的方法尚未得知的。例如，瓦尔拉斯能够证明，在某些环境下，有可能达到一切市场上供求之完全均衡。这个所谓的微观经济学一般均衡论还带有这样的优点：充分利用每个生产要素而且不浪费稀缺产品。可以说，这是关于市场之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理论之数学证明。

即便如此，这项成果也是得不偿失的。这个模型对现实起过什么作用吗？其实，在任何时候，各个市场都不是均衡的，至少会暂时发生“非正常的”赢利或亏损，人们难道没有看到这点吗？而理性的“经济人”一味追求利润与效用的最大化，实际上难道不成了连最起码的道德标准都达不到—更不用说符合现实—的怪物吗？因此，新古典学派的模型对于解释现实问题似乎没有多大用处。那么，它是如何能够证明市场导向的经济制度的正确性呢？

看来新古典学派的思想已经达到自己的目标。亚当·斯密对人类所作的详细鉴别的描绘一下子变成一个完全理性的和纯粹自私的个体、即所谓的“经济人”的不实形象。再者，斯密对企业家行为的现实描述变成没有血肉的数学分析，连政界人士也都不再能理解这些分析。更有甚者，在使用新古典学派之尺度时，很容易到处发现所谓的市场失灵。要知道，这个模型只起到以数学语言描述某些基本原理的作用，它从来不能精确地符合现实。然而，它却被用来作为亚当·斯密过去所激烈反对的那种国家干预市场行为的一个新的借口。

后来，经济理论力求呈现对竞争的比较现实的描述。1933年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1899—1967）各自独立地发现了所谓不完全或垄断竞争的模型，考虑到了每个售卖者，即使在周围有其他许多竞争者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来决定他的价格。例如，大众牌波罗（Polo）与日产牌玛驰（Micra）属于相同类型的汽车，然而，这两款汽车绝非同一产品。同样道理，有人可能选雇一名出价较高的工匠，如果他认为这名工匠过去干得很好的话。要晓得，他不能放心一名出价较低的工匠会干得好或可靠。所以，不仅不同的产品和劳务在市场上以不同的价格进行交易，而且十分相近的也是这样—这样的情形是有可能的，甚至是高度可能的。

后来，对垄断企业的看法也略有不同。在其1911年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f Schumpeter，1883—1950）指出，新产品的每位发明者基本上最初都处于垄断地位。熊彼特认为，对任何所谓创新企业家而言，这个垄断地位才是他们首先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和新方法的最重要的诱因。但是，久而久之，市场上效仿者日益众多，那位企业家对其竞争者原有的领先优势便会消失。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创新与效仿这一动态性连续过程构成竞争的真正本质。这也包括在市场上不断取代现有企业的新企业和产品。熊彼特还把竞争描述为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熊彼特的奥地利同行、1974年诺贝尔奖得主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则更进一步。虽然哈耶克也认为，竞争最初和首先是发现之过程，但是他不认为这只适用于新的产品与生产方法之开发。按照哈耶克的看法，单是现有的五花八门的产品及消费意愿就过于纷繁复杂，以致像政府计划部门这样的机构不可能调查清楚。消费者今日可能愿意吃牛肉，次日可能改为愿吃比萨饼，而后日可能去吃中餐馆或有机食品。消费者在其他方面的意愿同样五光十色、变化多端，这一点从时尚部门每季的新潮流就能看出来。

鉴于这种复杂性，那么，政府的计划部门应该如何知道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会需要什么商品，以及其数量是多少呢？它应该怎样具体地着手满足这种庞大多端的需求呢？只有那些都着眼于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商人和经理人的分散不一的知识才能真正解决这个“搜索问题”。任何经历过计划经济下供给困难和产品稀缺的人无疑都会同意哈耶克的中心思想。







 
竞争政策：哈佛学派对芝加哥学派




对实际的竞争政策而言，竞争的这一现代解释带来很多问题。显然，竞争的强度不仅取决于市场上有尽量多的供应商。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市场上只有几个大供应商，即一种亦称寡头垄断的情况，竞争会格外强烈。寡头垄断市场的明显实例就是石油市场，那里只有几个很大的石油公司作为供应商。壳牌石油公司一旦降价，埃索，亚拉（Aral）及其他各公司不久就步其后尘，只有这样才不致丧失太多客户。

在汽车市场上各生产厂家也是互相紧盯，以便在诸竞争者向市场推出特别型号时能够立即以自己的新款式作出回应。另一方面，在各寡头垄断企业之间建立限制竞争的卡特尔的危险特别大。所以这在很大程度要看在某个市场寡头垄断企业是否真正危害竞争而定。

因此，单纯考察市场结构不足以说明竞争之强度。另外一个办法便是以市场结果作为评估市场竞争性的标准，这就是有效竞争（workable competition）的概念。这个概念首先在美国被发展起来，特别是小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1884—1963），他提出衡量垄断企业的可接受性（admissibility）首先要看它们是否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其产品。

不过，确定合理价格应该多高，实际上成为极其困难的事。因为，从根本上说，在垄断经济中不存在其他供应商提供的可比产品，人们不得不完全依赖垄断商对其成本的分析来确定他的价格是否合理。然而，垄断商很容易在各项成本上耍花招，例如，付给雇员较高的薪资或提供奢侈的办公地点，然后声称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成本。在德国，这类明显的例子为煤矿业及具有地区垄断性的电力公司和自来水厂。事实上，这些公司的经理人和董事会成员中包含许多以前的政府官员，他们过去负责批准各项垄断性价格。

尽管如此，在缺乏有益的竞争压力的情况下，连垄断企业的真实成本往往也高于它们正常应有的水平。美国经济学家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1922—1993）给这种效应创造了一个新词，即所谓“X—无效率”，这是除了超额利润之外垄断企业的另一害处。毕竟，在这种环境下怎会有人能够制订合理的市场价格呢？在美国有许多反托拉斯案例，其本意在于迫使大公司解散它们的卡特尔，但每当进行到提出负面市场结果的具体证据之问题时便告失败。

有鉴于此，竞争政策之所谓哈佛学派提出：在考察市场结构及市场结果的同时还要一起考察供应商之市场行为。实际上，面对其客户、供应商或其他竞争者，大公司能够选择几乎无限的歧视性措施作为武器。因此之故，大电脑公司能够只向还要购买其低质软件的那些客户出售其产品，或者，强大的饮料制造商能够决定，只向那些即使顾客想买也不同时提供其他饮料厂之产品的百货公司出售其产品。最后，互惠定价协议以及其他卡特尔还是大有施展余地，特别是会在寡头垄断的条件下一再发生。

尽管如此，以卡特尔管理当局控制市场行为实际上不那么容易。各加油站的油价问题便是例证。即使英国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埃索石油公司同时提高价格，也不一定如大多消费者猜测的那样，这项举措背后必然有一项卡特尔协议。甚至，卡特尔管理当局有好几次未能证实一些石油公司签订不法的价格协定。原油涨价或美元汇率提升都很容易成为汽油提价的理由。实际上，注意观察汽油市场的任何人都会看到，美元贬值时油价下跌。

此外，尤其是在完全竞争之条件下，人们可以指望同质商品总是同价的，不管谁是供应商都一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供应商均不足以要求高于其竞争者的价格。各地的市场价格都会调节到大约恰好足以支付正常生产成本的水平。所以，即使所有供应商都要的是一个标准价格，这一现象本身实际上根本不表明市场是否有竞争性。

根据所有这些问题，所谓芝加哥学派的竞争理论得出一条激进的结论。说到底，既然不论市场结构，市场结果或市场行为都不能用作管制竞争的准则，那么最好根本不去管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反托拉斯法或监督大公司之不法行为的当局都无济于事。至关重要的反而只是一条，即让新的竞争者随时都能进入市场。因为企业滥用其市场力量的一切企图最终都旨在获取超常的利润，它们将自动地吸引新的供应商进入市场。

按照这个看法，连垄断企业也能够至少暂时对经济有好处。只要垄断地位不过反映资力特别雄厚的企业的自然领先优势，那么，这个公司所取得的额外利润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毕竟，这就是人们不断谋求新产品和更好的生产方法的唯一最重要的动机。必须予以保证的唯一条件就是其他企业能够步其后尘而且一直不被排拒于市场之外。所以，如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说过的那样，垄断企业应该总是众矢之的。就竞争而言，这种所谓形态上的垄断不成问题，因为它迟早还是会自行消解的。

电子琴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电子琴是拥有此项专利的美国哈蒙德（Hammond）公司首先推上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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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这种风琴多年来已经由许多其他公司，如雅马哈（Yamaha）或和来（Hohner）销售，但是至今人们还沿用哈蒙德风琴一词。虽然哈蒙德起初的垄断地位为公司赚得高额利润，但是这个地位甚至在专利失效以前就已经开始崩溃。这是因为当时哈蒙德使用的电磁成音技术已经过时，而出现越来越多的纯电子风琴和音响合成器。这一实例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垄断之存在甚至能鼓励技术上的进步。实际上，哈蒙德本人以为他有专利权保护，长期不跟踪这些进展，终于失去了市场地位。



 
自然垄断与政府对市场准入设置壁垒




按照芝加哥学派的理念，实际上意味着首先必须废除各种在法律上对市场准入所设的壁垒。这一作法不仅适用于现今尚存的行会制度，而且适用于市政公用事业部门的地区性垄断，因为它们都对市场上的竞争起限制作用。此外，必须保证不以关税或其他保护性措施使外国竞争者受到歧视。不消说，国家自身也不应该充当垄断性供应商的角色，犹如长期以来在邮政和铁道部门所做的那样，而实际上尚有许多国家在这样做。

竞争理论的这些观念看来又是很接近于亚当·斯密当年的想法。的确，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倡导者都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首要人物是获得1982年诺贝尔奖的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1—1991）。有许多实例表明新厂商进入市场后打破一度似乎不可战胜的垄断企业。像“苹果”和“微软”这样的公司，最初只有存放两辆汽车的车库那样大，却成功地挑战了IBM；这就是一个例证。其他一些巨头，诸如通用汽车公司，德国通用电力公司（AEG）或可口可乐公司之类，在新的竞争厂商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原有的支配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大垄断商甚至不得不完全退出市场。

垄断企业能够保持优势和长盛不衰的例子难找得多。甚至到现在，这种实例大多属于限制市场准入的官办企业本身。例子之一是1926年克罗伊格（Ivar Kreuger）对火柴杆的垄断，另一例子是德国的邮政垄断，它原来为图恩—塔西斯亲王所有，直到1989年几乎不变。甚至如今，“德国邮局”（German Post Office）仍然持有投递标准信件的专有权利。





就邮政和铁道方面而言，政策制订者长期认为，在这些所谓的自然垄断企业之间，原则上不可能存在有效的竞争。在仅仅有一个公司比有多个公司更能以较低的价格供应整个市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自然垄断企业。举例来说，不妨设想，在旧金山与纽约之间，有几家公司铺设铁道互相竞争。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它们的服务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结果造成多余生产能力的供应浪费。在竞争的压力之下，最后只有一家铁道公司硕果仅存，而其他所有的公司都不得不退出市场。所以，人们的结论为：国家从开始就应该只准许一家供应商经营这种线路。在多数情况下，最终包揽这些服务的正是政府本身，以便将获得的垄断利润占为己有。例如，直到20世纪30年代，德意志帝国国有铁道公司（Deutsche Reichsbahn）还为德国政府获取高额利润，以致政府能够藉此偿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大部分赔款。

然而，久而久之，这项政策证明是很有害的，特别是由于科技的进步。铁道不久就受到汽车业的、后来又受到航空业的竞争压力。经济学者称这种现象为替代性竞争，连自然垄断企业也可能因之而陷入很大的困境。说到底，铁道公司的客源丧失给同行竞争者，抑或丧失给诸如汽车或飞机之类的替代品，并没有多大区别。

这样发展的结果，不但德意志帝国国有铁道公司遭受到越来越大的亏损，其继承者联邦铁道公司（Deutsche Bundebahn）甚至陷入一个无底洞，每年损失几百亿的补贴金。尽管有来自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政府补贴金对于促使铁道公司提高效率或改善服务几乎不起作用。毕竟，有了国家补贴亏损的保证，这种竞争不是真正的竞争。

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一场关于放松政府管制的大辩论开始了，而且涉及自然垄断企业的问题。纵使人们还是认为，建立几家平行的铁道、电话网、煤气或自来水管线，互相竞争的作法，不会是很有效率的，但是也看不出为什么这些网络的使用不应该租给几家有竞争力的供应商。而电话公司及其他形成网络的公用事业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办呢？在电脑时代，不难把这些业务组织起来，这不会引起多大的技术问题，却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此外，随着移动电话的发明，市场上已经出现全新的竞争性产品。就终端机本身而言，诸如电话、答录机、传真机等等，找不出任何理由证明为什么这些不应该由几家互相竞争的供应商提供给用户。

到20世纪80年代末，邮政业务逐渐开放，让私营者参与竞争，这时德国消费者终于也能买到在美国早已普遍化的移动电话和所有其他的技术新产品了。在那之前，带有重拨键的蓝色按钮电话在德国就标志着进步的顶点。尽管顾虑重重，信件和包裹的投递市场也开放了。自此以后，那些国营的垄断企业遽然之间不得不至少要作些努力，以免丧失过多的顾客。

即使如此，尽管有这些正面的经验，对这些自然垄断企业放松政府管制，仍然遭到很大的政治阻力，尤其是在欧洲。不可否认，这里涉及某些技术的和经济的问题，在本书中不能详加论述。但是，欧洲人对立法和国家管制比对竞争势力有更大的信任也是事实。这点正符合有关公司的心愿，因为有了政府规定价格的保护日子往往好过，特别是如果这种价格有助于将恼人的对手排除在外的话。有些企业家则声称政府的价格管制造成损失，他们甚至会大胆要求津贴以资补偿。不消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容易形成管理失当、藏污纳垢和官僚主义的泥潭，看来只有向新的竞争者彻底开放市场才能解决问题。

诚然，即使在经济学家的圈子里，芝加哥学派所开的处方也决不是没有争议的，而且，有可能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网络型的垄断企业，这使对不法价格有一定程度的监督的各项政策不可或缺。即使如此，如果各卡特尔管理当局以它们现在处理私营部门中真正的或据称的市场力量弊端时所显示的同等热忱，应付政府所施加的各种竞争限制，本来会大有收获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评估什么是合理价格时，它们应该意识到它们的限度。竞争性价格既不能以电脑模拟，也不能计算出来，说到底只有竞争本身才能决定这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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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蒙德（Laurens Hammond）于1929年发明此乐器。




第三章








价格、成本与利润




 
马歇尔的剪刀原理




为什么真皮革昂贵而人造材料便宜？为什么租金总是上涨而电脑的价格不断降低？什么因素决定二手汽车或房地产的价格？在只付一万元购到油画后以二百万元转手售出，这是有违道德的吗？

自从有了易货交易和市场以来，人们一直在提这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研究经济科学的起点。有人说，如果教会鹦鹉说供给与需求这样的字眼，连鹦鹉都可能变成不错的经济学家。不过，这时我们也可以紧接着追问，供给与需求本身由什么来决定。例如，在显然有住房的需求时，为什么没有建造更多的住房？即使很多人有意购买太阳能汽车，汽车工业为什么不制造它？而且，欧洲人为什么生产这么多的黄油，以至不能全部售出而被迫销毁过剩存货？

许多人认为这里有人暗中捣鬼。例如，人们普遍相信企业家们简直在“编造”各项价格而消费者没有多大影响力。有时人们甚至指控他们为了保持其定价而不向市场供应较好和较便宜的产品。如果对某一产品的需求增多，据说厂商们便趁机提价而不是多制造这种产品。如果就一个垄断性供给商而言，这么说还可能有几分道理。但是在竞争的条件之下，情况看来有些不同。





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一向声称，在竞争条件下，产品之价格最终总是等于平均生产成本。如果价格较高，就会吸引新的供给商到市场中来，而价格会相应降低。另一方面，如果价格跌到单位成本以下，长远来说生产会无利可图而陷于停顿。当然，必须考虑到：单位成本总是包括一定的利润。企业家投入企业的股本至少应产生常规利率，如果他本人在企业中工作，他必然也得到一份工资，即所谓企业家工资。然而，就更多的“超额利润”而言，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竞争迟早会消除这种利润。

按照这个理论，需求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即使有的话，也只是短期的。例如，在由于疫病或战事，葬仪的数量增加的时候，人们看到黑布的价格会上涨。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来不及迅速扩大供给，结果造成需求过多。然而，如果需求增加的趋势在更长的时期内不变，黑布的产量也会提高，这意味着价格会最终降到仅足以支付单位成本的程度。

当然，这条规律有例外情况，那就是供给量固定的商品。这些所谓的稀缺资源之最重要的实例便是土地。既然不可能通过增产而扩大土地之供给，日益增多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抬高价格，却不能使供给照例增长。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大概是古典经济学最伟大的理论家。他本人是地主，甚至担心经济增长会造成不良后果。按照他的意见，土地价格上涨不由得导致在国民产值中地租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挤压企业利润和生产投资的空间，然而，这条利润率递减的规律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尤其是按照科技进步的观点，土地已经变得越来越富有生产力。企业的生产率似乎总是略微领先于土地利润的增加。

尽管如此，至今还有不少人争论说，对于像土地这样不可扩充的商品，市场起不了作用。诚然，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增长将导致越来越高的价格。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多数国家里，地租比大多数其他商品的价格增长更快的原因。不过，这点仍然不表示市场失灵。反之，市场价格上涨显示，土地变得日益稀缺，因而地价起到令人们发挥土地的最大生产效用的重要作用。

这也是多数古典经济学家观察问题的方式：他们平行地运用两种不同的价格理论。一方面是正常的商品，它们的需求增多会促进生产，长期说来价格保持不变，而且恰好符合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就土地或罕见的工艺品之类不可扩充的商品而言，既然供给量是固定的，需求增多只会导致价格提高。在古典经济理论中，未预见到这两种极端情况以外的问题。





问题往往是这样，真理介于两者之间。就多数商品而言，单位成本绝不像古典学派所设想的那样是一个固定的变量。反之，单位成本随产量而变动！对产品的需求增多，单位成本将会提高。这就是说，供给与需求两者共同决定产品价格。

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曾指出，商品的价格与产量由供给与需求双方决定，犹如剪刀的两刃，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在均衡状态下交叉。以图解显示，马歇尔的剪刀原理表现为价格—数量之示意图，把需求数量显示为价格的下降要素，而供给数量为上升要素。两条曲线的交叉点代表均衡价格。在这一点上供给数量恰好等于需求数量，意味着市场将出清。











 
大规模生产之规律及其限度




上升的供给曲线假定：随着产量的增多，单位成本开始升高；初听起来这似乎不可思议。我们不是总在听说，更大的产量一般是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的吗？著名的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汽车工厂建立的装配线，这样的实例不是有很多吗？在马歇尔的示意图中，供给曲线岂不是应该往下倾斜而非向上倾斜？

毫无疑问，这些耳熟能详的议论有几分道理。在产量增大的时候，就有可能利用那些此前因无利可图而不使用的机器设备，因为此类设备的成本可以分散到数量增多的产品之中。结果，产量愈多，单位成本就愈低。这条规模经济定律的首倡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贝恩（Joe Bain，1912—1991）。

然而，过分引申这条原理就会出错。因为当产量增多时，一些效应正好相反的其他经济原理也开始起作用。其中首先是边际收益原理，它的第一位描述者是德国农场主兼经济学家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783—1850）。屠能以在地里掘马铃薯为例说明他的理论。最初，挖掘工作进行得很快，因为人们首先把掘出后放置地边的最大的马铃薯收集起来。然而，需要挖掘的马铃薯越多，这项工作就变得越困难和费时，其成本也相应提高。必须费力掘出来的那些最小的马铃薯，可能甚至根本没有人去收集，因为所挣到的增多收益最后不再足以抵偿收获所需的成本。然而，这个例子十足暗示随着收获量的增多，每公斤马铃薯的成本也会提高。

工业生产也是这样。随着产量提高，工厂里熟练工人的数量可能不足。因为必须从更远的地方采购原料，而且必须为住得更远的日益增多的顾客供货，才能真正售出更大数量的产品，所以运输成本也会增加。到了某个时候，会变得需要在其他地点建立分厂，这就是说，大规模生产的优势将暂告中止。

然而，就大企业对较小的竞争商的优势而言，还有甚至更重要的限制因素，那就是行政管理成本的增加。如果说中等规模企业的企业家对本企业的情况可能尚有相当好的掌握，大企业则需要庞大的行政部门担当重任。这不仅限制企业设法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的灵活性，而且，随着企业的扩大，成本也会节节升高。经验表明，各行政部门不久开始自成系统，最后主要在管理它们自身。在公用事业部门，这一趋势特别明显，那里的雇员为了他们所需的每支铅笔都得大填表格。甚至如今，德国公务员如果用他的私人汽车办公，还得填写几页表格说明使用详情，其细节直到说明汽车的容积。

英国社会学家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1909—1993）甚至以讽刺夸张的口吻断言，按照特定的数学公式，即使生产已经又开始下降或陷于停顿，行政机构还会继续膨胀。帕金森定律可能确有夸张，但是它清楚地显示，中小型企业为什么往往能比大公司的生产更加便宜。

另外就竞争问题而言，大规模生产的规模优势受到限制，这具有重要意义。否则的话，人们就会不得不担心，竞争性的汰选过程要把所有的竞争者排除于市场之外，最后只有一家大企业成为硕果仅存的供应商。幸而在大多数市场上，不存在这样的集中趋势。

再说，在其质量与特色方面，大多数产品如今品类繁多。例如，即使仅就技术上的原因而言，小汽车也有大量不同的型号，只凭一条装配线不可能生产出来。例如，在时尚产业中，这种产品多样性甚至更大。由此可见，在市场竞争中，大规模生产即便有明显的优势，较小的厂商也总是有一些发展的余地。



 
杜阁的收益规律及马歇尔的生产者剩余




如果把大规模生产优势之规律与边际收入递减规律相结合，我们发现，就大多数商品而论，在产量增多时，单位成本呈一条U形曲线。起初，单位成本会降低，但是随着产量增多，就会达到单位成本开始再度回升的那一点上。这就是所谓收益递减规律，前古典（pre-classical）经济学家杜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已经描述过其基本原理。这条收益规律实际上为每家企业的规模设定限度，因为任何企业扩大生产都不能越过这样一个限度：即在此限度内价格足以支付最后产出的那个单位之成本—所谓的边际成本。屠能也发现过这条原理，这使他成为迄今仍有效的边际生产率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然而，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以同等的效率运行。有些企业的成本会高于平均数，其他企业却能够保持更低的成本。那些效率最低的企业最终不得不退出市场。所以，最后市场价格会恰好等于那个勉强支撑可留在市场上的供给商的生产成本。那个供给商也称为边际供给商。市场上的其他销售商，如果能够以少于那个边际供给商的成本进行生产，就会挣到超过其资本正常收益的超额利润。马歇尔称这些利润为生产者剩余。这些额外利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租金，而是以少于边际供给商的成本进行生产后得到的报酬。

如果对某一商品的需求增多，市场上的所有供给商会以扩大其生产作为回应。然而，由于前文所述的诸因素，他们只能通过提高成本来这样做，这意味着以前不能进行市场竞争的那些厂商也将得到这样做的又一次机会。于是，商品的市场价格将因需求增多而上涨。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科技进步，每个供给商都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那么，即使需求增多，价格也有可能下降。尤其在电脑制造业，情况就更是如此。当今一台个人电脑的成本只相当于几十年前一台计算器那样多。长期来看，与我们的收入相较，大多数产品由于科技的进步事实上变得更便宜了。不过，应该说，这是一种长期的效应。就短期而言，即在科技进步的当前水平上，我们还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越是愿意消费某一产品，它的价格就会越高。



 
贸易利润与投机




大多数物品都不是由生产商直接卖给最终消费者的。相反，物品要经由一名甚至多名贸易商之手，每名贸易商都在他们自己所付的产品价格之上添加额外费用。例如，如果我们将自己所用的汽车卖给一名汽车商人，第二天我们马上会看到他在推销这辆汽车，定价比他所付给我们的价格高很多。从经济上说这种贸易利润是否合理？是否应该将它视为无谓的牟利而全然予以拒斥？

在经济学家之间，这个问题已经有过详尽的讨论。古希腊人早已惯于蔑视商人，指责他们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致富，他们对其出售的产品没有带来任何附加值。因此之故，他们这行业最不受敬重，而赫耳墨斯（Hermes）
 

[1]



 同时被视为既是盗贼之神又是商贸之神，不外乎也是这个道理。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对商人的谴责虽然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但也只不过承认贸易不算罪恶，他们从来不认为上帝喜欢贸易。

连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商业贸易是非生产性活动。虽然他们承认商品不得不靠商人送交到最终消费地点，但就连亚当·斯密都不视之为对国民产值的一种贡献。按他的意见，商业犹如其他各项劳务一样，都是经济消费的一方面，有助于稀缺商品之消费而无益于其生产。

然而，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我们很难同意这个观点。说到底，为什么只有像开矿采煤这样的事才是对国民产值的贡献，而后来把煤运交给最终消费者的事就不算数呢？或者换个角度说，如果商业不是生产性劳务，为什么人们要为此付费呢？

很清楚，在许多情况下，消费者从专业的零售商那里购买商品比从各厂家那里购买产品要便宜得多。为了找到适用的二手汽车，较之翻阅大量的报纸广告，还是从专业的商行那里选购一辆省力得多。商行为其劳务收取的额外价格不过是它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报酬。反过来看，商行也不得不负担维持大批存货的成本。如今，把零售商的劳务包括到国民经济之净附加值中已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

这一情况与从纯粹投机活动中牟取的利润有所不同。投机商不参加商品之运输，也不向消费者分发商品。他只是购进便宜的存货，例如原油或其他易于储存的原料，以便日后以较高的价格抛售出去。根据经济的观点，能不能认为这种投机性利润是合理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大。尽管如此，把投机性利润简单地视为有钱的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不正当手段无疑是错误的。毕竟，投机商也担当风险，即价格的走势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的风险。而且，由于他们担当这些风险，市场上的其他参与者，例如消费者，所承受的风险甚至可能降低！

请设想一下：在一次丰收之后投机商买进大量小麦。这会提升小麦的价格，而且意味着消费量会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然而，翌年因冰雹或暴风雨庄稼可能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投机商能够以高价抛售其存货的时刻。他甚至可以声称，他这样做是在防止一场饥荒的爆发。不论人们对此有何看法，如果不是投机商如此明智地储藏现在能够向市场抛售的存货，小麦的价格肯定会涨得更多。

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然而，投机活动也可能有破坏市场稳定的作用。例如，对小麦的投机性收购可能导致价格上涨，这又可能促使其他投机商纷至沓来，哄起效尤。这样下去，价格可能大幅提高而没有任何经济理由。反之，一旦价格涨到第一个投机商感到必须金盆缩手的时候，这就可能引起崩盘效应，使价格暴跌。

许多人辩称，特别是在股票交易和外汇市场上，投机活动大多具有破坏稳定的作用。另一方面，投机对原料市场似乎有益。这是因为这类市场的供给易受天然波动起伏的影响。因此，囤积库存可能有经济上的意义，虽然—道理很明显—这样做的代价与风险也不应忽视。

说到底，有关投机是否正当的问题在理论上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结论的问题。显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市场和特定的环境。就外汇市场而言，破坏稳定的投机活动能否存在和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很大部分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论述汇率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公平价格与政府干预市场




我们已经看到，价格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互动的产物，而且，价格最终将与效率最差的供给商之成本相符。从国民经济之观点来看，这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供给商的边际成本同时就是增加最后一单位产量所引起的总成本的增加。除了我们将在以后各章讨论的例外情况之外，在竞争条件下建立的市场价格反映商品的相对稀缺性。

然而，是否可以说，这些市场价格也就是公平的呢？假设某个假日我们遇到一名贫苦的街头小贩，他以很低的价格向我们推销一尊木制佛像。作为富裕的欧洲人，我们不应该情愿支付比在我们看来相对低廉的市场价格更多的钱吗？如果不存在竞争，情况会是怎样呢？诚然，如果我们沉疴不起，而他是能够治好我们的致命疾病的唯一医师，那么，不论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把他请来。但是，如果他藉此机会图利，是否正当呢？换言之，究竟是否可能规定公平价格，而且，如果必要，是否应该不顾各种市场力量而设法使公平价格通行无阻？

且让我们从公平价格问题谈起。中世纪早期的经济学者大多是僧侣或教会的高层显贵，他们称这种价格为“justum pretium”。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原则上公平的价格，因为使供需达到平衡的市场价格让它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这并不是说，他们能够接受供给商为了提高价格而利用暂时有利的市场条件，或者甚至乘人之危。如果价格足以补偿劳动成本以及购买原料和其他初级产品的费用，这个价格就是适当的。在这个问题上，中世纪的所有文献都受到“劳力与费用”（laboram et expenses）这条准则的影响。尽管如此，那时还认为，原则上每个人都应该按照其社会地位生活，工资因人而异是十分正常的。所以，王公或主教要比简单的农场劳动者的收入多得多。这样才能维持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生活开销。

公平之实际问题主要产生于不存在市场价格的时候，或是不可能在价格与生产成本之间建立明显的关系的时候。这个问题首先是稀缺资源的情况引起的，连古典经济学家后来也不得不为此而发展出另一种价格理论。例如，市场上一部可能是孤本的古代手稿应该值多少钱？

教会当局对此问题的解答大致上以出售者对产品价值的估定作为决定因素。如果这部手稿对出售者来说非常珍贵，例如这是他的祖母早先传给他的，那么，这就应该反映在价格上。反之，如果出售者并不认为手稿之价值很高，例如，因为他知道手稿含有暗藏的缺陷，或是另有其他副本存在，他就应该以相应较低的价格出售。然而，把这些道义上的要求推行于实际的市场生活并非易事。这基本上有赖于出售者的良知，而且取决于他承认出售的物品质量较低。

如今我们的公平价格概念实际上离中世纪的概念不远。甚至多数国家还有限制人们自由议价的法律。例如，出售者不得欺骗隐瞒二手汽车的缺陷。反之，买家不可利用卖家的无知或乘人之危把价格压低到合理水平以下。政府可以认为此类合同是不道德的，而且宣布其无效，政府这样做基本上是对的。

然而，如果国家出面干预市场价格之形成，以此作为社会政策之手段，就会造成种种问题。例如，假设政府为了降低房价或者防止收取过高租金，强制规定每平方米的最高租金限额。如果这项（法定的）最高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只有这样它才有意义—就难免导致需求超过供给。因为如果价格降低，需求会增多而供给会减少。换言之，政府就会造成一种人为的住房短缺！





因为价格不得提高，居民住房的分配必然会出现种种不同的途径：例如强制规定某些社会标准，或者靠私人关系，或者通过黑市交易。鉴于已往的经验，这些途径会比取消价格管制更加公平吗？这可不见得。乍看之下，高昂的市场价格可能似乎不公平，但是却能防止各个消费者由于个人的原因在市场上遭受歧视或占到便宜。所以，有意向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的任何政府都应该补贴其租金而不是干预市场价格之形成。

如果政府强制规定最低价格，结果也不会更好。例如，欧洲农业市场就实行这个手段，那里的政策制订者强制规定黄油或猪肉的最低价格，试图藉此保证农民适当的生活水准。因为政府保证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格，在这些食品的供给上就会导致人为的过剩。然而，如果没有人购买他们的产品，较高的价格显然对农民并没有什么帮助。因此之故，欧盟感到不得不收购过剩的供给，然后予以销毁或以倾销价格向海外抛售。这不仅在经济上是非常明显的不智之举，而且也花费了许多钱，其中只有一部分成为农民的附加收入。

所以，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努力设法解决农民的收入也比操纵市场价格更好些。例如，政府可以对农民实行减税优惠或直接给予收入补贴。究竟农民是否需要接受任何财政支持则是另一个问题，等我们讨论国家的对外关系时再讨论。不过，如果政策制订者真正决定有此必要，他们应该采取最为直接的可能办法，而不要强制规定农产品的最低价格。

吉尔施（Herbert Giersch，1921—2010）或许是当代德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长期担任位于基尔市（Kiel）的世界经济学会的主席。他以一名出租汽车司机为例，显示这两种措施之间的区别。设想我们要给司机一点补助。那么，要求他在街上多转一圈，以便提高我们应付的车费，这样好不好呢？显然，这不是好办法，因为我们所付的额外价格中有一大部分立即化为汽油成本和出租车的折旧费。

所以，只消给司机适当的小费就会更明智一些。即使小费略微低于多转一圈赚得的额外收入，司机的实际所得也会更多一点。这样一来，市场参与者双方都会从这个正确的做法中得益。对供给者方面而言，人为地提高的市场价格相对不起作用，而且只会造成经济上不合理的生产过剩。























 
进一步阅读的参考资料















M.Blaug,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ed., Cambridge, 1996, Ch.2 and Ch.9.



A.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London, 1890.



E.S.Phelps,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theory, New York, 1970, p.32ff.








 

[1]



   赫耳墨斯（Hermes）：希腊神话中宙斯与迈亚之子，众神的使者，掌管商业，也是窃贼之神。




第四章








商品之效用与实际价值




 
古典的价值悖论与戈森定律




我们一向理所当然地认为，市场价格就是买方对产品价值之估计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正确的。例如，像法拉利这样昂贵的跑车，若不是认为物有所值，谁也不会去购买。如果街头小店的全麦面包似乎太贵， 我们就要到别处购买，或者改吃普通面包。至少在竞争之条件下，认为能够从产品的市场价格推断人们对该产品价值的评估，这一说法似乎不太牵强。

然而，一般来说，事情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首先，法拉利汽车不是任何人都买得起的。那么，对穷人来说，它的价值是不是比富人的估计更低呢？再说面包那个例子，如果我们饿得要死，恐怕不论什么价格我们都要购买。像这样，这些物品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呢？它们的市场价格难道不仅仅是供需之间关系的偶然一致的产物吗？

多少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思索这个课题。中世纪人们惯常区分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把使用价值说成是似乎代表了产品之真正用途，而认为交换价值反映其市场价格。在正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两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符的，显然，没有人愿意花许多钱去买他所认为无用的东西。但是，这条规律具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

一条例外情况后来被称为古典的价值悖论。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钻石，其价格比水高，而后者却是生活所必需的；亚当·斯密努力探索过这一事实。这怎么能以这两种商品的效用解释得通呢？如果真是这样，钻石与水相比没有实际用途，那么，一公斤钻石应该比一公斤水便宜很多。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事实也不是这样。

古典经济学家解释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把钻石及贵金属界定为稀缺商品，它们有特殊的规律。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因为，首先这还解释不了这类商品为什么会有需求，更别提为什么人们有时竟为这类商品支付巨款了。

只有新古典经济学派才真正解决了古典的价值悖论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所谓主观的价值学派。这派思想的历史是比较错综复杂的。英国人杰文斯（Stanley Jevons，1835—1882）于1871年，而洛桑大学经济学家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于1874年，分别各自发表了这个学派的最重要理论。尽管还在同瓦尔拉斯争首创权，杰文斯终于认识到提出这些理论的荣誉其实应该属于第三位经济学家，即德国经济学家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早在20年前他就已经提出明确的原理，正是为了纪念他，我们将这个原理称之为戈森定律。

戈森本来是一名律师，但是他对数学的兴趣更大。他曾经试图经营预防雹灾和牲畜死亡的保险业而遭失败。此后他转向理论经济学。然而，他于1854年出版的著作异常艰深难解，起初没有人对它感兴趣。戈森死后很久，这本书才被同行杰文斯所发现。杰文斯毫不犹豫地承认戈森在此课题上的权威地位，瓦尔拉斯也同意这一点。

戈森把他的著作视为关于人们的满足与不满足之感觉的理论。当时，他研究这个课题所采取的数理方式在经济教学中还很罕见。诚然，戈森以其成就而自豪，甚至自比为哥白尼及其天体理论。杰文斯也致力于发展他所谓的“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不过，在以人们真正能懂得的方式阐明他的理论方面，他比戈森强得多。首先发现戈森定律，而且将其有系统地郑重列为一种经济思想，这可以归功于他，在这一点上他与瓦尔拉斯，以及维也纳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的态度是一致的。

那么，这些定律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还把它们看作对价值与价格之谜的解答呢？戈森的第一项中心理论认为，人从某一产品之消费中得到的效用不是绝对量。与此相反，效用随着那个产品每增加一个单位而递减。例如，我们每天得到的第一升水是生死攸关的，因为它解除我们的干渴。然而，随着我们得到更多升水，我们就会接连更多地将其用于不急需的目的。我们会把它用于洗涤、做饭和清洁卫生，最后我们可能甚至将其用于纯属取乐的目的，即把水灌入游泳池。

然而，市场上一升水的价格不会随它的使用目的而改变。按照戈森的理论，市场价格总是取决于产品最后一个单位对人们所值多少。如果水的价格较此更高，人们就会认为它不再值得用于他们所想的使用目的，例如，他们不会去游泳。反之，如果水的价格较此更低，人们就会把水用于甚至更不急需的目的，例如，在他们的花园里修筑水塘。如今，人们会说，水的价格最终会等同于它的边际效用。按照戈森的第一定律，看来水的边际效用将随水的每一单位增量而递减。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讲过屠能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请注意它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相似性。





戈森本人甚至认为以绝对单位，例如以欧元或美元，去衡量边际效用是可能的。然而，这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不难理解—因为一个人准备用以买钻石的货币量还取决于、而且尤其取决于他的收入。一般来说，人们的收入不全是一样的。所以，不存在能够衡量效用的绝对单位或尺度。与此相反，一个人只能与另一商品之效用联系起来估计某商品之效用，所以，探索对效用的任何绝对度量都是没有意义的。

戈森接下去思考人们怎样分配他们的有限收入，去购买不同的商品。假设一名低收入者每月收入不过1 000元。为了 使问题简化，又假设他只能选购两种商品，即水与面包。因为这两种商品都是生活所必需的，显然他两者都要购买。不过，他要各买多少还是一个完全有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需要戈森第二定律以解决这个问题。两种商品之价格和那位低收入者之个人需要，都是有重大关系的。假设一升水值一磅面包的两倍，例如水值10元而面包值5元。按照戈森第二定律，那位低收入者会把他的1 000元这样分用，让他所购买的最后一升水中得到的满足，恰好是他所购买的最后一磅面包中得到的满足的两倍。换言之，如果他以最佳方案使用他的收入，两种商品之边际效用比率就会恰好等于它们的市场价格比率。





这怎么有助于经济分析呢？我们暂且不提货币因素，假设人们相互直接交换他们的商品。一名鞋匠在市场上以他的鞋交换面包和衣服，一名面包师傅以面包交换鞋和衣服，如此等等。按照戈森定律，这类交换对所有各有关方面的人都有好处。即使商品的新增单位连一个也没有生产出来，由于实现了商品交换的事实，一切参与者都会获益。因为起初鞋匠拥有鞋而面包连一个都没有，对他而言，面包的边际效用远较一双拖鞋为高。对面包师傅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所以双方都从他们的商品交换中得到好处。因此，那种认为商业中总有一方受欺吃亏的流行观念是错误的。正好相反，商业对所有参加进来的人都是有利的。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与收入分配




从戈森定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将继续不断地交换商品及其他劳务，直到他们不再能够从这种交换中获得任何相互共享的利益为止。所以，自由贸易是达到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重要前提。在既定的环境下，一个经济体不再能够取得任何效用上的增益的时候，就算达到了这个状态。当然，人们总会找到一些损人利己的办法。但是，在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下，通过商品交换而达到效用上的互惠的一切可能性正在得到充分的利用。所以，也可以说，到了不再可能改善任何人的境况而不使别人的境况恶化的时候，就达到了这种最优状态。

这条思路来自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他生于巴黎的一个热那亚商人家庭。他的父母对1848年德国的革命很热心，以致给他取了一个德国名字“Fritz Wilfried”，这个名字在他返回意大利后就变成了“Vilfredo Frederico”。帕累托接替了瓦尔拉斯在洛桑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席。他们属于新古典经济思想的洛桑学派，高度采用数理方法，特别是在研究怎样衡量经济体之福利的问题上。如今，经济学的这一特殊的分支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作为其奠基者之一，帕累托得出一条出人意料的结论，迄今大体上还是颠扑不破的。这就是说，即使只从纯理论上考虑，任何以将其居民的效用加总的方式衡量一个经济体之福利的尝试必然会失败！

所谓功利主义者是那时的主流学派，其代表人物为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后者是亚当·斯密的导师之一。帕累托的理论对功利主义提出异议。功利主义者把社会之福利定义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们最后将其归结为个人效用之总和。帕累托根本不能同意的正是这种简单的加总求和。他还认为，由于所涉及的计量问题，任何其他形式的总计—例如个人效用的倍增—也都会以失败告终。





例如，如果仅因为富人有较多的钱可以花费，就断言效用对富人而言必然比对穷人更高，那就完全错了。如果一个人的收入提高，我们顶多能判定他的效用究竟会消减抑或增多。然而，不可能以富人的效用增益为对比，去估量穷人的效用损失，而且由此得出结果。这是两个全然不同的衡量标尺，原则上不能相互比较。

这个课题与比较运动员的成绩差不多。一名10秒钟跑完百米的短跑运动员，他的成绩是不是比跳过2.4米高的横杆的跳高选手更大呢？显然，这种比较简直行不通，因为不可能适用单一的衡量标准。以一个人的效用同另一个人的相比，情况也是一样。从一张戏票中，穷人比富人会得到更多的效用吗？谁也不能以科学的精确性予以说明。在诸如面包和水这类必需品的问题上，看来似乎略微较易解答。然而，即便如此，也总会涉及某种价值判断之形式，所以从纯粹科学的观点不可能予以证实。





帕累托从这些问题中得出一条根本性的结论：如果在没有使任何人的境况较过去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感到效用的增加，那么，经济体的福利只会增加。换言之，如果99个人改善了他们的境况，但有一个人的境况变坏，那就已经不再可能对经济体的福利予以肯定了。所以，帕累托建议，不妨把我们的目标降低一点，即创造一种在不使别的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任何人的情况都不能再有所提高的状态，犹如戈森所说的交换均衡中的情况。

不论怎样说，这里完全不涉及分配的公正性问题，正如它不涉及产品的实际效用一样。帕累托的唯一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交换的一切可想到的可能性，使有关各方得到相互共享的利益，从而使原来次佳的情况变成相对最佳的情况。

这样一来，戈森所说的贸易上的平衡很可能成为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决非充分条件。反之，还有许多其他条件必须得到满足，特别是在生产方面。实际上鞋和面包并不是自己就存在的，而我们只需要拿它们来作交易就可以了。完全不是这样的。首先，必须把这些商品生产出来。但是，因为在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上有总的限度，我们不得不作第二个选择，那就是决定我们想要生产哪些商品以及产量是多少。

有些人认为，生产商应该首先集中生产那些需求度高的商品。但是人们也不得不考虑，每件商品的生产成本各不相同。为了达到帕累托最优，这又引出另一个前提条件，说到底，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的问题。例如，假设生产一只鞋的成本为生产一个面包的两倍。换言之，为了多生产一只鞋，社会不得不放弃两个面包的消费。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只有在鞋的价格至少为面包的两倍的时候，才应该优先生产鞋。

在这个情况下，人们还提到产品的机会成本，在本例子中，机会成本就相当于以两个面包对一只鞋。所以，帕累托最优的第二条件为：如果实现生产均衡，两种产品之机会成本必然等于它们的价格比率。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有可能通过重新配置生产来增加财富，也就是说，尚未达到商品之最优结构。

然而，在一般情况下正是竞争会准确地导致这一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在竞争之条件下，商品之价格反映它们的相对生产成本。只有在垄断或其他扭曲竞争的情况下，这条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才得不到满足。所以，即使就生产而言，自由市场也是重要的前提，它确保稀缺的生产要素得到尽可能有效的配置。





不过，即使在这个情况下，“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只有结合一定的收入分配才行得通。因为这种收入分配到头来也决定哪些消费需求将在市场上走红，因而哪些物品将生产多少。如果收入分配发生变化，很可能这个最优生产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但是这并不是说，这里想要反对帕累托最优之观念，或反对认为市场应尽可能由稀缺商品的价格所引导的结论。人们若不满意收入分配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应被纠正而非废除市场自由。只要生产商还在互相竞争，这就是最可靠的保障，它让每个人都能从他的收入中获得尽可能高的效用。如果经济学家在尽可能多的市场里提倡竞争导向的市场价格，这样做可以说是深中肯綮，抓住关键。



 
消费者主权与优值品（Merit Goods）




我们一向不言而喻地假定，消费者个人最了解他自己需要什么。这条消费者主权之原则在经济学界有悠久的传统，但是决非没有争议。连自由派经济学家也承认，至少对未成年人、有毒瘾者或精神病人，必须强加某些限制。不过，这些例外情况没有真正触及核心问题。倒不如说，决定性问题在于产品之供给是否应该仅取决于消费者有时荒唐的欲望，或者说，是否还有一些良好的理由让政府出面干预和纠正。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消费者增加某些商品之消费，根据涉及的产品情况施以或大或小的压力。最常见的例子包括文化性项目或保健服务，消费者往往低估其效益。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阻挠诸如烟酒之类不利产品之消费。前类商品称为优值品而后类商品称为劣值品（demerit goods）。这些术语是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1910—2007）提出的，他于1910年生于德国科尼施泰因，后来移居美国。

马斯格雷夫还提出政府何以应该干预市场进程的几个其他理由，尤其是在所谓市场失灵的某些情况下。在第二编中，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不过，就优值品而言，它其实不属于市场失灵的问题。倒不如说，它来自一种普遍的疑虑：担心人们是否能够正确地评估他们想消费的商品之益处。

诚然，如果我们看看有些人的钱花费到什么东西上面，我们就不得不同意某些这类疑虑。有谁真正需要一套24把不锈钢刀呢？莫非他是一名大开杀戒的凶手？在西方富裕社会里，连儿童也往往养成了对奢侈玩具和昂贵品牌产品的明显偏好。另外，广告力图把我们本来没有的需要灌输给我们，难道我们不是在某种程度上都被广告所左右吗？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曾经达到高潮。同时，像幼儿园或学校之类的公共机构中连最基本的必需品都十分匮乏。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都被市场规律所误导呢？我们是否应该使用完全不同于供需法则的准则来厘定商品的实际价值呢？

在20世纪70年代，政策制订者开始制订所谓社会指标，用以判明经济体中真正的生活品质。这些指标首先包括用于诸如医院床位、教育设施和运输基础建设之类项目上的公共费用，但是也含有诸如环境与居住品质之类的因素。在此后的几年里，许多国家的国民产值中公共产品所占份额显著增多。新的学校和大学被建设起来，而且，除了继续扩大社会保险之外，大笔经费被用于诸如剧场和博物馆之类的公共文化设施。

所有这一切主要靠税收及其他强制性费用筹措资金。然而，这引起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消费行为只有非常有限的改变。在教育和医疗服务方面，政府提供的愈多，准备在这些事情上自费负担的人愈少。不久以后，人们开始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支付他们的医药和课本费用，他们应该住在政府津贴的房屋中，而且，在诸如图书馆和游泳池之类公共设施的使用上，他们的付费应该比维持这些设施实际运行所需成本少得多。另一方面，人们却继续把他们自己的钱花费在诸如烟酒之类同样无益甚至有害的商品上。

第二是这些公共服务的财政负担问题。因为这类服务是以远较其实际成本为低的价格、甚至免费向民众提供，对这类服务的需要便无止境地扩大不已。结果却阴错阳差，民众甚至比以前更强烈地感到这类服务不敷所需，促使政府更多地提供。这样发展下来，在20世纪70年代几乎所有的西方工业国家都大幅提高了税收。结果终于证明，由于以大多为政治因素所决定的供给办法取代商品市场，政府面临几乎难以逾越的财政困难。

自由派经济学家对优值品之概念一贯持保留态度，有些人甚至以非常根本的理由直接驳斥这一概念。究竟谁能实际判定哪些商品对民众有益而哪些有害呢？说到底，只有政界人物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决策。然而，这样一来，等于他们同时宣称：他们的选民都不能自行决定问题。在自由派看来，要对消费者主权提出质疑，必须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才行。这点在民主国家尤其适用，因为这里的民众能够自行决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鉴于这些理由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将在下一编中予以讨论。





不过，在谈到区分实际需要与对奢侈品之滥用时，最好劝告政府不要对民众消费干预太多。归根结底，在这类事情上民众必须能够自行决定，这一点甚至可能取决于性格。连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最后一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持有类似的意见。他所反对的不是财富，而是富人的一种倾向：把他们的钱花在表面亮丽的奢侈品上，而不去，例如，赈济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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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市场失灵之原因




 
国家的作用在于当“警卫员”吗？




因为将市场与竞争视作唯一的万应灵药，经济学家往往为世人所诟病。在政界人士的眼里，这些人有时好像来自学术的象牙之塔的孤傲的理论家，其对市场的信念可以被归结为已不为社会所接受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Manchester capitalism）。此外，即使从纯粹经济的观点来说，市场也并非总是导致最佳结果，所以不得不在政治层面予以纠正。

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已是这类批判之鹄的，被指责为传播“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政策。“自由放任”一词出自重农主义经济学家杜阁（Jacques Turgot，1727—1781），原意不过是任由事物自行其道而已。后来，因19世纪后期英国自由贸易运动中心而命名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一词也用于表述这个观念。

如果将这个观念推到极端，如社会主义者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 1825—1864）一度所称，国家的角色就会沦为警卫员。拉萨尔是工人运动的政治领袖，于1863年建立德国总工会，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身。拉萨尔39岁时死于同其情人的丈夫举行的决斗。

尽管如此，若是通读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确实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主张国家只起警卫员的作用。无可否认，重农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都深信市场之力量，起码比他们对政治力量的信任大得多。但是，即使亚当·斯密也承认，除了内部保安和外部防御的事情之外，还有某些任务只有国家能承担。他认为这类任务首先包括基础设施之提供，例如筑路和街道照明。后来集古典思想之大成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甚至被许多人视为隐蔽的社会主义者。例如，他提倡征收激进的遗产税，而且是最初的女权维护者之一。

如今人们把政府应该具有的特定经济职责分为三大类，这种划分是马斯格雷夫提出来的。按照马斯格雷夫的意见，国家的重要功能在于稳定经济，另一功能在于矫正市场进程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在本书中，这两个问题将有更详细的讨论。

马斯格雷夫认为国家应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三个领域就是所谓资源配置，这包括决定应该如何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以及经济体应该生产何种商品和生产多少。实际上，这恰恰是市场应该解决的问题。然而，按照马斯格雷夫的看法，有些情况下国家予以纠正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马斯格雷夫明确划分私人产品、优值品及社会产品，认为仅是私人产品应该完全由供需法则支配。诚然，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政府应该对例如面包或牛仔裤的需求施加影响。对这类商品而言，不存在比供需法则更好的机制。

另一方面，对优值品而言，马斯格雷夫认为政府肯定应该干预其资源配置，犹如我们在前一节中已看到的那样。考虑到如果听任市场力量左右，这类商品不是消费过多就是过少，或者，民众出于多属非理性的原因想要消费它们，所以，政府应该采取积极促进或消极妨碍的措施，例如，对运动俱乐部提供津贴或对香烟征税。然而，在坚持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对消费者主权的这种政府干预是没有正当理由的。



 
自然集体物品




所谓社会产品不如称之为自然的集体物品，其情况也各不相同。这些不是人们能自行决定的问题，也不是应该如何分配的东西，如起初可能设想的那样。更确切地说，自然集体物品是由于某种原因，即使人民很想购买，市场也不能充分提供的产品。按照马斯格雷夫的意见，这一类型的市场失灵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某些物品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这类物品的标准实例便是道路或桥梁。一旦建造，就希望有尽量多的人来使用这座桥梁，因为这几乎不会导致任何额外的成本。张三对这座桥梁的使用与李四对同一桥梁的使用之间没有竞争关系，不像一个苹果只能给他们之中一人吃掉。所以，按照马斯格雷夫的说法，不应规定收费以防止任何人尽量多用这座桥梁。

不过，在竞争条件下，桥梁的私人所有者仍然必须收取使用费，以便收回建造这座桥梁的成本。这样一来，却令许多消费者不去使用这座桥梁。所以，在马斯格雷夫看来，以私人资金建筑桥梁，结果只会造成对其承载能力的利用不足，这在经济上是很不合算的。如果以公共资金建筑桥梁，然后让公众无偿使用，情况会好得多。

有些产品其成本主要由所谓固定成本所构成，所以，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该产品不会引起成本的额外增加。对于所有的这类产品而言，马斯格雷夫所说的道理原则上都是适用的。这也被称为自然垄断。除了桥梁与道路之外，其他实例包括堤坝，铁道，电话网，以及公用排水系统、警察和国防。这类垄断行业被称为“自然的”，因为它们几乎只有固定成本，而且随着每新增一个用户，单位成本将会下降。如前文所述，如果成本这样发展下去，有可能最后市场上只剩下一个供给者，亦即垄断者。其实，这些项目大多由国家或受政府保护的垄断公司所提供。





尽管如此，在争议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观念时，我们还必须持谨慎态度。例如，倘若桥梁上的交通太频繁，以致出现使用过度的迹象时，上述道理就不再适用。所以，仅为防止需求变得过度而收取使用费，可能在经济上是明智的。诚然，如果需求如此之高，以致收费甚至能够抵偿建设成本，这座桥梁便可能而且应该从私人资金中筹资。利用率很高的铁路和电话也可以这样办。其实，实际产品本身，例如电或水，在消费上带有竞争性的全部特征。只是其网络形式不宜这样办。所以，如今许多国家的政府仅提供网络，然后由私营的电力、自来水或电话公司来经营。

这样看来，仅仅固定成本高这一点不足以证明应由政府提供某项设施。否则建造诸如私营室内网球中心或高尔夫球场之类的设施也会毫无道理，因为这些设施的成本大体上也与这些设施的使用率无关。不过，仅就技术原因而言，网球场收入场费比道路容易得多。还有人说，在这两个例子中，以市场方式筹资的交易成本会有差异。严格地说，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区别主要要追溯到交易成本中的这些差异。

晚近以来，在关于消费中的非竞争性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已使用“俱乐部产品”一词。作为理想的做法，解决这类产品的经费应该采取两步收费制，即包括一项长期有效的费用和一项随使用次数而变的费用。例如，德国铁路有一种铁路卡（称做“Bahncard”），可以半价在其所有路线上旅行。只需再多一点钱，人们甚至能够购买一张通票，在一年之内可以免费通行于整个铁路网。这些是企业能够实施的一种措施，目的在于既抵偿他们的固定成本，也不阻碍消费者使用空闲的载客能力。凡是可能实施这种办法的地方，马斯格雷夫提出的消费中的非竞争性问题就不再成为反对由私人提供这类物品的理由。



 
排他性原则之不适用性




现在我们讨论自然的集体物品之存在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即所谓排他性原则之不适用性。虽然非排他性往往与消费中的非竞争性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非排他性的最重要的实例便是环境问题。

现以森林为例。即便对其私人所有者而言，森林具有某种效用，表现为木材出售所得收益的形式，但是森林还实现重大的生态上的宗旨。它是稀有动物的家园，而且有助于形成我们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氧气。不过，遗憾的是不可能为这类效益规定市场价格。与此相反，人人都能免费享受新鲜空气，无须为此而向森林的主人付费。也可以说，因为不能为此付费，消费新鲜空气是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外的。这样就清晰地把如“新鲜空气”这类集体物品与像糕饼或粗蓝布这类纯粹私人产品区分开来。结果，不受排他性原则支配的商品在市场上不是数量太少就是根本没有。

另一个例子为堤坝。正如桥梁那样，堤坝在消费上没有竞争性。然而，与桥梁不同，堤坝的特点是非排他性。虽然受堤坝保护而免遭洪灾的每个人都非常关心修筑堤坝，但是，与桥梁不同，那些没有为其修筑付费的人照样从中受益，不可能把他们排除在外。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可能按照市场的原则解决堤坝的经费。过去有些政策制订者曾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规定住在堤坝邻近地区的每个人都要参加建设。按照“不付酬，不能留”的箴言，弗里斯兰（Friesian）堤坝法判处那些拒付者迁离他们的住处。如今，堤坝以及其他不受排他性原则支配的投资项目都从赋税中筹资。在这个例子上，我们实际正在讨论不能靠市场提供的、本质上是公共产品的物品。



 
外部效应与环境问题




且让我们审视一下环境问题的另一方面。毕竟，环境问题不仅在于积极改善环境（如采取造林措施）的激励政策太少。与此相反，主要问题在于污染环境的各种排放有时把环境带到毁灭的边缘。按照公众的看法，空气与水遭污染的原因大多由于不讲道德的企业家及其对利润的贪欲。然而，关于市场失灵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另有所在。在以前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中，环境遭到的污染至少不亚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程度，这个事实也是证明。

两种经济制度具有共同之处，即对环境之享有（不同于煤田或铁矿石之类的私有资源）不存在自然而然的受益排他性，因为承担其行动代价的不是污染环境的个体而是大众整体。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认为，他能够在损害所有其他人的情况下开发利用环境的缘故。这点不仅适用于追逐利润的资本家，国营企业的经理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因为这样做他能够更容易地达成他的生产目标。连私人也会发现，将垃圾倾倒于无人的荒地比以环保的方式加以处理容易得多。所以，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普遍性的搭便车问题，这与它发生在哪种经济制度之下没有关系。

在分析对这个问题的可能的解决方案时，最好使用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一词。外部效应就是给不直接参预产品之生产或消费的第三方带来的损失或利益。在前文所述的两个例子中，前例的外部效应是正面的，也就是说，森林的所有者和堤坝的建造者给予公众以利益，但是却不能为此规定市场价格。因此，在纯粹的市场条件下，人们植树造林和修筑堤坝会少于实际应有的需要。

另一方面，环境污染是一个负面外部效应的例子。经济行为主体无须负担他们所造成的问题之经济代价。因此，与其保护环境，人们宁可更多地对环境造成污染。





我们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呢？最明显的办法大概是首先禁止任何类型的污染，而且通过严格管制和高额罚金推行禁令。然而，这就是意味着一切停摆。例如，若不对环境至少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害，就不可能进行生产或驾驶汽车。对于铁路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其他事项，甚至对于服务业，情况都是这样。例如，理发师需要能源和水来洗顾客的头发并且吹干，他的顾客也不得不以对环境多少有些影响的交通工具前来理发。所以，较为现实得多的办法是设法将任何企业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污染保持在可接受的限度之内。

现且假定政府已经以某种方式认同和施加了这些限度。下一步将是决定准许何人在何等程度上为什么目的去污染环境。要这样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环境损害的总量不应超过认同的限度；第二，应当尽可能公平地将所谓“污染权”分配于污染者个体之间。

即便像“污染权”之类的用语可能令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听得毛骨悚然，归根结底，每种环境政策最后都不免简化为这种权利的分配，虽然这并非总是十分清楚和透明的。连那些厉行禁令或限制条件的人们也在分配污染环境的权利，即规定尚可批准的数量。所以，唯一的问题在于怎样能够以尽可能有益的方式做到这点。但是，这样做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应该十分清楚，现在可是又在讨论某种稀缺商品的分配问题。例如，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限制在每年十万吨，这十万吨实际上具有稀缺生产要素的性质。它可以用来开汽车、制鞋或住房取暖。这样，二氧化碳就与其他稀缺商品，如钢铁、资本或劳动力一样，这些商品的最有效用途也得由我们来决定。所以，把适用于其他一切商品的同样机制，即市场与竞争机制，用于对二氧化碳之使用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





若说最彻底地落实这些理论，可以追溯到芝加哥经济学家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30年生）的思想。德姆塞茨竟然建议以证券的形式建立可以买卖的污染权，而且向出价最高的投标人出售。就上述例子而言，证券上面必须印明，比如说，凭券可以每年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如果有人想要排放一百吨，他就必须购买一百张这种证券，也就是说，在自由市场上证券必须随时都可以买卖。如果某公司引进了新的节能技术，因而它排放的二氧化碳少于起初预计的数量，它可以把多余的证券卖给其他公司或私人住户。犹如其他稀缺的商品那样，这些证券的价格取决于供需关系。

因为这种人为创立的环境市场受排他性原则所支配，它能消除原来的市场失灵现象。只有那些买到必需的证券的人们才能获准产生污染物。同时，只有那些非用不可的人们才使用这种证券，因为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要么购买证券，要么以适当的办法减少污染。如果有些办法容易实行—例如只需减少开车—谁也不会去买证券，因为后者比较费钱。另一方面，如果只有有限的可能性减少排放量，污染者就须购买必要数量的证券。最终，在因此而导致最低成本和最少的效用损失的地区，污染就会减少。当然，这在经济上是有意义的。

此外，人们会产生不断寻求降低污染的新途径的强烈动机，这样他们就可以减少购买这些值钱的证券的必要。这项措施的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整个运行过程无须政府实际上施加任何法规。不是政府不得不谋求保护环境之道而后规定公民遵行，而是企业为了节约成本自动地这样做！

尽管如此，如常情所见，在这个办法中，最多的问题也表现在具体细节上。发行证券的问题之一：有许多污染物只有在高度集中发生于一个地区之内时，才开始具有真正有害的效应。例如，噪音污染就是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空气污染也是这样，还有水的污染也肯定如此。所以，那些证券会只适用于特定的地区，这会使得这个办法相对复杂化。况且，还必须确保没有人实际上排放多于证券所准许的污染物。这点实行起来成本极高，而且如果是对像汽车之类流动性的污染源，根本就行不通。

所以，这个解决办法尽管在理论上头头是道，但在实践中可行的程度却是有限的。不过，这种想法自有它的用途，因为它至少表明，在理想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因而可以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其他办法的一种参照。

另一替代办法则为征收环境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e Pigou，1877—1959）早在1912年就提到过。庇古认为，例如，根据各个能源对环境的损害程度，可以对这些能源征收庇古税。对于二氧化碳的排放而言，这可能是很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污染程度在这里几乎完全取决于能源类型及其使用量。不过，为了保证污染绝不超过可以接受的水平，税额必须不断调整。即使由于经济增长上的波动起伏，这也许会构成种种问题，仍然可望这类措施会有助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污染。

纵然如此，有些污染物却不是这个办法能解决的。例如，割草机导致的噪音污染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很难同意，仅仅因为邻居付过使用割草机的税，就可以在星期天下午打扰我们难得的休息。对于致癌物，或其他直接危害人们健康的物质之排放问题，更是这样。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加以管制，即禁止某些排放或依法将其限制到无害的程度。



 
为环境纳税和缴费是不公平的吗？




有人根本反对以市场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一切方案，现在来讨论一下。有许多人会说，发行生态证券或征收环境税是不公平的。这样一来，只有大公司或富人担负得起污染环境，而“普通民众”不得不自行设限。这种论据初听之下可能有说服力，但是它基本上可以用于反对一切类型的市场价格。倘若真正贯彻这条理由，那么，就不得不把其他稀缺商品，如汽油、水或面包，也都撤出市场机制，改由政府来配置。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而且不仅仅是以前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经验—这会把我们引向何处。结果，无效率、浪费和腐化都不可避免。尤其，在关于谁有权利享有稀缺的环境负荷量的问题上，就会展开政治上的斗争，结果很可能是处于少数地位的群体失利。每当政府开始规定一年之内准许每个公民使用多少汽油、热水或供热用油的时候，就难免发生主观武断和长期政争。所以，把资源配置之决策与分配问题合在一起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如果通过供需关系调节商品之使用，而且在发生分配问题的收入与赋税领域本身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有效得多，而且较少引起冲突。

此外，如果预料只有几家大企业会购买环境证券，而小企业和个人不用买，这种看法并不现实。其他稀缺的原料也没有出现这一现象。即使一个很赚钱的企业，对于像环境证券这样费钱的东西，也只有在真正需要而且不能以更新的生产技术取代的条件下才会购买。谁也不能说小企业或私人个体就必然处于不利地位。从这一点来看，与可能按照非常武断的标准行事的政府当局相反，一视同仁的市场倒是平等对待一切购买者的。



 
自愿协商：科斯定理




在经济学家中，有一个广为接受的观念，即认为外部效应需要政府采取矫正措施。这一观念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一条著名的经济定理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私人协商也能解决外部效应的问题。这条定理溯源于美国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他的著作于1991年荣获了诺贝尔奖。

科斯试图以牛贩子赶牛穿过邻家草场的实例说明他的基本观念。因为牛群会在其主人无需付费的情况下在草场上吃草，这显然是一个负面的外部效应问题。然而，也可以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如果牛贩子的行为是合法的，草场主人就要以无需付费而保持草场完好的办法，造成对他自己有利的正面的外部效应。

按照科斯的意见，谁是草场的合法主人实际上无关紧要。不论谁是主人，双方都具有强烈的动机达成一项关于付费的自愿协议，从而把原来的外部效应内在化。唯一要紧的事就是关于什么属于谁的问题要清楚。

暂且假设草场及其全部使用权都属于牛贩子的邻家。在这种情况下，牛贩子会有意从其邻家取得使用权。因此，双方会开始协商，以便就草场之价格达成协议。

再假设情况正好相反，即牛贩子有权让他的牛群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吃草。按照科斯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也会开始协商，因为这时草场的主人想要阻止牛贩子使用他的草场。于是，为了保证牛贩子去别处放牛，他会向牛贩子付费或以其他方式补偿。

据科斯说，这两种假设中，无论哪一种都与谈判是否成功无关。反之，不论在哪种假设之下，结果总是一样的。如果牛贩子的获利大于对草场主人所引起的损害，牛群就会到草场上吃草。另一方面，如果损害大于获利，牛群就会不去草场。换言之，只要产权绝对清楚，不论产权如何分配，谈判总会达成最佳结果。

连科斯本人也承认，科斯定理虽然在理论上精辟简练，但是不很实用。例如，照理说，住在核电站附近的居民可以共同想办法，以支付某种贿赂来说服电站的官员关闭核反应堆。然而，那些居民极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恰如上述堤坝的例子，如果谈判成功，不论有些居民是否参加行贿，没有人可以被排除在受益者之外。这里又是一个“搭便车”的问题，说明以私人资金解决公共的“无核区”经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情况下，即使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要求，而且能够筹集足够的费用成功“买通”核电站的官员，自愿协商仍然可能行不通。

在牛与草场的实例中，因为只有一名加害者和一名受害者，科斯便回避了这些问题。这可以是一个理想的案例，但是不很常见。况且，即使就这个理想的案例而言，人们也必须考虑到，从（权利）配置方面来看，这两种财产权利的组合可能导致同一的结果，但是从（收入）分配方面来看，却有完全不同的效应。换言之，只有在牛贩子得到的利益超过他造成的损害时，牛群才会到草场上吃草。然而，牛贩子的邻家会发现，如果草场属于他自己，与他不得不为了让牛群离开草地而向牛贩子付费的情况相较，他会觉得自己最终处于更好的地位。（收入）分配上的这种非对称的效应在设法贯彻科斯定理时可能导致颇多的政治问题。



 
环境与政治




且让我们简短地重述一下我们迄今得到的结论。如果诸事顺遂，科斯定理会导致使外部效应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的自愿协商。但是我们不能依赖这点。如果加害一方与受害一方没有达成协议，政府只好出面干预。此事最妥善的处理方式应为创设适当的市场机制，例如，发行证券或征收环境税。然而，如果这也行不通，那么，不论我们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实行法律措施。

另一方面，各国所谓的“绿党”，虽然起初比较赞同规定性的立法措施，也都正在转向以市场经济的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有一件事可能促成了他们的态度转变，那就是国家可以从环境税费中筹集大笔经费。假定这些税费指定用于特定的目的，由此取得的岁入将主要用于保护环境。不过，即使主要是根据生态上的理由征收的税款，按照所谓无意向性（non-affectation）原则，它在本质上也是没有特定目的。

实际上，如果说出自环境税的岁入必然应该用于保护环境，这是没有道理的。要知道，环境税的功能在于把清洁空气或水之类稀缺的环境资源之消费降低到可以容忍的限度。可是，这些岁入不论用于何处，它们都会实现这项功能。当然，这些岁入可以用于，例如，建立自然保护区。但是，这类措施的实际规模与从环境税中取得多少岁入没有关系。一个自然保护区的大小到底为什么应该取决于岁入的某一特定来源呢？

在采取生态税的同时，例如为了促进新的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而减免其他税种，这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可行的。这样一来，国家就没有增加岁入，而将税款指定用于特定目的之问题也就自行解除了。

除非保护环境的实际目标有此要求，要想证明生态税之用途在于对消费施加影响甚至更加困难。例如，如果根据生态上的理由提高汽油价格，原则上这也适用于石油的所有其他用途，而且，按照其他一切能源各自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也都应予以提高价格。像德国的实例那样，一方面提高汽油价格，另一方面对煤价给予补贴，这不论从生态的还是从经济的观点来说，都是讲不通的。各种生态税要想达到当初设立的宗旨，必须有一贯彻底的实施，而且，对于有害于环境的任何活动，都不可作政治上的考虑。

最后一点，只有不存在规避绕行之可能性时，环境税才起作用。例如，只有一个国家对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征税不会有多大作用。有关的企业可能将其生产厂址迁往国外，继续在那里污染全球环境。采取这项措施的第一个国家只会遭受就业上的损失，对环境根本没有好处。

不过，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一个“搭便车”的问题，只是这次是在国际层面上。就每一个别的国家而言，让其他国家带头保护气候是最好不过的了。这样一来，无所作为的国家可能从其他国家的措施中受益，而且无需分担它们的成本。只有政策制定者们签订必要的国际协定，这个问题才能解决。理想的办法是向各国发行许可证书，允许它们只产生某种数量的二氧化碳。此后这些国家的政府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排放量停留在证书所确定的限度之内。

然而，正是这种国际证书的最初发行可能引起相当大的分配问题。如果采取拍卖方式，较穷的国家可能觉得从一开始它们就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不可能简单地根据一个国家人口规模的进展发放证书，因为工业国家很难同意这样做。我们还必须想到，将来地球上人口过多将首先成为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单从这个观点来说，在分派这种证书时，对那些人口增长率高的国家给予优惠是办不到的。

找到一个公平解决这类分配问题的方案决非易事。然而，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达成国际协议。较之在国际竞争的过程里继续污染环境，即便一项只是部分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也是极为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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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平工资与工作权




 
屠能之自然工资公式




像公平工资这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在经济学中是罕见的。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得出一些饶有趣味的结论。这里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屠能（Thünen）的自然工资方程式。即使在今天，屠能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然而，就工资问题而言，他却给自己的名声招致很多怀疑。不过，即使这样，他对他的工资方程式还是十分自豪，甚至镌刻在他的墓碑上；这块墓碑现在还立在德国梅克伦堡（Mecklenburg）地区的小镇伯利兹（Belitz）的教堂之前。但是，经济学家们大多认为，其实还不如把这个方程式埋到坟墓里。

屠能的方程式来自一个有趣的理论模式，它已经比较接近于此后研究资本问题的大理论家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 Bawerk，1851—1914）的思想。屠能的模式所依据的假设认为，工人们自己变成资本家是原则上无可阻止的。这样做他们只须同他人联合起来，以共同的存款购置机器和原料，然后他们可以雇用别人来当计日工。

不过，在最佳工资标准问题上，按照屠能的看法，这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矛盾。一方面，高工资标准意味着工人们可以多储蓄，因而他们较易积累他们所需的资本。而且，他们日后的利润只须在为数较少的“工人资本家”之间瓜分。但是另一方面，高工资会提高雇用计日工的成本，因而又会降低总利润。

屠能是在探索一种为每个工人资本家创造最高利息收益率的最佳工资。按照他墓碑上的著名的方程式，这种工资等于来自每个工人平均产量和最低生活水准这两个方面的几何平均值。就此方程式的某种直觉意义而言，前一个方面显然是可以想到的最高工资，而后一方面却是最低工资。

屠能还证明，有了这个工资标准，连计日工都不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工人资本家的利润率会等同于计日工靠他们的银行存款获得的现行利率。所以，屠能相信他已发现“自然的”工资并不奇怪。

但是，屠能的模式太不现实，很难有说服力。例如，为什么工人们一定会偏偏对于增加他们的全部利息所得感兴趣呢？如果说他们集中考虑包括工资在内的全部收入，岂非更加可能得多？然而，如果情况真的如此，屠能的工资方程式就不再有实用性了。

而究竟工人们是否有任何可能去积累较多存款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在屠能的时代。虽然连屠能自己都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相信，凭创造财富的种种措施会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他在梅克伦堡的示范庄园中，为其工人们建立了一种利润分享的制度，这在他死后还长久实施，而且令他作为实践派的社会政治人物享有盛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屠能首先集中考虑的是农业生产问题，而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却是生于工业革命期间。他生于特里尔一名律师家庭，在柏林学哲学，对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都深感兴趣。因为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不久被迫流亡国外。他在布鲁塞尔为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了著名的1848年共产党宣言，其中心理论是号召废除生产手段之私有制以及继承权，而且表示将来生产应该集中组织起来，人人都必须工作。

后来马克思带他的家人迁居伦敦，生活极端贫困，只是偶尔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挣取微薄的稿费。他也在那里撰写了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全书共三卷，首卷出版于1867年。马克思的朋友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是来自伍珀塔尔（Wuppertal）的一位纺织厂主，他给予马克思诸多精神上的、特别是财务上的支持。这两人的友谊关系极深，恩格斯甚至充当马克思的一个私生子的父亲—这是恩格斯只在临终病床上才透露的秘密。

马克思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然而，对于当时流行的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也不感兴趣。反之，他致力于建立“科学社会主义”之理论，汲取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特别是李嘉图的思想，还从那里借用了劳动价值论。按照这一理论，一切商品都可以按照它们内在的劳动量进行交换。亚当·斯密也提出过这一理论，虽然只用于原始的经济形式。按照斯密的说法，如果猎取一头海狸所需时间是一头鹿的两倍，那么，在市场上一头海狸的价格会卖到一头鹿的两倍。如果因猎取海狸而增多的时间不以较高的价格来抵偿的话，就没有人去猎海狸了。

马克思相信，劳动价值论也可以用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过，他将这一理论加工为他的著名的剩余价值论：这一理论认为，长远说来，每件商品将只卖到等于其生产成本的价格。马克思称这个价格为商品之交换价值。他还把这条原理用于劳动。然而，其意义无非是说，谁也不会挣得超过仅足糊口之需！最低限度生活水平将等于仅为劳动力之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数量。

不过，马克思相信劳动是一种特殊商品，因为它能够生产的商品数量远较它的再生产所需商品数量为多。劳动的使用价值超过其交换价值的这个溢额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剩余价值。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正是资本家将这个剩余价值占为己有。对于所有商品来说，价格中剩余价值那部分是相同的，这就是说，归根结底，所有商品都可以按照它们内在的劳动量予以交换。





马克思以劳动时间为例设法说明他的理论。在他那个时代，每天劳动十小时是典型的工作日，为满足糊口之需仅为六小时，即维持一个工人生活所需之商品数量的生产时间。其他四小时马克思称为剩余劳动时间，这是产生剩余价值的时间。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不断努力增加这种剩余时间。为了能够达到目的，要么是延长人们的劳动时间（绝对剩余价值），要么是通过机器之利用提高每小时的生产率（相对剩余价值）。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人都不会受益。

马克思相信，劳动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这个矛盾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如果与每个劳动力相对应的资本供给继续提高，但是需求未提高，结果将造成销售中的周期性危机和利润上的降低，直至这个制度最后垮台。这时，无产阶级接管生产厂家的所有权的日子就会到来。在后来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手段不再为私人所有，因此任何剩余价值都会最终归于工人，只有这样才是公道而正确的。

说到底，马克思的论证到头来是否定利润之存在权利。既然连机器都是工人所生产的，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全部收入应该归于工人只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后来庞巴维克（Böhm Bawerk）所说的马克思在思考上的主要错误。其实，如前所述，屠能也已经看出这一点。马克思没有考虑到，生产出机器不仅需要劳动，还需要消费之暂时牺牲，以便积累必要的资本，而这就是为什么储户或资本家获得任何利息的真正理由。因为，如果没有利息，谁也不会想去存钱，那么，既不会有任何资本，也不会出现后来的国民产值的巨大增长，而若没有后者，首先连考虑任何工资增加都是不可能的。



 
中央计划经济存在的问题




至于对于共产主义经济实际上应该如何运作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得都很模糊。像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那样，似乎他们也曾认为，不论业绩如何，每人都应挣一份同等的工资。不过，这马上会引起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可能保持工作士气呢？而且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如果比较大量的人想要干裁缝工作而服装的需求量不够大，情况会是怎样呢？反之，我们不难想见这样的情形：因为想要当面包师傅或农民的人数不足，对面包的需求将得不到满足。

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会保证这类问题几乎不会出现，因为如果供需失衡，不过是面包涨价而服装跌价而已。结果，收入上的吸引力又使人们去当面包师傅而不干裁缝工作，直到市场恢复平衡为止。此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去工作谁都负担不起，因为那样他就没有任何收入。

不过，看来社会主义理论家并非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在他们的社会制度草案中，大多以制订生产与就业的中央计划来谋求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也意味着劳动者的自由选择和消费者主权的终结。在计划经济体中，不再是个人需要决定生产什么商品和生产多少，而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在这种制度下，不讲工作权问题，而讲工作服从分配。不仅如此，还由政府决定商品和收入（如果政府预计还保持货币经济的话）如何分配。

毋庸赘述，这种制度引起一些全新的问题。这种制度怎能避免行政专断，任人唯亲，以及在脱离民众的真正需要的计划工作中经常发生错误呢？如果不是靠政府规定的节约制度，如何能够积累资本呢？如果没有真正的市场价格来指引，政府如何能够保证把资本用于最有经济价值的宗旨呢？在一定程度上，东欧一些政府的倒台就是因为实际执行中的这类问题。

关于这一情况，著者的业师汉斯·贝斯特尔（Hans Besters）讲过一个很说明问题的小事例。他于1980年代到波兰旅行，那里普遍短缺卫生纸，连专门为西方旅客服务的国会中心都不例外。在厕所的门口有五名受雇的妇女，对每个旅客只发两张卫生纸。表面上看，这个办法有利于防止失业，但是，如果雇用这些妇女去生产卫生纸，肯定比让她们分发卫生纸更有意义。

对于在计划经济中如何解决协调问题，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利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提出过一个格外有创意的办法。他起初假定民众的爱好和能力各不相同，有的人雄心勃勃，有的人懒散好闲；有的人较具艺术抱负，其他人更爱干社会工作。总之，傅利叶相信他能够区分出810种不同的基本角色。在他所设计的乌托邦经济体中，他把这些不同的角色集合于各个居住区与生产公社内，每个人在那里都能追求他的特有爱好。最后，每个人的需要都会以这个方式得到满足。例如，按照傅利叶的说法，应该让儿童去收集垃圾，因为他们喜欢在污垢中玩耍。

根据傅利叶的计算，这些生产公社—傅利叶称之为“法朗吉”（phalanges）—大概需要由1 800人组成，这样才能满足每个人的爱好与需要。这样一来，工作就会变成快乐，而且，商品的自由交换（包括恋爱自由）就会取代靠价格和利润指导生产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的纺织厂主和社会改革家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后来设计过一个类似的方案。他在美洲的一个示范公社中企图实际推行他的想法，但是，只在很短时间之后便告失败。

单是对这些早期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简单描述便足以说明，为什么连恩格斯都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滑稽的幻想”。或许蚂蚁的社会本来可以这样组织起来，但是具有不同爱好与需要的人类的社会肯定不行。不过，关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和劳动应该如何有效地实行计划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帕累托曲线




在市场经济中，工资原则上取决于供需法则。例如，如果有较大数量的妇女要干护士工作，她们的工资将低于普遍缺少护士的地方。所有其他行业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对于那些具有特殊技能或天才的人们，这当然有利。否则，流行音乐明星或网球高手怎么能挣大钱，而矿工或看护老人者都挣得较少呢？

按照统计学原理，存在于一定人口中的各种不同的技能大体上符合我们所称的正态分布。这就是说，在分布图上呈现一条钟型曲线，其X轴表示各自的收入而Y轴表示挣得那种特定收入的人数。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掷出两个骰子而将其点数相加，正态分布的这一图型也会发生。如果我们重复投掷相当次数，我们一定会发现最常见的结果为7。偏离7愈远的结果出现的频率愈低。最罕见的结果为2及12这两个极端数字。这是因为它们各自只有一种组合（即1+1或6+6），而7可能有多种组合（即6+1，2+5或3+4）。

这与收入之分配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假定个人的收入取决于若干因素，例如智力和勤勉。我们按照从1到6的等级来衡量这些因素中的每一因素，而且假定每个值以大体上同样的频数出现。把这两个因素相加，我们便得到收入的正态分布，而最高频值7为中间收入。极端贫困正像极端豪富一样少见。

但是，早在1896年，洛桑的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就已经发现，实际上，收入的分配并不遵循正态分布之规律。反之，他能够证明，在大多数国家里，收入之钟型曲线几乎都是向右方倾斜的，而不是如在正态分布中那样对称于中间值周边。从经济上说，这意味着即使人口中的大多数确实公平地挣得相似的收入，富人与普通收入者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也比普通收入者与穷人之间的大很多。

许多人曾经试图解释这个现象。例如，有些人相信，政府向穷人发放补助与救济可防止他们的收入降到某一水平之下，可以说是切断左边的收入钟型曲线。然而，关于收入钟型曲线在左边是笔直的这个事实也有单纯经济上的解释。例如，设想“智力”和“勤勉”这两因素之影响不是加法的而是乘法的。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立即得出已经很接近帕累托收入规律的收入分配。在我们试图解释收入之分配时，如果把诸如教育，节俭或冒险意愿之类的其他因素考虑进来，情况就更是这样。



 
最低工资与最高收入限度？




尽管富人较少而普通收入者较多，我们已经肯定，在市场经济中贫富悬殊是存在的。顺便提一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点也没有不同。

诚然，特殊成就应该得到奖赏，但是，从良心深处来说，我们觉得如果收入差距太大，这是不公平的。连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428—348 b.c.）也曾认为，这里必须有一个限度。按照柏拉图的意见，即便是很优秀的人，其收入也不应该较其他任何人超出四倍。在市场经济中不存在这种限度。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而且，其后果又是怎样呢？

例如，我们可以设想，立法把经理的薪金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限制到工人平均工资的四倍。这样一项措施会有什么结果呢？只要各企业还在互相竞争之中，对优秀经理的需求就会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从公司雇员的利益来考虑的。因为，优秀的经理能使一个甚至濒临倒闭的公司恢复盈利，从而保住大家的就业；而欠熟练的经理或许甚至促发破产。因此，如果引起疑虑，人们会设法绕过这条立法，例如为经理提供免费的住房或其他特权。无论如何，即使有规避法律之嫌，市场规律也会占上风。

现在我们研究一下相反的情况，即对于诸如看护老人之类具有社会价值的工作立法规定最低工资。只要这个最低工资尚低于护士的市场工资，它显然不会起作用。然而，一旦它高于市场工资，护士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亦即有些护士会失业。犹如商品市场一样，在劳动市场上只有市场工资才能导致供需平衡。

对于那些现已就业的人们来说，法定最低工资当然是有益的。然而，许多也想干护士工作的人，而且必要时他们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这时却找不到任何护士工作了。换言之，只有在医院得到补贴而无须支付市场工资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找到工作。

像这样，就医院而言，尚可行得通，因为各医院常常有政府资助，也就是说，竞争之原则只在某种范围内适用。不过，是否可能将这个立法用于整个经济呢？这等于说，又是由国家最后决定必须生产什么。得到高额补助的企业能够支付高工资而且大量生产，同时缺少补贴的部门不得不为此承担代价。政府官员的专断决策将取代供需法则，最后，不会再有人知道商品与劳务的真正成本。政府调控工资难免会导致政府调控价格。然而，这马上会引出中央计划经济失败的所有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保留市场经济的优点，我们显然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即最终产生的收入分配不会总是符合我们的公平观念。不过，作为规律，在市场经济中，即使“普通民众”的绝对收入水平，也比在更平均化的社会中高得多。这是因为已有的更多挣钱的机会释放出各种经济力量，结果会对人人有利。如果没有这种机会，像克虏伯（Alfred Krupp）或盖茨（Bill Gates）这样的人物绝对不会产生。虽然像许多其他企业家一样，他们变得富甲天下，但是他们在各自的公司中也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职位。

无可争议，在一个没有经济刺激的社会里，工作者就没有这么大的干劲。即使在社会主义经济体中，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刺激，因为我们都熟知赋与顶尖运动员或官员的那些特权。如果不是存在许多按照纯粹资本主义原则运行的黑市和灰市，这些经济体早已陷入困境。

关于处理收入中的不合理所得，其实有一个比政府限制有效得多的方式，那就是竞争。暂时且将诸如遗产所得，抽奖赢钱之类置之不论，一般来说，致富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凭自己的劳动。无论如何，国家还是能够通过征税及各项社会政策措施来纠正过大的收入差异。尽管如此，如本书此后所述，重要的是国家不要过分推行那些措施。

这里我们加上一个更带哲学性的问题：是否可能单纯以民众的收入来衡量人世幸福呢？其实，有些人可能甚至不想致富，因为他们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优先考虑。连亚当·斯密都说过，在大学教授看来，所得报酬的实质部分不在于赚到的金钱，而在于享有的社会承认。如今各大学在确定教授的薪酬时尚且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不应错误地把幸福与公平的争议仅仅归结为收入问题。人民一旦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准，其他一些优先选项，诸如工作场所的满意度、收入的保障，特别是留下的闲暇时间，开始变得日益重要。不论我们生活在什么经济制度之下，大多情况是我们不可能同时拥有一切。在讨论公平工资的问题时，这是我们不应忘记的另一条经济规律。



 
生产率与工资率




在许多场合下，经济学家曾经努力为正确的工资标准算出一条公式。早先他们首先关心来自资本与劳动之产出的“平等”分配，然而，在此期间就业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也就是说，在哪个工资率上可望每一求职者都真正找到工作呢？

只有就理论的模型而言，才有可能计算出这个意义上的准确的均衡工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掌握从事这项任务所必需的信息。在技术上生产过程太复杂，而且各部门间情况变化也太多，我们不可能把这些概括成简单的公式。只有一条可以肯定：工资水平愈低，各企业就会愈多雇人。所以，尽管根本不是充分就业的充足先决条件，工资政策中的限制可能是必要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限制”的确切意义何在？根据所谓的以生产率为导向的工资政策这个概念，1964年“经济专家理事会”向德国政府提出的首次年度咨询报告已经制订了一项经验法则。例如，作为各项工作职位上技术进步和固定设备改良的结果，假定每个工人的产出每年增加3%。按照“专家理事会”的说法，工资标准也可以每年提高3%而不对就业造成任何消极影响。这听起来既简单又似乎有理。所以，这条工资指导方针广受欢迎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令人遗憾，现实中的问题比这条简单的生产率公式所示更为复杂一些。连“专家理事会”也告诫说不要把这条方针用得太刻板，但是这话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最重要的是，后来谁也没有想到这条方针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才真正有效。然而，如果失业已经达到某种程度，那么，严格地说，工资一时之内根本不应提高，除非按照物价的增长率或许可行。任何超过物价增长率的工资提高都会增加企业的劳动成本，减少求职者另找工作的机会。

在这个情况下，科技进步和资本积累首先必须用于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而不是为现已就业的工人不断提高工资。这就是说，在失业时期，重要的是投资于经济扩张而不是合理化。然而，如果劳动成本继续提高，而且各企业又在某种程度上被迫采取合理化的进一步措施，这点将难以做到。

在衡量生产率增长时，还有另一具体问题。“专家理事会”之工资方针所根据的劳动生产率等于以就业者人数除产出量。只要作为分母的就业者人数不变，劳动生产率的任何增长显然都可归诸各个工作职位的更高效率。在这个情况下，至少在充分就业时期，付给每个工人更高的工资似乎还是合理的。

但是，当作为分母的就业者人数减少，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从纯数学的观点来看，劳动生产率会同样提高。然而，这不会再与各个工人效率的提高有什么关系。所以，这种片面的、所谓的虚假生产率增益（unreal productivity gains），不是增加工资的理由，恰好相反，失业增多是工资太高的信号。

鉴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归原初的理论，即适合充分就业的工资率就是最终只能由市场决定的市场价格。所以，就业形势愈是恶化，各工会愈加应该谨慎行事。如果他们继续坚持认为，即使在高度失业的时期，工资也应该与生产率的增长一起提高，他们的作法肯定不符合失业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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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资本与利息之谜




 
利率与对利息的禁止




大多数人必须努力工作，挣钱谋生，而且没有钱的人们只好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别无他法。如前文所述，连利润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企业之劳动业绩。至少，对自行开业的医师、律师或药剂师，以及个体经营的小买卖都可以这样说。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生计主要靠他们借钱给别人用。这些人拥有股份或定息证券，也可以简单地把钱存入银行，然后由银行自担风险向他人放贷。不论哪种情况，所取得的收入都没有付出过可见的劳动。有时这称作与业绩无关的资本收益，其中也包括不能只归因于其业主的劳动业绩的那些企业利润，那些利润来自他在他的企业内所投资本之付息。

利息之索取一直引起很大争议。除了货币本身之外，利息被视为最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利息之支付在社会主义各国几乎同样普遍，即使不全是这样公然实行，但是也没有什么区别。

连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也对利息提出疑义。柏拉图（Plato，428—348 b.c.）及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都主张全面取缔利息。在他们看来，不论借贷者索取很多或很少利息，放款和高利贷完全是一回事。亚里士多德以“货殖”（chrematism）一词指称道德为人所不齿的经济活动，因为这些活动除了敛财之外别无其他目的。他甚至谴责索取利息即所谓的“货殖”行为。另一方面，他以“经济”（economics）一词指称道德上无瑕的行为，这首先是指人们致力于满足社会的商品需求。

关于利息问题，亚里士多德有如下论证。乍看之下，利息好像是货币的产物，正像庄稼是种子的产物那样。就个人的角度而言，很难说这有什么差别。然而，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亚里士多德认为利息只是假象。虽然，由于土地的自然生产力，种子确实产生盈余额，但是靠利息并未真正增加货币之供给量。只有贷款人这样看问题。但是从整个经济来看，贷款人所得却为借款人的花费所抵消。由此可见，收取利息违反自然，所以应予以禁止。

天主教会许多年里也对利息保持所谓教规禁令，这首先可追溯到中世纪早期的经院哲学家。圣奥古斯丁主教（Bishop Augustine，354—430）是先驱者之一，他原先曾是异教徒，在迦太基当修辞学教师。在他改宗基督教后，他努力将柏拉图之学说与圣经之教导结合起来。

从字面上说，经院哲学家就是神学家。那时被称作“doctores scholastici”的人主要是修道士、宗教信仰者和告解神父，对其追随者的精神信念有很大影响。经院哲学家中的主要人物是多明我会修士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193—1280）及他的弟子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他们后来都被封为圣徒。阿奎那还特别擅长经济。在这个领域内他是权威，他赞颂劳动为除了祈祷之外的最高美德，相信劳动不仅有助于人们自立和帮助穷人，而且还能防止人们陷入游荡和作恶。至今天主教会仍崇尚这种工作精神。

从利息中取得收入而实际上却毫无贡献，这是根本不符合这种精神的。经院哲学家肯定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强烈影响，他们也主张禁止索取利息。不过，他们这样主张的理由却略有不同，已经大为接近利息之实际性质。

有些人从很肤浅的观点来看或许认为，利息是为货币本身不得不支付的一种价格，经院哲学家十分正确地认识到实际并非如此。货币实际上并非在出售，而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出借给他人。换言之，利息基本上是对一段时间的报酬，在这段时间内贷款人不能使用他的款项。然而，既然时间属于上帝，如果有人将时间售出以换取利息，那就是违反上帝的意志。

这种精明黠慧的论证是经院哲学家十分典型的思想方式。他们的意识形态特点在于将严密的逻辑结合于纯形而上学的论据，后者大部分直接出自圣经。诸如人的血液是不是灵魂的所在地，针头上坐得下多少位天使，或是否能证明上帝之存在之类的事情，人们一直激烈争辩了好几个世纪。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安塞姆（Anselm，1033?—1109）证明上帝之存在的所谓本体论论证如下：因为上帝是观念中最伟大的存在物，他必然也存在于现实中。如果在意识中这样呈现的完善存在物之观念实际并不存在，那么，上帝就不是完善的，而且人们会有可能设想出更伟大的东西。所以，如果上帝是一切存在物中最伟大的，他就不可能不存在。

这就是说，上帝之存在只是来源于上帝这个词语之存在。后来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嘲笑这一逻辑类型，举例说100个银币也能轻易存在于意识中而不必存在于现实中。然而，必须指出，在经院哲学家中也有比较理性的思想家为他们增光，例如，奥卡姆（Wilhelm von Ockham，1300—1350）断言，不论一个人信上帝或是一个人不信，无论哪种情况都与证据无关。后来他被革除教门，最后死于瘟疫。

无疑，阿奎那也是那些具有多一点常识的经院哲学家之一。例如，他确实了解出租房屋也带来类似利息的收入。德语“Mietzins”一词显然含有“Zins”（利息）这个词在内，德国人还称英语中的“租金”（rent）为“Mietzins”不是没有道理的。据阿奎那说，索取租金是合理的，因为要支付房屋的一般损耗。但是，货币在借给别人时却不能损耗掉，所以，靠货币本身收取利息还是会引起反对的。

尽管如此，阿奎那愈是论述实际的经济活动，他愈是不得不背离他的禁止收息的原理。最后他同意这条原理有许多例外情况，只是仍然禁止纯消费贷款和真正过高的利率。例如，允许贷款人索取利息，以便抵偿他为借款人可能违约而承担的风险，以及实际上他所作的牺牲，因为如果他把款项改为其他用途他可能获得利润。这样说来，阿奎那与如今对利息的看法不再有什么区别，只不过今人不那么注重利息之道德合理性，而只致力于解释市场上观察到的现象。

虽然教皇庇护八世（Pius Ⅷ）于1830年不多解释便废除对利息的禁令，即便现在天主教会尚对利息问题有某些保留意见。1917年的教会法典包含只索取低利率的规定，直到1983年才完全删除对此问题的任何明确的提及。

关于利息作为经济生活正常现象的承认，其他宗教也有它们的问题。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曾要求完全禁止收息，伊斯兰教也是一样。不过那里的人们设法以更巧妙的方式应付现实。例如，如果贷款人收取的是企业靠他的贷款所获利润的一部分，伊斯兰法律不禁止索息。不消说，这不过是隐蔽的资本收益而已。



 
资本收益属于谁？




我们现在转入利息现象之纯粹经济学上的分析。如果不是土地或劳动真正生产任何实物性的东西，如何能有收入呢？换个说法，资本之独立的生产性成效是什么？

表面上看，可以说，当工人配备上机器，便出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挖土机的操作者每小时所挖的土显然会比他不得不只用一只铁锹甚至徒手所挖的土更多。然而，这个解释尚不足够，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是，机器本身也不得不在某处用劳动生产出来。那么，机器的产量难道不应该归功于劳动者们自身吗？这就是马克思学派本来特别宣传过的观点。对马克思学派而言，机器不过是凝固的劳动而已，其中贮备有日后会逐渐投回到生产中的人力劳动。按照这个观点来看，根本不存在机器固有的独立生产要素。

然而，即使我们同意，认为利息反映某种如资本之生产性成效那样的东西，长期而言，难道它不会不可避免地降低为零吗？假定真的有可能藉助资本赚取与成效无关的收入，那么，肯定每个人都会对尽量积累资本感兴趣，直到积累得太多太多为止。但是那时利率会连续下降，终于降至完全消失。

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是系统地研究这些问题的第一人。庞巴维克不仅是经济学理论家，同样也是实践的政治家，几次出任奥地利财务大臣。虽然他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且被视为新古典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也受到反对者们的高度尊重。他的门徒不仅包括诸如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等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还有诸如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和莱德雷尔（Emil Lederer）等更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

庞巴维克首先研究的问题是：人们把货币借给他人时究竟为什么应该索取利息？为什么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收回他们的借款，在价值上不多不少？庞巴维克为此提出两点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随着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进展，人们的收入一般会提高。通常，大学生或徒工不得不以较少的钱度日，而到后来他们至少希望赚更多得多的钱。所以，对于初次参加工作的人，100元似乎是一大笔钱，但是后来他们对这样一笔钱大概会不屑一顾。然而，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仅为在日后他们富起来时收回同样数量的钱，他们一般不愿意把现有的100元借给他人。因此，为了鼓励他们不要把钱花掉，必须向他们承诺以某种形式付息。

庞巴维克为付息提出的第二个理由是，他相信大多数人经常低估他们将来的需要。即使我们全都知道，当我们退休后我们一定还需要有所收入，所以应该趁年轻时留出所需的准备金。但是，现在离我们职业生涯的结束似乎还为时尚早，况且，首先，谁知道我们是否一定会活到退休年龄呢？在庞巴维克看来，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人们往往低估他们的未来需要，而且，如果他们放弃现在花钱消费的机会以便日后利用，他们就要索取利息。

关于这些理由是否站得住脚，过去有过很多讨论。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理由是否能与理性的行为一致起来。而且，比如，倘若经济衰退，这些理由是否还继续有效。因为，如果收入水平普遍下降，即使不存在任何赚取利息的指望，人们也有强烈的动机趁光景尚佳之时为了将来存一些钱。从另一方面来说，事实上在正常的时期，如果要人们储蓄，大多数人一定要利息。

即使如此，这只是整个问题的一半。因为到此为止，庞巴维克只提出了为什么储蓄的理由。他尚须解释，谁真正想要从储蓄中获得的资本，以及为什么实际上应该为此付息。



 
庞巴维克的第三个理由




在这里就要谈到庞巴维克著名的第三个理由，正是这点真正使他成为所谓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前两个理由在某种程度上其他学者已经提到过，例如西尼尔（Nassan William Senior，1790—1864）在关于资本与利息之所谓“节欲论”中。正如他往往否定在他以前各家的利息理论一样，庞巴维克也设法使自己特意远离节欲论。尽管如此，对于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他确实另眼看待，他很钦佩屠能的著作，这样做得很对。不过，庞巴维克对利息理论真正的开拓性贡献只在于他的第三个理由。

庞巴维克吸收马克思学派的论证，认为机器无非是预付的劳动。他把进入机器生产之劳动称为“迂回的”。这种迂回性绝非无效的，反而是大有效用的。例如，厂家雇工制造一台织布机，日后这台机器便能用来生产更多布匹。这种迂回过程愈长，最后劳动就会变得愈富有生产力。所以，从企业方面来看，利息就是这种迂回性所产生的更大价值之反映。这就是庞巴维克所提出的第三个理由。

利率水平只是这三个理由结合之结果。迂回的生产显然需要资本。必须预支制造织布机的劳动工资，这就是说，在可能获得任何利润之前便招致成本费用问题。为了通过这段时期起见，经济活动不得不转而依赖储蓄。连古典经济学家都已经了解此中的相互关系，所以主张建立所谓的工资基金，以便预先筹措工资。庞巴维克称这种基金为生活维持基金。在农业生产中，这种基金最简单的形式可能就是某种粮食储备，以便在等待新谷成熟期间，供田地上的劳工食用。

在更发达的经济生产中，这种生活维持基金的构成一方面是现成的消费品，另一方面是可以用来创造新的资本和消费品的厂房、机器和工具。庞巴维克以树木的年轮比喻他所说的不同成熟程度的产品。为了建立和维持这种基金，有必要对原材料和厂房设备的所有者支付利息。这是由于前两个理由，而第三个理由保证实际获得这种利息。

倘若庞巴维克把问题留在这些比较一般性的推论中，本来不会有关于他的利息理论的批判。不管怎样，他的确无可置疑地证明，利息根本不是为货币支付的价格。它也不单纯是来自凝固的劳动的延迟报酬。倒不如说，利息是为时间支付的价格。它是为今天延期消费以利于将来更高收益的一种奖励。所以，这种“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也被称为时间资本理论（temporal theory of capital）。无疑，这是迄今已经提出来的对利息最合理的解释。



 
资本理论之矛盾




遗憾的是一旦我们进一步推敲，就会疑窦丛生，因为我们必须主要处理生活维持基金之可计量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已是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遑论从其他角度来看。生活维持基金由成熟期长短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资本品构成。这些物品有些一年之后可能已经成熟可用，而其他一些物品可能需要二、三、甚至多年才成熟到可以投入消费品之生产的程度。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业已认定，如果两人工作一年生产某项资本品，这与一人工作两年生产这项资本品不是一回事。就为期两年而言，为工人工资而需要预备的资本投入量高于为期一年！

如果我们想想复利之效应，这点就不难理解。例如，按利率10%将200元存入银行一年可生息20元，但是，按同样利率将100元存两年，包括复利在内可生息21元。这就是说，资本之有效束缚在第二例中显然大于第一例。换言之，不可能简单地按投资总额乘以预支这些资本的年数来估算生活维持基金。确切地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投入之各个时间结构。而最糟的一点是，为了能够比较甚至添加结构不同的资本投入，我们需要知道利率！然而，按照庞巴维克的学说，利率只是由资本的时间结构衍生的，这就是说，他的论证显然是在原地兜圈子。

虽然庞巴维克至死也不承认他的理论带有这些问题，但是他用以证明的论据和手段并不有效。例如，为了规避根据所涉及的各种资本品的不同，资本束缚于不同的时间长度的问题，他运用所谓的平均生产期。多数时候，他也没有注意复利。然而，这些纯属巧计，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事实在于不能合计具有不同时间结构的各种资本投入。即使在今天，这还是资本理论之最困难的方面。

我们在这里不能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各个时代的顶尖经济学家都研究过这些问题。例如19世纪的屠能及庞巴维克，20世纪前半期的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哈耶克（Friedrick von Hayek）及费雪（Irving Fisher），以及晚近的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及赫什雷弗（Jack Hirshleifer），这些只是几个最突出的名字而已。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真正令人满意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全世界还在期待有朝一日揭示这项理论的诺贝尔奖得主。

其实，这场关于资本理论的研讨在20世纪30年代的所谓“剑桥论争”中达到高峰，当时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等人对一项一直驳不倒的经济学定理提出质疑，那项定理说，按工人平均的资本投入会随利率的提高而下降。一方面，对于任何具有常识的人而言，这已经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因为如果资本变得愈昂贵，它就会使用得愈少。另一方面，如果首先连资本应该如何界定都不清楚，人们怎能作此断言？

实际上，的确有些人提出过精心挑选出来的反证，其中出现了所谓改换投资方式（re-switching）的现象。通常，他们提出能够交替用于某一商品之生产的甲乙两种不同的技术工艺。如果这个反证选得巧妙，事情可能成为这样：一种工艺看来在利率很低和很高两种情况下都可以获得更多利润，而另种工艺较适用于中等利率。然而，这显然不符合认为技术工艺之选择是利率之单调函数这一通行假说，如新古典学派一向所断言的那样。

在围绕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中，资本理论还出现其他一些问题，确实充满奇异而矛盾的效应。经济学家们觉得像是进入奇境的爱丽丝，而且其中不少人终于失望地另起炉灶，转入更称心的研究领域。不管怎样，似乎这些问题大多纯属理论性质，因为诸如改换投资方式这样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从来没有被真正观察到。至少，庞巴维克和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将有关资本与利息的经济活动过程描述得还可以，有可能继续用下去。

对于那些认为这项论证过于薄弱的人们，最好请他们注意，在其他科学领域往往情况也是这样。连物理学都是如此。例如，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该说速度不能简单地相加。以光速奔向我们的星光，其实它的速度不是光速的两倍，而只是普通的光速。然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正常运动的相对低速度而言，这简直没有什么重要性。所以，如果两辆汽车迎头相撞，我们还是完全可以认为，这两辆汽车以它们各自速度之和相撞。

这与利率有什么关系？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剑桥论争对于经济实践而言，其实用价值并不比相对论对于道路交通更大。我们一定要格外避免就这个问题下任何定论。



 
自然利率与货币政策




现在且让我们转入这方面的最后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了解利息之性质具有更大得多的重要意义。如前所述，在利息问题中货币也起一定的作用。其实，人们广泛地认为，中央银行能够以单纯增加货币供应来降低利率，一些很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支持这项理论。不过，新古典学派的假说认为只有抑制消费，亦即靠储蓄才能形成资本，这点不易使之与上述理论一致起来。现在我们再次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利息是否是实际现象，或者，是否能以货币政策来影响利息。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作出一项迄今我们故意没有提到的问题。在本编中，我们有时谈到资本，然后又谈到货币，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两者是同一回事吗？如果不是，其中一个与另一个有什么关系呢？

从个别企业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容易回答。这里货币只是资本的一个形式，也就是资本最流动的形式。它易于转化为其他形式，例如用以购买机器或工厂。这些被称为实物资本，不同于消耗性资本（expendable capital）。

然而，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视角来看，货币不是资本的一个形式，因为它既不能供人吃喝，也不能让人用以生产其他物品。在国民经济中，货币不过是纸钞，它可以充分履行很有益的用途，成为必不可少的支付手段，但是大概也就是这样了。为了增加货币的供应量，没有人真正不得不抑制消费，因为中央银行能够简单地多印行货币。

当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诸国改用欧洲的共同货币“欧元”（euro）时，在国民经济中货币变成废纸尤为明显。随着在2002年欧元现金的最终采用，此前本来还有高度需求量的1 000德国马克钞票突然间变成顶多只有某种收藏价值。当然，可以把这种钞票兑换成等量的欧元，但是，这不过意味着在欧洲中央银行里会堆积起成吨的德国马克旧钞票而已。因为这些货币实际上不再有任何价值，只能予以销毁，或者，如某些地方所预计的那样，转化为制砖原料。由此可见，只是从私有的视角来看，货币才是一种稀缺商品。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国民经济中，它基本上可以无限量地复制出来，而在这个意义上，它差不多是无价值的。

在个体私有的视角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视角之间，这一明显的矛盾引起许多问题。不消说，中央银行实际上不能如其所愿地把大量货币投入流通，因为这样做货币只会丧失其功能。本书以后还要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是在论述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的时候。

例如，一项有趣的理论认为，在没有货币的经济体中，利率低于使用货币的经济体。这是因为现有的货币供应令各经济行为主体产生虚假的印象，以为存在充足的货币，而从整体经济的观点来看，实际并不存在充足的货币。结果，如果与不存在货币的情况相较，人们会对积累表现为房地产和生产设备的实物资产不那么感兴趣。他们也不会想购买那样多的，例如，股票和债券；这就是说，如果其他一切保持不变，利率会升到它们在无货币的经济体所达到的水平以上。这是因为在市场上股票和债券的购求量愈少，对各企业来说，获取资本将变得愈加昂贵。

尽管如此，这主要是一种学院式的讨论，因为实际上无货币的经济体是很难想象的。何况，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不仅“存在”，而且必须由中央银行投入流通。如我们所知，这是通过购买证券或汇票的中央银行而发生的。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上，只要中央银行投入流通的货币不多于扩展中的经济体之所需，不论利率或价格水平都将不变。这被称为中性货币供应量。

当中央银行投入流通的货币太多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在这个情况下，即使短期利率也将下降。这是因为投入流通的增量货币至少有一部分将投资于资本市场，这些货币首先会起如增多的储蓄那样的效应。这就是以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命名的所谓凯恩斯效应。当然，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也描述过这一现象。

在短期内，凯恩斯效应将导致用于投资的货币增多和国民收入提高。然而，长期来说，物价一般也趋于上升。因为没有人真正抑制消费，已投入流通的货币增量在市场上将引起的效应与需求增多所引起的效应相同。如果商品之供给量不增加到同等程度，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通货膨胀。然而，上升的物价水平将使流通中的货币供应贬值，破坏削减利率之原初效应。

这个问题较这里所能描述的更为复杂一些。最重要的因素在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已经正在加以利用的有多少。然而，到头来经济学家们广泛的一致意见认为，借助于货币政策的各项措施持久地降低所谓自然利率是不可能的。

正是威克塞尔首先在经济理论中采用自然利率一词，它来自储蓄与投资需求之间的均衡。短期而言这种均衡肯定能被新货币之注入所扰动。首先，市场利率—威克塞尔亦称此为货币利率—将降到自然利率以下。然而，长期而言，而且多半在某次周期性波动之后，由于以上描述的情况，自然利率应重新调整。

直到今日，这些理论原则上仍然有效。不过，人们在论证中不再使用储蓄及投资这两个流量，而代之以存量、财富和资本。如果我们以灌满的浴盆为喻，不难说明两个流量之间的差别。流入浴盆的水代表投资总额，而流出浴盆的水代表贬值。只要同一时间内流入浴盆的水和流出的水一样多，投资净额将等于零。资本存量在这个例子里等于浴盆里的水，它将保持不变。

在解释利率时，为什么有必要使用存量而非流量？这个问题以静态经济，即非扩展中的经济的事例最能予以解释。在这样的经济中人们既不储蓄也不投资，也就是说，这两个流量都将等于零。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利率也会是零？从威克塞尔的理论中我们或许可能得出这个结果。其实，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一度确实持此观点，虽然这肯定是错误的。这或许是他的最难堪的错误。

当然，静态经济也有一定的资本存量，只是它不再有任何增长。这个资本存量反映为“纸面资产”，即采取股份及其他证券的形式，它代表实物资本拥有者之财产权。所以，利率无非就是在资本市场上对此类证券之需求及其供应之间的均衡之产物。





最终，利率必须这样调整：一方面，现有的实物资本真正能够赚到这种利率，另一方面，就付息而言这种利率符合资产拥有者之需求。如果股份不产生任何收益，谁都不愿意持有这些股份。其中的理由庞巴维克已经提出过。所以，与熊彼特的想法相反，即使在静态经济中，利率也总会是正值的。当这种经济扩展起来的时候，利率是否会变化及如何变化，在以后讨论经济增长时我们就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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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市场经济体之危机（宏观经济学）



英国人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阐明，作为各种效应相互增强之结果，市场经济体如何可能陷入严重的衰退，他的理论引起了经济思想的革命。








第一章








货币怎样进入经济体？




 
从贝壳货币到皮尔（Peel）银行条例




前文曾经讨论个别市场之运作，例如住房市场或生态证券市场。这些是我们所说的微观经济学的问题。然而，为了理解整个国民经济如何运作，我们不能仅仅总结发生于个别市场上的变化过程。像在其他领域内一样，在经济学领域内整体也是大于其个别部分之总和。这是因为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其反应往往与个别市场上的反应迥然不同。这些现象，尤其是由此产生的危机，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乃是宏观经济学的课题，现在我们要予以讨论。

如果要了解经济体内宏观经济变化过程如何运作，首先必须研究货币问题。连许多经济学家在内，人们一直总是对货币感到疑虑。这是因为货币即使往往不具固有的价值，却是价值的体现。显然，一张钞票除了或许可以点火之外，既不能吃，也没有任何其他用途。连金币本身的用途都很有限。希腊传说中的国王米达斯（Midas）希望能够触物成金。虽然得遂所愿，却几乎陷入灭顶之灾。因为每当他举杯欲饮时，杯中的酒就化为黄金。当他想吃任何食品时，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若非得以收回他的愚蠢愿望，他本来会饥渴而死。在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小说《乌托邦》（Utopia）中，黄金只用于制造如奴隶之锁链这类卑贱物品。像其他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那样，莫尔也认为，人类社会中黄金与货币基本上是不必要的，造成的弊大于利。

马克思也是对于货币比对于任何其他东西更有敌意，尽管他知道货币使商品交易大为便利，他仍然觉得货币是资本主义的典型产物。如果没有货币存在，我们只得去想象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例如，面包师傅只好以他的面包直接换取鞋子、肉食及生活所需的各种其他商品。这就是说，他必须找到一个人不仅要买他的面包，而且还要出售鞋子或肉食。不消说，这是困难重重的事，因此之故，人们最终采用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之追求本身很快会变成目的，那里的交易行为不再按照商品—货币—商品的方式进行，而是代之以货币—商品—货币的方式。实际上，根据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正是那些矛盾终于导致资本主义之崩溃。

设计无须货币起作用的乌托邦社会，这种企图屡见不鲜。最著名者有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巴贝夫（Francois Babeuf，1760—1797）和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后者提出“财产是赃物”这句名言。然而，这些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实践中均告失败，它们不但要有政府管制的价格和工资，而且实行严格的工作约束。单是这一点就表明，对个人自由而言，货币是重要的必备条件。

在现实世界中，即使最原始的经济体中，也总是存在某种货币形式。长久以来，多种多样的物品起过货币的作用，其中包括如金银硬币这样的贵金属。传说中的吕底亚（Lydia）之国王克罗伊斯（Croesus）在公元前六世纪铸造了第一批硬币。有些文明社会还使用过贝壳、盐及其他珍贵的东西作为货币。重要的条件是这些东西是难得的，大致合乎标准化，经久耐用而且易于操持。只有这样大家才承认它们为货币。读过卡尔·迈（Karl May）的书的读者都记得，玛丽亚·特里萨（Maria Theresia，1717—1780）时期的塔勒银币（Taler）在欧洲何等重要。然而，人们也使用金币（guilder），里弗赫（livres），十字币（kreutzer）及许多其他铸币，不过每种货币只通行于某些地区。这说明各种通货如何终于盛行起来。

具有下述三种基本的货币功能的媒介物才能当货币来使用：一、它必须被承认为一般的记账单位；二、它必须适于价值储存；三、它必须普遍被承认为支付手段。过去人们相信，为了实现这些功能，货币具有像贵金属那样的某种固有价值是绝对必要的。然而，至迟到了出现纸币的时候，这个看法显然变得不可能是正确的。唯一重要的一点是要限制货币的供应量，以免货币丧失其价值。由于这个缘故，世界各地的纸币发行权实际上都由国家垄断机构来控制。然而，各国一再滥用这个权利，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最终将会导致货币改革，因为这时所用的货币实际上已经变得没有价值，不再得到承认。

其实，国家只能在某些限度内决定民众应该使用什么作为货币。即使政府能够制定必要的立法，但什么也阻止不了各经济活动主体在国家预想之外也使用其他货币形式。反过来看，国家不能强迫民众使用它已颁行和提供的货币。所以，在当地的官方货币不很稳定的许多国家里，民众使用例如美元或欧元之类平行通货的现象十分普遍，甚至，在某些国家里，除非以所谓“硬通货”支付，否则买不到某些商品。另一方面，硬通货各国已经开展新的支付方法，例如信用卡或电子支付系统。因此，实际上，确切地界定货币为何物绝非易事，而且这也是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

历史之进程完全足以证明这一点。17世纪期间，人们开始停止以运送黄金的方式支付大量货币，因为运输费用太高而且危险。取代的方式是把黄金存在银行里，由银行向黄金持有者颁发某种形式的书面确认。这些收据又能用来作为支付手段，需要时可以兑换成黄金。支票和银行券就是这样出现的，经营这些业务的所谓存款银行在欧洲各地开设，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便是首家之一。

另一办法则为发行汇票，即亦能在银行兑换成黄金的一种无条件支付承诺。汇票有规定的到期日，例如三个月，只有在这个日期之后才能在银行里将汇票兑现。与此同时，持票人能用这些票据作为支付手段。后来，即使在到期日以前，这些票据也往往被卖给银行（贴现），由银行扣除自贴现日至到期日的利息（最低贷款利率）。在19世纪初，汇票大致相当于流通中货币的70%。只有30%为银行券及贵金属。

当然，仅仅发行银行券或汇票并不表示正在创造新货币。这是因为每张汇票和银行券必须以相应数量的黄金作为后盾，那些黄金存在银行里，因而业已退出流通。

然而，不久以后各银行发现，其实它们的黄金储备大多从来没有人提取收回，而是用作新的持有人开给的汇票之后盾。所以，各银行明智地把放在保险库中的黄金贷给其他借款者，只为可能的提取保留最低量储备金。只有这时才真正算是在创造新货币，因为这时贷出的寄存黄金像汇票和银行券一样处于流通之中。不过，这不是说，各银行能创造无限数量的货币，因为这一方面取决于尚有多少黄金形式的“基本货币”可以运用，另一方面取决于作为最低限度储备而尚须保留在它们的保险库中的这种“基本货币”有多少。

在19世纪，特别是英国，这引起了“银行学派”与“通货学派”之间著名的论争。以图克（Thomas Tooke，1774—1858）和富拉顿（John Fullarton，1780—1849）为首的“银行学派”主张：经济体所需的货币量会自动调节自身。这是因为每张发行的汇票代表一次实际的商品交易，例如，一次追加投资，为此投资者需要借入货币。如果人们确保只有“正当的”商业汇票才予贴现，货币供应量显然总是会与贸易量一致。

然而，“银行学派”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首先，一张可能只用于投机或诈骗的有问题的“融通票据”与一张“正当的”商业汇票相较，实际上很难看出其间有什么差别。不过，最重要的是，经济体所需的货币不仅取决于在交易中的商品有多少，还取决于这些项目之价格。因此，无限数量“正当的”商业汇票之贴现也会带来风险，那就是把太多货币投入流通而造成通货膨胀，转而导致发行新的汇票等等。

结果还是“通货学派”占了上风。这个学派的代言人有托伦斯（Robert Torrens，1780—1864）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所主张的理论迄今尚且有效。他们认为，对表现为黄金或国家控制下的其他支付手段的基本货币供应量必须加以限制。这就是说，因为各银行必须维持储备金，它们不能无限创造新货币。“通货学派”这次胜利之历史性成果便是1844年皮尔第二银行条例的正式通过，这是以当时的英国首相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1788—1850）命名的。早在1819年，皮尔第一银行条例就已规定英格兰银行重新采取银行券对黄金的即期兑换，这是已在对法战争期间暂停的做法。这时还规定英格兰银行提供（几乎）十足的黄金后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应数量的黄金作为后盾，就不再准许银行发行任何票据。作为回报，英格兰银行被授予发行银行券的独家权利。英国其他存款银行失去了这项权利，而且此后必须保证它们总是持有足够的黄金或英格兰银行所发票据作为储备金。这样也限制住它们创造货币的能力，确定了迄今尚被称为双重银行体系的一些基本特性。

如今付款交易大多不用现金而是通过往来账户。其实，货币供应量（亦称货币供应量M

1


 ）的一个普通定义只包括这两种货币形式。存于往来账户的货币也为各银行提供了创造货币的某种余地，因为账户持有人固然能够即期使用他的货币，但是他的货币实际上大多留在银行内，因此能够贷给其他客户。

银行货币之其他形式有定期存款和储蓄账户。虽然这些类别的资产较少流动，因为必须有提款通知才能取用，但是也给各银行以创造货币的某种余地，所以它们包括在货币供应量M

2


 这个较宽的定义中。货币供应量M

3


 是范围更宽的定义，例如欧洲中央银行所用的就是这种。除了上述的各种货币形式外，M

3


 包括主要在银行之间交易的某些证券。诸如债务证书和金融市场票据之类的证券即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至少它们在金融市场上相对容易转换成现金。

经济体实际上选用哪个定义不能在理论层面上最终确定。这取决于一个经济体的支付习惯，以及在特定时刻要考虑的是哪些理论的或实际的问题。例如，欧洲中央银行早先已经选定货币供应量M

3


 ，但是，也密切注意其他如M

1


 和M

2


 货币供应量。



 
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




虽然所有中央银行现在都是国家机构，但是其中许多并非按照政府指令行事，因为它们的主要任务在于维持金融稳定。这就是说，它们所提供的货币数量只应该一方面是为实际的经济增长筹措必要的资金，另一方面保证一般价格水平不上升。对政府各国中央银行的这种自主性的根源在于过去国家往往太容易以印行新的银行券来改善财政，从而破坏通货之价值。“纸币重商主义者”约翰·罗（John Law，1671—1729）就是最早的例子之一。虽然他是苏格兰人，但是在他主持法国的纸币发行银行时，容许无限制地印行银行券，最后由于无人接受这种已经变得毫无价值的货币而使银行以破产告终。直到不久以前，国家为摆脱自身的债务，通过通货膨胀使其债权人蒙受损失的类似企图，还是时有所闻。由于这个缘故，在许多工业国家里，现行法律禁止各中央银行贷给国家任何货币。

中央银行将货币投入流通的主要途径是把货币贷给各私营小额银行。为此目的，中央银行从这些（商业）银行购买汇票和其他证券，再由它们将收到的货币贷给各企业和私人。中央银行因购买那些小额银行的证券而从它们那里收取利息，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各小额银行售出的证券只是日后才到期或生利，但是它们立即收到的却是现款。根据所购证券的不同种类，中央银行也将规定不同的利率。例如，最低放款利率适用于购买汇票，而抵押贷款利率适用于定息债券和证券贷款。

欧洲中央银行有一整套精密协调的信用工具和利率，对商业银行体系之清偿力施加影响。其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对于它所称的重新筹资作业（refinancing operations）规定的利率，这时中央银行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典当业者，在一段时期内收取各商业银行之证券的交割延期费。各商业银行因此而收到基金专款，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为这次交易时期支付两周的利息。通过改变它所称的基本利率，欧洲中央银行能够对注入流通的货币量施加影响。换言之，较高的基本利率会减少货币供应量，而较低的基本利率会增加货币供应量。

不过，尽管有这些巧妙的信用工具，中央银行往往不能将货币供应量之扩张限制在它所希冀的范围之内。原因之一就是它只能影响货币供应量而非货币需求量。即使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各商业银行的需求量仍有可能很难增加。这大概是因为各企业的投资疲软，因此很少要求贷款。所以，如果想要抑制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提高利率的措施会比较奏效。因而有人把货币政策比作一条绳子，可以拉回来却不能推出去。

各商业银行还有创造货币的余地是中央银行这样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另一原因。即使如此，这种几乎是私下创造货币只在有限程度内是可能的，因为每个银行必须保持适当比例的现款和一些流动性资金在手上，以便应付客户的现金需求。

如果这些准备金太少，银行的清偿力可能容易枯竭，引起客户挤兑，那些客户想要尽快提取他们的存款。正是这点会导致银行最后倒闭，而且易于在整个银行系统中扩散开来。在这种情况下，整体货币供应量会突然下降，中央银行对此也无能为力。货币与信用系统的这种脆弱性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决定性诱因之一。结果，现在许多中央银行要求各（商业）银行在其对中央银行的账目上保持最低限度的准备金。因为各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余地端赖于这些准备金额必须有多高，这是中央银行能用以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另一金融政策工具。

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建议规定各商业银行保持100%的准备金，以使它们根本不再有创造货币的任何余地。在1930年代，以西蒙斯（Henry Simons，1899—1946）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已经提出这一建议，后来以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为核心的所谓货币论者又提起它。尽管如此，这一建议从来没有贯彻实施，其中原因之一是这样会使货币供应量的弹性受到太大影响。时过境迁，这种最低限度准备金甚至已经对金融政策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在许多国家里已经再度废止。理由之一是如今有精密得多的机制来影响货币供应量。此外，为此目的，诸如保险单之类其他工具在此期间已经发展起来，人们不再这样强烈地感到他们必须确保自己免遭银行挤兑的影响。

总之，我们不得不说，即使从纯技术性观点来看，为经济体供应正确数量的货币也是个难题。我们既不完全清楚应该根据货币供应量的哪种定义来办，中央银行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影响货币供应量。从这一点来看，实际货币政策是一门科学，但它至少在同样程度上也是一门艺术。

然而，这不等于说，对于应该如何给经济体供应货币，人们没有广泛认可的原理。中心目标在于防止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平均价格水平尽可能保持稳定。原则上，这意味着货币供应量应该和商品交易量同样程度增加。换言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率应该等同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不过，在这方面有一些微妙之处我们应该考虑。例如，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决非总是相当于充分利用生产能量所能生产的产量。我们以后将讨论经济周期的种种原因，由于这些原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往往低于这种生产潜力。所以，实际的货币政策往往以这种生产潜力之发展为基础，而不是根据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免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之诸阶段。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国民经济对货币的需要通常不是与国内生产总值成比例增加，而是超比例增加。换言之，按照国内生产总值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比率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往往会下降。除了其他因素之外，这是因为流动性准备金之持有是在收入很高时才担负得起的一种奢侈。弗里德曼称之为货币之“奢侈品”假说。况且，随着社会产量增加，为了纯粹的金融交易，例如买卖股票，就需要过大比例的货币量。考虑到这种现象，货币政策不得不相应地增加货币供应量。

最后，我们还必须记住，实际上从来不可能保持价格水平完全稳定，这些价格水平几乎不可避免地按一定比率上升。许多人认为每年2%的通货膨胀率是难免的，在扩张货币供应量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通货膨胀率之不可避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较为技术性的，另一个是较为经济性的。

技术性的原因与对通货膨胀率之计算有些关系。毕竟，谁知道一辆汽车真是变得更昂贵了，还是因为品质真有改善，因而不能视之为货币贬值呢？况且，尤其是那些已经变得特别昂贵的商品，久而久之消费者日益以其他产品代替它们。因为官方统计表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反映这类发展情况，这些统计表把观察到的相当一部分价格上涨解释为品质改善。

经济性的原因如下。个别商品之相对价格因技术性的和需求上的原因经常变动，这是竞争之基本方面。如果我们要维持一切产品之平均价格水平稳定，至少某些个别价格必须绝对地下降而另外一些价格上升。然而，使个别商品的价格绝对地下降并非易事，因为诸项成本—尤其是货币工资—一般业已按合约固定下来，所以很难减少。因此，比较容易得多的办法是让需求极大的商品之价格略有上升，而保持其他商品之价格至少稳定不变。然而，这意味着价格水平将平均略有提高，这是货币政策必须考虑在内的。

实际上，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以下述原理为基础的。为了计算出它的扩张货币供应量的年度目标，它首先把实际生产潜力上的预计增加率设定为，例如，3%。在这上面，它增加一项通常为0.5%的补充，以抵消下降的货币流通速度，同时，还有一项通常为2%的追加补充，以抵消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率。诚然，正像欧洲中央银行所仿效的德意志联邦银行那样，欧洲中央银行每年没有达到它的货币目标。考虑到上述的各种实际困难，这并不出人意料。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德意志联邦银行执行的严格的货币政策，德国马克变成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接着，欧元在发行后的起初几年内也已经完全稳定。











 
进一步阅读的参考资料















W.A. Shaw, The history of currency, 1252 to 1896, 2nd ed., New York, 1986.



H.-P. Spahn, From Gold to Euro: On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history of currency system,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2001.



D. Standish / T. Armour, The art of money. The history and design of paper currency from around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2000.



M.J.M. Neuman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German Money Supply Process 1958

—


 1972, in: S.F. Frowen, A. S. Courakis and M. H. Miller  (Eds.) , Monetary Policy & Economic Activity in West Germany, London 1977, pp. 73-127.







O. Blanchard, Macroeconomics, New Jersey 1977, Ch. 5 (Financial Markets) , pp. 77-99.







R.J. Gordon, Macroeconomics, 4th ed., Boston, 1987, Ch. 13  (The Demand for Money and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Deregulation) , pp. 386-407.








第二章








经济周期与需求不足




 
魁奈（François Quesnay）之“经济表”




在其著作《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并非只讲分工的优点。他已经意识到，经济体制不得不为这种分工付出代价，即劳动者对他正在生产的商品可能缺乏兴趣，感到疏离。举例来讲，制作精美服装的师傅不论挣多少钱，他肯定也会从工作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专业成就感。但是，从早到晚组装针头的工人却从这种活动中看不出什么深刻的人生目的。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 ，劳动分工意味着人们将变得高度相互依存。鲁滨逊（Robinson Crusoe）
 

[1]



 固然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己的勤劳与技能得以幸存，在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中，人们却很可能并非由于自己的过失而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例如，如果对汽车的需求由于某种原因而下降，这可能导致在汽车工业中出现破产与裁员，受雇于那个行业的工人们不论多么苦干也保不住他们的职位。

但是问题尚不止如此。到19世纪，经济生活变得如此复杂，同时又是如此不稳定，以致一再引起经济危机和普遍失业。按照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古典学派的理论，这种现象根本就不该发生。因为古典学派将一种产品之需求下降解释为转成对另一种产品之需求，他们认为从宏观经济的观点来看，不可能出什么岔错。然而，事实完全不是那样， 而人们只是逐步渐次地开始懂得，在经济学里，像在其他科学里一样，全体不止是其各部分之总和，这就是说，宏观经济受不同于微观经济的规律所支配。

宏观经济学的一切分析都以经济周期观念为基础，它溯源于认为买方在产品上的花消总是代表卖方收入这个简单道理。连自然界也是这样，物质绝不会真正消失，只不过转化成别的东西，甚至只转化为能量。与此相似，在经济生活中，人们购买产品时，货币实际上没有消失，只是易手而已。尽管如此，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支出所产生的后果总是完全不同于个人花消似乎有的后果。

不幸被其仆人杀害的英国银行家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是以经济循环的形式说明这项理论的第一人。事实上，在学术问题上他的命运也是不幸的。因为，同坎蒂隆所作的阐释比起来，所谓重农学派思想的奠基人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的“经济表”享有大得多的名声。魁奈实际上是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Pompadour）夫人的医师。所以，许多人说，作为医师，他根据血液循环类推而提出经济循环的观念。不过，由于他将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流量绘成著名的锯齿图式，更有可能是他比照了物理学。

按照当时的一般情况，魁奈的经济表列出三个社会阶级。第一是土地所有者阶级（“classe propriétaire”），他们拥有土地，但是实际上自己不经营土地而是出租给他人。土地所有者把来自出租土地的收入花消在农业的和商业的货品上。第二是从事农业的阶级（“classe productive”），他们真正在经营土地而且生产农业货品，为此他们从工匠和商人阶级（“classe stérile”）购买所需的工具，后者反过来从他们那里购买农产品。只有从事农业的阶级生产出剩余价值（纯产品“produit net”），到年底作为租金付给土地所有者。这样，货币循环便完成一个周期，整个过程可以重新开始。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这张表即使不算十分古怪，也有多处似乎已经过时。例如，认为只有农业投入才产生剩余的说法就站不住脚。重农主义者却认为如此，因为土地天然具有生产力，也就是说，它天然能够生出的种籽数量大于原来投入的数量。另一方面，制造业只是把农产品转变为其他产品，换言之，它是“不结果实的”（sterile）。然而，这些都是只从纯数量方面考虑的形而上的说词。真正重要的在于价值之创造。在这个意义上，把树干“转变”为木板代表着与把木板制造成桌子一样的生产性成效。更确切地说，每一加工过程都产生“纯产品”（produit net），它等于生产链之前一阶段所实现的成果与下一阶段所达到的产出量之间的差额。如今，这种差额被称为增加值。所有经济部门之增加值总额构成国民收入，现在农业部门的增加值在其中大约只占5%。

根据这条理由，认为有效的政策在于鼓励农业这一重农学派的经济政策是错误的。按照重农主义者对“经济表”的解释，经济周期会在同样的水平上不断自行重复，因为，如果每个阶级总是将其支出的半数花费在农产品上，“纯产品”最后总会是原来的数量。另一方面，如果农产品的消费增加，每期的“纯产品”就会增长而经济会不断扩张。反之，如果农产品消费太少，经济会越来越缩小。然而，如果认为制造部门也能产生剩余，这些结论马上土崩瓦解。

即使如此，“经济表”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极宝贵的价值。第一，它表明一个部门内增加需求能够导致其他部门内也增加需求。农业收入提高将增加从事农业者在制造品上的开支，这反过来又导致增加工匠和商人在农产品上的开支，如此等等。第二，它表明需求的动力相互增强的这个过程显然不会“爆炸”，只是遵循几何级数的规律走向有限的边际值，亦即均衡。依此类推，一个部门内需求下降会导致所有其他部门内需求也下降。此理论后来为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其著名的乘数原理中采用，而且迄今仍保持有效。

可以稍微顺便一提的是，有些人企图从魁奈和凯恩斯两个名字上的相似性推断，他们除了思想相近之外，实际上有血缘关系。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经济表”揭示了货币对经济循环多么重要，即使当时重农主义者们还不完全清楚这一点。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某一部门之产品需求过低，而在于总的货币流通量缩紧。只有那时才能出现需求普遍下跌，它不限于商品的个别类别。

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各种需要饱和之结果而出现的需求普遍不足是非常不可能的事。甚至如今，消费者还有许多愿望没得到满足，同时还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在18和19世纪的情况当然也是这样。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需求短缺只能回溯到缺乏购买力，至少是自行显现在市场上的那种购



买力。



 
萨伊定律（The Say Theorem）




古典经济学派对于其前辈、重农主义者的经济周期理论并没有认真对待。他们几乎不能想象可能出现像需求普遍不足这样的问题。而且，对于魁奈在其“经济表”中推断的由“不正确的”需求结构形成的种种危险，他们认为是没有根据的。与此相反，古典学派相信，某一经济活动主体之支出总是代表另一经济活动主体之收入，而且，他们由此得出一条定律，即以其奠基人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命名的萨伊定律，意在消除可能尚存的对于缺乏购买力和需求的任何担心。

萨伊定律以这样一条原理为基础：在市场上出售产品的人都是出于一个原因，即取得收入及自行购买其他产品。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货币，设想一种只是以物易物的经济，这一点就变得格外清楚。显然，如果不是为了以自己的产品交换价值相等的不同产品，谁也不会在易货市场上提供产品。鞋匠大概会以他的鞋子交换食品，农场主会以他的牛换马车，等等。按照古典学派的看法，即使在人们使用货币便利这些交易的时候，这条基本原理也从不改变。

按照萨伊定律，供应量的增加最终总会导致需求量的增加。即使需求结构可能并非总是符合供应结构，这是一个不难以相对价格机制来解决的纯属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关键在于从宏观经济的观点来看，因为供应将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持续的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

按照古典学派的意见，即使在人们节约储蓄时情况也是这样。如果有人将他们的储蓄存入银行而不用来购买商品，这实际上不会降低总需求，因为银行将存入的货币贷给他人时有利息可图，首先它会贷给各企业。这样一来，因为各企业会以借到的货币购买资本货物，这些储蓄会自行化为新的需求。

利息机制总会使对借入资本的供应与需求恢复平衡。如果人们的储蓄多于企业的投资所需，利率便会下跌。按照古典学派的说法，这会降低人们的储蓄动机而鼓励他们投资。反之，如果各企业的投资所需多于银行应该出借的贷款，利率便会上升，直到资本市场恢复平衡。

到目前为止，这个道理都讲得通。然而，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节约下来的货币不存入银行。要知道，在经济不稳定的时候，不难想见，人们或许想要保持他们的储蓄为现款，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钱藏到枕头里。同样可以想见，例如，因为各银行期待利率升高，它们不立即将货币贷给他人。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积累起来的现款存量将不转化为需求。经济术语称之为贮藏。

当然，对这个问题古典学派也有解答。利用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业已阐述过的所谓货币数量论，他们提出一项简单的论证：如果货币真是由于贮藏而正在退出流通，物价就会不可避免地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货币供应量较低，仍有可能交易同等数量的产品，而且相对价格也不会发生改变。只是绝对价格水平，即一切产品之平均价格会比以前低一些。

因此，按照古典学派的理论，货币不过是罩在实际经济进程上的某种面纱，对那些进程没有真正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任何变化只不过等同于调整价格，也就是说，如果货币供应量加倍，表现为货币的价格也加倍；如果货币供应量减半，价格便相应降低。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表现为货币的工资，这也被称为名义工资。另一方面，在经济学中真正紧要的相对价格和实际工资完全不受此影响。这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古典二分法，从而令货币方面与商品方面互相根本没有影响。



 
马克思之危机理论与工资购买力理论




谈到充分就业的问题时，古典学派是极其乐观的，至少就需求方面来说是这样。如果有人认为，人们可能实际上储蓄太多，古典学派一定觉得这个想法十分荒谬。要知道，缺乏以机器和厂房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实际资本，因而不足以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充分的就业和收入，才是那些年代的主要问题。实际上，由于资本十分缺少，英国的牧师和经济学家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1766—1834）为了抑制人口增长，郑重其事地建议关闭济贫院和停止对失业者的一切社会救济。然而，古典学派多数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鼓励储蓄，促进资本形成，同时由贵族和国家抑制消费，尤其是奢侈品之消费。

马克思重新提到“经济表”和宏观经济的产业循环观念，借以发展成他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马克思同意古典学派所论证的在资本市场上储蓄最终会变回需求，即变回为对资本货物的需求。他还提出独创的两大部类模型，从而描述在静态的和扩大的两类经济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简单的”和“扩大的”再生产的这些图式表述是十分超前于时代的。它们只是在很久以后才被现代经济学家重新发现，如今被认为是现在的多部门增长模型之先驱。

马克思不相信较高的储蓄会导致需求的普遍不足。对他来说，问题倒是在于，与消费品之生产相对，资本货物之生产会越来越占支配地位。这种现象的推动力是科技的进步，它导致资本密集型生产方法日益增多而所需劳动力日益减少的发展趋势。这会造成由大多贫困化的失业者组成的庞大队伍，马克思称之为“失业后备军”。因此而发生的需求短缺最后会导致消费品市场的销售危机，以及资本家们自身中间的无情竞争，在此期间利润会逐渐消失（“利润率渐趋下降之规律”）。虽然各别资本家通过追加投资以保持竞争力的企图一方面会创造对资本货物的新需求，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新的生产能力之出现，按照马克思的意见，结果是下一次危机不可避免。

他说资本主义由于这些“内在矛盾”最终会毁灭自身，他的预言迄今没有实现。将来这预计也不会实现，因为其实充满这样的矛盾的正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例如，如果利润一直在不断下降，为什么资本家们还继续投资呢？而且，科技进步决不是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只有节省劳动力这一个方面。这里马克思陷于他的时代条件的太大影响，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他的危机理论无非是历史上的一种教条。

尽管如此，迄今仍有些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接近工会的人，主张所谓的工资购买力理论，断言工资增加将促进需求，因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利用，投资呆滞，情况就更应该是这样。人们喜欢以1930年代德国布吕宁（Brü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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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货紧缩政策作为警世实例，在那种危机的日子里强行减少工资实际上无非加剧普遍的需求不足，因而完全是起反效果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年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显然，如果只是提高工资而非降低工资，肯定避免不了那场危机。不论对工人似乎有多大的吸引力，这种关于“富饶乐土”的经济学肯定不过是画饼充饥。除了有些早期的马克思派如莱德雷尔（Emil Lederer，1882—1939）之外，实际上任何经济学派，连凯恩斯在内，都从来没有宣传过工资购买力理论。反之，这是通俗经济学的典型产物，哗众取宠，当然很迎合工人，然而却是完全错误的。

这项理论之错误在于：较高的工资固然会促进消费需求，但是也造成较高的成本，而其成本效应的影响力最终将超过对需求的效应。其实，这点不难理解。请设想有一名想要促进对其商品之需求的商人。难道他真的站在商店门口，把钱柜里的钞票发给他的雇员们，以便让他们在他的商店购物吗？如果这样做，他顶多会收回他发出的全部货币，但是他也将失去雇员们所购买的商品，因而迅速陷入破产。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这样简单。

不过，如果说削减工资总是恢复充分就业的正确手段，这个结论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一点也不容否认：在某些情况下，抑制需求可能更加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至少开头以促进需求的措施稳定工资与物价。下面我们就讨论这样的情况。



 
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工资购买力理论毕竟还有真理的成分，那就是在与货币流通有关的问题上。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货币流通突然收缩，这或许甚至会导致危险的通货紧缩，伴随而来的不仅是工资和物价降低，还有失业，经济不可能找到自行恢复充分就业之途径。即使古典学派援引萨伊定律，一直认为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发生，在193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得到的教训却完全不是这样。1929年全世界遭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其严重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需求与生产相继在短暂的间隔期内急剧缩减，导致延续数年的萧条，在所有主要的工业国家内物价下跌而大众失业。

在学术界，大萧条引起一场革命。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书中他把古典学派的全部思想贬为错误的，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周期为基础的对危机的解释。它为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代表了宏观经济学的真正诞生。《通论》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理论上，而且表现在此后30年的经济政策上。

凯恩斯的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加于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及苛刻的赔款，认为其在经济上荒谬愚蠢。这本书早在1919年就引起轰动，因此，甚至在《通论》问世以前，他已是名人。他也是个人发财的几名经济学家之一。他是一位经济与逻辑学家的儿子，罗素（Bertrand Russell）一度称之为所见到的最聪明的人士。想必由于他的不符合习俗的生活方式，尽管杰出，人们对他个人还是有些争议的。他是所谓“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之一，周围的知识界人士有伍尔芙（Virginia Woolf），罗素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他放浪形骸（包括同性恋插曲），直到与著名的俄国芭蕾舞演员结婚（1925），他才转向比较常规的生活。由于他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贡献，他在1942年被晋封为勋爵。

为了理解凯恩斯的《通论》，我们不得不回顾当年的经济萧条。在1929年10月29日那个“黑色星期五”，纽约证券交易所在一段疯狂的投机时期之后崩盘，此后股价猛跌，购买证券的贷款沦为坏账，导致银行倒闭和流动性普遍不足。这场危机不可避免地扩散到制成品市场，同时发展到欧洲，因为美国债权人所放出的短期贷款实际上几乎全部被突然撤回。

这也在欧洲造成了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德国开始是1931年7月第一家主要银行“DANAT-Bank”倒闭。在1929至1932年间，德国国民收入从750亿马克降至450亿马克，物价与投资下跌，而失业人口从1928年只有不到两百万上升到1932/33年危机高峰期的六百万。结果，实际上全球通货体系和国际贸易都瓦解了，全世界遭受了一场以前没有人可能想到的经济萧条。

尽管以前也有过几次类似的危机，但是它们的规模远不及这次。连1857和1859年间的第一次全球经济萧条都相对较快得以克服，因而加强了古典学派对市场之自愈力量的信心。但是这次完全不同，显然，防止普遍性需求不足的传统机制已告失灵。

简括地说，凯恩斯对这些发展情况解释如下。如果信用制度突然崩溃，在经济周期中流动性日复一日地消失—如当年发生的那样—物价不像古典学派所断言的那样降低。反之，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和制成品市场上的需求量都会下跌。这两个市场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如果企业面临需求降低，它们不得不解雇工人，反过来这些工人购买的消费品也会减少。如今，人们称这个现象为各种不同市场之间的外溢效应。

那么，为什么物价不会同样降低，即使较慢地降低呢？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暂且从企业方面来考虑。即使销量下降，企业也不能很快降低其成本，因为工资和长期贷款利率一般都是按合约固定下来的。这令企业别无其他选择的余地，只得解雇工人。即使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只会导致收入与需求的更大损失，从而加剧危机。

正如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一度也试图论述的那样，结果将是累积性螺旋形下降。然而，连威克塞尔也抱有古典学派的信念，认为这一变化过程可能只是短期循环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会自行恢复正常。然而，凯恩斯证明，这个累积过程（他称之为乘数过程）之自动逆转决非总是有保证的。相反，商品供应者（各企业）和劳动力提供者（雇员）双方都可能面临对其产出的长期需求不足。如今，人们认为就他们的市场营运而言，双方都取决于一个长期的相互配给过程，对此他们终于适应。这个结果便是凯恩斯著名的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说。

除了工资不能低于一定程度这个事实之外，凯恩斯以两种现象解释这种均衡。他把这些现象称为经济“陷阱”。第一个现象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即使降低利率，企业也不大会投资。毕竟，如果连他们现有的生产能力都没有充分发挥，他们为什么应该投资呢？凯恩斯称之为投资陷阱。

第二个现象，不论中央银行将多少新增的货币投入流通，利率到了一定水准时，即使中央银行也感到难以降低。因为根据经验，经济活动主体对于正常的利息水准应该是怎样的有一定的看法，如果现行利率已经比他们认为正常的降低了很多，他们就不愿意将他们的储蓄以这样低的利率长期借给他人。相反，他们会把中央银行投入流通的货币贮藏起来，期待此后利率将回升，而且长期资本投资的条件将有改善。因此，储蓄的货币不会返回流通而形成对资本货物之需求。凯恩斯毕竟是老练的投机家，他把这种情况描述为所谓的流动性陷阱。

这就是说，防止需求不足的传统机制在最为需要的时候，尤其是购买力突然下降时，却不起作用。由于各项成本之弹性不足、实际上不能以足够的速度下降，故物价的下降不够快。况且，如果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结果将主要是增加贮藏，而不是增加投资。仿佛这还不够糟糕一样，接踵而来的失业将降低消费者的需求，这意味着在消费方面也没有引起需求复苏的前景。

那么，人们还有什么计策可以施展？凯恩斯主张启用财政政策以代替货币政策，亦即增加政府开支。需求量终究是不得不设法恢复的，而在这个时候，出手者只能是国家。对凯恩斯而言，国家增加的是哪种需求则无关宏旨，必要时国家可以雇许多工人挖洞，然后又雇其他工人把洞填平。主要问题在于产生新的收入，它接着会转化为私营部门新的需求和就业机会。

为了给这些新增的政府开支筹集资金，凯恩斯不担心陷入政府债务（公债）。毕竟萧条时期利率低，随着国民收入提高，国家将获得新增的税收，以后便能够藉此偿付政府债务。这就是说，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债务不像古典学派一向担心的那样有损于投资，根本不会。相反，通过增加国民收入和总需求，政府债务甚至会促进私营部门的投资。

这种反周期财政政策的思想确实是革命性的，因为，怎么会有人可能以增加开支的办法应付政府收入的下降呢？从微观经济学的观点，亦即从一名管理经济的家长的角度来说，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的确似乎更合乎逻辑得多。然而，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亦即考虑到商业周期，正如凯恩斯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这种通货紧缩政策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诚然，早在凯恩斯的《通论》问世以前，在形势的压力之下，其他的政界人物也曾得出结论，认为实施由政府出资的雇佣计划可能是一个好主意。在德国，曾任帝国银行总裁，后来任经济事务部长的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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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提出了这种反向的政策。在美国，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在所谓“新政”的架构内提出过类似的措施。同样，正是提供理论根据的凯恩斯让这项政策得以推广，而且首先得到学术上的承认。

凯恩斯对当年的世界性萧条的杰出分析迄今几乎没有什么可批评的。毕竟，它十分明确地指出，从微观经济的观点来看可能是正确的东西，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可能完全错误。正是因为这项结论是以经济周期为根据的，此后国家在指导经济运作上有了特殊的作用。

同理，正如后来的经济史所表明的那样，在实际上应用凯恩斯的解决方案时，我们不得不十分谨慎。虽然只就其著作的书名而言，凯恩斯自称提出一部《通论》，但是他的思想所针对的仍是大萧条的特定情况。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试图以凯恩斯的解决方案去应对一切形式的失业问题。失业可能是由于很不相同的各种原因，只有当它起源于普遍的需求不足时，凯恩斯的解决方案才真有助益。但是，如果失业的原因是供应量驱动的，例如，过多的工资和税收抑制了私人投资，如凯恩斯所建议的扩大政府需求只会使事态恶化。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对凯恩斯理论的普遍热潮之后，屡见不鲜的是人们往往忘记了一条简单的道理：在实施治疗以前必须对病因有准确的诊断。自从1970年代初以来，随着失业率不断提高，在许多工业国家里出现的后果是通货膨胀，政府赤字上升，以及在国民产值中政府开支所占份额日益增多。由于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以过于简单的方式表述凯恩斯理论，此外还有政治上贯彻这些理论的问题，无疑加剧了上述现象的发展。当然，不断扩大政府开支，甚至声称这是为了帮助改善就业形势，这种主张对政客们总是很有吸引力的。在本书的后面部分，我们一定要讨论这种政策的长期后果。

对经济周期的分析研究业已成为经济理论的要素，不再可能视若无睹。尽管如此，也不是说，这成了唯一的普遍性经济理论。











 
进一步阅读的参考资料















W.A. Eltis, The grand tableau of François Quesnay’s economics, i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3, 1996, pp. 21-43.



R. Bellofiore / G.F. Davanzati / R. Realfonzo, Marx inside the circuit: Discipline device, wage bargaining and unemployment in a sequential monetary economy, i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2000, pp. 403-417.



J.P. Burkett, Marx’s concept of an economic law of motion,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2, 2nd ed., 2000, pp. 381-394.



R.J. Gordon, Macroeconomics, 4th ed., Boston 1987, Ch. 7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 , pp. 186-212.



W.E. Mason / W.N. Butos,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monetary theories: The roots, ruts, and resilience of monetarism and Keynesianism, Boston, 1996.



V.CH. Walsh / H. Gram,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Theories of General Equilibrium, New York, 1980.



X. Xang, 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s, Malden, 2001.



C.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1986.



M. Blaug,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Pioneers in Economics, No.48) , Edward Elgar Pub. 2001.



D. Felix, Keynes: A critical life, Westport, 1999.








 

[1]



   鲁滨逊是18世纪英国作家笛福（Daniel Defoe）所著小说《鲁滨逊漂流记》（1719）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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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德国政治家。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任总理兼外长。纳粹时期流亡美国，1952年归国任科隆大学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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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赫特（H.G. Hjalmar Schacht，1877—1970）德国财政专家，1923年任帝国银行总裁，因反对赔偿政策于1930年辞职。纳粹时期再度出任银行总裁（1933—1939），兼任经济部长（1934—1937）。后因希特勒实行四年军备计划而辞职引退。




第三章








经济周期为什么波动？




 
刃型增长率




每年11月15日，“德国经济专家理事会”（所谓的“五贤达”）为德国公众提供一份报告，论述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虽然这份报告的篇幅大大超过四百页，媒体通常只集中报导理事会对来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实际上，许多事情都取决于这项预测，因为，总的经济发展情况能够决定各企业必须在多大程度内增长工资和实现利润等问题。国内税收以及国家社保制度的摊付款也视此而定。然而，最重要的莫过于经济增长率还决定失业率将有多高，至少就短期而论。经济上扬一般与较高的就业率相联，而在不景气期间将有较多的裁员，导致失业率升高。所以，不足为奇，人们大多怀着巨大的希望迫切期待这些经济预测。

但是，在经济好转与恶化之间，这个一再重复的波动实际上是如何引起的？一般说来，经济周期指的是总需求上的波动，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定期发生的，首先根据各企业之生产设备充分利用的程度来衡量。在景气期间，生产设备几乎全部发挥作用，而在衰退期间，生产设备的利用率往往只达到大约70%。所以，在景气期间对劳动力的需求高涨，而在衰退期间会出现裁员和失业。

按照比较简化的形式，我们可以将经济周期看成类似无线电波长的正弦曲线。当然，现实中的需求波动不完全符合这个理想化的图式。经济周期的长度也可能变动，但是一般来讲，两个低谷之间的时距为5—7年。

起初，人们甚至认为有几个不同长度的周期重叠出现。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一书中，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f Schumpeter）把这些周期分成三个，各以其发现者命名：为期3—5年的“基钦周期”（Kitchins）主要与存量水平之变化相联系，为期7年的“朱格拉周期”（Juglars）与长期净投资之变化相关，而50年的“康德拉捷夫周期”（Kondratieffs）是由建设和相关产业活动之波动起伏引起的。这个分类法现在不再使用，只有法国的经济周期研究者朱格拉（Clement Juglar，1819—1905）所观察到的中等长度的周期可以被证明是有某种确定性的。

早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已经观察到经济活动中波动起伏的现象，但是那时关于经济产出缺乏连贯的统计资料，尽管有些早期的经济学家如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想办法对此加以估算。因此，为了观测经济周期，人们使用其他变数，甚至利用礼拜天参加弥撒的人数。如熊彼特一度提到的，在危机时期，这个人数增加很多，但是在情况好转时，他们的虔诚程度又会下降。虽然熊彼特与凯恩斯实际上是同时代人，但是到了解释经济周期如何运行时，他们的意见大相径庭。其实，这种周期性波动为什么真会发生，至今仍是有争议的问题。

在工业化以前，至19世纪中叶为止，经济产出主要是农产品，那时人们认为收获量的波动说明周期性变化。歉收会抬高物价，由于初级农产品之成本增加，致使所有的下游部门的生产费用都加大。这意味着销量减少，出现失业和普遍的困境。反之，丰收使农产品价格降低，因为这时人们维持生计所需的钱减少，工资也降低。结果，不仅农业部门，所有其他经济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都有增加。

这方面知名的有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提出的所谓太阳黑子理论。他假定经济周期之波动乃是由于太阳黑子的变化影响阳光之力量，因而影响到气候以及收成。这条思路还有一种更新些的说法，即使与天气无关，它也是像太阳黑子说那样，涉及其他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巧合出现的事件，诸如石油危机之类，它们通过一系列自行加强的过程而引发经济波动。

这种自行加强的过程最后实际上在任何对经济周期的解释中都占有中心地位。在凯恩斯的理论中我们已经见到这种过程，它表现为所谓乘数理论之形式。收入之增多将促进需求，这意味着供方的收益也将上升等等。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以类似的方式阐释他的“累积效应”，不过他的理论中心点在于投资而不在于消费品上的开支。

尽管有这些解释，经济周期理论中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依然没有说清楚。第一，这个累积过程最初是如何启动的？第二而且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个过程不导致新的均衡，为什么它达到最高点便向相反方向转折，直到达到最低点后再度逆转过来，如此反复不已？

凯恩斯也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特别是对第二个问题。他的理论反而停顿在对深度经济衰退的解释上。因此，可以说他没有提出真正的经济周期理论，只是解释了1930年代大萧条的特殊案例。其实，正如生于俄国后来移居美国的经济学家多马（Evsey D. Domar， 1914—1997）第一个指出的那样，这还不是凯恩斯理论中唯一的不足。

多马在1946年他的一篇划时代的论文中，指出了在凯恩斯的所谓“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中的矛盾：尽管事实上需求无变化，即使只在有限范围之内，各企业也将继续投资。这就是说，因为净投资所代表的不过是经济生产能力上的增加，生产能力之未充分使用程度将变得更大。因此，至少就长期而言，不会达到实际的均衡。

那么，由于过剩生产能力增多，如果各企业相应减少投资或是甚至完全停止投资，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从企业的观点来说，这是明智合理的，但是按照多马的看法，这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会有灾难性后果。由于乘数效应，投资的减少会引起国民收入下降，因此总需求也将下降。这就是说，生产能力使用不足的现象不会改善反而会恶化。因为，即使投资完全停止，现有的生产设备仍然照常保持，而收入与需求却会明显下降。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如果生产能力使用不足，各企业从根本上说应该扩大它们的投资。由于乘数的正面效应，各企业几乎可以自行创造出必要的需求，以便回到充分发挥生产能力的状态。这简直像是荒诞无稽的山海经传奇，各企业可以自力更生自行摆脱困境。人们称之为“多马悖论”。其根据就是所谓的投资两重性：投资总是同时增加供应与需求。

然而，多马的论证走得更远。假定各企业遵循人们的劝告，即使它们现有的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仍扩大投资。它们真的能够达到供需之间新的平衡吗？多马能够证明，如果投资只提高一次是不够的。倒不如说，虽然以恰好的速率，它们也不得不继续扩大投资。既然国民产值这时也会每年以同样的速率增长，总供给的扩张总会与总需求保持一致。

按照多马发现的增长理论之基本均衡条件，均衡增长率符合总储蓄率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之产量。储蓄率表明储蓄起来的国民收入所占的百分比。在工业国家内，这个份额一般是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产值正是按这个数额留作投资，而不用于消费目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表明增加一单位的投资能生产多少产品。以资本生产率乘储蓄率其结果将表明来年内将多供应多少产品。按照多马的理论，总需求会不得不上升到正好是生产能力保持充分利用的同等程度。然而，如果投资也正好按多马的均衡率增加，这点才能得到保证。

按照多马的说法，根本没有什么机制会刺激各企业正好以这个速率增加它们的投资。尤有甚者，只要它们超过这个速率，即使仅是稍微超过，整个发展过程就会“爆炸”。因为那时总需求会超过生产能力，其后果是各企业会更多投资。不管怎样，这反过来会继续驱使需求更加超过生产能力。

因此，多马的理论颇为恰当地被称为“刃形增长理论”。他的理论表明，对均衡增长率的任何偏离，不论多么微小，都会引起他的模型中的经济体或者“爆炸”，或者陷入深度衰退，经济体靠自身的努力不可能摆脱困境。大约同一时期，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哈罗德（Roy F. Harrod，1900—1978）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人们现在称之为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



 
阿夫塔里昂（Aftalion）以火之使用为例：加速原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从来没有真正观察到这类极端的发展，尤其没有见过持久的“爆炸”过程，实际上很难想象发生这种现象。从这一点来说，多马的理论不很现实，至少他的结论有些夸大。主要的原因是他实际上没有说明各企业如何投资，只是断言如果生产能力利用率提高，各企业就会投资越来越多，反之如果生产能力利用率减少，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诚然，这是过于简单化的假设，我们决不应当把企业家视为懵懂无知的人，对于需求情况除了其现状外不会考虑它将来如何发展。不管怎样说，那时我们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尽管如此，多马至少确切地指出经济增长过程的棘手之处。投资可能对于生产能力利用上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到了实际上可能增加这些变化的程度。其实，早在凯恩斯构建出他的理论之前很久，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它以所谓加速原理而知名。根据加速器使事物加快运行的原理，人们看到，投资的波动实际上比整个国民收入的波动强烈得多。连那些在凯恩斯时代以前的经济周期理论家，如保加利亚的阿夫塔里昂（Albert Aftalion，1874—1956）和德国经济学家斯皮托夫（Arthur Spiethoff，1873—1957）都知道这一点，从而得出他们的过度投资理论。

阿夫塔里昂将投资和总需求之间的互动关系与火焰相比。在火焰将熄时，人们必须添加几块木头。然而，在火焰开始又烧得更旺之前要有一段时间，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火焰变得太旺，不可能只是再拿出一些木头。反之，如果添加木头过迟，火焰或许会熄灭。这就是说，为了保持平稳的热度，必须按正确的份量给火焰添加木头。

投资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且假定总需求由于某种原因而升高。如果这导致增加投资，起初需求甚至会更升高，尤其是那些制造相关机器和生产设备的产业。但是，到了这些新厂房业已建成而且可以开始生产商品时，那些需求方面的驱动力可能又告衰竭。此时投资需要已经饱和，也就是说资本货物产业的销售又会减少。这反过来将导致收入和总需求的下降，以致投资可能变得无利可图，亦即各企业可能已是投资过度。结果，有些企业将陷于破产，而且可能出现普遍的衰退。

所以，正如阿夫塔里昂的火焰譬喻那样，最重要的是总投资额尽可能保持平稳。按理想的做法，它应该精确地以多马的均衡速率增加。然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反复出现周期性波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加速原理并不意味着这些经济失衡现象必然不断地相互增强，更不用说具有哈罗德或多马所预言的爆炸效应了。其他的凯恩斯派学者，尤其是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15—2009）和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能够证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企业对投资需求的增加作出的反应有多么强烈和以什么时间比例作出反应。根据我们假定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找到较小的波动起伏，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减弱，直到终于恢复供需之间的平衡为止。





如果我们运用一点数学，就不难了解这方面的理由。因为即使总需求水平有赖于投资水平，投资水平反过来并不取决于总需求之绝对水平，而取决于这个需求如何变化。可是，这意味着即使需求保持不变，投资也可以变得完全停顿。就时间方面而言，投资转折点之来临先于整个经济之转折点，正是在投资及投资在需求上的效应这两者之间的时间差距，将导致我们所知的整个经济周期之波动起伏。如果以形式严密的词语表达，这被称为差分方程系统。根据关于各企业和消费者之反应的基本方式，这个系统既可导致弱化的、也可导致不断增强的起伏波动。

尽管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长久观察到的都是一些弱的、或者顶多是差不多平缓的周期性波动。希克斯对此的解释认为，需求上特别是投资上的波动实际上有某些技术性限制。其上限，即所谓“最高限度”源自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个事实。如果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需求和产量不再可能升高。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限制，即所谓“底限”。这一点关乎在最差的情况下投资总额可以下降到零点，但是实际上决不可能呈现负值。显然，对于一台运行中的生产设施，谁也不会只因为它得不到充分利用，就真的挥起大锤破坏它。所以，即使国民收入确实首先继续下降，投资额从某一点以后，即在零点水平上，会保持恒定不变。由于整个系统之动态性质，经济体终将抵达较低的转折点，从那里它将开始再度恢复。



 
经济周期政策：是否可能控制混沌？




希克斯及萨缪尔森的著作代表了根据凯恩斯思想发展经济周期理论的最初尝试，而且刻意保持简单，从而表明像经济体这样的动态系统可能被最细微的原因打破平衡。在自然科学中，人们早已看到这种情况，导致了所谓混沌理论之发展。以数学的方式来讲，混沌指的是一个显示各种反应的动态系统，这些反应可以遵循某种基本的样式，但是在细节上却是完全不可预料的。

混沌系统在物理学中一个简单的例子便是双摆。双摆就是在一个钟摆上挂着另一个钟摆。上方的钟摆影响下方钟摆之运动，反之亦然，近似于投资与总需求相互如何影响。如果我们给予钟摆一个推力，要想预言例如20秒钟之后它将在哪个位置，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推力中的即使最细微的差异都会导致钟摆的完全不同的反应。物理学中的其他例子还有台球桌上的球如何滚动，或是气象预报问题。在这两个例子中关于将来怎样发展的精确预报，都是只能限于很短的时段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台球比赛才被视为高难度的技艺，而且，不管电脑科技多么精良，最多只能作出几天的气象预报，决不是一个月的，更不消说一整年的了。在这方面混沌理论有一个最著名的说法：一只蝴蝶即使在中国振动翅翼都完全可能改变欧洲的气候。

自从萨缪尔森及希克斯发表他们的主要著作以来，已经有许多解释经济周期的理论，它们的雄心大得多，尤其包括金融政策和工资政策在周期中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以混沌理论描述经济周期的尝试。即使如此，尽管众说纷纭，经济学家们大多一致认为，完全避免周期性波动将是决不可能的。这也是朱格拉（Clement Juglar）所表达的信念。所以，经济周期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把这些波动保持在某些限度内，首先是不让它们相互增强。



 
政策层面上的经济周期理论




关于周期性波动的实际原因，即什么人或什么因素使钟摆摆动起来，人们尚无一致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个基本上不同的观念。

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大多宣称，在理论上，甚至最轻微的、或许巧合的各种冲力都可能使经济体发生波动。既然这类冲力根本不可能完全避免，市场经济素来就是不稳定的。在政策层面上得出的最常见的结论就是由国家出面实施必要的应对措施。这就是凯恩斯业已提倡过的反周期经济政策的现代版辩护理由。

另一方面，追随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主义者相信市场经济是稳定得多的，一般说来，它完全能够处理较小的失衡现象。如果某一市场发生需求不足，这一般会被另一市场的需求剩余所抵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萨伊定律又变得明显起来。不过，货币主义者还对这条定律提出一项重要的例外，那就是关于国家，认为只有国家可能策动各种经济失衡现象，特别是通过官方的金融政策。

例如，假定货币供应量的扩张超过生产能力的增长，这确实会引起需求的增长而在另外的市场上需求没有任何下降。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这就是周期性波动的真正原因。因此他们建议，如果可能，货币供应总是应该与生产能力增长一致起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如凯恩斯派所说的那样利用货币供应来推行主动性反周期经济政策，因为这会加剧而非减弱周期波动。

为了说明这些矛盾的观念，我们且回过来看看阿夫塔里昂的火焰譬喻。只要火焰看似趋向熄灭，凯恩斯派总是要添加木头。可是货币主义者认为，由于延迟作用，这样做不可能达到热度的均匀分布，还不如不理这些热度上的小波动，即使有这些波动也按常规定时添加木头。

从纯理论上说，或许不可能解决这项争议。相反，它必须根据实践经验来决定。与物理现象不同，经济变幻莫测，其反应方式并非总是一样的。首先，在经济体中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吃一堑长一智的人们，这就是说，与台球和钟摆不同，他们的反应将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经济周期政策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凯恩斯派的解决方案还很能解决问题，而后来却越来越不行。在关于通货膨胀的章节中，我们将回过头讨论这一点的确切原因。不过，可以肯定，实际的经济周期政策不能以一种永远有效的理论为根据。



 
政界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扩张性货币政策起初总会对就业问题有积极效应，这一事实使得另一重要的政界方面更加赞同货币主义的立场。只是延迟两到三年之后，物价和工资才开始上升而且勾销对就业问题的初期效应。就业岗位将被削减，因为物价与工资的增加总会提示各企业：与它们当初的印象相反，扩张起来的并非对其产品的实际需求，只是货币供应量而已。这就是说，它们当初扩大生产原来是错误的，只能以又削减生产来纠正。当初货币供应之扩张以及从而导致的过度投资愈是强烈，随后而来的衰退很可能愈是深重。

由于这个缘故，各国政府持久地以通货复胀的（reflationary）措施推动经济增长的企图业已一再宣告失败。特别是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政策制定者企图以大量印行钞票来抵消两次石油危机之消极后果，在这方面许多国家都饱经痛苦。即使这在短期内确实推进了经济增长，而且工人们耽于幻想，以为能够以较高工资抵消上涨的油价，但是最后所有其他产品也都涨价，在许多国家里通货膨胀率飙升到两位数字。

这样没过多久，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出现消极的效应。因为物价上涨，各工会觉得它们的工资政策之成果被骗走，而要求更高的工资作为补偿。与此同时，各发行银行设法以提高利率和施加限制性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这就是说，各企业不得不自两个方面遇到损失：一方面它们必须支付越来越高的工资和利息，另一方面，各发行银行正在紧缩企业提高价格的余地。于是，破产事件不可避免，而失业率升至前所未见的水平。

后来人们颇为正确地说，这种凯恩斯派的需求管理办法像是以红绿灯管制时行时止的交通。既然起初设法借助于通货复胀的措施刺激经济增涨，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政府迟早被迫反其道而行。然而，除了破坏经济稳定而且同时加剧通货膨胀之外，说到底这样做一无所成。况且，作为这种红灯停、绿灯行来回反复的结果，失业率没有降低，反而确立在了更高的水平上。因为，一方面各企业越来越担心它们的投资政策，结果甚至在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以后还在观望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长期失业的人们已经开始丧失干劲，在许多情况下还失去了熟练技能。经济学家称此为滞后现象，即在经济已经再度恢复时还保持高失业率的僵硬状态。原来的需求问题业已突然间变成持续性结构问题。

问题在于尽管有了这一切负面的经验，那些像红绿灯那样时行时止的政策在短期内可能符合政府的利益。如果政府恰好在大选之前推进经济，由于其政策对就业产生积极效应，它重新当选的机会大增。如我们所知，各种消极效应，如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只是以后才出现的。这种情况也被称为政治周期。如果政府还享有印刷钞票的权利，形势会变得特别变幻莫测，因为那时经济可能特别容易推动，而且似乎无需代价。由于这个缘故，把货币政策留给独立的中央银行掌握，至少不把这个危险的工具交给政府，显然是非常明智之策。

有些货币主义者还要走得更远，建议以某些立法限制约束政府开支。然而，这个想法还一直没有成功推行，因为迄今官方决不愿意完全放弃凯恩斯派的反周期政策工具。毕竟，总还可能出现像19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另一次危机，那时官方会不顾一切危险，非采用这个工具不可。

从以上考虑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凯恩斯派的解决方案。至于这个方案在实践中遵循到什么程度，这与其说是一个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制度的问题。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只能起咨询顾问作用。尤其在每个具体案例中，他们应该努力判断：这只是发生一次小扰动呢，抑或是对经济平衡的一次真正威胁，只有靠政府的对抗措施才能扭转。





这样看来，凯恩斯派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不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两股思潮争论高峰时期那样巨大。例如，在1987年全球股市再度崩盘时，人们大多同意货币政策制定者立即降低利率，而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确实，这些手段甚至防止了重新出现全球性衰退的危险。后来，通过及时提早再次采取各种反措施，通货膨胀也被遏制了。这是经济学的极大成功，因为这点特别表明，连政界人物也能从他们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现在我们简短概述一下：完全防止周期性波动大概是决不可能的，正如医学不大可能完全根除普通感冒一样。理由是经济机体正如人体一样非常复杂。尽管如此，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设法使这些波动尽可能保持微弱，这样感冒就不致转为急性支气管炎。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防病总是胜于治病。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举出最后一个实例。任何挂有拖车的汽车驾驶者都知道，他们必须多么小心地操控方向盘。不消说，一些较小的纠偏动作是必要的和允许的。然而，如果方向盘转动太大，汽车将出现危险的急转运动，几乎不能加以控制。

同样道理，在经济周期政策上，重要的是小心而平稳地掌舵，即使问题变得麻烦棘手，反应也不要过于匆忙。一般来说，在回升期间宜于采取比较限制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以便首先防止经济过热。近年来多数国家的政府与发行银行已经采取了这种审慎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总是不很受到公众的欢迎。不消说，当经济前景呈现乐观的时候，继续提高工资和政府开支的诱力巨大。经济过热的危险常被忽视，至少是太晚才被承认。这就是说，审慎的政策不仅需要有必需的专门知识，而且，可能面临过分要求的政界人士也要有很大的坚定性。如果他们没有保持足够的坚定，即使最好的经济理论也很可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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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技进步会损害就业吗？




 
遣散论抑或补偿论




科技进步是否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福祉，抑或长期来讲不过徒然曾加失业而已？这是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1821年第三版中首次提出的问题。他的结论有些悲观，认为科技进步会促使有关的产业以使用更好的新式机器的方式增加资本金额，这意味着首先需求保持不变，而工人至少暂时会被遣散。

这就是人们提到的遣散论。它显然看似有理，故不断得到新的支持者。毕竟，工人们怎能经得起同日新月异的机器的竞争呢？即使他们情愿降低工资以保饭碗，长期来看这也不起多大作用。1996年7月19日德国的知名报纸《商报》（Das Handelsblatt）的一篇重要文章写道：“即使邮局人员已经大呼工资减半，但是电话与电传也会取代黄色邮递箱车。同样，不是因为排字工人薪资太高，而是因为发明了电脑，报纸排字行业中的热排版方式已经成为过去的事。”

卡尔·马克思无疑会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他也深信，科技进步无可避免地会导致生产中资本投入的增加。虽然工人们的工资已经是低微得难以维持生计，失业者仍然越来越多。这个论点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基石之一，说明由于资本之过分积累，资本主义最终会毁灭自身。

虽然古代和中世纪也有过某种程度的技术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讨论过。例如，犁的发明对推动农业生产力的作用很关键，同时，在制造业中工具和简单器械的改良不断提高体力劳动之生产力。

尽管如此，这与后来的工业大规模生产之间有两点重要的区别。第一，中世纪的技术进步只有极其缓慢的进展，留给人们足够的时间来适应它。第二，许多产品是由制造者们自己使用。经营农业的人们只会欢迎新的技术进展，这使他们每日漫长的劳作略有缓解。况且，鉴于食品及其他必需品普遍短缺，通常不存在把生产出来的超过自己需要的产品在市场出售的问题。既然技术进步使人们得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而且增加一点闲暇减轻一点劳作，因此，这只能是一种天赐的好运。

所以，问题在于作为工业大生产的结果，发生巨大变化的是什么？民众的需要真正得到了满足吗？其实并非如此。1845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那篇令人深感不安的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的情况”，非常精确地描述了当年的状态。削减每周的工作时间大概不再可能了吧！人们每天工作尚长达16小时以上，而且每周工作6天，这在当年也几乎不能改变。

那么，我们再回过来看看分工现象。一方面，随着人们在本人实际并不需要的商品之生产中趋于专门化，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每个工人变得日益依赖他所生产的商品是否为市场所需求。然而，最重要的是，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之发明突然危及他们的谋生机会。如果一台生产别针的机器能顶替十名工人，而对别针的需求并未相应增多，那么显然，别针工厂里的工人不得不遭到解雇。这一朴实的假设便是遣散论的根据，虽然形式有些简单。

同样道理，我们不该忘记，机器之发明不仅增加别针之产量，而且降低别针之价格—不然的话，在竞争之条件下，甚至没有人会考虑首先使用一台机器。然而，别针价格之降低意味着除了受雇于别针制造业的人以外，所有其他人的实际收入都提高了，因为他们这时有更多的钱花在其他商品上。所以，可以说如果因技术进步而价格下降，需求会提高，从而将导致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这就是补偿论的核心理由，它作为对遣散论的相反论证很早就已经被提出。

尽管如此，对于补偿论有一个明显的反对论点。我们刚才在谈价格下降，但是，其实价格不是始终在上升吗？这是否意味着补偿论不过纯属理论性的，它经不起与现实生活的任何对照？

无论如何，这一论点业已被证明是过于肤浅的。诚然，在过去50年内价格每年都上涨；这是我们已经谈到的爬行式通货膨胀之结果。不过，与此同时，工资也增加了，而且，从长期发展来看，工资其实比物价上升快得多。然而，这无非意味着工人的实际收入已有增加。

这样，当我们谈到作为科技进步之结果，有些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下降，而是指它们的价格上升得比工资慢。因为相对意义上的价格下降意味着购买力增长，如果比较科技进步对实际收入的效果，最终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即便如此，发生这种进步的产业不一定会真正从需求增长中受益。毕竟，有谁可能每年需要100多个别针呢？所以，为了购买别针而留下来的钱将部分地甚至全部都花在其他产品上。原则上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也将导致创造新的工作岗位。无论如何，这种结构性变化确实有这样的意义：可能已经变成冗员的工人们必须灵活得足以担任这些新的工作岗位。他们可能必须参加职业培训课程，他们可能必须迁移住所，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可能不得不准备接受比以前更低的工资。

这使我们看到科技进步之实际问题。只要我们还是就单个的产业部门来考察，显然会看到有得益者也有受损者。得益者当然包括要买技术进步受益行业之产品的那些人们，因为这些产品这时将以较低价格出售。另一方面，为这些行业所雇用的人们可能深受损害，被迫另觅新的工作岗位。至于他们是否找得到工作，以及他们将挣得多少工资，至少是个未知数。

在工业革命期间，这对民众来说可能会变成很严重的生存问题。当年工人们只有微薄的工资，他们难以积攒任何私人储蓄，而失业保险只是很迟才出现，在德国迟至1927年。所以，民众害怕被现代新式机器所顶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844年在西里西亚（Silesia）的纺织业中发生过一次最著名的起义，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1862—1946）在其剧本《织工》（Die Weber）中描写过此事。

精纺机最初为英国工程师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1732—1792）所发明。然而，普通织工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1720 —1778）于1764年改进了这台机器，以致其产量增加了100多倍。这引起他的竞争者们—像他一样的穷工匠们—的嫉恨与猜疑。起初他们认为哈格里夫斯的女儿是一名女巫，称她为“纺纱詹妮”。当他们发现其实是一台机器使产量增多，他们便一哄闯入哈格里夫斯家中捣毁机器。尽管如此，他们未能阻挡这种机器的胜利发展，此后它便被称为“詹妮纺纱机”。

后来，织工们同样没能以他们的暴力行动阻止动力织布机的传播推广。动力织布机是英国牧师卡特赖特（Edmund Cartwright，1743—1823）于1785年发明的，织工们最初对此的反应是认为它无非是一种损害就业的机器。然而，长远来看，局面变得大不相同，因为随着生产成本和价格下降，在1760年至1827年间，英国纺织业的销售量增加了一百倍！

如今，卢德主义（Ludd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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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代早已远逝。然而，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一个公司建议实行合理化、减少许多工作职位，根本不能排除产业工人采取行动和出现政治争议的可能性。虽然，与19世纪相较，对于被裁冗员的社会保险已有不可比拟的改进，而且另找工作的机会也变得好很多，但是基本的经济问题没有什么变化。从科技进步中受益的正是消费者，而那些发生这种进步的行业中的工人最初往往处于受损者地位。



 
恼人的结构性变化




这个问题不能到此为止，因为科技进步不仅限于某项商品之生产，而是遍地开花的。这就是说，结构性变化导致在某些产业中解雇工人而在其他部门产生新的岗位。不过，无论如何，科技进步总会引起消费者实际上在收入方面受益，因为，出现科技进步的行业所生产的商品价格，与总的工资水平相比，将逐步下降。这就是说，就长期而言，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无疑会上升，因为每个工人也都是消费者，而结构性变化造成的暂时不利终于将因工资与物价之间日益有利的对比关系而告抵消。

但是，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倘使没有科技进步，根本就不能设想工人的实际收入可以提高！要知道，这种进步只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种表述。如果人均产量没有不断增加，长远来说，人均分配也不能扩大。事实上，工人们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比在欠发达国家中享有高得多的生活水平，更不消说与19世纪的工人相比了。例如，德国单是在1950年与1985年之间每小时实际工资就增加了四倍。这就是说，西德一名产业工人劳动一小时所能购买的商品，在1985年为他在1950年的四倍。与此同时，1985年西德就业的工人比35年前几乎增加了一百万人。所以，总的来说，科技进步既没有损害就业，也没有降低实际工资，实际情况恰好与此相反。

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正如许多人所相信的，长期而言，就业已稳定地增长而非减少。晚近的情况亦然。例如，总的来看，在1980年与1996年之间，西欧就业人数增加了六千万。在此期间失业也增加了，这是因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工人增加了七千五百万人。然而，减慢科技进步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只会降低实际收入。以电讯部门为例，那样一来，从移动电话到互联网，许多新产品都会发展得更慢，或根本得不到发展。最后，这会导致出现更少的新工作岗位和更低的购买力。正好与过分简单化的遣散论想让我们相信的情况相反。

但是，既然这样，过去30年内我们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不是所有的！）中看到的高失业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这与科技进步只有很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记得，从1970年代初期以来，失业才变成问题，这点就已经搞清楚了。我们都知道，连实现充分就业的1960年代在内，科技进步无例外地总是存在的。所以，想必还有别的原因。

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经济政策，它已经越来越集中注意保存现有的工作岗位，而非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例如，在德国，采煤业即使多年前已丧失了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几十年来却还享有津贴补助。政府单是在这个产业上的花费就已经超过千亿欧元。这笔费用不得不转嫁到竞争力较强的产业部门，它们必须超比例地缴纳较高税额，从而妨碍了它们自身的发展。

结果是对市场经济很重要的市场动力受到削弱。如我们所知，熊彼特把竞争描述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旧布新，为新的产品和工序开辟发展空间。某些企业及经济部门内就业机会的丧失是这个过程的必然构成部分，可以说，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便实际收入和总体就业能够继续扩大。有些人不愿付此代价，只想根据肤浅的道理“挽救”一些不再有竞争力的就业岗位，他们将会看到，长期而言，失业将因此增加而非减少。

久而久之，这一点已被淡忘。这个现象尤其与民众态度上的一个根本转变有关。因为工业国家的生活水平业已提高，在民众中保持他们已有成果的普遍愿望没有降低，而是比以前更强烈了。在1950年代，由于战败和战争造成的破坏，德国人尚无很多财富需要维护。人人都要抓紧眼前的机会，而其中很多都是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市场导向经济所提供的。德国的“经济奇迹”—就业与生活标准以激动人心的速度提高—就是这样出现的。到1960年代，充分就业已经实现，失业率只有1.3%，而仅仅在十年以前人口尚有十分之一以上处于失业状态。尽管那时有几百万难民和退伍老兵回国，都要找工作而且终于就业，但这一切仍然实现了。就是在这一段时期内，实际国民产值甚至提高更快，以至远远超过以前的两倍。

不过，经济增长的步伐终于又开始放慢，实际国民产值的提高也不再强劲。特别是欧洲，自从1970年代以后，长期失业率之升高开始蔓延开来，即使在经济已经开始再度恢复之后，仍无显著的降低。因为未得到满足的需要尚有很多，而且方兴未艾，战后立即出现的旺盛需求再度下降的事实与经济形势的联系只是非常表面上的。随着提高的生活标准而转变了的是民众和企业在社会流动性与适应能力方面的行为方式。



例如，那些曾经辛勤劳动，好不容易略有积蓄的矿工们不想为了到异地重起炉灶而不得不卖掉他们的住房。况且，工业国家每个经济部门大多都有自己的工会。不消说，这些独立的工会有意在他们各自的经济部门内保留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不管他们的部门是否还有竞争力。

于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开始把注意力日益集中于保存现有的工作岗位，因为在这方面他们面临来自直接有关方面的最大压力，它不仅来自工人本身，而且包括因结构性变化而遭损失的企业。逐渐地，私营企业开始期待国家在经济困难时期以津贴补助来支援它们。与此同时，自197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扩大，例如领取福利的合格条件在延伸，失业救济金在提高，解雇的法律订得更严格，而且，在某些国家里，如果患病从第一天起均享全薪。所有这些措施的用意首先是为个人建立更高水准的社会保障。然而，对整个劳动力市场而言，这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原因在于这些措施直接带来税额及政府负债的急剧增多。在1960年代初，德国一名熟练工人必须缴纳的税金和摊款不到其总收入的20%，可是到1990年代末，这个数额已经升到40%。在此期间，往往不论实际劳动生产率如何发展，工资也增长很多。对企业而言，因为劳动力变得日益昂贵，它们往往愿意采用节省劳动力的合理化措施，而不实行增加工作岗位的投资。





结果，市场不再有足够的动力为增长的劳动人口创造数量充足的工作岗位。此时，尤其在欧洲，生产结构开始变得更僵化。例如，直到1990年代初，三分之一的欧洲就业人口尚受雇于工业，而在北美却只有四分之一。同时，在美国，服务业已创造出几百万个新工作岗位，而在欧洲服务业的扩张却受到高工资及众多规章条例的阻碍。

这之所以最终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新兴竞争力量已经进入世界市场，它们往往能够以低得多的成本生产工业用品。最后，变得明显的是：老工业国未来不可能在这个领域发展。在1980年代，人们甚至以“欧洲硬化症”来形容欧洲经济不能适应新的科技以及在需求与竞争上的变化。

然而，现在欧洲人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转变。许多国家放宽了他们的规章条例，增加在商品与劳动力市场上的灵活性。有些国家甚至正在努力—即使是试探性的—削减对缺乏竞争力的产业部门的津贴补助，以便减少政府开支，给经济注入更多动力。按照经济学的用语，这个观念被称为供应学派政策。

供应学派的做法显然同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凯恩斯派做法相反，那时人们还相信失业主要是由于总需求不足。此后在经济学文献中连篇累牍都是关于这两种做法孰是孰非的争论。然而，因为解决办法总是取决于特定经济体的各种问题，几乎不可能在纯理论层面上作出决策。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必须同时采用两种做法，因为，可以这样说，那个经济病患者好像可能同时有虱和蚤两者为患。

然而，无论如何，有一点至今已经搞清楚了。即使科技进步可能导致某些部门和公司减少工作岗位，因为有物价下降抵消这些损害，整体来看，科技进步不会增加失业。失业顶多可以被视为科技进步的间接后果，特别是如果必要的结构性变化尚未跟上来的话。所以，所谓的科技型失业实际上本身并非当今的失业问题之原因，只是经济不能适应竞争中各种变化的一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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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德主义：英国工人卢德（Lud）于1779年捣毁两台织袜机。1811—1816年参加捣毁机器运动的英国手工业工人被称为卢德分子（Luddite）。卢德主义指反对机械化的主张。




第五章








通货膨胀与失业




 
货币数量论




多数人认为生活费用变得越来越高。20年前在德国买一杯咖啡相当于半个欧分，而现在往往是这个价钱的两倍多。大多数其他商品也是同样。在1950年代，一辆宝马Z3型跑车只值一万欧元，而在1990年代末，类似的汽车价约25 000欧元。



另一方面，人们过去也比现在挣钱少得多。昔日一万欧元会是一笔小财富，只有少数人花得起这么多钱买车。反之，如今连许多青年都有一辆时髦的敞篷跑车。所以，不仅物价，而且收入也提高了。一般来说，为了购买冰柜、汽车或面包卷，今天人们必须工作的时数比昔日少得多。

由此可见，从实际上看，生活费没有变得更贵，而是变得更便宜。只是从票面上看，即以货币单位计算，物价已经提高。但是这无非是说，我们用以购买商品和劳动力的货币之价值已经降低。不断上升的物价不反映财富的减少，而是通货膨胀。

如果我们要衡量货币已经降低多少价值，观察一个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发展是不够的。相反，我们必须采用一只有代表性的货篮，里面装着一个中等收入家庭通常所需的全部产品。在德国，联邦统计处不时地考察这个货篮。例如，在1980年代末，由于考虑到流行的消费习俗，这个货篮不包含男子睡衣裤，而以网球拍子放入代替。

比照这个货篮来衡量，在1950至1985年期间，德国物价增至三倍。虽然这只相当于每年不到4%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但是这种所谓爬行通货膨胀已高得足以将一个德国马克的价值降到其原有价值的三分之一。在多数其他工业化国家中，贬值业已超过德国很多，这意味着与德国马克相比，其他货币的价值甚至下跌得更多。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美元尚值4.2德国马克，到1990年代末，美元的价值已经降到大约1.6德国马克。

这并不是说通货膨胀只是新近的现象。据我们所知，甚至在古代雅典，尽管那时尚不存在纸币，只有诸如铜和银之类的贵金属用作支付手段，货币也常常贬值。其原因在于作为贵金属之新发现或战利品之获得的结果，贵金属供应量增加，也就是说，经常性贸易量突然间面临更大的货币供应量。因此，贵金属的比值下降，而以银币计算的价格上涨。

在中世纪时期也发生过类似的通货膨胀现象，例如在西班牙人到南美洲大肆掠夺黄金的情况下。这些情况还结合着各种硬币质量之普遍下降。因为每个国君铸造他自己的硬币时都会降低这些硬币的贵金属含量，以便有更多的货币可用。其中一个比较声名狼藉的例子就是“红海勒”（red h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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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以铜冒充的银币，使用多了以后这种硬币的红色铜芯便会显露。因此，至今尚有某物“不值一个铜板”的说法。

这种暗中减低硬币质量的骗局结果造成物价上升。人们大多认为这是因为硬币的固有价值下降所致。但是这种解释太肤浅，因为硬币丧失价值的真正原因在于市场上充斥过多硬币。硬币的固有价值无论多么低，只要还保持应有的稀缺性，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它的价值本来会保持稳定，不然的话，推行纸币简直就不可能，当然，纸币也有不少滥发的事例。

滥发纸币的一个最坏的事例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意志帝国银行的做法。由于赔款和内债，当时德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政府为了弥补开支，不考虑经济的表现，命令德意志帝国银行增加货币印量。结果造成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每小时都在涨价。 在商店外面无尽的排队长龙中，那些持一捆钞票等候的人们，根本不能保证当最后轮到他们的时候，尚能以他们的货币买到任何东西。在这次通货膨胀的高峰期，一美元值12亿马克！最后，各地方政府和银行只好散发他们自己的应急储备金，而正式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为诸如美元或瑞士法郎之类的外国通货所代替，或者干脆实行原始的易物交易。

最终实行了币制改革，以“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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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当时不值钱的马克。为了提高人民对新通货的信心，政策制订者佯称这种新币以房屋和土地等不动产为抵押；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新币得以通行的真正原因在于保持它的稀缺性。后来，帝国马克（Reichsmark）取代了“地产抵押马克”，起初大体上也是稳定的。尽管如此，由于通货膨胀的结果，不仅社会保障体制，而且几百万储户都丧失了他们的全部储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经历了另一次严重的通货贬值，直至1948年再次实行币制改革，以德国马克（D-Mark）取代帝国马克。这些历史事件说明德国人为什么对通货膨胀非常警惕。新生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完全从政府中独立出来的第一个中央银行。应当说，它懂得如何发挥这种优势，因为，通过执行高度有条不紊的货币政策，它成功地使德国马克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之一。

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例如1980年代初在南美洲，和1990年代初社会主义垮台后的东欧集团各国。另一方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保持在每年5%—15%的水平。

按照货币数量论，这种所谓爬行通货膨胀也与流通中的货币太多有关。18世纪的古典学派，特别是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已经提出了这种理论，虽然其形式还比较简单。其实，早在16世纪，例如法国理论家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就已经提出金银的增多必然使物价上涨的基本观念。新古典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重振了货币数量论，并且以比较简洁的形式予以重新表述。费雪特别把货币的流通速度作为一个新的要素，在解释货币数量论中发挥作用。按照这项理论，能够支付的交易总量不仅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而且取决于货币转手的速度。

例如，如果100张钞票在流通，而每张钞票一年内两次用作支付手段，显然，这些钞票将支付值200张钞票的交易额。如果总共交易50个产品，每个产品的平均价格将等于4张钞票。在国民经济中，这种关系被称为费雪的交易方程式。稍加改变后，它也被称为剑桥方程式，或简称为数量方程式。

运用货币数量论，如果货币供应量超过实际的交易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是清楚的。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价格上涨将不可避免，亦即将发生通货膨胀。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得不及交易额，或者甚至减少，价格将下降。这被称为通货紧缩，在1930年代世界性萧条期间广泛发生。

应用货币数量论不难解释当年发生的情况。由于股票交易崩盘和后继的银行破产，货币供应量突然下跌。物价降低，导致普遍的通货紧缩。然而，各地的物价都不能下降得接近货币供应量下降那样多，因为工资和各企业所借资本的利率是按照合同固定的。在一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下，实际的交易额只能下降，因而国民产值也要下降。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这点也讲得通，因为如果总购买力下降而成本却不能相应减低，销售额受损和失业就会不可避免。这正是当年所发生的情况。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争论




首先是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以货币数量论解释了“大萧条”。弗里德曼是所谓国民经济学之货币学派的创建人。这派亦被称为新货币数量论。虽然货币学派显然以反对凯恩斯派的运动自居，但是弗里德曼对1929年大萧条的解释基本上与凯恩斯派没有区别。他们的分歧更多地在于他们为防止将来发生这类危机而提出的经济政策建议上。凯恩斯在其所著《通论》中根本没有触及通货膨胀，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通货膨胀的危险是关键。

货币学派与凯恩斯派的理论争议首先集中在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上面。1958年菲利普斯（Alban W. Phillips，1914—1975）发表论文，将1862年至1957年英国失业水平与货币工资变动率进行比较，观察到在失业者很少时工资往往上升较多。反之，在失业者很多时，工资没有上升多少，或者甚至下降。菲利普斯画图作了说明，以X轴代表失业率，以Y轴代表工资增长率。结果形成从左向右下降的曲线，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

这条曲线最初发表时不像后来那样引起争议，因为它的解释比较简单。在失业率低的时期，工人稀缺，因此处于要求提高工资的有利地位，而在失业率高的时期，人们认为自己首先保住饭碗就是幸运。

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索洛（Robert Solow）于1960年对菲利普斯曲线稍加改动，此后它才变成了有争议的问题。他们以物价增长率代替工资增长率，得出一条很近似的曲线，说明当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高，而当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低。按照这一形式，菲利普斯曲线似乎显示了在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基本的取舍平衡关系。这就是说，只能两害之间择其一，根本不可能同时两害都防止！

此后，整整一代经济学家都是以这个观念训练出来的。不久人们都认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构成魔怪四角形，四者不可能同时实现。所以，这要靠政府人士决定其中哪个目标会有较高的优先地位，而且要靠经济学家—当时几乎全是坚定的凯恩斯派—提出适合的政策手段。在大学讲堂上，许多人在各种图表上变换曲线，以便找出正确的“政策配方”。根据当时哪些问题亟待解决，便给予这个或那个目标以优先地位。民众对政府驾驭经济能力之信心从而达到高峰。

不足为奇的是政策制订者常常把充分就业之目标置于最高优先地位。我们决不会忘记，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1970年代声称他宁可选择5%的通货膨胀而不是5%的失业的方案，这番话令人难忘，因为只在不久以后他两者兼得。原来，把菲利普斯曲线解读为两害之间择其一是极大的错误。

发现思想上这个错误的正是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1933年生）。早在1960年代末，他们就指出，萨缪尔森和索洛所画的菲利普斯曲线预先假设工人和他们的工会都有一点缺乏头脑（把复杂问题过分简单化）。因为，如果物价上升为什么失业会下降呢？显然这是因为上升的物价会提高企业的利润，使得增加产量有利可图。然而只有当工资没有变动时才出现这种现象。换句话说，一个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必须保持在其工资的名义增量以下，或者甚至于减弱。确实，这就是经济回升的典型现象。

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认为，这种现象不可能长久维持，因为一旦工人们看到通货膨胀正在降低他们工资的购买力，他们就会开始要求提高工资。因为工人们不再容忍所谓的“货币幻觉”，在下次工资谈判中他们至少会要求将通货膨胀考虑在内。然而，如果工资上升，企业利润就会开始下降，而在就业方面起初的增长也会再度消失。根据货币主义者的观点，菲利普斯曲线只显示经济回升期间的短期效应。然而，长期来说，亦即就回升与衰退整个周期而言，货币主义者认为不可能靠容许更高的通货膨胀来减少失业。

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假定中央银行继续扩张货币供应量，以至物价上升到例如每年5%的程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工资会开始每年更强劲地增长，这意味着就长期而言，在就业方面不可能达到任何积极的效果。不管怎样，那时即使失业率没有降低，仍然会有通货膨胀！所以，只要人们企图利用据说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提供的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为手段的方案，这条曲线就会向前移位。因此，实际上它根本没有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提供任何备选方案，除了一些比较短期的效应之外。

新古典学派把货币学派的论证加以改进，其实，甚至予以增强。新古典学派理论的主将是卢卡斯（Robert E. Lucas，1937年生），他在1970年代末发展出这项理论。按照卢卡斯的说法，1960年代反周期政策起初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于货币供应量之增加首先促进了所有市场上的需求，鼓励生产商增加投资和雇用更多工人。显然，如果需求增加，企业就有理由从事以前本来不值得做的投资。

然而，作为企业增加投资活动的结果，劳动力和资本货物会变得稀缺。工资与物价会上涨。终于，生产商会明白：原来提高了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而只是货币供应量。这就是说，即使需求出现例如5%的提高，物价与工资也有提高，本来是不值得增加产量的。在这种情况下，利润不能提高，所以说生产商已被货币政策所愚弄。结果，企业会把它们的产量降回原来的水平。

因此，即使这项扩张性货币政策会暂时重振经济活动，其效应不久就会化为泡影，留下来的只会是更高水平的物价与工资，亦即货币贬值。在这方面，货币学派的理论得到证实。

不过，按照卢卡斯的看法，日子长了，生产商就会得到教训。他们知道，如果政府企图以不合比例地增加货币供应量来重振需求，这样只会导致通货膨胀。同样，他们深知扩大政府开支最后会导致增加税收。所以，他们甚至不考虑增加他们的产量、而宁愿代之以提高他们的价格。接着，各工会已将预期的物价上涨包含到它们的工资要求中。所以，按照卢卡斯的理论，凯恩斯派的经济周期政策根本不会有短期的效应。顶多它会导致通货膨胀而没有实际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正是根据这项理论，新古典学派设法首先解释所谓的滞胀现象，即通货膨胀与零增长同时并存的问题。

正如其美国同行穆思（John F. Muth，1930—2005）在1961年已经提倡过的那样，卢卡斯运用所谓的理性预期理论来解释滞胀问题。按照这项理论，一切经济当事人基本上都能预见经济措施将有什么效应，而且采取相应的行动。带有一些反讽意味的是，在他的私生活中，卢卡斯自己成了他妻子的这种理性预期的受害人。在他们的离婚协定中，她早已规定，如果卢卡斯获得诺贝尔奖，奖金之半数要归她所有。他们刚办完离婚不久卢卡斯就获得了这项奖金。不过，既然他是有身份的君子，据说他别无二话，只是说，协定就是协定。

认为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有理性预期的假说似乎还是有些夸大其词。甚至当今，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或增加政府开支，在就业问题上还是能取得某些至少是短期的积极效应。由此可见，理性预期理论还不能真正切合实际情况。

然而，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模式很清楚地表明，在民众从经验中汲取教训之后，国民经济中的各种反应可能怎样变化。昨天还有积极效应的经济政策措施明天却可能失效。实际上，这正是凯恩斯派需求复苏政策发生的情况。仿佛吃药一样，在整个1970年代不得不继续不断地增加剂量，直到不再有任何效应为止。在国民产值中政府开支的份额不断扩大，其结果造成在几乎每个工业国家中政府债务都显著增长。特别是由于在衰退期间政府人士喜欢增加开支，而在经济恢复之后却不愿意再削减，因为削减措施是很不得人心的。例如，西德在1970年至1985年期间，国内产值中政府开支之份额从仅在39%以下升至47%，而政府负债从25%升到将近43%。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失业率却没有下降，反而从0.6%增至7%以上。

与此同时，似乎民众也从这番经验中得到了教训。在1980年代，多数国家开始避免以货币政策来刺激就业的短期效应，而到1990年代中期，许多国家甚至做到了把通货膨胀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尽管如此，在多数工业国家中，过去留下的后果除了高失业之外就是政府的高负债。



 
重金主义的争论




我们在这里最后一次回到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上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即使事先没有货币供应量之扩张，解释物价如何上涨也是可能的。虽然他们承认，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符合数量方程式，这些经济学家对因果关系的看法恰好与货币主义者相反。换言之，对他们来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是连锁效应之开端，而是由于各种完全不同原因引起的通货膨胀之后果。

作为通货膨胀之真实原因，他们提出两种备选的可能性。所谓成本推动论的根据在于假定一般物价水平的升高是由于生产成本的增加，例如，由于工资的增加。因为各企业将设法把它们较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他们将提高价格，从而导致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另一种可能性是需求拉动论。例如，作为政府开支扩张的结果，总需求业已提高得太快，因此物价上涨。如果总需求持续地超过总供给，物价将不可避免地被“拉高”。这通常被称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无论出于哪一种可能性，货币供应量显然将以某种方式自动地扩大，因为否则的话，人们就不能支付较高的价格。在严格意义上，人们试图做这样的解释：中央银行不能足够精确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而且，货币供应量之增加首先追溯到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各企业所需求的贷款愈多，将提交给中央银行贴现的汇票和其他证券也愈多，而且将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此外，如前文所述，小额银行还有创造货币的某种行动余地。如果对贷款的需求增多，各银行将较以前更多地利用这种可能性，办法是缩减盈余准备金和创造追加的货币。

在这里昔日的银行学派理论显然重新抬头，认为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自行调节对货币的需要。诚然，甚至在李嘉图的时代，就发生过关于通货膨胀之真实原因的完全同样的讨论，采取所谓重金主义的争论之形式。那个时期，称为金条或银块的铸锭还是货币供应之支柱。不过，纸币也在流通，而且规定英格兰银行必须随时准备按每盎司黄金值3.894英镑的价格将这些银行券兑换成黄金。这个价率是大数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于1717年确定的，当时他任皇家铸币厂的主管。

在1793年英国对法国开战以后，食品价格开始上涨。按纸币计价，金价也猛烈上涨。换句话说，突然发生了通货膨胀。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物价上涨是因为当时商品稀缺，那是几次歉收及战争用度很大的结果。即使在那个年代，所谓的“反重金主义者”也辩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是物价上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是由于为了给战争筹款，英格兰银行本已为国家发行大量银行券换取各种证券，而这些银行券此时正在注入流通所致。





另一方面，所谓重金主义者（Bullionists），特别是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这次通货膨胀完全是由于流通中的银行券过多。倘若纸币供应量没有增加，物价也不会上涨。无论可能有什么原因和什么效果，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没有货币供应量之扩张，通货膨胀本来不会发生。

英国这场争论以后的发展情况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物价已经开始上涨，而且银行券的价值显然越来越低之后，各银行发生挤兑，人人都要以他们的银行券兑换黄金。终于，因为英格兰银行不再拥有足够的黄金储备，1797年不得不解除纸币兑现之法定义务。此后。随着英镑的价值下降了大约30%，通货膨胀实际上发生了。

1815年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之后，局势再次平息下来。1823年的皮尔银行条例（Peel Bank Act）正式恢复货币兑现之法定义务。然而，这并没有防止通货膨胀的反复发展，而且，在所谓银行派与通货派之争的过程中，经过一些深入讨论之后，1844年通过了第二次皮尔条例。它规定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必须有几乎百分之百的黄金保证。换取各种政府证券之银行券只能发行1 400万英镑。重金主义者—大体上也就是通货派—藉此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经济学家们至今往往还是以货币数量论来解释通货膨胀，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在中央银行没有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情况下，例如因为各商业银行尚未充分利用它们的创造货币的行动之余地，物价也能上升，但是这至多是短期现象，而且只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发生。

此外，可以想见，一旦物价开始上涨，货币的流通速度将增加，因为如果货币日益丧失价值，多数人将设法迅速花钱。在货币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中，这个引人关注的效应尤其起重要的作用，而且据说会暂时加剧通货膨胀。然而就长期来说，这些因素根本不会起如此大的作用，以致可以在没有持续创造新货币的条件下去解释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发展情况。这就是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和需求推动型通货膨胀充其量属于次要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过分自由地使用钞票印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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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增长与财富




 
赞美储蓄




对于18和19世纪国民经济学古典学派而言，显然，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够增加“国民财富”。然而，他们视为这种增长之主要动力的不是技术进步，而是资本积累。因为，除非科技改进，否则经济体只有靠增加资本财力来创造新的就业职位和提高现有职位的生产率。

我们不要忘记，较之例如中世纪时期，此时的人口增长已经是快得多。其原因在于医学进步和卫生环境改善后儿童死亡率下降，也在于死于瘟疫和战争的人口较少。那时在农村地区不是人人都有工作机会，为了在工厂中谋生，人们迁居城市。

然而，兴建工厂需要资本，在实际能够生产和销售任何产品以前，第一要买原材料和机器，第二要预筹劳动者的工资。按照古典学派的说法，正是由于这种资本，即所谓工资基金数量有限，造成了大多数的严重障碍。工资基金除以当时的工资标准就决定了可能雇用的工人数量。

诚然，在19世纪时代，失业首先是因资本不足而引起的。需求不足的问题还不是很大，但是生产能力却不足。所以，古典学派把储蓄视为积极因素，甚至认为它对经济体之生存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增加储蓄，才能扩大工资基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足为奇，古典学派对政府负债很有意见，实际上他们往往干脆表示反对。他们宁可让国家从消费课税中为政府开支筹资，认为这样特别会促使富人减少在奢侈品上的花销而代之以更多储备。反之，增加政府债务只会抬高利率，使得私营企业进行亟须的投资时费用更高。

古典学派至多承认政府需要借钱从事诸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之类的投资。这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开支也推进了私营企业之产出，而且，鉴于例如运河与道路之长远功能，把这类投资费用让几代纳税人分担似乎才是正确适当的。甚至如今德国的宪法尚规定政府负债尽可能不超过政府投资。

总储蓄率，亦即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处于新古典派增长模型的中心。这个模型的开拓者是索洛（Robert M. Solow，1924年生），因为这一点，以及在经济增长理论上的其他贡献，他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奖。与经济周期理论不同，增长理论不讨论生产能力利用率上的波动问题，而讨论生产能力本身之长期增长。因此，同古典学派之思想类似，在这条思路上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总需求，而是总供给和随之而来的就业职位之创造。





有些凯恩斯派人士认为，需求不足也可能因为民众的需要已然得到满足而继续存在，而新古典学派断然驳斥了这个观点。只要世界上尚有很多贫困，只要工业化各国中连相对高收入的工人们每年还在要求提高工资，那么，需要就不可能饱和。

因此，新古典学派的增长理论也认为，如果经济体内有很多人储蓄，那是有利的因素。它会提高劳动之资本基数，导致较高水平的人均产量。另一方面，因为各企业自然会设法将它们的资本首先投入最值得投资的项目，所以，每个工人的每一追加单位的资本增量可能取得的产量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持续下降。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各企业会开始将它们的资本投入效果越来越差的目标，也就是说，资本投入的利润率会下降。





另一方面，投资者会对他们的储蓄索求最低限度的利息。一旦他们不再能够赚取这种利息，资本积累就会停顿。在均衡的条件下，最后投入的单位资本之生产率、即所谓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等于当时的市场利率，而经济增长会在这一点上突然停止。只有当技术进步增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的时候，才会有新的投资机会并产生新的经济增长。

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假定技术进步只是以波浪的形式出现。对于反映供给周期而非需求上的波动的康德拉捷夫（Kondratieff）50年周期之存在，他就是这样解释的。从熊彼特的观察来看，这是一个似乎有点道理的解释。例如，工业革命与蒸汽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蒸汽机是英国工程师、亚当·斯密的朋友瓦特（James Watt，1736—1819）于1765年发明的，可是到1781年才取得专利权，亚当·斯密没能够看到它在经济发展中大放异彩。19世纪初铁路的发明代表着另一次技术跃进，使陆上货运成本下降达90%，大大发展了贸易与分工的程度。

不过，晚近也是一样，科技从来没有停止发展；只要想想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发明的计算机就知道了。然而，在此期间，科技已经变得如此复杂精密，商品种类和生产方法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致科技进步更加演变为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实际上全世界每天都在开发新产品和改善生产方法。所以，科技进步不再像过去那样导致经济增长的大跃进，而是形成一个颇为稳定和延续不断的增长过程。



 
资本不足与欠发达




另外还有一个影响财富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口的增长。本来可以设想，那些人口增长率较高的经济体，因为拥有迅速扩大的劳动后备军，也会体现出更多的经济增长。然而，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那些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往往正是相对贫困的，只体现微弱的经济增长。不过，这又是一个资本积累的问题。

因为，假如要那些今后可能就业的劳动力与现已就业的劳动力有相等的生产率，就必须为前者提供相应的资本密集型工作职位。但是，这就是说，在既定的储蓄率下，人口高度增长的经济体只能实现相对低的人均收入。这是因为储蓄总额中有些钱必须用作配备新的工作职位所需的资本，因此不能用于提高现已存在的职位的生产率。

在这类经济体中，引发贫困之恶性循环将无可避免，因为如果人均收入低，就不可能有大量储蓄，倘若民众吃尚且吃不饱，就不可能从收入中多存些钱。而且，穷国没有很多钱用来培训劳动力，或用在必要的教育基础设施上。不过，还有另一个问题。既然穷国的民众只能积攒很少的钱，他们觉得养老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可能多生孩子。从个人的观点来讲，这可能无可厚非，但是对整个经济体来讲，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因此而更加恶化。





由此可见，根据相对简单的增长理论来解释各发展中国家内的巨大贫困问题是有可能的。简括地说，这些国家的失业问题起点在于缺乏资本，这和19世纪欧洲发生的情况一样。

诚然，这些发展中国家也犯过经济政策上的某些严重的错误。例如，事实证明，业已建立市场导向型经济的那些发展中国家，比那些曾经试图以政府计划经济解决问题的国家干得好很多。另一方面，增长理论表明，一个国家要从这样的贫困陷阱中自拔可能需要极大的努力。如果要想打破低人均收入与低储蓄率的这个恶性循环，这个国家至少在初期需要在资本形成上有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即使有可能在未必重演任何关于公平或剥削之辩论的情况下，证明根据增长理论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正当性，也必须保证捐助的资本真正有生产成效而非白费。否则，经济援助成为无底洞，实际上对受援国没有助益。

在社会主义垮台后的东欧各国发生的失业问题也是同样道理。即使这些国家曾有较高的资本存量，一旦推行市场经济制度和开放边界，多数企业无法参与竞争。某些有关的国家，即苏联的前成员国，企图以它们所称的休克疗法措施解决它们的经济问题。然而，这使它们陷入更严重的困境，一方面失去了现有的市场，另一方面，建立有竞争力的新公司刚刚开始，举步维艰。其主要原因在于尚未建立起来市场经济必需的制度架构，例如起作用的银行体系和有效的税制。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国家本来能够从国有企业的财库中为自身筹资，而且若有需要便多印货币，但是，在以市场为基础的新条件下，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诸如中国等其他国家已试图采取折中的办法，只逐步地将它们的市场对竞争开放。虽然藉此得以防止经济调整中那些严重的休克现象，但是危险在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将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长期来看甚至将渐渐止步。最终哪种方式最好尚须观察。这或许也要看各国原有的情况，要看国内政局是否稳定，能否经得起严酷的适应性危机而不发生任何“反革命的”倒退。



 
积累之黄金律




在索洛（Robert Solow）的新古典派增长模式中，科技进步尚被视为一种难以对其施加影响的现象。的确，它似乎取决于个人的发明天才，所以，如出生于匈牙利的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说过的那样，它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然而，在此期间，人们已经认识到科技进步本身有赖于经济体的资本形成，特别是在研究与发展上的投资，此外还有可以视为人力资本之形成的在学校与大学上的费用。因为，若民众所受的教育更好，他们将足以胜任要求更高的工作，而且将有更高的生产率。

有些人认为，国家因此应当补贴在研究与发展上的私人投资。因为实际上不可能使获得的知识不透露给别人，这种投资也会令那些实际根本没有从事任何研发的公司受益。这就是说，对整个社会的益处将超过那些研发公司本身获取的利润。所以有些人相信，应该给予有创新力的公司更多奖酬，这样它们才不会降低它们的研发工作目标。

所谓“新增长理论”的这一建议所带来的问题在于：国家必须预先知道哪些研发活动看来有望成功。但是这也有产生副作用的很大风险，那就是说，研发公司只是把政府补贴填入自己的小金库，实际上不进行任何新的研发，而纳税人的钱将被白白浪费掉。所以，还不如设法改进专利权的有效范围，而且把政府补贴首先集中用于职业培训。这点很重要，因为，在受训完结后工人们随时可能离开他们受训所在的公司，故对企业而言，提供职业培训的纯经济收益低于培训的实际费用。

显然，即使考虑到科技进步，这个问题不论怎样解决，资本积累也是必要的。如古典学派那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经济活动当事人应该尽可能节约储蓄，从而增加该经济体的资本存量。然而，实际情况还不完全是这样的。虽然连新增长理论也断言，储蓄增长将导致更高的人均产出，至于一个经济体应当储蓄多少才是明智的，还是有一个限度。古典学派尚未认识到这一点。

第一个指出这一限度的是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1933年生）。他在1961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论证，最主要的事不是使人均产出最大化，而是使人均消费最大化。假设一个经济体储蓄率达百分之百，亦即不断地以其全部国民产值再投资。即使此后国民产值会达到可能的最高水平，民众也要挨饿，因为如果他们总是将他们的全部收入用于再投资，他们显然会无可消费。反之，如果他们根本不储蓄，长期而言他们也会无可消费，因为这样会没有什么资本存量而且不能生产。其实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真理必然位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

费尔普斯证明，长期来说，如果利息收益总是用于再投资，而工资只用于消费之目的，那么，人均消费就会达到最高水平。当然，这不是说食利阶层不得不挨饿，因为总储蓄中有一部分也是工资阶层所产生的，重要的是平均总储蓄率。按照费尔普斯的所谓“积累之黄金律”，当现行利率正好等于经济体之增长率时，便达到最优的储蓄率。

在纯直觉的层面上，这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利率与增长率有什么必然关系？尽管如此，费尔普斯的理论在数理的谨严性上是无懈可击的。实际上，人们把他们的批评主要指向长期人均消费最大化之观念上。





且让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在荒岛上孤零零生活的鲁滨逊（Robinson Crusoe）。假定他遵循这条黄金律，用于制作渔网和其他渔具的时间正好等于他一生中每日食鱼量最大化所需的时间。为了说明这个例子，我们假设他每天以4小时维修网具，另4小时用于捕鱼。按照这个比率，他便能够每天捕食20条鱼。

假设有一天鲁滨逊觉得特别饿。他可能决定只用3小时维修网具，而把用于捕鱼的时间改为5小时，这时他可能有望捕到24条而非20条鱼。然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他的维修完好的渔具不足，他只好满足于不到20条鱼也就算了。比如说，他后来的渔获量可能降到每日19条。

这就是说，鲁滨逊必须作出抉择。如果一次多吃4条鱼，此后长期间不得不每天少吃1条鱼。这样做值得吗？如果我们把鲁滨逊一生可能有的食鱼总量加到一起计算，这样做显然是不值得的。然而，犹如我们已经从庞巴维克（Eugen Böhm Bawerk）的理论中得知的那样，对人们来说，明日的消费一般不如今日的消费重要。所以鲁滨逊也是这样，完全有可能有一次他会决定多吃些鱼。即使显然这不会导致在鲁滨逊有生之年人均消费量的最大化，但我们根本无权把这样的决定斥责为非理性的。





现在把这项理论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来。很多人贷款购房，虽然，如果他们把必须支付的利息加到一起，最后他们为此房所花的钱比现在的购买价格高得多。对他们来说，与他们后来必须支付的追加费用相较，他们能够立即有房可住的好处显然更为重要。可是，在这个事例中，人们并没有把他们有生之年可能的总消费量最大化，而是为了能够早日住进他们的房子，有意识地选择等同他因必须支付的利息而造成的较少消费量。

有些人对他人贷款，可能十年以后才收回。如果何时他们能够使用他们的钱一事对他们无关紧要，他们就会不收利息。然而，实际上大多数人都要收取利息，也就是说，他们期待十年之后收回比他们所贷更多的钱。然而，这不啻说，因为延迟了他们自己的消费，他们在索要一笔贴水。这个事例也确证了庞巴维克的假说，即对人们来说，消费最大化不是唯一重要的事。相反，消费之时间安排对人们也是很重要的。安排的时间愈早，其对人们的效用一般也愈大。

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费尔普斯的黄金律不能令人满意。它只在很有限的情况下行得通，亦即在人们觉得何时能够消费乃无关紧要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时间偏好率等于零。然而，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会选择尽早满足他们的愿望。在1928年，英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拉姆齐（Frank P. Ramsey，1903—1930）由此得出逻辑严密的最优条件，后来被称为拉姆齐法则。因为这条法则所根据的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所谓收入之边际效用，实际上它不是特别有用。尽管如此，至少在理论层面上，可以用此规律解释为什么储蓄率实际上根本不像费尔普斯所想的最优储蓄率那样高，而且，在现实经济中储蓄率必然总是高于增长率。长期来看，这正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利率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




尽管费尔普斯遭到种种批评，如果仅就他的黄金律而言，这条定律为任何合理的储蓄规定了一个绝对的最大限度，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以上述的鲁滨逊一例不难把这点讲清楚。现且举例假定鲁滨逊某日决定用5小时而非4小时修网，所以只有3小时捕鱼。显然，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在他改变时间表的第一天，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渔获量都会下降，所以会是不合算的。如果他原来的工作时间划分有助于使他的每日渔获量最大化，维修网具所用时间超过4小时便相当于资本之过度积累，其结果造成不是更多而是更少的消费量。至少，如果鲁滨逊继续以每日5小时修网，因而只能捕鱼3小时，情况会是这样。所以，长期而言，这不可能是最好的作法。

用到实际的经济问题上来，这意味着利率绝不应落到增长率以下。否则的话，按照费尔普斯的论证，人们就会过度储蓄。而且，有很多理由表明为什么利率总是超过增长率。且假设一旦情况相反，比如说，利率为4%而总收入以5%的速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支付利息和复利对人们来说不再会有问题，对贷款的需求就会无限升高。每个人都能尽其所欲地借钱，因为，较之他们必须支付的利息，甚至包括复利，他们的收入总会增长得更快。

这样一种宛若乐土的条件会令人人都有无限的消费可能，而这正是为什么它不会长久维持的缘故。由于对贷款的需求难免继续扩大，迟早会驱使利率上升。利率一旦超过增长率，实际上那种举债不付代价的可能性又会消失。

无可否认，如果不借助于金融数学，这些增长理论中的考虑有些复杂难懂。然而，它们对于实际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要。例如，它们表明，如果政府不断招致相当于其年度开支之3%的新债务，那么，只有在利率低于政府收入之增长率的情况下，才会长期维持下去。不然，政府的年度利息账单会大为增加，最后超过其支出之3%。这就是说，在某阶段政府的举债政策会缩减其他开支的机会，而不是增加开支。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长期而言，政府收入将增加到国民产值扩展的同等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在长期内利率总会超过增长率，如果政府不断承担新的债务，长期来看是毫无道理的。

另外一个例子便是退休金制度的筹资方式。这方面有两种做法。1889年德国在俾斯麦首相时期推行的蓝领工人国家退休金制度尚以所谓资本基金制度为基础。将退休金分摊费投资于资本市场，而所生利息则用以为日后支付的退休金筹资。在1911年退休金制度扩展到白领职工的时候，尚保持着这个做法。

然而，由于两次大战后严重通货膨胀之结果，退休金制度丧失了其积累资本的大部分，但是要求退休金的权利不变。因此，二战后德国人把他们的做法改为所谓随收随付制度。按照这个做法，参加退休金制度的成员们的分摊费立即用于为当年的退休金筹资，根本不积累资本存量。所以，可以说这种退休金制度已经开始“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生活。

现在的问题是哪种做法最后导致退休者享有较高的退休金。这取决于多个因素，除了通货膨胀之外，首先是人口增长。如果币值保持稳定，人口不增不减，一旦利率超过人均收入之增长率，资本基金制度会带来更大的好处。但是，如上文所述，长期而言总会是这种情况。

即便如此，如果我们要从这些单纯的增长理论设想中直接得出经济政策上的结论，必须谨慎从事。必须考虑的方面很多，在本书中不能详述。例如，资本基金制度对货币稳定性的依赖比发薪时扣除制大得多。可是，发薪时扣除制对人口变化更敏感，因为如果人口缩减，为此分摊经费的人数也会减少。此外，这个制度更易于受到政治上的操纵，而在资本基金制度下，参与成员们的分摊费在大得多的程度上被视为实际上属于这些成员所有。

然而，应该业已搞清楚，如果不了解就增长理论而言的经济体的基本运作，解决诸如政府负债或退休金制度之类很长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其他问题都要深深涉足于经济数学的高度复杂领域，我们只好停留在这个比较一般性的结论上。令人遗憾的是，政客们甚至对一些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不予考虑便对此类问题做出决策，这种情况屡见不鲜，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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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之限度




 
20世纪70年代之油价冲击




经过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回升，许多人相信，从此以后，有可能日益繁荣，实现永久性的经济增长。所有的西方工业国家几乎都达到了充分就业，其实，为了补足对劳动力的需求，德国甚至不得不从其他国家雇用越来越多的工人。虽然尚有周期性波动出现，看来靠推行凯恩斯派的反周期经济政策，连这个问题也能得到良好的控制。

1972年梅多斯（Denis H. Meadows）等人发表的关于“增长之限度”的研究报告，引发了思想转变之风。这份报告使用复杂的计算机模型，考虑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各种前景，其结论认为不久之后，至少会达到以下三个限度之一。

第一限度：即使充分利用农业部门的一切生产可能性，最终连向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最基本的食品都不可能。第二个限度：随着产量扩大，诸如排放二氧化碳之形式的环境污染会与日俱增。第三，还有梅多斯研究报告所预言的最重要的限度：只须几十年以后，诸如原油或铝等重要原料就会耗尽枯竭。

这份报告之出台乃是受罗马俱乐部之委托。这是一个私人协会，在1968年由来自公共生活的人士组成，当时最多只包括100人。罗马俱乐部已发表许多报告，主要涉及环境保护及第三世界诸问题。梅多斯研究报告的影响比其他报告大得多。它以37种语言发表，总发行量超过一千万份。

甚至在古典派经济学家当道的时代，针对那时存在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普遍乐观态度，就有一些杰出人士提出过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兼英格兰教会牧师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1766—1834）。他也是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良师益友，尽管他们觉得其实在每个经济问题上彼此都处在争论的对立面。连对私人事务的处理，他们往往也背道而行。最著名的例子是，李嘉图预计在滑铁卢战役中英国会获胜，作为一向成功的股票经纪人，他力促马尔萨斯投资债券市场，但是马尔萨斯因相信拿破仑会获胜而予以拒绝。在拿破仑的失败惩罚了马尔萨斯的非爱国主义态度之后，据说他曾遗憾地说这只是因为法国人准备得太差。

不过，这两位经济学家都赞成马尔萨斯的所谓人口规律。尽管马尔萨斯是以匿名方式于1798年在他的“人口论文”中首次发表这条规律，他不久就成为了知识界名人。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他的基本假说是很简单的。马尔萨斯认为，通常世界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亦即定期地成倍增长。例如，按照2，4，8，16，32，……数字序列，这样就形成几何级数。另一方面，食品生产却以算术级数增长，类似2，4，6，8，10，……这个序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长期来说，食品生产会赶不上世界人口增长。按照马尔萨斯的看法，不可避免的后果会是饥馑及为食品的有限供给而开战，因为实际上大自然的餐桌不可能永远为人人备座开饭。

马尔萨斯讨论过规避这条人口规律的各种办法。其中之一是呼吁关闭各济贫院，以免通过所谓的慈善行动引起人口大增。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主张禁欲。他的理论大概令他成为英国挨骂最多的人物之一，特别是考虑到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根本没有树立良好的榜样。不过，应该说，关于节制生育的问题，马尔萨斯主要把矛头指向婚外性关系，这点他也是为了神学的理由予以反对的。

确实，如在讨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时业已看到的那样，人口的高增长率可能导致资本不足和贫困。经验性证据，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马尔萨斯的理论迄今仍是关系重大的。然而，与马尔萨斯所曾设想过的相比，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已经增长得强大很多，因此，他的继承者们，即所谓新马尔萨斯派，现在更多地重视环境问题以及工业原料有限的问题。

由于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结果，1972年的梅多斯研究报告比预期快得多地为大家所关注。从1973年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开始上升。1970年每桶石油尚在2美元以下，而1974年油价已涨到每桶11美元。这导致各工业化国家人心惶惶的反应和全球范围的深度经济衰退。在第一次危机之后，油价的发展起初相对平稳，直到大约1978年为止。然而，接着发生第二次石油危机，在1980年代初油价飙升到差不多每桶35美元。这导致了又一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不过这次工业化各国的准备稍好一些，在此期间已经发展了新的能源，特别是天然气与核能。此外，油价的普遍上涨促使人们利用各种节能技术，这些在以前一直是不合算的。从那时起，各产油国不再像它们在1970年代初那样有势力，尤其是它们自己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不久油价开始回落，但是与1960年代的低水平相距甚远。

尽管如此，两次油价冲击似乎证实了梅多斯研究报告的预言。此外，伴同经济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不再能够被忽视。这引发了普遍的思想转变。在学术界，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兴起，而在政界，所谓的“绿党”进入各国国会，要求结束一味追求数量的经济增长。连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更强烈地表达它们的担心。特别是那些有重要原料资源的国家，要求工业国家的跨国公司停止对它们的资源的无限制榨取，而且试图通过提高原料价格予以实现。

近来，这些新问题当初引起的激情已再度略有平息。原料价格不再上升得那样快，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现在更注重于失业问题，这已经成为动荡的1970年代留下的遗患之一。然而，这并不是说经济增长之限度这一根本问题业已解决，尤其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尚未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变得空前迫切。



 
全世界原料日趋枯竭吗？




如果我们要想系统地探讨这个争端，首先必须把不同的问题领域区别开来。我们先探讨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星球上有限的原料资源问题。毕竟，如果说像石油或铝之类的非再生资源有朝一日将耗尽枯竭，这是理所当然的。根据梅多斯研究报告，如果世界经济继续按现在的步调增长，由于原料资源逐渐减少，早到如2050年这样的时候就会崩溃。

然而，经济方面的历程业已显示情况并非如此。煤炭在绝对意义上无疑是一种有限的原料，我们且以它的消费发展情况为例。甚至迟至19世纪初，煤炭还是最最重要的能源。不仅铁路，还有早期工业生产所用的蒸汽机都是靠煤炭运转，如果梅多斯报告提早100年的话，他很可能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世界上煤炭资源有限，经济增长有朝一日会陷于停顿。

但是，事态的演变却完全不同。随着煤价上涨，其他能源，尤其是原油以及后来的天然气及核能，变得在经济上越来越合算。在经济理论中，这些资源被称为后援技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一种有限的资源变得日益稀缺，因而越来越贵，最后它将自行裁汰于市场之外。正是由于这种稀缺现象，其他原料将取而代之，而且让经济继续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某种原料完全耗尽之前很长时期，一直就有这样的情况。世界上迄今仍有不少煤藏量，然而，其中大多不再有开采价值。所以，如果国家不为就业政策的原因（一种错误的考虑）而对煤矿给予津贴补助，长期而言煤炭资源是不会完全枯竭的。

虽然世界上天然气和原油资源在绝对意义上也是有限的，但是，早在最后一滴石油从地下打出来之前很久，诸如太阳能之类的其他能源将变得划算有利。就我们所知，太阳能是可以无限利用的。从这一点来看，世界上的能源供给根本不算人类的长期问题。不过，只有在石油一旦变得昂贵很多的时候，太阳能才会成为经济合算的。所以，后援技术的出现是有代价的，而且，因为能源的产生将变得更困难，至少在短暂的时期内，平均生活水平可能不会继续提高。

然而，有限的资源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科技的进步。假设世界每年用掉该年年初全球可用石油资源之半数。剩余的资源将会按照诸如100、50、25、12.5等等的数目序列用掉。显然，即使石油资源会不断减少，它也绝不会完全耗尽。假设由于科技进步之结果，投入每单位石油的理论产出不断升高，例如按照1，2，4，8，16等等的数目序列增多。在此情况下，即使原油之存量会不断减少，可能的产出将永远停留在同一水平上，即百分之百之水平上！如果科技进步的速率甚至比石油资源减少的速率更快，即使存量不断下降，也有可能永远增加每年的产出。

如果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各种事物之油价上升才促进节省资源的科技进步，那么，这样的设想决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然而，这需要巨额的资本，因此，我们不应寄望于科技进步来解决与有限的可用原料相关的一切问题。长期来说，科技进步至多只能缓解这些问题。

即使世界人口保持恒常不变的话，有限的资源终将耗尽，至少在人均资源使用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此。通过科技进步以及转而依赖新的后援技术，或许可能解决此问题。不过，如果人口继续增长，我们的星球有朝一日大概还是会崩溃。真正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在不使世界的环境和原料资源过度紧张的条件下，如今地球上的60亿人口都能达到各工业国家民众所享有的生活标准。



 
“盗贼—赃物”问题与霍特林（Hotelling）法则




就我们所说的可再生资源而言，这些道理也是适用的。这类资源之常用例证之一便是世界上的鱼存量问题。在这个事例上，经济理论认为：根据每年捕获的鱼量，在长时期内存量将自行调节到一定的水平。捕鱼量越多，各种鱼的长期存量将越少。在中等存量的水平上可能达到长期的最大渔获量。

这点很容易理解。如果无人捕鱼，存量显然会达到自然界容许的最高可能水平。反之，如果在某一时期内人们捕鱼非常密集，存量会下降，最终可能不再有多少鱼可捕。所以，在中等水平的某点上显然有一个捕鱼定额，长期而言，保持这个定额就能使年度渔获量最大化。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应该不断设法增加每年的渔获量，因为假使那样的话，存量将降低，直到终于耗尽枯竭。

这个所谓的“盗贼－赃物”问题很近似于经济上选择最优储蓄率问题，后者在“积累之黄金律”一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正像在储蓄率问题上那样，人们一般不去追求年度渔获量的最大化。相反，按照拉姆齐（Ramsey）法则，他们将选择现时消费较多量的鱼，即使这将意味着日后他们将不能消费这样多的鱼。至少，在他们具有正值的时间偏好时，情况会是这样；而由于利息之存在，时间偏好总是被看作正值的。

正如前文已经讲过的那样，这种行为乍看之下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即使如鲁滨逊，完全靠自己生活在孤岛上，因而只是他一个人不得不承担其行为之后果，他大概也会这样行事。不过，就自然资源而论，问题的特点在于多种资源，诸如鱼量或者甚至清洁空气，不仅属于鲁滨逊一人，而是同时为人人所利用。因为，滥用这些资源，极而言之甚至毁灭这些资源，这样的危险很大。

且设想有个盛产鱼类的大水塘，住在附近的各类隐居者靠它得到日常所需的鱼。如果其中一人为水塘的唯一业主，那么，不超过最佳捕鱼定额会是他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会从水塘中只捕一定数量的鱼而向其他隐居者出售。不论其他人对鱼的需求量有多高，他也不想把水塘的鱼完全捕光，因为这样会令他生计无着落。相反，他倒是会提高鱼价。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每个隐居者都不受限制地捕鱼，那么，过度滥捕的危险会是很大的。即使原则上有可能就最佳捕鱼定额达成协议以免耗尽存量，各个捕鱼者仍然会想暗地里多捕些鱼，而靠其他人去遵守定额。正是如此，在全球各海域的捕鱼问题上，尽管有国际协定，这类问题仍一再发生。在捕鱼配额上达成公平的分配协定就已经是足够困难的了。

值得关注的是，不是市场规律引起了对世界自然资源的过度需求，实际上这是由于没有市场机制所造成的。经济学家会说，这是因为缺乏明晰的产权分配。如果鱼量实际上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人，就不可能以价格机制调节消费量。在清洁空气问题上也是这个道理。只要人们实际上都能无代价地污染空气—例如通过排放二氧化碳—就有过度污染的危险。所以，在这类问题上，不是有太多，而是太少市场经济。

现在让我们设想以产权分配的办法克服这些缺点。例如，在国际舞台上有可能就某些捕鱼定额达成协议，以某种方式将定额分配给有关各国。同样，可以为世界范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确定最大限度，而且将限定的排放权分配给各个国家。在石油及其他矿产资源上，这样做甚至会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些资源大多已经为各国或产业公司所持有。悬而未决的只是那些位于各国领土之外的资源，特别是海底资源，其产权必须予以分配。

在这些情况下，不论是国家或企业，作为资源的持有者，都会关心不使存量耗尽枯竭。经济学家业已说明各种资源的私人业主要遵循的某些定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诸如石油或天然气之类不可再生的资源之最佳耗损率，这是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1895—1973）在1931年的论文中说明的。

以最简明的形式来说霍特林法则表述如下：石油之类资源的每一业主具有一定的资本股票，其价值由该资源的市场价格决定。在任何时候他都能出售他的石油股票，而将收益按现行利率投资于资本市场。他不会这样做的唯一条件便是如果油田的石油至少也产生同样多的收益。然而，因石油本身不会增加数量，只有油价上升才有可能是这样。按照霍特林的说法，如果在长期内油价以与利率相同的速率上升，石油的供需之间就会出现均衡。例如，如果现行的市场利率为5%，长期而言油价也应按每年5%上升。

显然，严格地说，只有在很长的时期内和理想的市场条件下，这条法则才能有效。尤其是，油井的业主还必须能够正确地预测油价将如何发展，这种事他至多只能大致做到。此外，如果需求改变，或如果发现新的资源，霍特林法则必须修正。实际上当然已一再发生过这种情况。

尽管如此，霍特林法则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表明，自然资源之私有业主至少会努力而且谨慎地处置他们的资源。特别地，只有当不再需要这些资源时—例如因为已采用后援技术—这些资源才会被完全耗尽。在此以前，上涨的原料价格将防止这些原料之完全枯竭，因为需求将受到抑制。与此同时，上涨的价格将导致更多地利用资本而非原料，这反而会促进节约资源的科技进步。



 
对未来的后代是否公道？




原油市场之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切不仅是理论而已。直到1950年代，这个市场一直为几家大石油公司所主宰，在它们之间甚至组成了卡特尔。因此，它们被称为“七姐妹”。在正常情况下，开采石油所在地的国家应该是这些石油资源的正当所有者。但是，特别是中东各国，当年还非常贫困，缺乏开采它们自己的石油资源所需的资本或技术。所以，它们长期由“七姐妹”强制规定的价格来摆布。结果，这些公司更热中于尽快榨取现有的石油储藏量，而不是保存它，因为它们担心，各产油国作为其石油之正当所有者迟早会收回其权利。

其实，从1970年代初起，石油产权的法律地位就逐渐开始变化。由于1967年的阿以战争和其他产油国内的种种军事冲突，石油之供给减少而需求继续增加。早在1960年，为了增进产油国的利益，在委内瑞拉和沙特阿拉伯的提议之下石油输出国的组织“欧佩克”（OPEC）已经建立起来了。起初它一直更像是一只没有牙的老虎，随着形势的转变，它突然获得了经济上的力量。1973年以埃之间爆发“赎罪日战争”，这时阿拉伯各产油国强行削减石油生产，在石油供应上联合抵制美国。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油价突然增加就是因此而起。然而，最重要一点是，各产油国这时开始向各石油公司坚持主张对自己石油的产权。

1970年代末第二次石油危机也是政治事件引发的。伊朗的国内冲突又一次引起供应减少，而“欧佩克”的卡特尔藉此又提高价格。虽然后来油价再度略有降低，但是，以美元计算，油价在1985年还是1970年代初期的16倍。

即使两次危机确实都是政治事件引发的，但是油价的持续上升首先应归因于产权的变动。虽然各石油公司显然对此感到不悦，但是，就更经济地使用稀缺的石油资源而论，我们只能欢迎这种变动。况且，自此以后，其他能源已经开始日益取代石油，与25年以前相较，经济增长所需的消耗能源的程度业已变得小得多。例如，与1970年相较，西德在1994年国民产出每单位只用了相当于3/4的一次能源。这就是说，价格机制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济实践中起作用。

不过，问题在于这个机制运作得是否足够好。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各工业国家能源总消耗量业已继续增加。况且，即使在原料市场运作很好的时候，仍然存在如何公道合理地把这些资源分配给未来后代的问题。显然，在政策制订者商议生产配额及准予产权的时候，未来后代都不在场。没错，市场上不可能听到他们的呼声—至少看来是这样。那么，难道这不是说，为了未来后代，国家应该干预原料市场么？

道理很明显，我们期望所有的后代人应该享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消费可能性。这种期望可追溯到罗尔斯（John Rawls）1971年发表的享有盛誉的名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然而，对于诸如石油这类在绝对意义上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只有根本不去消费，才可能公道合理地分配给所有的世代！因为，某一代人不论消费何等少量的石油，其储蓄量终将耗尽。可是，零消耗显然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样一来哪个世代都不会从石油中受益。所以，这条思路是行不通的。

我们还必须想到，每一世代不仅消费原料，而且产生亦将惠及后代的资本。例如，我们的子女将在比我们高得多的人均资本基数上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将继承房屋，道路和工厂，否则的话他们还得自行建造。最重要一点，他们将继承祖祖辈辈发展出来的科技知识。

前面已经讲过，人均资本基数的提高可以替代对原料的需要。所以，尽管原料的存量逐渐减少，每个世代的大量积累足以令下一代能够消费得像前代人那样多，这也应该是符合罗尔斯的公平准则的。在哈特威克（J.M. Hartwick）和奥列威勒（N.D. Olewiler）于1986年阐述的所谓哈特威克定律中，这就是其核心思想。经济的历史已经表明，迄今为止，哈特威克定律一直是非常应验的。子孙后代不仅不需要遭受比其父母更低的生活水准，他们甚至享受到高得多的生活。

此外，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问题，所谓某一世代将把全部可用原料耗尽的危险纯属虚妄之说。实际上，各个世代不是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并排相继，而是像扑克牌那样重叠累积。每年都有青年人接替某些经理人和企业家，把人们的规划前景继续向前推进。况且，不少人想把他们的财富传授给子女，这也将促使他们在积累资本时考虑到子女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处于市场经济中，人们也无须担心某一世代将突然陷于缺乏资本和原料的困境。

事实上，最大的威胁在于经济决策的政治化。因为当选的政界人物只是短期的，任期通常不过四、五年。为了重新当选，他们着眼于短期规划。短期利益很容易诱使他们对选民作出可能有损未来后代的承诺和迁就。证据之一就是不认真处理未来的退休金制度之融资问题，而且政府负债与日俱增。如果真正关心未来后代的福利，与其依靠民主政治内的政策形成机制，还不如寄望于市场的力量。

然而，我们不要轻易缩小这个问题。如果世界人口真是按照马尔萨斯的几何级数增长，全球性的大灾难迟早将会不可避免。仅仅想一下人口的指数式增长是什么意思吧。这方面有一个著名的数学方程，即棋盘的故事。传说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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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女儿有一次被贤人拯救了性命，因此恩赐贤人一个实现愿望的机会。他的愿望就是要求皇帝在棋盘的第一格中放一粒米，接着在随后的63个方格中，每格放入比前一格多一倍数量的米粒。皇帝起初觉得这个愿望简直太微不足道了。但是不久他就发现，他的庞大帝国中的全部稻米也不足以实现这个愿望。因为在64个方格的最后一格中，他必须放入的米粒数量不少于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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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在小数点前有18个0的数字！





所以，如果人口增长真是遵循马尔萨斯的定律，它就会达到类似的程度。无论科技状况何等先进，无论已经积累了多少资本，也不能抵偿这样的人口增长。为这么多的人找到足以居住的空间已经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说，到头来对全球资源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限制人口增长。幸而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出生率趋于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如果人们挣钱较多，他们的老年生计不再依赖他们有多少子女。当人们收入增多时，他们一般能够自己有足够的储蓄。

事实上，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不得不面对生育率太低而不是太高的问题。另一方面，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保护全球资源的最佳政策应该是为那些国家提供目标明确的发展援助，配以节制生育和积累资本的措施。如果不对它们规定任何条件，而简单地将世界产出作出对那些国家有利的重新分配，那就会没有任何意义。这样做只会导致甚至更高的人口增长，因而使资源问题恶化。在这个意义上，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对社会公道的误解最终只会带来人类毁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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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如此，其应为阿拉伯国王。








第三编




世界经济中的贸易与变化（对外贸易）



英国人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同时是经济学家兼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和政界人物。他的比较成本优势论为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奠定了基础。








第一章








对于国外的廉价竞争，




 
我们应该保护自己吗？






 
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论




在古代希腊，一艘载有出口商品的船，只有确保它会从国外载有同等数量的商品返回，才能获准离港。这是因为希腊人不愿让自己人失掉生产之利润而没有取得相应的报酬。这种态度原则上只能说是合乎情理的。

如今的情况相反，很多人相信出口商品愈多，经济愈繁荣。这是因为据说出口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且似乎大量收取货币，从而增加本国人的财富。但是，从海外进口商品，至少是那些国内本来能够生产的商品，却不是这样受欢迎。例如，德国从美国进口煤炭，而德国的煤矿工人却在失业，很多人认为这是错误的做法。转回来依靠国内尚称充沛的煤炭存量岂不更好？从就业政策的理由出发，难道不应该努力争取贸易差额上的盈余，亦即实现出口对进口的顺差？

人们曾经努力把外国产品拒于本国市场之外，这在经济历史上有很多实例。为此目的，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措施发展了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传统上实施的进口关税。这种关税似乎是一箭双雕，既在国内市场上提高了外国商品的售价，从而令国内厂商获得竞争优势，同时国家还凭借关税增加收入。其实，在18和19世纪期间，这种关税是国家收入最最重要的来源，比一般课税重要得多。

根据征收关税的主要动机，人们过去把纯属保护性的关税与货物税（财政关税）区别开来。现在，因为国家的财政支出主要来自纳税收入，这种区别业已变得不很重要。不过，如今仍有很多人主张实行保护性的关税。

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主导经济思想的是重商主义，在此期间这些主张达到高峰。在推行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上法国人最为坚定，当时由财政大臣柯尔贝（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操盘。他们的政策决不限于征收进口关税。即使没有实行全面禁运，他们也对某些商品的进口施加数量限制。那些违反这些规定的人面临重罚，在有些极端的案件中甚至被判处死刑。

要想了解重商主义者，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以金银的存量来衡量国家的财富。既然全世界既有的贵金属数量是有限的，对于重商业主义者而言，各国应该尽可能地大量积累这类金属的储藏量，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金银万贯不仅可以为战争筹款，而且还能维持凡尔赛宫的豪华奢侈与铺张浪费。正是因为这一点，重商主义也被称为“君王发财的理论”。

所以，支配外贸政策的是“贱买贵卖”的简单原则。进口原料受到鼓励，同时，国家尽可能向世界市场出售高质量的商品，诸如纺织或工艺制品。当年金银还是对外贸易中唯一的支付手段，既然高质量的商品售价能够比原料更高，这样就可以保证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内。这就是关于贸易差额盈余的重商主义学说的要点所在。

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名著《国富论》宣告重商主义时代的结束。亚当·斯密不相信应以占有多少贵金属来衡量国家的财富。他的著作第一句开宗明义地包含他的中心旨趣：“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的源泉。这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总是若非国民劳动的直接产物，便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因此，斯密辩称：重要的是国内可用物品的总量而非贵金属的存量，即使一国也需要一定数量的贵金属用于支付国内商品之交换，其作用仅止于此。如果一国的贵金属存量翻了一番，这只会导致商品价格的加倍，而不是这些商品数量的增加。所以，如果在国际贸易中以稀缺商品换取贵金属，这不仅无益甚至有害。

然而，这并不是说，斯密反对国际贸易本身。正好相反，他认为国际贸易是高度有益的，因为它增加劳动分工之优势。按照斯密的意见，每个国家都应该集中生产的商品，正是那些它能够比世界市场上其他竞争者更便宜地生产的商品。与重商主义者的观点相反，他不认为对外贸易是“零和游戏”，一国只能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从而获利。确切地说，由于国际分工，以最终会促进所有贸易国家之繁荣的方式实行生产专门化是有可能的。

且让我们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古典外贸理论的这一中心观念。假设法国人能以10小时的劳动生产1吨煤，而荷兰人只能以30小时的劳动生产同等数量的煤。其原因在于荷兰没有那样的富矿，采煤掘进的深度可能必须大于法国，而在法国甚至可能露天开采。相反，法国人可能需要30小时生产一个瓷制茶壶，而荷兰人只用10小时劳动就能制成这个茶壶。其原因可能是荷兰的工艺行业比较发达，所以有更多的工人受过必要的技术培训。


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所需的工作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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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主张绝对成本优势：法国能够更便宜地生产煤，所以应该在这种产品上完全实行专门化，同理，荷兰则应专门生产茶壶。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假设两国都各投入40工作小时所能生产的商品总量。倘若它们不从事国际贸易，每个国家最后得到的是各有一个茶壶和一吨煤。所以，如果法国人只生产煤而荷兰人只生产茶壶，结果显然会合理得多。因为那时，即使工作小时没有任何增加，它们就会能够一共生产四吨煤而不是只有两吨，以及四个茶壶而不是只有两个！于是法国人能够以两吨煤同荷兰人交换两个茶壶，那就是说，结果每个国家可获得的产品都会翻了一番。这个明显的奇迹只不过是由于劳动力使用得比各国完全自给自足的情况更有效率。

应该看到，在这个例子中，法国人为了从对外贸易中获益而出口的只是原料而非制成品。且设想一下，法国人专门生产茶壶而荷兰人专门采煤的结果。这样一来，它们一共会生产1.25吨煤和1.25个茶壶，甚至比各国实行自给自足时还要少。所以，至关重要的是每个国家专门生产的是正确的产品，亦即与其他国家相较具有实际成本优势的产品。

按照亚当·斯密的看法，从事国际贸易应该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亦即国家不应通过关税或补贴扭曲价格。他反对重商主义的战略，即不考虑国际间的成本关系一味鼓励出口制成品。这个战略不仅减少世界所能生产的商品总量，而且，以保护主义为导向的各国本身的繁荣也会受到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放弃征收关税以及其他扭曲贸易关系的措施，这就会增加参与国际贸易的所有各国的财富。这就是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之基本思想。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定理




亚当·斯密的著作出版后立即大获成功，完全改变了关于对外贸易的经济思想。然而它留下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一个国家与其他各国相较，不仅在某些特定的商品生产上，而且在所有的商品生产上，都处于成本劣势，情况会是怎样？也许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国际贸易根本不会有什么好处。国际廉价商品的涌入岂不必然淹没这个国家，令其工人失去任何就业的可能性吗？这一臆断之不正确，以及许多其他的流行经济观点之错误，正是李嘉图在其1806年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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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指出的。

李嘉图曾以英国和葡萄牙之间交换毛呢及葡萄酒的例子说明他的理论。不过，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的例子。假定法国现需20小时的劳动去生产一吨煤、30小时去生产一个茶壶。另一方面，荷兰生产一吨煤或一个茶壶只是各需10小时。这就是说，在这两种商品的生产上，荷兰人都比法国人具有绝对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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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证明，即使相对成本优势也能使外贸有利可图。在我们的例子中，荷兰的相对优势，在茶壶生产中比在煤炭生产中更大。所以，荷兰应专门生产茶壶而法国应专门生产煤炭。


按照李嘉图的看法，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仍可能进行有利可图的对外贸易。其理由是不仅成本的绝对差异重要，相对差异也很重要。在上述例子中，荷兰的相对成本优势在茶壶生产中比在煤炭生产中更大。其理由在于：法国人生产茶壶必须投入相当于荷兰人三倍的劳动，而法国人开采一吨煤只须投入相当于荷兰人两倍的劳动。所以，如果荷兰人专门生产茶壶而法国人专门生产煤炭，两国都能不断增长财富。

这点不难理解。让我们再次假设两国各有40工作小时可用。如果它们只靠自给自足，亦即不从事国际贸易，那么，法国人会生产出来半吨煤和一个茶壶，而荷兰人会生产出来一吨煤和三个茶壶。合计起来是一吨半煤和四个茶壶。

如果遵照李嘉图的建议，让荷兰人只生产茶壶而法国人只生产煤炭，那么，两国的总产量可能上升到两吨煤，同时还能生产出四个茶壶。所以，即使劳动力的投入保持不变，按照相对成本优势实行专业化仍有可能增加产量。其原因仍然是劳动力使用得更有效率，这就是李嘉图著名的比较成本优势原理之实质。

当然，荷兰人不愿意忍寒受冻，法国人也不愿意完全不去品茶。所以，即使荷兰人应该专门生产茶壶，他们也要以若干茶壶交换法国的煤。因为总产量会比两国都靠自给自足的结果更大一些，这种交换有助于增加这两国内这两种产品的消费量。

这马上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两种产品在荷兰都比在法国更便宜，这样的交换如何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李嘉图也做出正确的答案。且让我们假设在两国内每小时劳动都要支付一盎司黄金。那么，的确，若以黄金计算，这两种商品在法国会比在荷兰更贵。从理论上说，法国要从荷兰进口茶壶也进口煤，而且以黄金支付。

然而，这时出现一种起作用的机制，这是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说明过的。一方面，黄金从法国流出将导致以黄金计算的法国工资与价格下跌，另一方面，黄金流入荷兰将导致荷兰的工资与价格上涨。这是根据货币数量论得出的直接结论，按照这项理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长远来说将导致价格的上升。

然而，如果价格在法国下跌而在荷兰上涨，那么，或迟或早将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以黄金计价的这两种产品中的一种变得在法国比在荷兰便宜。因为在荷兰生产煤的相对成本优势比生产茶壶低，这种将变得更便宜的商品只能是煤。因此，这两个国家会以煤交换茶壶而两国之间的黄金会停止流动。按照休谟所说的货币供应机制，法国在煤炭生产上的相对成本优势将导致法国的绝对价格优势，而且终将在市场上彰显出来。所以，说到底，两国之间最有效的劳动分工将自动地建立起来。



 
课征关税的理论




古典派经济学家之观念可能看来有些抽象，但是这些观念迄今在原则上仍然有效。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得不略微超前提到各种通货之间的汇率问题。如今人们不再支付黄金，而是使用诸如美元或欧元之类的纸币。现在且假设世界市场上欧洲的出口产品太贵，所以欧洲人只好从海外进口较贱的商品而又没有任何商品出口。

这时欧洲人会以欧元支付他们的进口，但是第三方各国的出口商却没有太多欧元可用。毕竟，他们必须以本国的货币，例如美元，支付他们的成本。结果，他们会想要把从欧洲人那里挣得的欧元通通在外汇市场上换成美元。然而，这样会压低欧元汇率而促升美元汇率，使得欧洲商品按美元计价比较便宜。不难想见这样会导致什么情况。首先，欧洲人的具有比较低的成本劣势—亦即比较成本优势—的所有那些欧洲产品，此后又变得更有竞争力。不过，那时欧洲人将终于能够以他们自己的商品出口抵消他们的进口。

与19世纪相比，国际贸易已经变得稍微更加复杂，但是基本的原理仍然相同。任何时候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陷入只进口商品而又没有任何商品出口的境地。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相对劣势而无相对优势，从纯粹逻辑的观点已经排除陷入那种境地的可能性。就这一点来说，李嘉图将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置于无懈可击的基础上面。

不久，这个理论不仅在经济学家之间，而且在实际经济政策方面变得所向无敌、大获成功。在19世纪前半叶，全世界都降低或完全取消关税—经济自由主义的时代业已降临。1821年美国的平均关税尚达45%，到1860年它已降到20%。尤其是英国，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祖国，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不过，必须看到，就工业化而论，英国领先欧洲其余地方大约50年，英国工业在世界贸易自由化上享有特殊的利益。

另一方面，那时英国却对谷物课征高关税，自行阻止这种自由化。即使这些税率保护了英国农业免遭外国竞争，但是也增加了生活费用，因而使英国产业工人的工资居高不下。此外，高关税引起英国的贸易伙伴国反过来对英国的工业制品征税。这种关税被称为惩罚性或报复性关税。

领导实业家们进行反对谷物税之政治斗争的是两位国会议员，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布赖特（John Bright）。他们建立“反谷物法同盟”，主要以曼彻斯特为活动基地。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至今有时尚被他们的反对者不屑地称作所谓“曼彻斯特资本家”。1846年曼彻斯特派终于获胜，废除了谷物法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世界贸易繁荣期，在此期间，其他欧洲国家也日益摆脱保护主义的立场，降低了它们的关税。

在当时的自由贸易论者中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edric Bastiat，1801—1850）是最巧妙的鼓吹者。他以关于“蜡烛制造商之请愿书”这个著名的寓言，把保护主义者的理论贬得一无是处。在这篇讽刺作品中，法国的蜡烛制造商为了促销蜡烛、油脂及照明燃料，要求立法规定：遮蔽太阳光能射入房间的一切户牖、天窗，以及其他开口、洞孔和裂缝。他们甚至断言这样做就会给其他经济部门，例如制灯等相关行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最后，作为工资与就业大增的结果，整个经济都会因遮蔽窗户而受益。

即使蜡烛制造商赞成竞争，他们也认为竞争必须是公平的。但以太阳为对手的竞争却不能这样说，因为太阳能够以等于零的极端倾销价格不断提供能源。在法国人的眼里，甚至英国的蜡烛制造商对法国竞争商而言也受益于一种不公平的优势，那就是由于英国多雾的天气而使蜡烛销路大增。

这些说法的荒谬性是明显的。即使这样，如今那些不再胜任国际竞争的经济部门仍以类似的方式利用这种说法。其实，这后面有一个问题值得认真对待。即使古典学派得以令人信服地证明一切国家的经济最后都会从自由贸易中受益，这也未必适用于每个国家的每一经济部门。所以，至少短期而言，在转入自由贸易时每个国家内都会有赢家和输家。

不过，就长期而言，犹如各国在科技进步问题上那样，有利方面将超过不利方面。这是因为自由贸易降低成本并改善国际劳动分工，这就是说，最后每个人都将能满足他对低价消费品之需要。当然，这也有赖于劳动力与资本有足够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以便必要时重新调整方向。因为各国至少在某些商品的生产上具有本质上的比较成本优势，国际贸易实际上决不会导致失业。相反，它会给所有的参与国家带来更大的繁荣。

但是，古典的自由贸易论还是一再遭到经济学家的攻击。19世纪最突出的批评家之一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李斯特原本是罗伊特林根（Reutlingen）市镇的职员，后来他不但是符腾堡（Wurttemberg）市议员，而且还担任行政学教授。由于他的政治观点1825年他被迫流亡美国，他在那里接受了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的征收保护主义关税的思想。1832年李斯特作为美国领事返回德国，而且不遗余力地为实现德国关税联盟（Zollverein）而奋斗，后者在1834年终于建立。其主要目的是在参加联盟的18个州之间取消关税壁垒，代之以对非成员单位征收统一的关税税率。同时，当时使用的大量不同货币被归结为两种，即南部通用的硬币“guilder”及北部通用的银币“Taler”。因此，李斯特成为直到2002年才建成的“欧洲货币联盟”之早期先驱者之一。即使他个人没有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他也是扩建全德铁路的提倡者。1846年他在奥地利的库夫斯坦（Kufstein）饮弹自尽。

李斯特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现实情况描述得过于静态。在其1841年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提出比较动态的观念，主张国民经济的生产力主要不取决于现有多少劳动力和资本，而取决于这种生产力是否正在有效地运用。政府的责任正是在于鼓励生产。只有这样，科技进步才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如前文所述，晚近的增长理论也认为科技进步是一个能够受到影响的变数，而且指望国家在这方面起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认为李斯特是这些晚近的想法的先驱者。

他的关于“保护性关税”的著名理论具有同样的主旨。李斯特认为，由于英国在发展上领先，欧洲大陆的工业在与英国的竞争中无可奈何地处于劣势。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欧洲大陆的工业必须通过征收“保护性关税”受到保护，直到其生产力足以经得起国际竞争为止。只有那时，才可能参加自由贸易。美国人还把李斯特的理论称为“保护幼稚工业论”。

不管怎样，在经济学家之间，李斯特的理论一直未能获得首肯。根据这项理论，各国将建立保护性关税之永久壁垒，这在政治层面上是很难拆除的—因此风险太大。而且，根本不能保证那些受到保护的行业真正利用给予它们的时机增进它们的竞争力。在这种保护下，它们可能变得甚至更缺乏活力。从另一方面看，竞争之狂飙将促使它们积极增加竞争力。此外，正如“新增长理论”所提出的赞成补贴的论据那样，问题在于国家如何能够预先知道哪个行业能够长期竞存。因此，李斯特的理论不论初看之下多么有说服力，经过更仔细的考虑，不利方面终究超过有利方面。



 
倾销与贸易保护主义




事实上，经济历史走的是另外的方向。即使自由贸易理论屡经挫折，诸如1870—1914年间的新重商主义，后来又有1930年代的“大萧条”，归根结底，保护主义的经验总是负面的，因为各国争相提高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取胜的政策有损于世界贸易。

结果，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改变主意，1947年在日内瓦缔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起初，23个成员国签订了此条约，旨在逐步拆除贸易壁垒。此后，成员国增至120个，连续多轮的谈判导致关税普遍降低。1995年“关贸总协定”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所接替，总部仍在日内瓦。

如今，“世贸组织”的焦点问题与其说是关税税率不如说是拆除非关税壁垒。除了对进口数量的限制之外，这种壁垒包括诸如产品标准及对进口的官僚主义障碍之类隐蔽的保护主义措施。





这类贸易壁垒的一个著名的实例便是1902年的德国关税法案。法案的目的是要促进瑞士牛的进口，同时又不豁免从其他各国进口牛的关税支付。问题在于德国人业已经承诺实施所谓最惠国条款，这意味着如果降低对瑞士牛的关税税率，从其他各国进口的牛肉必须也自动适用这种降低的税率。

德国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简单地规定一种特殊类型的牛之定义，即所谓“Gesommerte Hohenfleckvieh”。按法律术语这个定义就是“褐色或有斑点的牛，它生长于至少海拔300米的地方，而且每年夏季至少有一个月生活于海拔800米的地方”。按照这个定义，例如荷兰牛绝对不可能符合标准。这么一来，德国人找到了实行贸易歧视的巧妙方式，既有利于瑞士牛的进口，实际上又不违反国际协定。

如今的国际贸易问题大多是基于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巧加掩饰的贸易壁垒。各国的保护主义者还非常善于在政治的层面上贯彻他们的目的，犹如巴斯夏所说的蜡烛制造商那样，把他们的特殊利益巧妙地伪装为最终对人人有利的经济需要。

这里我们转入讨论为支持保护主义而提出的最后一个论据，即防止倾销的说法。如果为了证明存在倾销价格，仅仅说明竞争者以低于他国的价格出售产品，根本是理由不足的。但是，政界人物常常这样使用倾销一词。其实，如果一国真正根据成本优势以较低价格出售产品，对这种较低价格是无可指责的。

来自维也纳的经济学家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1900—1995）为倾销价格提出了一个比较可行的定义，认为倾销就是外国供应商以低于成本或者至少低于本国市场的价格出售其出口商品的作法。这种作法确实可以被划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因为他们一旦获得垄断地位，他们将在出口市场上击败他们的竞争者，以后却把价格提得更高。连自由派经济学家也主张征收所谓反倾销税以遏制这种作法，而世贸组织同样预见到这类问题。





不过，这也不是说有不少理由支持保护主义。首先，只是在很特殊的条件下倾销才有可能。那些外国供应商必须已经在其国内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或者至少参加了一个卡特尔。如果他们正在相互竞争，他们就不可能在出口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





其次，只有外国供应商在其国内市场上受到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的保护，倾销才起作用。否则，他们出口的产品就会返销回到他们本国。例如，欧盟内部的汽车市场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德国汽车的价格在法国比在德国更低，德国消费者在法国购置梅赛德斯（Mercedes）汽车是合算的。由此可见，单是市场法则就对倾销施加了颇为严格的限制。

赞同限制自由贸易的理论之最新表现还集中于各国所实施的各种环境标准和社会标准上。例如，人们常说第三世界普遍雇用童工，工资微薄而且社会环境恶劣，西方工业国家不能也不愿同这种条件竞争。第三世界对环境保护也不很认真。所以，应该保护国内工业免受来自这些国家的竞争。

许多国家的情况确实不好。但这也不是说，一定要以贸易政策作为纠正这些可悲情况的适当手毁。如果滥用这类论据以证明应该征收纯属保护性的关税，总会有大的风险。德国的制药商尚主张应该禁止进口国外较廉价的药品，例如通过网购进口，不然的话可能出现质量不足和健康问题。其实，制药商更关心的是他们的财务问题而不是德国民众的健康。

最重要的是，如果把我们国内的环境标准和社会标准作为世界各地生产条件之尺度，那么，我们必须质疑这项政策的实际后果。根据这类理由，正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将被拒绝准入工业国家的市场。然而，结果这些国家的社会不幸情况只会变得更多而非更少。而且，这些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能够花费的钱甚至将比以前更少。

历史业已证明，在所谓社会性或环境性倾销问题上，自由贸易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随着繁荣增大，童工、社会困苦及环境破坏会自动减少。在谈到增长理论时，我们已经讨论过这方面的理由。所以，最好是促进穷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帮助它们控制人口。不过，这意味着必须让它们能够从事国际贸易。对于工业国家的某些经济部门，这可能是不利的事，甚至可能不是很公平。但是，长期而言，这是真正解决世界上社会与生态问题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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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有误。此处名著应指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第二章








世界贸易中的赢家与输家




 
大国有大优势吗？




在二战以后世界贸易开始兴盛，西方工业国家日益繁荣，就业增加。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即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原料的重要供给者也参加了世界贸易，但它们却没有同样受益。显然，那时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福利收益没有在有关各国间分配得很公正。这是否如各发展中国家所推测的那样，只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势力在作祟呢？或者，是否可能根据国际贸易的经济规律解释福利的不公平分配呢？

在古典经济理论中第一个试图填补这项空白的人是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是李嘉图的朋友，原来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全部雄心大志在于培养儿子成为经济学的天才。他要他的儿子从幼龄起学习数学、哲学和经济学，结果穆勒早在16岁就真的开始发表最初的著作。不过，他父亲的无情训练也造成了伤害，当穆勒还是青少年时就患上了抑郁症，发生首次精神失常。

尽管如此，老穆勒的严格教育终于如愿以偿。穆勒变得比他的父亲著名得多，年仅23岁就写出他的开创性论文，论述商业收益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此文发表于1844年。后来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发表于1848年，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最后巨著。

如果我们把穆勒的理论与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著作联系起来，就会比较易于理解。不仅就他们的研究及其对各自时代的意义而言，穆勒和马歇尔有不少共同之处，而且，像穆勒一样，马歇尔也因专断的父亲坚持要他当牧师而大吃苦头。只是靠他的叔父给予财务支持，马歇尔才真正能够攻读经济学。后来他成为当时领军的经济学家，而其最著名的弟子则非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莫属。

对于商业收益之分配问题，穆勒和马歇尔的答案可能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穆勒和马歇尔的结论认为，一个国家愈小，它从对外贸易中取得的繁荣进展就会愈大！反过来说，他们认为较大的国家倒是不会从国际贸易中得到那么大的好处，因为，如果它们参加国际贸易，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水平也很难有别于如果它们实行自给自足时的价格水平。

为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得，生产成本将随需求增长而提高。现在我们将这条原理应用在李嘉图提出的英、葡两国贸易的例子上面，假定葡萄酒在英国是颇为稀缺的产品，而毛呢在葡萄牙既稀缺又昂贵。在与葡萄牙进行贸易以前，由于葡萄酒的价格高，英国人对葡萄酒的需求是有限的。一旦建立起贸易关系，英国人能够以较低价格买酒，他们对葡萄酒的消费便相应增加。这对葡萄牙的酿酒商反而有利，因为他们看到梦寐以求的商机出现了。

我们假定与英国相比，葡萄牙相对来讲是一个小国。因此，葡萄牙的酿酒商会感到越来越难满足英国人对葡萄酒的需求。结果，他们不得不开始利用欠肥沃的土地，而葡萄牙的酒价也上升过高。另一方面，因为葡萄牙人这时能够选购来自英国的大量毛呢供货，毛呢价格也会大幅下降。所以，就葡萄牙方面来说，其出口货物与进口货物价格之间的比率会相应改善。在外贸理论里，这个比率也被称为贸易条件（即进出口比价，terms of trade）。

反过来看，因为与英国相比，葡萄牙是相对的小国，葡萄牙人对英国毛呢的需求对英国的毛呢价格只有相对较小的影响。因为英国人对葡萄酒的需求会增加在葡萄牙的生产成本，葡萄酒甚至在英国也不会变得便宜很多。大多数葡萄牙酿酒商却都会获得高利润，这正是随需求提高而取得的“生产者剩余”（马歇尔的术语）。另一方面，葡萄牙的“边际生产商”的成本却大致上与英国的酿酒商相同。而如本书前文所论述的，最终决定价格的正是边际生产商之成本！所以，英国从葡萄酒和毛呢的交换中受益只会是相对较少。说到底，英国的价格会是没有什么变化，而葡萄牙的贸易条件却会显著改善。不过，这恰恰意味着小国葡萄牙从国际贸易中获取较对手大国英国更多的繁荣进展。

对这个结果可以作如下解释。就较大的国家而言，它是否参加国际贸易的问题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它通常能够提供它自身所需的多数重要产品，所以不是那样依赖国际劳动分工。另一方面，较小的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增加其财富的机会则大得多。因为供给量是有限的，小国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那些产品将很快就被较大的国家买走。结果，较小的国家不难从国外购入那些它们本身不再生产的商品。



 
拥有原料的国家在受剥削吗？




比起同它们进行贸易的工业国家来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小国。在这方面主要还不是人口的规模问题，而是各个国家的国内产值和其需求量。按照穆勒和马歇尔的理论，人们会以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中得到了比较大的收益。如果它们拥有诸如石油之类在工业国家特别稀缺的原料，上述理论尤其适用。实际上，中东有些国家由于出口石油已经变得非常富足，如今那里的居民甚至被豁免一切赋税。

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向世界市场提供的主要是食粮和原料，并非石油。与工业国家所提供的商品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产品的价格长期以来已经下降。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1901—1986）已经指出了这点。按照所谓的普雷维什—辛格（Singer）假说—该假说后来又受到驳斥—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业已不断恶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似乎是不公平的现象，虽然，比起如果它们自行脱离世界市场的情况来，它们无疑已经干得更好。

1964年许多发展中国家联合在所谓“77国集团”中，最后导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之成立，它是联合国大会驻日内瓦的常设机构。如今联合国贸发会议约有180个成员国。即使它不能像世界贸易组织（WTO）那样制订有约束力的贸易规则，它的决议案在政治上仍然具有某种影响力。例如，早在1964年，各工业国就被说服保证以其每年国民收入的1%支付发展援助（然而，这是一项没有被恪守的承诺）。此外，由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压力，许多工业国家同意解除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债务。

就发展中国家关于原料的政策而论，它们力图保持它们的尽可能高的出口收入，这就是说，它们必须按照工业国家的出口收入定它们的价格，这样才能稳定它们的贸易条件。可是，从那时以后，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取决于供需关系，不能简单地靠法令冻结在某一水平上面。因此，发展中国家曾提出建立原料之国际库存，以便通过有目标的购买和销售来影响这些原料的价格。





例如对咖啡、可可豆、锡、糖和若干其他原料，曾按此办法建立过一些这类“缓冲库存储备。”然而，实际上很快就看出，这些方式不能控制市场的力量。要想长期稳定价格，这些库存远远不足，而且没有足够的资金有效地干预世界市场。仅仅为了稳定价格起见而把大量原料囤积于非生产性的库存中，也会成为资本之巨大浪费。如果将这项资本投资于在发展中各国建设例如学校和基础设施，它推进发展的作用会大得多。此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了这点，在经济政策中缓冲库存储备已失去其重要意义。



 
贸易条件之效应与最优关税




无论如何，各发展中国家仍在呼吁工业国家取消对原料的关税，而且这事做得很对！如果各援助国改为完全开放它们的市场，很有可能节省发展援助的一大部分。在这方面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之一就是欧盟，特别是为了保护它的农业部门以抵御海外进口的廉价得多的食粮，它使尽了浑身解数。

有些人可能对此感到意外，因为按照古典学派的思想，实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其政策最终只会害了自己。但是，事情毕竟不是这么简单。在许多国家里，农场主们是极其有势力的压力集团，他们恰如巴斯夏所说的蜡烛制造商那样，非常善于把他们自身的利益包装得似乎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与此有关的还有另一方面，这在经济理论中被称为最优关税问题。其实，真正感到进口税之负面效应的只是比较小的国家，而且它们的需求对世界市场价格很难有什么影响。相反，较大的国家即使不能参加自由贸易，有时仍然能够增加它们的一般福利。这是因为它们能够以它们的需求量对世界市场价格施加显著的影响，谋取它们的利益。

例如，假设欧盟对汽车之进口征收关税。结果，由于欧盟的庞大规模，世界市场上汽车的需求量会降低很多，以致各生产国感到有必要降低它们的售价。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关税之贸易条件效应（进口商品量与出口商品量之比）。即使欧洲消费者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买汽车，实际上世界市场上的汽车价格却降低了。愿意保持这个差价作为收入的正是欧盟各国当局。因此，如果实施适度的关税，征税国实际上能够以供给国所付代价来使本国的总体福利最大化。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只消想想：如果欧盟将其税款降低到如同它来自进口关税的新增收入那样多，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事实上汽车已经变得更贵，但是因为欧盟以外各国会以世界市场价格下跌的方式偿付部分进口税，欧盟消费者仍然会受益。

虽然穆勒和马歇尔早已看到这种贸易条件效应，他们尚未能从征收关税的国家之角度计算最优关税。在1885年第一个从事这项计算的是德国数学家劳恩哈特（Wilhelm Launhardt，1832—1918）。后来对此加以扩展的是勒纳（Abba P. Lerner，1903—1982）及诺贝尔奖获得者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f，1906—1999），这两位都是在俄国出生而移民美国的。他们的结论认为最优关税不仅取决于需求，而且取决于成本，而其计算根据的是一个公式，鉴于大多数决定性变数实际上是未知的，这个公式既复杂又不实用。

不过，其实这并不要紧，因为最优关税之说业已遭到很多根本性的反对意见，以致如今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还相信它。最重要的反对意见认为，即使征收最优关税的国家获得好处，那也是靠牺牲其贸易伙伴之利益才能做到的。所以，从全球经济的观点来看，参加自由贸易，亦即不实行任何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情况会好得多。当然，我们可能要问，如果一个征收关税的国家可以从不参加自由贸易的作法中受益，这一切又与它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此说未免有些过于短视。

因为，如果每个国家都试图为了其利益而征收最优关税，情况会是怎样呢？结果将是世界贸易的末日，对一切有关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失。这种效应就像一个很著名的电影院悖论所表示的那样：如果有一名观众为了看得更清楚而站了起来，就当时而言他可能圆满达到目的。但是，如果所有其他观众也都站起来，结果谁也得不到好处。适得其反，因为不再能坐着看电影，人人都不舒服。所以，在理论上，最优关税论可能是国民经济学的一个有趣的问题。然而，在实际中，最好还是置之不论。





即使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从国际贸易中不再有多大收益，也不应该过于短视。毕竟，谁也不会只因为利润暂时下降就把一个可能赢利的公司关掉。同样道理，对一个国家来说，国际贸易既然总比与世界市场切断联系更好一些，仅仅因为其贸易条件恶化就闭关自守不会是明智之策。如果德国实行这种做法的话，德国的消费者几乎马上就不得不为购买汽车、原料和食粮支付更高的价钱。诸如石油或高档计算机之类的产品根本就不会再有货。在短期内，德国的汽车或电脑供应商可能从这一政策中获利。但是，整体而言，这对于德国人的经济繁荣无疑会有负面的效应。

同样地，发展中国家也不应过于短视。虽然，发展中国家希望在世界市场上高价出售它们的出口产品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把它们的产出主要集中于原料的做法确实已经妨碍了它们的发展，尽管如此，也不应该以非工业化作为支持保护主义的论据。反过来看，首先正是那些人为地高涨的原料价格令发展中各国觉得，如果它们集中生产这种出口品，它们才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我们真正要援助这些国家，我们应该提倡自由贸易和反映产品稀缺性的价格。只有那时，每个国家才能专门生产那些具有真正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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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民经济陷于负债的时候




 
什么是外贸差额？




1967年的“德国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要求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按照四项主要的经济政策目标制定它们的预算。这四项目标是物价稳定、高就业率、经济稳定增长和外贸差额，它们成了众所周知的“魔方”或“魔怪多角形”。不过，该法没有说明外贸差额之确切意义，此后环绕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多令人感到困惑之处。确实，这是一个有些复杂的问题。

例如，一些政界人士相信，国家应该力争尽可能高的出口盈余，因为这可以促进国内的就业。不过，各国为了提高国内的投资，也经常企求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不消说，这显然有矛盾，因为不可能同时两者兼得！

为了理解这一点，只需搞清楚出超的确切含义。例如，德国向美国出口价值一百万欧元的汽车而进口价值八十万美元的美制电脑。为了简化问题，假定一美元值一欧元。在这个事例中，德国会获得等于二十万美元差额的出超。

然而，这无非是说，德国人要给予美国人恰如这个数量的信贷！德国人不能在其本国花费这二十万美元的净盈余，因为美元在德国不是法定货币，而且代表对若干美国国民产值的所有权。所以，对德国出口商而言，较明智之策是把他们的美元盈余投资于美国的资本市场，例如购买股票或其他证券。或者，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在美国建立新的工厂或投资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这就是所谓直接投资。不论哪种情况，来自德国出超的收益将投资于美国，也就是说，商品出口伴随着类似的资本出口。





所以，对德国人来说，出超是一把双刃剑。短期而言，能够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大量产品，从而为国内创造就业机会，这当然是有利的。然而，久而久之这可能变成一个问题，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德国企业将不得不把更多的投资转移到国外。如果国内同时存在就业机会不足和投资短缺，这就会变成首要的问题。

然而，对美国来说也是一样，德国的出超未必只是好事。尤其当这种盈余不仅是一时的现象而是年年发生的，情况更是不妙。因为德国的出口盈余当然是美国贸易差额上的赤字。在美国方面主要问题是必须为从德国进口的资本付息。贸易差额上的长期亏损意味着国家陷入对其贸易伙伴们的日益加重的债务，而且不得不对他国支付越来越多的利息。正如个人生活入不敷出一样，国民经济会因此而陷入无清偿能力的风险。

显然这对于债务国和债权国都是不利的，因为债权国最后会受困于其坏账。如果其他各国在贸易差额上有太多亏损，即使对顺差国家而言，事情也可能变得棘手。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一方面坚持要求还债，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它们的出超，它们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因为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所导致的德国外债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一方面，德国必须支付赔款，另一方面，各战胜国又要阻止德国出口货物进入它们的市场。这正是凯恩斯于1919年指出的所谓转账问题。在其著作《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他建议干脆免除德国的若干战争债务。起初，他的同代人不太能理解这项建议，因此，爱发牢骚的凯恩斯嘲笑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为耳聋的唐吉诃德，没有经济头脑。

不过，最后还是凯恩斯的意见得以贯彻实行。在1980年代初，在一些拉美大国如阿根廷和墨西哥陷入类似的债务危机以后，它们最终也是被免除了很大一部分外债。其实，这是能把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纳入世界贸易体制的唯一途径。对各债权国而言，同由于未清债务而丧失它们的贸易伙伴相比，长期来看这样做无疑对它们更为有利。



 
国际收支平衡与


 

J


 

型曲线效应




关于国际贸易差额之有利效果，从以上所述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看来不论长期的出超还是持续的赤字，对国家都是不利的。至少就长期而言，看来最好还是力争出口与进口之间平衡，亦即国际贸易收支的均衡。

正好，对于外贸差额之意义，通常就是这样解释的。在这一点上，人们大多特别关注定义较国际贸易差额稍宽的国际收支问题。国际收支不仅将商品贸易、而且将劳务交易也估计在内。例如，德国人有花大钱到海外旅游的传统。从经济上说，其效应犹如从瑞士进口手表或从荷兰进口奶酪一样。用很简单的话来讲，国际收支的均衡意味着德国人的商品出口收益必须等于他们用于商品进口和出国旅游的支出。

现且假定德国的国际收支不均衡而有二十万美元的盈余。德国人如何才能使之恢复平衡呢？

办法之一就是简单地静观待变；实际上那就可能发生更糟得多的问题。因为，如果德国出口商不断赚取美元盈余，他们迟早至少要将这些美元部分地换成欧元。要知道，他们必须以欧元给他们的雇员发薪。然而，在外汇市场上美元供给量升高会导致美元汇率下降。那时美元或许仅值90欧分，而不再是此前我们所假定的1欧元。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收支或多或少会自动趋向平衡。因为，美元贬值意味着，例如，美国电脑按欧元计价会变得比较便宜。所以，有可能在德国出售更多的电脑。即使美国供给商没有利用此番需求量增加的机会提高价格，德国的进口货物价值按美元计价无疑会增加。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德国的国际收支盈余会减少。





从问题的另外一个侧面看，就德国从出口中得到的收益来说，事情有点更加复杂。在上述的例子中将出现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方面，美元汇率疲弱会增加在美国销售的德国产品之价格，因为德国制造商1美元的售价只挣90欧分，他们不得不提高在美国的售价。另一方面，他们在美国的销售量结果将降低。因此，来自出口的收益—亦即价格乘以销售量的结果—究竟怎样发展是不确定的。这种表现为美元的结果可能走高或是走低。

在国际收支上对于这一切会怎样反应呢？在第一种情况下，国际收支上的德国盈余肯定将下降。这是因为德国的来自出口的收益将减少，而在进口货物上的支出却同时增加。这就是人们会期待的国际收支反应。然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德国盈余有可能甚至会增加。如果竟然如此，这就是说，来自出口的收益业已提高得如此强劲，以致足以抵消在进口货物上增加支出之效应而有余。这被视为国际收支上的非正常反应，但至少在短期内绝不可能完全排除。

关于在什么条件下国际收支对汇率上的变动会有非正常反应，这正是马歇尔于1923年以简单的公式所说明的。他的公式后来为勒纳（Abba P. Lerner）所重新发现，此后遂称为马歇尔—勒纳条件。这项理论之实质就是说，即使价格升高，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量也不得不是相对无弹性的。在上述例子中，这意味着尽管涨价，美国对德国产品的需求量也没有下降。这被称为无价格弹性的需求，是马歇尔本人用于经济学教学中的一个术语。





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于1947年进一步扩展了对于国际收支各种可能反应之分析。如所谓的罗宾逊条件所表明的，非正常反应不像马歇尔和勒纳所设想的那样可能发生。其实，整个问题的理论兴趣多于实际意义。连马歇尔也承认，他的公式基本上只适用于暂时的情况。

确实，如果国家决定降低其币值，最初往往会导致该国国际收支状况之经常项目的恶化（赤字）。然而，在一段时期以后，国际收支将开始改善。在时间图表上，这种演变呈现J型，故被称为J型曲线效应。

根据以上所述，不难解释此种效应。在短期内，需求量对价格变更之反应不会是很灵敏的。已有的供货合同必须履行，而消费者的习惯也不会很快改变。然而，就长期而言，消费者将开始寻找替代用品，还以上述例子来说，他们将开始多买美国汽车而非涨价的德国汽车。因此，久而久之，需求量将变得更富弹性，这就是国际收支最后将得到改善的原因。



 
国际收支中的赤字是弱势之迹象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总是假定国际收支中的不平衡来自商品与劳务上的交易。也许可以这样说，资本流动是以前的商品流量之后果。如果仍用前面那个简单的例子，德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们想要将从商品贸易中赚取的美元盈余用作有效的投资。

然而，事态的发展也可能正好相反。比如说，德国的出口值恰与进口值相等，亦即国际收支实现平衡。假设一位德国投资者自动决定将他的一部分资本投资于美国。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上把欧元兑换为美元，从而会导致美元汇率上升。于是，根据以上刚论述的同样理由，这将促进德国对美国的出口，而且引起美国对德国的出口下降。

这意味着在此情况下德国的国际收支也会出现盈余，只不过盈余是来自对美国的高额资本输出。不过，这次与以前不同，盈余的启动因素是资本之流动，而商品之流动只是后续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资本独立出口。其实，这远不只是事态发展中的一次转折，因为在每一事例中对国际收支失衡的经济评估都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从亏损国的观点，在上述例子中就是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问题，这一点或许会更加清楚。如果国际收支中美国的赤字有其在商品贸易中的根源，这可能是负面的迹象，因为赤字可能意味着，例如，美国的出口商品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即使有些人可能认为，降低美元币值就会轻易解决这个问题，正如以后在讨论汇率问题时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个办法也有其缺陷。一般说来人们将发现，即使经过这样的贬值以后，他们仍不能避免以比较大刀阔斧的措施改善竞争力。

我们且将这种情况同由于国外资本自动流入所造成的国际收支赤字之情况相较。显然这可以看作有关国家的信托标志，原则上是正面的迹象。如果这种外来资本的投资收效大，经济增长与就业均将得以增长。

国际收支上的赤字究竟是多半因出口市场上的弱势所导致，抑或因某一国家特别有利的投资条件所造成，这并不是总能分辨清楚的。赤字可能但不一定意味着国民经济入不敷出。它同样很可能表明，国际投资者认为这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有投资吸引力。

如果觉得这一切未免太复杂，那么，不妨想想，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事情往往也是这样。如果某个人经常入不敷出，最后他将不再能够借到钱，他会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反之，如果将借款投资于办公司或购置住房，收效显著，债台高筑未必成为问题。因为那时投资者将赚得必要的收益或租金，付清原贷款的利息。确实，由于在此期间所挣到的资产，债务人的信誉度甚至可能会增高。对于国民经济从境外获得的贷款或资本输入，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其实，对于发展中各国的欠发达经济而言，这点甚至是绝对必需的。因为这些国家只能有很少的储蓄，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持续增加财富，它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争取外国资本的援助。

所谓“四小龙”的历史已经成为很好的实例。此语指的是新兴的东亚诸邦：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与台湾。直到1950年代，它们尚属世界上最穷的地区。尤其是韩国，不得不为巨额外债而奋斗多年。然而，尽管它们都没有任何可观的原料贮藏，但是，由于精明的投资和推行相对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它们都成功地发展了工业。即使在1990年代末，由于商业投机和改革滞后（尤其在银行业），总的说来它们的进步有些受挫，但仍不失为说明靠资本输入融资的发展战略如何运作的良好实例。智利和马来西亚也运用这种发展战略，通过它们自己的努力，它们业已摆脱了以前的巨额债务。

连西德在这方面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正面的实例。二战失败后，有一段时期德国人不得不承担外债并依赖马歇尔计划的财政援助。但是，到1951年，他们在国际收支上的亏损已经转入盈余。此后，德国几乎已是资本之净输出国。只是在1990年与以前的社会主义东德统一之后，德国的国际收支暂时进入亏损。这主要是由于需要大量的资本才能使破败的东德经济现代化，若无外国资本的援助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点。在这方面，国际收支上的赤字不能被视为出口市场中弱势之迹象。

前社会主义东欧的其他各国也需要大量外国资本才能重建其崩溃的经济。我们不应该误以为印行新货币便能满足这种对资本的需要，因为那只会造成通货膨胀，而不会导致新的投资项目或新的就业机会。在1990年代初，许多东欧国家不得不经历这种痛苦的过程。只有借助于外国资本之援助，它们才能获得必要的资本货物，以之建设现代化的新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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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竞争将导致工资下降吗？




 
生产要素比率定理




许多人害怕国际竞争，首先担心的是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将夺走他们的就业机会。德国的工人认为他们不可能同韩国或捷克所实行的低工资竞争，特别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费也高得多。





为了评估这种恐惧是否合理，我们还得略微回顾一下前面的论题。我们必须反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首先，有些国家为什么能生产比其他国家更便宜的商品？李嘉图把这一现象归因于生产之自然条件和科技条件上的差异。以葡萄牙与英国为例，只要葡萄牙气候条件更适合种植葡萄，就可以说葡萄牙人比英国人更能生产红酒。另一方面，英国工人比葡萄牙工人有更好的训练，而且英国具有更多的现代机器和生产技术。英国在毛呢生产上的比较成本优势大都是由于这些要素。

长期以来，在世界贸易中农产品所占份额不断下降，气候优势与土地肥沃性上的差异也变得不那么重要。此外，诸如蒸汽机和纺织机等新技术相当迅速地普及到全世界，减少了各国在生产技术上的差别。然而，这些发展情况并没有导致国际贸易减少，相反却扩大了贸易，因此，对于各国之间的比较成本差异，有必要探寻一个更为全面的解释。

斯德哥尔摩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1879—1952）于1919年提出的正是这种解释。赫克歇尔实际上是经济史学家，他所著的关于重商主义的标准著作至今尚无出其右者。但是，他真正出名只是由于他在1919年所写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最初只以瑞典文发表。赫克歇尔的学生俄林（Bertil Ohlin，1899—1979）在1933年的一部英语著作中继承发展了赫克歇尔的原理。俄林于1977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仍是所有学习国际贸易的经济系学生的标准科目内容。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以假定各国支配相同的生产技术为基础。而且，还假定所有的工人都具有同样的技能，土壤质量的差别也不大。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最大成就在于说明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国际贸易。

其理由在于各国在资本与劳动等要素禀赋方面并不相同。比如说，德国拥有雄厚资本而中国的劳动力很多但是资本很少。再假定资本与劳动力是流动的，亦即在德国和中国之间可以正向或反向流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从逻辑上讲，德国应专门生产那些资本密集型产品，例如汽车或化工制品。反之，中国应集中生产那些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例如初级产品或诸如塑料玩具或绳带之类的简单消费品。

即使中国人原则上也能以与德国相同的技术生产汽车，他们也不这样做。原因在于这种技术需要大量资本。德国的资本雄厚因而资本价格较低，相反，与中国相比则德国劳动力短缺因而劳动力价格较高。不过，这无非意味着德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之生产中具有比较成本优势，而中国在那些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商品之生产中具有比较优势。

赫克歇尔和俄林能够说明，生产要素在可用量上的这种差别将带来与生产技术在自由贸易中的差别同样的优势。他们的发现亦被称为要素比例定理。值得注意的是，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在绝对意义上有较多劳动力或资本。有决定性的是各国内这些生产要素的可用比率。按照赫克歇尔和俄林的理论，资本比较丰裕的国家应当而且将会出口资本较为密集的商品，而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将集中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



 
要素价格均等化与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




根据各国不同的相对要素禀赋所作的这种国际贸易解释引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国际贸易是否及如何影响各国经济中的工资水平和利率。对此问题提供答案的是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尽管这项定理几乎直接源自要素比率模型，在赫克歇尔的开拓性论文发表后，又过了30年这个问题的全部复杂性才被充分阐明。

赫克歇尔和俄林早已发现这条基本原理，事后想想，它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且假设资本雄厚的德国确实已开始专门生产资本密集型商品，诸如汽车和机器之类。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显然会较多地耗费他们原本丰裕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的稀缺性。结果，德国的利率会升高。

中国的情况却是相反。中国会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那里变得日益稀缺的会是劳动力，结果导致工资率提高。这就是说，正是一个国家的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将从国际贸易中受益最大。这是因为对这种要素的需求较多，所以它的价格变得较高。

从上述例子来看，德国利率升高而中国工资提升。不过，这就是说，最终国际贸易将使有关各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回到一致的水平！既然起初德国劳动力比中国稀缺，可以假定德国的工资水平也比较高，至少与利率相比是这样。另一方面，在中国起初相对稀缺的是资本，因而资本价格较高。然而，因为德国的利率将上升而中国的工资将提高，这两个国家一旦开始参加国际贸易，两国内的诸生产要素价格终将变得完全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要素不能流动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会发生。这是因为如果商品本身能够自由流动，商品贸易便可被视为要素流动性之替代，后者应亦具有非常相似的效应。

如果德国的利率与工资率相比有所上升，这显然意味着德国工人的工资与对德国资本所支付的利息相比会有所下降。举例来说，如果起初德国工资标准曾为15欧元而利率曾为10%，这大概是3比1之工资对利息比率。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作为国际贸易之结果，此比率会降到，比如说，2比1之比率。

即使如此，仍然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德国的工资标准是否只在与利率相比的情况下将下降，或者，工资标准在绝对意义上也将下降呢？这是因为2比1之新工资利息比率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上升。比如说，工资若升到20欧元而利率升到10%，因为那时两个生产要素都有了增长，这大概是一个积极性的例子。在原则上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因为，如前文已经论述的，国际贸易为有关的所有国家带来繁荣增长。

然而，同样也很有可能的是，工资在绝对意义上已降到12欧元，同时利率已上升到6%。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对利息的比率也可能已降至2比1之比率，只不过这时会出现赢家与输家之别。在绝对意义上德国资本仍会赢利，但是德国工人这时在绝对意义上的收入会下降。

在以上两种情况中，实际上将出现哪一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施托尔珀（Wolfgang F. Stolper）和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于1941年写的论文中可以找到。施托尔珀与萨缪尔森两人在哈佛大学师事熊彼特（Schumpeter），而且在藉助于严格的数理方法处理复杂的国际贸易问题上都是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们这篇后来享有盛誉的论文当时却不为《美国经济评论》所接受，后者迄今仍是主要的经济学期刊。实际上，萨缪尔森在经济学许多领域中有许多突出贡献，在1970年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三位经济学家。他所著的通用经济学教科书非常流行，使他成为一名巨富。

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实际上论及取消关税的影响。然而，它同样适合用于与像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充裕的国家进行国际贸易，而且会导致上例中的德国工人所不想要的结论。这就是说，他们的工资标准不仅与利率相比将下降，在绝对意义上也将下降！经济作为整体可以大大受益于国际贸易—换言之，如果每个公民同时既当工人又是资本持有者，他的总收入会提高—但是没有任何资本藉以赚钱的那些工人将在绝对意义上蒙受损失。纵使因为商品价格在下降他们也将得到好处，但是这个好处根本不足以抵偿他们的工资损失。这是因为利率升高的结果是资本的使用将会减少，这反过来会降低德国人就业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也降低实际工资标准。

那么，这是否是说，如果工业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贸易，工业国家工人们的处境会好一些呢？在为全球化问题争论的场合中，有些人有时为这类看法辩护，断言同低工资国家的贸易简直是在让资本家发财的同时，迫使工业国家的工人为微薄的工资而劳动。

然而，对于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这样一种悲观的解释，我们应该持很谨慎的态度。首先，我们不应忘记，尽管两个世纪以来世界贸易蓬勃发展，但工资并未降低，在资本雄厚的工业国家尤其如此。反之，在此期间工资显著上升，比劳动力充裕的发展中各国多得多。在这方面，科技进步与每个工作职位资本禀赋之不断改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工业国家的对外贸易约有四分之三是在工业化各国之间进行的，不是同第三世界低工资国家的贸易。单是出于这一条原因，如果有人试图根据例如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来解释失业问题，那他们简直太会偷懒省事了。

不过，必须指出，这条定理不是说工业国家的工资水平在长期内必将下降，只是说如果未曾同发展中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工资水平本来会上升得更快，至少那些欠熟练的工人的工资是这样。然而，即使真是这样，这也只适用于很特殊的条件下。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假定，即使在从事国际贸易之后，工业国家还继续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虽然数量较以前减少了。换言之，各国在特定商品生产的专门化上不会是绝对完备的。就上述例子而言，德国人即使在同中国进行国际贸易之后，仍会继续生产有限数量的简单玩具和绳带。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才用得上。

另一方面，如果在有关各国之间比较成本差异那样巨大，以致工业国家完全停止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其结果就会完全不同。那时，作为国际贸易的结果，工业国家内欠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完全可能上升而非下降，尤其是如果工人们改善他们的技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话。这是因为如果要生产诸如汽车和机器之类资本密集型商品，就需要技能高度熟练的工人，他们的工资也会相应提高。



 
全球化与动态竞争




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要考虑。正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那样，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基础是一种非常静态的经济观，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和资本构成的可能影响不计在内。这就是李斯特（Friedrich List）等人针对古典外贸理论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之一。

李斯特特别指出，正是同其他国家的激烈竞争把潜在的国民生产力量释放了出来。虽然李斯特的观点是为了辩护他的颇有争议的主张，即实行惩罚性关税和在经济上保护幼稚工业及新兴国家，他的基本思想还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不能将国民经济所具有的在资本和技术知识上的禀赋简单地视为既定的变数。正好相反，这些变数本身取决于经济体系的情况，尤其是同其他国家经济竞争的强烈程度。如果这种竞争推动了劳动生产率，工业国家的劳动者最终也会从中受益。经济的历史一直证明，这种正面的效应终将占优势。

国际贸易问题之动态性研究也说明，例如，为什么汽车同时从德国出口到意大利，又从意大利出口到德国。这就是所谓产业内贸易，不同于完全相异的商品之交易，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所研究的大多属于后者。其实，如今各工业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已经变得比传统的不同产品之交易重要得多。与此相关的事实是，一方面，消费者欲望变得日益多样化，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不断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因此，英国与葡萄牙不再像它们在李嘉图时代所习惯的那样进行毛呢与红酒的交易，它们的大宗贸易商品可能是很相似的，而且同时在两国内生产。

就全球化问题而言，这种发展有什么意义呢？显然，关于国际竞争将如何影响本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资本丰裕的各国大体上将这个问题控制在它们自己手中。尤其，它们将不得不保持永续的创新，而且集中生产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它们的特殊优势的产品。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为了表面的就业理由，继续坚持诸如纺织业之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丰裕的国家来说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因为，如果别的地方能够更经济地生产这类产品，它们就应该从那里进口。

如果工业国家继续为培训工人而投资，而且若有必要则推行再教育，那么，进口这类产品不一定对工人们不利。其实，只有这样做才能不顾国际竞争的压力而维持高工资。不过，有些人会说，对于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只能从事很简单工作的工人来说，情况将会怎样呢？不错，在工业国家里他们将来不得不更多地期待在服务行业中工作，而不是在工业生产领域工作。例如饮食业和清洁工，以及众多其他服务业，它们提供的职务比较简单，然而需求量很大。因为这些服务业不能仰赖进口，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压力对它们的影响较少。

幸而，富国能够提供这样庞大的服务行业。实际上，按照所谓三大部类的假定，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中，正是服务行业扩展的劲头最大。所以，倘若在欠熟练的工人中存在高失业率的话，正是在这个部类最可能找到解决办法。

反之，有些国家企图建立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来防止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这自然是完全错误的。首先，这对低工资各国的工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毕竟比我们穷得多。第二，即使就我们自身的利益而论，这也是很短视的作法。因为如果自行脱离世界市场，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程度显然会降低，我们会在援助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方面困难得多。即使某些工人或许会得到国民产值的较多份额，总的说来，较之保持国家开放，分配给大家的利益会减少。靠自行脱离世界市场而能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国家，迄今连一例也未曾出现。特别是就损失劳动生产率与降低生活水平而言，保护主义倾向较大的国家业已不得不为这种政策付出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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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化与区位之间的竞争




 
流动资本


 

—


 

递减工资？




到此为止，我们主要讨论了商品的国际贸易。然而，从一国流往另一国的不仅是商品，还有劳动和资本诸生产要素。如今资本尤其能流往世界上任何地方。而且连工人也不再局限于本国觅职，特别是那些资历高的人。如下文所述，特别是劳动力流动能引起一些商品贸易中不会发生的问题。

且让我们首先讨论资本之国际流动的种种效应。古典派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总是会对来源国和目的国都有好处。比如说，德国的资本流往美国。显然，只能当投资者在美国能比在德国挣得更高红利时才会发生这个情况。如果是这样，德国的储户还是投资国外比投资国内好。不过，美国也会受益，因为外国资本的流入会增进那里的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

因此，按照古典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资本之流动增进经济福利。就国际分工而言，如果资本总是流往它会产生最高红利的地方，这只能是有利条件。不过，因为在19世纪初，资本尚未像现在这样流动，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穆勒对此问题都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当年资本主要从欧洲各国流往它们各自的殖民地。此外，外国投资有很高的风险，而在各工业国家之间，关于资本的输入和输出还有许多的法律限制。这类限制甚至直到最近还是欧洲内部国际资本流动的重大障碍。

实际上，资本流动引起的问题可能比初看之下多得多。连亚当·斯密都看到，它可能改变有关各国的收入分配。换言之，正如商品贸易那样，会有赢家与输家之别。

我们以上述德国资本输出至美国为例说明这一点。假定这些输出是由美国的更高红利之前景引发的，它们最终将导致美国利率降低而德国利率升高。显然，资本在德国将变得日益稀缺，而在美国将变得日益丰裕。

但这并不是情况的全部。两国的工资水平也将变动，而其发展方向正好与利率相反。换言之，资本从德国向美国流动往往会压低德国的工资而提升美国的工资！“往往会”这一措词指的是这种效应可能被诸如科技进步之类的其他影响所掩盖。无论怎样，如果一个国家对外输出资本，这未必对工人有利，这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很可能导致国内的就业机会减少，而且留下的工作岗位可能变得比资本未输出时的经济效益低。无论哪种效应都可能意味着，资本输出国的工人为了保持他们的工作，不得不在他们的工资上作出让步。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这样担心金融市场之全球化现象。在当今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资本投资者在几秒钟内将其储金移到世界上任何国家不再成为问题。甚至更重要的一点是，跨国公司能够如其所愿将其投资转往可获最高红利的那些国家。所以，尤其在欧洲各国，人们担心现行的高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不可能长期维持。



 
区位之间的竞争是一种零和赛局吗？




如今，各区位之间的国际竞争之特征首先是一方的非流动生产要素争夺另一方的流动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与19世纪大不相同，现代世界的科技知识可以在各个国家施展到差不多同样的程度。在德国创造就业机会的汽车工厂在理论上同样也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开办。既然资本的流动性现在比过去大得多，在国内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已经变得更重要得多。

或许最好这样来解释这一点。且让我们把各个国家想象为一个个海岛，那里的工人不能够离开。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像是两栖动物，比如海豹那样，能够从一个岛游到另一个岛。于是，对于岛上的居民而言，一切有赖于他们能够保持最佳数量的海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或是自行养殖海豹，或是设法捕捉游来的海豹。无论采取哪条办法，他们都必须保证海豹总是有足够的饲料，并且岛上的环境适宜海豹的需要，否则游来的动物就会避开这个海岛，而且现有的海豹资源终会死光。无论如何，岛上的居民不应设法把这些动物强制闭锁起来，因为海豹最不能忍受不自由的生活，尤其再加上不良的生活环境的话。

国际资本也是一样。它一方面需要获得足够高的红利，另一方面，一旦红利不再是这样高的时候，必须保证资本又能离开这个国家。有时候，人们坚持主张资本在哪里赚取的，就应该留在哪个国家，以便在那里促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个说法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简单幼稚。因为，如果投资者在本国能赚取足够的红利的话，最后这只会激发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投资。

不过，如果认为这样一来，工资和社会福利就会不得不一直压低，那也是错误的。最重要的一点，工业国家的工资不会如人们有时担心的那样，不得不变得与发展中各国一致。毕竟，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劳动人口的教育水平，道路与其他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而且特别是它的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性。如果工人很不合格或不可靠，或者如果经常发生罢工甚至政治动乱，低工资水平对国际投资者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即使就上例中的海豹而言，它们不仅要考虑饲料问题，也要考虑它们的整个生存环境。

在这方面，在世界市场上，相对其新兴竞争对手而言，老工业国大多具有肯定的优势。它们可以运用广大的基础设施、合格的工人，以及稳定的经济与政治体制诸条件，而且，它们愈是认真保护和扩大这些优势，它们就愈不必担心可能的资本外流。





然而，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要考虑。国际资本不是这样一个既定的变数：一国的所得正是另一国的所失。盈利的投资机会之总体范围愈是广大，世界各地积累的资本愈是充裕。况且，随着诸新兴经济体之荣景日增，久而久之它们将开始有更多的积蓄。这就是说，它们迟早将能够靠它们自己的积蓄满足它们的资本需要，甚至自身也变成资本输出国。所以，各区位之间的国际竞争就像产品市场上的国际竞争一样，“零和赛局”的局面极少出现。长远来看，所有的参与国都将受益！

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将流入的资本尽可能有效地用于投资，而不是浪费在为短期的消费愿望融资上。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经济历史上不乏负面的实例。而且，这种实例决不只发生在欠发达国家或社会主义垮台后的东欧各国。在1980年代初期，连美国这样成熟的工业国家也将其高额资本输入注资于联邦预算，而不是用于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那就是美国的所谓双赤字时期，在国际收支和联邦预算两方面都发生了亏损。只有在采取了紧缩措施纠正政府的财政之后，在198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就业数量才开始大增。

所以，我们不应将资本之流动性视为负面现象。反之，应该把它视为促使国内采取明智经济政策的有益力量。正像各公司之间的竞争防止公司陷入墨守成规和管理失当那样，各区位之间的竞争迫使各国政府考虑它们经济政策中的投资与就业问题。



 
劳动力之迁移




现在我们转到从一国到另一国的移民问题上来。时间一长，不仅资本变得更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劳动力也是这样。例如，在欧盟内部，过去法国人若想到德国工作会遇到的法律障碍几乎全部被取消了。同样，民众愿意在欧盟以内任何地方居住也是自由选择的。在世界其他地方，类似的努力也正在进行，为觅职者开放边境。这就是说，真正不流动的生产要素只剩下土地本身，此外，土地上面的建筑物和工厂在某种程度上也属此类。德国人使用“Immobilien”（不动产）一词作为此类事物的名称不是没有道理的。

基本上，劳动力之迁移遵照与资本之流动相同的原理，而且具有类似的经济后果。例如，葡萄牙的泥瓦匠若迁往德国，德国建筑业的工资将趋于降低，而在葡萄牙则趋于上升。通常，如果德国工资水平比葡萄牙高，葡萄牙人只会迁来德国。因此，久而久之，两国的工资将互相接近，极端情况是两国工资在中位水平恰好相等。

然而，因为人民在本国有根基，而且由于语言障碍，劳动力之国际迁移是有限的。所以，一般说来，如上所述的工资近似化不会完全实现。此外，高工资各国的工会往往抵制劳工移民。它们或是根据集体协议设法保持本国的高工资水平，或是对政策制订者施压，以便规定合法的最低工资。按照它们的观点，这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就经济整体而言，这是有些问题的。

我们必须看到，如果建筑业的工资水平低，这个国家的房价和租金也将降低。这就是说，接受移民的国家不仅有受损者，也有受益者。在上例中，除了建筑工人本身之外，住在那个国家的人人都会受益。此外，迁往德国的葡萄牙工人也将受益，因为他们在德国比在本国挣钱多。另一方面，葡萄牙建筑业的工资和物价将上升，这就是说，至少那些不从事建筑行业的葡萄牙人将受损。从所有这些效应来看，难道可以得出一条赞成或反对移民的明确结论吗？

即使我们按两国的总体福利来考虑，也不易做出这类结论。固然，有人会臆断，工人们应当往他们可望挣得最高工资的国家迁移，因为在那里他们将对国民产值做出他们最大的贡献。然而，在经济福利上还有其他一些影响也需要予以考虑，那些影响并非总是自动地由工资率反映出来的。例如，由于地区性人口拥挤可能造成种种负面效应，诸如重度污染，以及现有的基础设施不再能够承受增长的人口。反之，在移民迁出的国家，人均收入或许降低，引起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所在地区的全面贫困。

即使就经济整体而言，这样说不是很有道理，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事态发展是可能出现的。假定在移民迁入的国家，人口恰好处于人人足以享有尽可能高的生活标准之水平。另一方面，在移民迁出的国家，人口却不足以达到最佳的分工比率。那里的生活标准会比移民迁入的国家低，因此民众会有强烈的迁出动机。

然而，如果民众真的大量迁移，两国的经济荣景都将下降！因为，在移民迁入的国家，人口的增长将使它不能保持迄今享有的生活标准，而在移民迁出的国家，分工情况将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所以，即使移民们自身可能受益，就经济整体而言，劳动力之迁移可能导致福利受损。顺便提一下，不仅就各国而言，就国内各个地区而言，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地区的层面上采取纠正措施可能有经济的合理性。

具体地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讨论的是哪种类型的移民。在1960年代，当时德国缺乏非技术工人，从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招工是合理的。后来，德国的非技术工人失业率提高，这种政策引起的问题就大为增多。尽管如此，例如外来移民中的高水准的医师或技术专家对德国仍然有利。实际上，许多国家开放外国工人移民的条件在于这些国家是否缺乏那些外国工人所提供的技能。

如果从移民迁出国的观点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必须区别对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里，高水准的专家太少，而非技术工人太多。问题是就全体人口来说，正是高水准的专家一般最有流动性，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设法在工业国家定居，享受那里较高的生活标准。人们称此为人才流失，意指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水准的人士从其实最需要他们的穷国迁出。所以，为劳动人口提供条件，鼓励他们不外迁出国，可能也是符合这些移民迁出国的利益的。

总之，劳动力之迁移引起的问题比资本流动多得多。在拿不准的情况下，与其鼓励大量移民迁往富国，总是不如通过资本之流入提高穷国的劳动生产率更为可取。

致力于这项任务的机构之一是世界银行。本书下一章将讨论1944年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银行就是那时建立的。其工作原理很简单：一方面在国际市场上借入私人资本，另一方面立即将它转移给发展中国家。这个作法的关键在于世界银行比各发展中国家更有信誉，因而能以较低的利率借入资本。它把这项有利条件转给各债务国，但是规定严格的条件，保证将资金用于有效益的项目。就发展政策而言，世界银行之政策成效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但是原则上资本流动比人口迁移更好些。

显然，在讨论劳动力之迁移时，我们必须考虑各国之文化、宗教和语言环境在何种程度上相互类似。相互之间这些差别愈少，劳动力之迁移似乎愈可取代两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和商品交易。在这个意义上，在西欧内部或北美内部的工人自由流动与从其他文化之国度向这些地区移民不能视同一样。

因此，从纯经济的方面所能讨论的劳动力迁移问题是有限度的。在经济学家之间，这个问题固然是热门议题，在政治学中它也引起不小的争论。鉴于世界上人口的增长率不同，繁荣程度有很大差别，将来这个问题很可能变得更尖锐。本书后面讨论养老金政策时，还要进一步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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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货币制度的历史




 
金本位制及其消亡




1974年，德国最大的私营银行赫尔斯塔特银行（Herstatt）因为在外汇市场上投机失败，不得不突然倒闭，这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度发生的又一次银行破产。这次危机的背景是美元汇率的大幅下跌，达到似乎没有任何经济道理的程度。固然，这次与1930年代不同，各银行都避免了普遍挤兑，但是，这仍是战后德国到那时为止所遭到的最大金融丑闻。虽然赫尔斯塔特银行的许多债权人终于得到补偿，但是从此以后，各银行的外汇交易受到严格得多的管制。

这一切发生于当时通行的世界货币体系崩溃后不久。这个体系早在1944年建于美国小镇布雷顿森林，它曾为战后世界奠定了一个全新的运行基础。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代表当时两个经济大国—美国与英国—的思想妥协。美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团由财政部长摩根索（Morgenthau）的副手怀特（Harry Dexter White）率领。英国方面的代表正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是由著名经济学家直接参与意义重大的经济决策的罕见场合之一。不过，最后还是“怀特方案”占了上风。

为了对布雷顿森林协定的重要性给予适当的评价，我们必须考察在二次大战以前世界货币制度是如何构成的。那是以很简单的原理为基础的金本位制时代。当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以当时的固定汇率规定其货币对黄金的兑换时，这个国家就可以说是实行金本位制。例如，在1934年，美元对黄金的兑换规定为每盎司黄金换35美元，而在德国由德意志帝国银行以147帝国马克的保证汇率换每盎司黄金。所以，汇兑平价合计为4.20帝国马克换1美元。

这一汇率只能在很狭窄的限度内波动。比如说，在外汇市场上美元由于某种原因上升了10%，即达到4.62帝国马克。在这种情况下，以147帝国马克的固定汇率从德意志帝国银行购买一盎司黄金，然后将黄金运往美国，在那里按35美元售予美国中央银行，这显然是有利可图的。在自由的外汇市场上，这35美元按4.62的汇率售价几乎售到162帝国马克。这样，原来的147帝国马克可能迅速兑换成162帝国马克而根本没有风险！





不消说，在这些情况下，人人都会根据我们所说的套汇办法力图谋取这种无风险的利润。如果美元汇率高，在外汇市场上会出售更多的美元兑换帝国马克。然而，结果美元汇率会立即又开始下跌，直到终于恢复4.20的汇兑平价而不再可能套汇为止。





美元汇率能够波动的范围毕竟很小，这完全是由于必须进行套汇交易的国家之间运输黄金的成本费。然而，如果各中央银行的保证汇率与市场汇率之间的差价不很大，就不再值得进行套汇交易。所以，人们也将金本位制下美元汇率能够波动的上下限合称黄金输送点。

这一机制无须就美元汇率或任何其他货币汇率为此达成任何国际协定！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各国中央银行保证它本国的货币按固定的金价兑换。其他一切几乎都是自行调节。此外，金本位制的有利条件尚不止于此，它几乎自动保证各国国际收支上的平衡。

例如，假设就价值而言，德国已经进口的产品比他们在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出口货物更多。因为德国人只能以帝国马克支付其超额的进口，结果在外汇市场上就会出现帝国马克过多的供给量。因此，帝国马克的汇率会出现下跌而其他货币—例如美元—的汇率会升高。由于套汇的作用，这又导致德国的黄金外流。德意志帝国银行便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阻止其黄金储备的全部流失。

但是，它可能为此采取了什么措施呢？立竿见影的办法应该是提高其利率，尤其是最低贷款利率，这是当年各银行为影响事态发展所使用的最重要的工具。藉此德意志帝国银行可能同时获致两项效应。一方面，高利率会促使帝国马克的外国持有者将其手中的马克投资于德国资本市场，而不是由中央银行兑换成黄金。另一方面，高利率意味着德国的各商业银行不需要这样多的现金，即德国的货币供给量下降。对多数中央银行来说，如果它们的黄金储备下降，甚至按法律规定它们必须减少货币供给量。德国曾经实行所谓“三倍支持”的规定，即帝国马克的流通量不准高出黄金储备的三倍。在讨论19世纪银行学派与通货学派之争论时，我们已经谈过这种规定的货币政策背景。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金本位制之效应链上的最终环节。按照货币数量论，如果货币供给量在德国减少，物价水平终将按比例下降。反之，黄金流往其他国家的事实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货币供给量扩大和物价上升。结果，德国产品变得相对便宜，而德国进口的商品变得昂贵。这整个过程只有当贸易收支恢复平衡而且黄金外流停止时才告结束。如果所有的发行银行都遵守金本位制的各项规定，国际贸易收支上的长期赤字正像汇率上的严重波动一样不可能。

确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制时代，国际贸易繁荣，汇率稳定，各工业大国的物价普遍平稳。那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金本位制为什么崩溃了？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为什么没有设法重建金本位制呢？

金本位制的消亡与“大萧条”有密切联系。“大萧条”导致各工业大国相继贬值它们的货币，而且终于一并废除了以纸币兑换黄金的法律义务。首先是英国于1931年启动了这个过程，它将英镑贬值，希望英镑之黄金价值降低会使出口受益，从而恢复经济。此外，1930年代的特点是在多数重要国家里的物价水平下降。只有将更多的货币投入流通，才能遏制这种普遍的通货紧缩，鉴于当时既定的黄金储备，又只有每单位黄金值更多纸币才能有更多纸币流通。

然而，这些争相贬值的做法的最初结果是世界贸易萎缩。因为，贬值国起初取得的出口优势不久就被其他各国类似的货币贬值所抵消。后果便是引起了疯狂的货币投机活动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那时德国尤其热中于各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在希特勒的经济部长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领导下，关于商品贸易和资本的新规章一个接一个地迅速颁布，以致来不及翻译成各国语言。据说有关的卷宗在美国译员办公室的地板上堆积得比他们的办公桌面还高。

到了1930年代末期，最坏的形势暂已得到克服。这时总的说来有多得多的纸币投入流通，而一般缺乏流动性的问题似已暂告解决。那时许多国家已经从单纯金本位制过渡到金汇兑本位制，这就是说，除了黄金以外，外国货币，尤其是美元和英镑，也能用作在国内创造货币的后盾。这个事实也曾促使形势缓解。但是，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金本位制随之最终消亡。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两难




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44个参加国建立了新的世界货币制度，认为可以避免以前的金本位制之不足。这个新制度原则上也是以金汇兑本位制为基础，只是这时美元已经变成最重要的储备手段，唯有美元还能兑换黄金。与金本位制不同，兑换的规定不再适用于私人，只适用于各发行银行。此后，人们也称它为美元本位制，这就是说美元已经变成世界货币制度中十分关键的货币。

例如，那时英格兰银行能将其美元证券随时提交美国的中央银行，要求按照每盎司黄金值35美元的战前汇率兑换成黄金。此外，英镑以及所有其他货币都与美元挂钩，汇率或平价由国际协议固定下来。例如1951年英镑与美元之间的官方汇率为每英镑2.80美元，而1美元值4.20德国马克。这就是说，1英镑的价格差不多是12德国马克。按照协议的汇兑平价，上下波动百分之一的限度是可允许的，但是只有在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差额时才能改变汇兑平价本身。这些措施旨在避免1930年代曾发生的那种争相贬值现象。为了监控局势，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汇兑平价的任何改变均需经此组织同意。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大优势就是此后的世界货币供给量不再受世界黄金储备的限制。如果世界贸易扩张，而且需要更多的国际流动性，那么，仅由美国的发行银行把更多美元注入流通，很简单地就能够保证这一点。这样，美国成了能创造国际流动性本身的唯一国家，这是它后来大为利用的一项优势。例如，简单地通过印行新的美钞，在一定程度上为越南战争筹资。

只要各国发行银行保持新的美钞作为储备而不提交它们兑换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便没有危险。其实，其他国家的发行银行为了将它们的货币之协议汇率保持在固定的幅度之内，它们需要这些美元储备，故与此体系合作了多年。

现在我们谈谈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问题。年复一年，这些问题表现得愈益明显，终于在1973年导致体系之消亡。我们必须看到，协议达成某一汇率是一回事，但是外汇市场上货币价值之发展是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以意大利为例。起初协议的里拉汇率不久便显得高得离谱。这是由于意大利的发行银行未能有效地克服其货币之贬值。结果，世界市场上的意大利产品变得太贵，使里拉备受压力。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之规则，意大利发行银行必须采取适当的对策。

可能性之一便是像在金本位制下的做法那样提高利率。但是意大利发行银行对于此项选择不太热心，因为它担心会抑制国内的经济发展，当时，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真正精神，各国发行银行都奉行旨在扩张经济的货币政策。

第二种选择是为了本国货币的利益在外汇市场上出手干预。这就是说，意大利发行银行不得不购买里拉，而这只有将其国际货币储备之证券出售若干才能做到。然而，这些储备、特别是美元储备有限，而且可能迅速告罄。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预见到在这个情况下一国可能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短期信贷，但是，因为意大利这种基本的国际收支失衡不仅是暂时困难所引起的，短期信贷不会成为长期的解决办法。

因此，只剩下第三种选择，那就是使里拉贬值。不仅意大利有几次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许多其他国家因通货膨胀率很高也不得不同样实行贬值。

连一些物价相对稳定的国家不久也陷入困境，特别是德国。由于他们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惨痛经验，德国人从一开始就努力在货币稳定方面成为模范国家。这点常常受到各邻国的讥笑，它们批评德意志联邦银行疑虑通货膨胀，简直闹得草木皆兵。不过，事态发展后来还是证明联邦银行是正确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确切地说，德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显然，并不存在通货储备之短缺。反之，因为德国马克处于重新估值的经常压力之下，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上时常出售德国马克换取美元。结果，德国的通货储备、尤其是其美元储备不断增长。对此形势联邦银行不大情愿，因为作为干预政策的结果，必须被抛售的德国马克存量使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而且危及物价稳定。

人们称此现象为输入型通货膨胀，这是十分恰当的。毕竟，因为其他各国对于它们的货币稳定性并非这样苛求，这才导致德国马克处于这种被重估的压力之下。在外汇市场上，联邦银行不得不以出售德国马克给予支持的，恰恰是这些国家的货币。这样一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迫使德意志联邦银行以扩张其本身的货币供给量来附和其他各国的通货膨胀政策。

剩下的唯一办法又是要改变汇兑平价，在这个事例中，意味着德国马克的重新定值。德国人几次藉此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回避国际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在政治上是不易通过的。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真正宗旨毕竟是保持汇兑平价尽可能稳定。这样，就汇率的稳定性而言，一方面是内部的货币稳定，另一方面是外部的稳定，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这两个目标中哪一个更重要？这在德国引起了很大争论。企业界特别坚持要压低德国马克的币值，以免危及其在出口市场上的优势，这个观点在政界和舆论界享有很多支持。联邦银行一向以维持物价稳定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1960年代末，整个问题在德国政府与自主的联邦银行之间发展至巨大冲突的顶点。然而，这时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是奄奄一息了。经过德国马克的最后几次调升，以及对固定平价体制的无望的修补尝试之后，在1973年世界终于进入可变汇率制时代。



人们在1944年热诚建立起来的固定平价制度为什么终于失败了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各国没有遵守这个体制的各项规则，这是无可置疑的。弱势货币诸国宁愿它们的货币贬值，也不去克服其货币贬值的真正原因，即国内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强势货币诸国宁愿重估它们的货币，以免遭受普遍通货膨胀之传染。在这些情况下，指望汇率还能长期保持稳定当然很难做到。

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1911—1993）生于比利时，后来移居美国。早在1959年他已注意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本错误。一方面，由于黄金储备有限，为了提供世界贸易所需的流动性，只有将更多的美元注入流通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美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不然，美国除了简单地抛出美元之外，又怎能把美元散布到世界各地呢？问题是美国国际收支上的长期赤字破坏了人们对于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

为了设法避免这种“特里芬两难”，当年讨论过两个可能的办法。第一，简单地把金价提高到在当前物价水平上扩大世界贸易所需的更多流动性的恰好程度。这样，就可能为解决流动性问题的每盎司黄金将更多的美元投入流通。这一可能的解决办法之主要缺点是它会对生产黄金的各国特别有利。这些国家主要是南非和苏联，这个事实显然令这一解决办法缺乏吸引力。

特里芬本人建议在黄金和美元之外创造一种人为货币，这在1969年以特别提款权的形式付诸实行。这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信贷额度，分配给各会员国而不需要偿付任何利息。最初，一单位特别提款权等于按每盎司黄金合35美元的黄金汇价计算的1美元，故称纸黄金，因为它像真黄金一样可用作支付手段，虽然只限于各发行银行之间。

特别提款权迄今仍然存在，尤其是各发展中国家已多次要求按它们的利益增加它们的额度。然而，如今特别提款权的定值不再与黄金挂钩，自从1974年以来，它是按照包括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在内的货币“篮子”定值。

尽管如此，特别提款权推行得太迟了，以致不能遏止特里芬两难的各种恶果。美元之充斥已变得太严重，也就是说，长期以来，美元对黄金之可兑换性早已只是理论上的事。即使美国接到请求，它也根本不可能筹集足够的黄金来履行其财政义务。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长期无视这个问题，当然也从来不敢试验一下。每个人都走在同一条想象中的钢丝上，或许可以说，如果任何人往下一看，钢丝就会立即化为乌有。



 
固定汇率制是行不通的




发行银行只是装作视而不见，相较之下，私人投资者更不情愿，而且逐渐失去了对美元稳定性的信心。最后，黄金价格升到官方的35美元之平价以上。到1968年，各国货币当局放弃了为保持金价的这一水平的干预政策，只是在各发行银行间的交易上还维持官方的金价。结果造成黄金市场之分裂，而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之先声。

继之而起的是兑换美元之投机活动日益风靡。第一个终于撑不住的是法国的中央银行，它要求将其美元储备兑换黄金而导致最后的防洪闸门也打开了。1971年8月15日美国因为无法履行其兑换黄金的承诺而不得不正式将其撤消，实际上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些人曾设法在没有黄金当作靠山的情况下把这个体系维持得再长久一点，让汇率有2.25%的较大波动界限，但是此时投机者已经尝到甜头。美元价值继续下跌，在经历了几次贬值之后，在1973年3月各国政策制订者终于过渡到可变汇率制。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在这一点。如果我们要保证各国货币间的固定汇率，只是就此达成协议是不够的，因为汇率是最终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一种市场价格。即使各国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自行充当买家或卖家能够在有限程度上影响汇价，如果有关国家的经济基本情况，尤其是通货膨胀率，彼此相差太远，这种做法将不再有效。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之国际流动很容易兴风作浪，冲毁为保卫这些汇率而建立的一切人为堤坝。

因此，保证汇率真正稳定只有一条可能的途径，那就是各国实行健全的经济政策，保持尽可能低的通货膨胀率，藉此避免国际收支上的失衡。只有这样，才能在汇率稳定性上通过市场建立持久的信心，而且消除滋长投机活动最重要的温床。在下一编中，我们将考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政策的制订者们在多大程度上吸取了这一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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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美元汇率为什么波动？




 
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限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历史实例，它说明即使是各大国的中央银行的联合力量，其对市场力量的抵抗力也是多么微弱。对于认为单纯靠法令便能打造稳定的金融形势的信念，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经验迄今仍是一种警示。

正如每每发生的情况那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政策制订者们设法以正好相反的政策碰碰运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很久，如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著名经济学家就曾呼吁建立只由供需关系决定的浮动汇率制。连“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这个职能类似于“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机构也支持这项呼吁。所以，这时到了将此建议付诸试验的时候。





新的货币制度的主要优点之一，便是如德国这样的强势货币国家无需再被迫进口国外的通货膨胀。因为这时汇率是弹性的，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再需要干预外汇市场，它因而重新取得对国内货币供给量的控制。即使国外的物价继续上升，这也不会自动地引起国内物价必然上升，因为据信国外的通货膨胀会相应地提升德国马克的汇率。然而，外国商品之价格若以德国马克来表示，其降价的程度应该和它们以本国货币计算业已涨价的程度相一致。对德国而言，这就是说，以德国马克计算的进口货物价格实际上保持不变。

这些观念的基础是所谓购买力平价理论。此理论源自17世纪的著作，但是通过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的著作才广为人知。卡塞尔是所谓新古典主义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奠基人，他的学生包括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俄林（Bertil Ohlin），我们在讨论生产要素比率定理时已经提到过他们。

购买力平价理论在其绝对形式上认为，如果按特定的汇率换算，两国之间的物价水平总会是相同的。如果全部美国产品的平均价格大约等于10美元，而全部德国产品的平均价格等于12欧元，美元的汇率应是1.2欧元。其根据在于假定，至少如果运费不计在内的话，每项个别产品的价格应该是各地都相同的。这也被称为个别价格的国际相关性。

比如说，盒式录像带在美国值10美元，而在欧洲大陆值12欧元。假定美元汇率为1.10欧元，对欧洲人来说，从美国进口录像带显然是上算的。不过，这在外汇市场上会增加对美元的需求和促升美元汇率。只有当美元汇率在美国以及欧洲拉平按同样货币计算的录像带价格时，录像带市场才会恢复均衡。

在这个例子中，如果美元汇率为1.20欧元，就会拉平两地的录像带价格。然而，人们预期的是，有利于美国供应商的需求转换将提升录像带的美元价格，和稍许降低在欧洲的价格。所以，如果一盒录像带最后在美国值10.50美元而在欧洲值11.75欧元，也算达到均衡。无论如何，价格的国际相关性在这个例子中应该还是适用的，而且显然以1.12欧元之美元汇率为先决条件。

当然，在欧洲和美国之间进行交易的实际上不仅是诸如录像带之类的个别商品，还有汽车、软饮料以及几千种其他产品。然而，这并不构成任何特殊问题，因为所有这些产品各自的国内价格最后都会在均衡汇率上下调整，以致每项产品最终都能保持价格的国际相关性。只有这时，这些商品才可能继续在各个国家生产。

然而，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绝对形式上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因为它显然是指有关各国的一切商品之平均价格，亦即那些国家的总物价水平。但是，这一水平还包括不构成国际贸易的产品，诸如劳务产品。例如，大概不会有人为了理发而想在美国与欧洲之间来回飞行。因此，这类商品或服务不必在所有的国家内也都是同一价格。

由此可见，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只有近似的正确性。连卡塞尔都已看到这一点，因此他从价格与汇率之变化方面，而不是从其绝对水平方面来解释这项理论。这就是说，表现为同样货币的两国物价水平不会是相等的。然而，如果美国的物价加倍，美元对欧元的汇率将减半。也就是说，在欧洲和在美国的相对价格仍将保持相同。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免受从国外进口的通货膨胀影响，实际上似乎这样做也就够了。

尽管如此，即使在其相对形式上，购买力平价理论也只能用于解释汇率长期如何发展。反之，就短期而言，汇率可能大大背离购买力平价。这主要是因为贸易流量的反应相对缓慢。例如，如果汽车在美国变得比较便宜，这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来自海外的需求量上升为止。毕竟，人们不是天天购买新车，此外，就许多商品而言，与供给商的关系是长期的。然而，在此期间，汇率问题上可能发生许多变化。



 
国际资本流量之作用




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汇率也受国际资本流量的影响。其实，就分量而言，如今资本流量较商品流量要重要得多。这就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各经济体之间的资本流量取决于什么，以及如何影响汇率？

为了探索答案，我们再一次回到凯恩斯那里去。凯恩斯不仅是一位大经济学家，还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投机活动家。而且，除了李嘉图之外，他是积攒了可观的私人财富的极少数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在投机活动中偶尔会遭到重大挫折，但这只促使他对这些问题作更深入的理论研究。他在1923年所著的《货币改革论》中提出所谓的利率平价说，现已博得同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相等的评价。

凯恩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英国的资本所有者在什么情况下会把他的钱投资美国？如果假定这只取决于利率，那么，可以说美国较高的利率将引起资本从英国流往美国，直到利率恢复平衡为止。

不过，我们不可忘记，货币往海外投资还涉及汇率风险。假定在美国投资产生10%的利息，而在英国只产生6%。对英国投资者而言，如果那年的美元汇率不下降，把他的钱投资于美国才是合算的。假如美元对英镑的价值丧失8%，他的投资按英镑计算最后将只产生2%的利息。由此可见，国际投资者必须考虑的不仅是利率之差异，还有汇率之可能趋势。

问题在于进行投资的时候，投资者不知道汇率将如何发展。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他尚可以相信各中央银行之干预措施至少能将汇率保持在一定的幅度之内，但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之下，这就不再是可能的。因此，浮动汇率制对汇率之未来发展情况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令人们不得不高度依赖他们自己的判断。

就上述例子而言，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利息方面的有利条件为美元会相应贬值的预期所抵消，国际资本市场就会达到均衡。因为这样一来，对英国投资者来说，在美国投资一般会是不合算的，在这两国之间，不会发生资本之净流量。这会导致外汇市场恢复平衡。

后来，凯恩斯的利率平价说被发展为综合性的外汇之金融市场理论。此理论之基础是托宾（James Tobin，1918—2002）所提出的资产组合理论，托宾因此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奖。除了其他因素以外，金融市场理论考虑到各国既有不同的利率，又有不同的资本投资形式这一事实。此外，不是所有的债务人都值得信任，而投资者情愿承担的风险数额也不同。由于这些原因，即使两国的利率水平相等，汇率被认为是稳定的，它们之间仍可能有互惠的资本交流。就两国之间资本之流动净额而言，存在与凯恩斯的描述很近似的相关性。

这对汇率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如何决定各国的汇率，似乎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中之一只根据商品流量，而另一种则根据资本流量。购买力平价理论能不能与利率平价说调和一致呢？

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 1942—2002）于1976年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多恩布什于1942年生于德国，后来移居美国。他的所谓货币汇率理论不仅将卡塞尔之观念与凯恩斯思想融合一体，而且足以说明为什么汇率能暂时“超出”均衡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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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假定就各自的货币而言，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物价水平是相同的。为了简明起见，我们根据绝对的购买力平价理论，欧元应该恰好值1美元。现在，在利率方面假设美国比欧洲高4%。按照凯恩斯的利率平价说，如果市场上的参与者们预期美元也平均贬值4%，国际资本市场才能平衡。

然而，这就引起下述问题。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汇率应处于均衡，但是利率平价说告诉我们，市场仍会预期美元汇率下降。怎样才能解决这一明显的矛盾呢？

拿上述例子来说，多恩布什认为，起初美元汇率只会按照利率平价说演变，因为资本市场的反应比商品市场快。只要美元还保持其1欧元之购买力平价，资本就会从欧洲流向美国，因为投资者会想利用美国的较高利率。这转而又会促升美元汇率。它必须一直升到人们预期美元利率会因4%的利息差额而贬值为止。只有到那时，按照利率平价说，从欧洲往美国的资本流量才会停止。

多恩布什认为，汇率预期在长期内会符合购买力平价理论。拿上述例子来说，这意味着如果美元汇率升到1.04欧元，人们才会预期美元贬值4%，因为只有到那时，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美元汇率恰好已被高估4%。然而，按照凯恩斯的利率平价说，正是美元汇率这个“超出”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均衡。其实，卡塞尔也早已观察到这种汇率“超出”的现象，不过，他没能给出满意的解释。只有多恩布什的货币汇率理论才提供这种解释。

此后情况会怎样发展下去呢？就商品价格而言，美元现在是被高估的，这将导致更多的欧洲商品向美国出口。结果，美元汇率将下降，证实人们对美元贬值之预期，不过，在此期间，从欧洲输往美国的资本流量可能将导致利率调整。因此，久而久之，对贬值之预期和利率间的差额都将越来越小，至少若无新的震荡时会是这样。

所以，均衡汇率是资本与商品之国际流量以及随之而进行的货币交易的同步产物。最后，美元汇率将这样调整：不论资本投资者抑或商品购买者均无理由改变他们的有利于此国或彼国的计划，因为在长期均衡的状态下，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说两者的条件均得以满足。



 
货币投机活动




且让我们从这些或许相当复杂的推论中得出一条临时结论。长期而言，浮动汇率制似乎有很大优势，因为它往往抵消各国物价水平发展上的差距，从而保护那些低通货膨胀率的国家不受进口型通货膨胀的危害。

起初，人们都认为，在浮动汇率之制度下，国内经济不会再受国外的经济周期波动之影响。例如，美国的需求下降对欧洲大陆的需求只会有很小的影响，因为如果美国对欧洲出口货物的需求减少，外汇市场上欧元汇率也会下降。既然欧洲出口货物变得比较便宜，欧洲的需求只会以很有限的程度下降。

然而，这样简单的论证不足以解释一国经济如何影响他国经济这一复杂的机制。例如，美国的经济衰退常常与利率下跌联系在一起。结果，资本将从美国流往欧洲，最后把欧洲的利率也压低下去。于是，这将对欧洲经济起增强的效应，而且抵消对出口货物之需求减少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商品市场将同样的经济冲击力送往国外，同时资本市场也具有更大的补偿作用。从此中得出明确结论可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在浮动汇率制上的实践经验说明了什么呢？总的说来，在汇率已经是可伸缩的以后，人们看到各经济体之国际依存性仍保持原状。情况依旧，在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内，其周期性趋势往往也蔓延到其他国家，而且一般也是朝相同的方向。当然，谁也不能断然声称国际收支严重失衡问题已经是陈年往事。因为如今国际资本市场确实开始迅速发展，而汇率投机活动却根本没有得到抑制，情况正好相反。

不论在股票以及商品交易上，还是在外汇市场上，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总是存在汇率上的投机性波动。1720年的所谓“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就是股市崩盘的一个早期实例。当年在伦敦成立了许多靠不住的联合股份公司，它们承诺开发南太平洋的惊人宝藏。公众纷纷认购股票，使股价迅速飙升。在最后搞清楚所承诺的利润不会实现，而且一些创办人席卷股东们的钱一走了之，这时投机活动的泡沫遂告破裂。留下的是无数受骗的投资者、 包括英国的王室。

前文已经提到1929年10月25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五”，它引发了“大萧条”。这次萧条之前也有一波疯狂的投机活动，其资金主要来自借款。因此，与早先的历次危机不同，在股票价格下跌时，会使货币准备金以及最终整个货币体制陷入大混乱。一旦放弃金本位制，货币投机活动便开始成为问题。

货币投机活动者既不关心购买力平价，也不研究各种货币利率间的差异，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不太了解汇率发展的这些基本要素。他们唯一的目标在于牟利，例如，以0.90欧元的汇率买进美元，短期以后又以0.95欧元的汇率卖出美元。

当然，当他买进一种货币时，他并不确切地知道其汇率将如何发展；毕竟这完全是投机活动。有一次凯恩斯以“报纸头版的美女”为例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很奇怪的汇率变动。假设要求通俗小报的读者选出报纸上每天刊登的美貌女郎中最美的一名。猜中的赢家会获得奖赏，例如，与美女共度良宵。如果读者想赢，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按照凯恩斯的意见，他们当然不必选择他们自己认为最美的人。因为他们的审美力或许属于少数派，这样他们的押宝肯定会输。更好的办法是选择他们相信多数其他读者觉得最诱人的那名姑娘。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有获奖的机会。

然而，事态变得甚至更为复杂。假设每个读者都采取这一策略。就这个例子来说，他不得不选出他相信多数读者以为多数其他读者觉得最诱人的模特儿，如此类推，别的读者也是这样投票。结果，当选的优胜者完全可能是一名谁也不认为特别诱人的姑娘。

这个例子恰好说明，在世界股票交易和外汇市场上为什么一再发生看来莫名其妙的投机泡沫现象。此中原因在于就投机者而言也是如此：一种股票或货币的“实际价值”不是最重要的事。正像在选美竞赛中那样，他的主要目的在于找出其他投资者可能想买进的股票或货币。

比如说，美元汇率由于某种原因上升了几个欧分。这或许会引起某些投机者购买美元，因为他们寄希望于这一势头的继续发展。由于可能刺激其他投机者也跑来赶浪头，他们的美元购买确实会进一步促升汇率。正如在股票交易中人们所说的那样，这次牛市会助长下一次牛市。只有当人们的预期由于某种可能微不足道的原因而突然改变的时候，整个进程才会告终。甚至美元汇率一次微小的下跌都可能引发卖空运动，而它又或许大大超过纠正当时已有的美元估值过高现象的程度。

美元汇率这样大起大落显然与经济基本因素没有什么关系。更有甚者，这种现象会扭曲商品价格之间的国际关系，使一些国家的货币处于重新估值的压力之下，因此特别不为那些国家的出口产业所欢迎。这是因为若本国货币的汇率上升，其出口货物在世界市场上将变得更贵。如果这些升值带有投机性因素，价格的上涨将远远超过为抵消其他国家之通货膨胀差价所需的或有益的程度。

在1970年代初期推行浮动汇率制后不久，许多国家通过中央银行的干预，至少对最严重的汇率波动开始抵制。这也被称为“受控”浮动，因为纯粹的浮动汇率制与对外汇市场的这种干预政策应该是不相容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甚至设法至少在它们自身之间长期保持有管理的汇率制度。这个制度被称为欧洲货币蛇形浮动，但是不久便告失效。

到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EMS）创立后，在欧洲才重建一个合理有效的固定汇率制度。它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同，“欧洲货币体系”起初没有储备货币，参加体系的各国货币原则上一律平等。然而，实际上德国马克不久就成为这个体系的秘密靠山，因为德国不仅是欧洲最重要的经济体，而且它的通货膨胀率也最低。



 
货币联盟能有帮助吗？




按照“欧洲货币体系”的设计，最后，其他的参加国只有两种选择：或是以它们自己的力量稳定货币，或是离开这个体系。这是因为在“欧洲货币体系”中，事实上只有弱势货币各国不得不干预外汇市场。所以，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同，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不再购进弱势货币从而被迫输入通货膨胀。在初期的某些动荡和政治争论之后，到1990年代初，欧洲货币体系已经十分巩固，以致政策制订者们甚至决定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对其加以推进，而且将其发展为“欧洲货币联盟”。从2002年1月起，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的12个欧洲大陆国家不再使用本国货币。德国马克，法郎，意大利里拉以及其他国家的货币均为欧元所代替，由作为超国家的法定机构的欧洲中央银行将欧元投入流通并独家控制。

初看起来，这样的货币联盟具有颇大的优势。例如，把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时总是要支付的各种费用不复存在。人们曾经算过，如果有人到欧盟各国旅行一遍，只是把他的德国马克兑换成各个国家的本国货币，别的什么事都不做，那么，他的100德国马克大约只会剩下20德国马克。对于出口商尤为重要的是，至少在欧元区内，汇率风险业已消失。此外，在与其他货币诸如美元或日元的关系上，与欧洲原有的各种货币的一般状态相比，欧元已经变得稳定得多。在资本洪流的水域里，大船毕竟比小舟较少晃动。

仅仅这一点是否构成为“欧洲货币联盟”辩护的充足理由尚有争议。在欧洲，德国马克本来是除瑞士法郎之外最稳定的货币，不管怎样，由于推行欧洲共同货币，现已废除德国马克，代之以长期稳定性尚需证明的欧元。而且，即使欧洲中央银行已经按照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模式被建成自主的机构，以维持货币稳定为首要任务，但是，在具体的冲突问题上，还是各个成员国说了算，而那些成员国无疑会受到它们的文化与经济背景的强烈影响。不错，欧元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通货膨胀率低而且汇率稳定，但是，就长期而论，这些以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的倡议者是否获胜尚有待观察。

然而，最重要的是，欧盟各国并未满足经济理论为有效的货币联盟预设的一些必要条件。芒德尔（Robert A.Mundell， 1932年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曾获1999年诺贝尔奖。在1961年提出的这项理论中他已经指出一项重要的准则。芒德尔的论证如下。假设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从法国到德国的需求转移。例如，机械工业中的需求提高了—这项工业在德国比在法国重要得多。这类转移也被称为不对称的震荡。可以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的收入提高而法国人的收入亦即工资会降低。然而，因工人们一般拒绝接受对他们的工资的任何削减，法国的失业率可能很容易升高。因为若法国的工资不适应新的市场条件，各企业将不可能以较低的价格弥补法国产品之销量减少。

按照芒德尔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充分就业，只有两个选择办法。一种可能就是采取浮动汇率制。在上述例子中，法郎汇率可能已经降低，在不必削减法国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压低法国产品在德国的价格。由于法郎贬值，法国工人购买进口商品已经不得不多花些钱，因此法国工资的实际价值本来已经下降。尽管如此，与削减货币工资相较，实际工资上的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不易被察觉的折损通常较易在政治上过关。

然而，既然我们有了货币联盟，法德两国之间不复存在任何汇率！两国都使用欧元。按照芒德尔的说法，倘若发生对德国有利的需求转移，为了保证充分就业，只剩下一种可能的办法。法国工人会被迫移居德国，或者至少在那里找新的工作。这样，即使工资没有任何重大改变，也会平衡两国对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

芒德尔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有关各国的劳动力具有相对流动性，这是不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唯一可能作法。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冒险建立这些国家之间的货币联盟。显然，如果我们运用这项准则，欧盟各国绝非最佳货币区。即使在欧洲内部市场的构建过程中，关于劳工的国际流动的残余法律障碍大多业已取消，但是，例如，在德国和法国之间的文化和语言差异仍然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问题：在货币联盟中，成员国之间的工资差距变得一目了然。例如，因为德国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葡萄牙的工资明显低于德国。在葡萄牙以埃斯库多支付工资，而德国使用德国马克的时期，人们没有特别计较此事。然而，既然大家都使用欧元，人们很可能开始要求同工同酬，但是，只要葡萄牙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到足以支付德国水平的工资，就会导致葡萄牙的高失业率。其实，在与以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重新统一之后，德国曾不得不遭受这种经历。一旦东德马克为西德马克所代替，工人们就开始要求在德国两个部分实行同工同酬。这时东德的失业率立即飙升到20%以上，因为在40年的社会主义期间，它在经济上业已衰败，德国的这一部分一直未能如其所愿赶上西德。

货币联盟的另一个问题在于，面对12个情况非常不同的国家，欧洲中央银行现在必须实行一项共同的货币政策。在货币联盟成立后的第一年，这点已经变得明显可见。诸如爱尔兰及荷兰这类较小的成员国，它们具有较强的经济增长和高通货膨胀，通常必须采取相对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德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很慢，而且物价根本不上升，其实那里已经担心通货紧缩。因此，欧洲中央银行现在面临的是几乎办不到的任务，即执行一项不忽视各成员国内这些高度差异的经济情况的货币政策。许多经济学家在实行欧元以前提出的警示在这个意义上业已得到证实。



 
宾馆大厅里制订的货币政策




就美元而言，目前还很难恢复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之缺陷引起各国际发行银行采取其他措施降低美元汇率之易变性。在198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当政时，美元突然开始急剧升值，直到1985年春达到其最高值，相当于现在的1.75欧元。这比任何经济基本因素所能解释的还要高出很多。其实，这次美元升值的确切原因尚是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所唤起的对美国经济实力的信心起了主要作用。当时处于所谓“里根经济学”时期。这是以供给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更着重于减税和放松管制，而不注重当时饱受批评的凯恩斯学说。然而，这也是一个高赤字的时期，不论在国际收支上还是美国的联邦预算上都是如此。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情况不可能永久继续下去，而将美元逐渐降到更为现实的汇率才是比较适当的。

最后，在1985年秋季，全球五个经济大国在纽约广场宾馆（Plaza Hotel）组织了一次著名的会议，从而得出如下结果。如果投机活动家确实对于出自政要之口的每句话，不论是仓促的还是审慎的，都作出反应，那么，为什么不专门利用这一点呢？甚至，仅是会议结束时所作的拟采取干预措施降低美元汇率这一宣告本身，便足以持久地影响此前业已萌发的美元下跌走势。这标志所谓“开口政策”的诞生，旨在仅靠发表意向声明，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实际的干预，便按照所希望的方向指导外汇市场。

受到广场宾馆协议之成功的鼓励，1987年2月，在同样著名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上故技重施。这是七个主要工业国代表在法国财政部开会达成的。那时财政部位于卢浮宫内，故此协议与卢浮宫博物馆同名。这次协议之目的在于制止已经变得有些太快的美元降势。一份意向声明再次足以将美元保持在大约相当于0.90欧元的汇率上；虽然各国从来没有正式宣布以这项汇率为目标。倘若未曾达到这一目标，危险未免太大，以致投机活动家立即丧失他们对于各国中央银行之力量新建立的重视。

政策制订者们此后历年保持这项谨慎的汇率政策，成功的程度各有不同。处理汇率问题犹如驯虎，一方面，决不能任其失控，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将之关闭于太小的笼内，因为否则的话它们早晚也会逃逸。同样，对于投机活动者，似乎最好以一条长皮带加以约束，而且，正面的说理似乎比过度严格的汇率壁垒更起作用。

尽管如此，只有当各参与国的经济政策合理地互相协调时，这个办法才起作用。通货膨胀率尤其不应过分悬殊，其实，最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因为那时投机活动会失去最重要的温床，汇率浮动抑或固定简直不造成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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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出（overshooting）：即汇率的过度调整。指在汇率调整过程中，汇率暂时超过均衡值，货币的升值或贬值幅度已超过或低于其购买力平价水准的现象。








第四编




国家与社会的事务（公共财政）



社会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建成了古典经济思想体系。他主要关切的一件事便是使经济理念与社会平等协调一致。








第一章








国家及其在经济上的作用




 
法治抑或人治？




每逢市场经济中出了什么毛病，人们一般很快就要求国家出手援助。几年以前，德国一家旅行社破产，游客困于马霍卡岛（Majorca），人们立即要求政府保证改进对游客的保护。如果某个大公司必须裁员，它往往也期待国家的救济。要晓得，1967年的“德国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规定政府经济政策的四项主要目标，即所谓“魔怪四角形”，其中就包括高水平的就业率。

这项立法的其他三个政策目标是稳定物价，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平衡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国家也为这些目标承担责任。此外，确保收入与财富的公平分配一向被视为是国家的任务。人们不相信听任市场经济自行运作便能提供这些功能。所以，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之看不见的手必须有国家之明显的可见的手给予协助。

当时，古典派经济学家似乎也没有把国家看成完全多余的东西。例如，亚当·斯密明确承认有些任务市场不可能完成。他指出这些包括国防和治安，以及提供基础设施和司法系统。本书曾在前面谈过这些问题，因为民众可以无偿地利用这些服务，其效用仅能不充分地或根本不反映于各种市价中。例如，显然不可能只因为某人拒绝付费就不准他享用路灯。某些产品之受益上的非排他性成了古典学派认为国家应当实行任何干预的主要理由。

古典经济思想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则更进一步，为了防止各人之间的收入变得过于悬殊，他主张征收例如遗产税以及按比例的所得税。不过，应当指出，他设想的所得税比如今一般征收的税率低得多。所以，经济学家们的争论已经主要不在于国家实际上是否必需存在，而在于国家应当干预市场的程度和应当采取的方式。

这项争论所根据的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可以远远追溯到两位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427BC—347BC）和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322BC）。经济思想之后来所有其他流派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归入这两位哲学家中某一位的思想。

柏拉图曾经是苏格拉底（Socrates，469BC—399BC）的弟子之一。在哲学、数学和治国之道等问题上，苏格拉底同他的学生们保持批评性对话，一般仅以口授的方式进行教学，因此他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著作。举行这些讨论的场所是以古希腊传说之英雄阿卡狄莫斯（Academos）命名的“学园”（Academy）。这就是我们现用的“学者”（academics）一词的来源。



像苏格拉底一样，柏拉图也去探讨理想，永恒的真、善、美。所以，他的国家模式便是以完人（理想的人）的观念为基础的乌托邦社会之描述。柏拉图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各自的能力、权利和义务大不相同。他把社会之构建方式比作人体之有机组织。其实，从自然规律中得出社会的和经济的法则是很典型的希腊哲学的做法。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人类社会的最低层由他所谓的“生产者”组成，亦即工匠、农夫与商人。柏拉图把他们比作人体的胃，因为他们只包含诸如饥、渴及其他欲求之类的纯实物需要。柏拉图把军人置于社会之中等阶级，比作人的心脏，因为他们代表如勇敢和英雄气概这样的较高品德。社会的最高层为哲学家和政治家。他们代表知识与智慧，天然构成社会之头脑。

然而，柏拉图认为在这三个阶级内部人人平等。这一点尤其反映为他的理想国其实还预设财产、儿童及妇女之公共所有制。严格说来公有制只适用于军人阶级、这样他们便不会由于追求个人的所有物而分心，以致不能专注于他们的保卫国家之重大任务。至于对哲学家阶级而言，柏拉图并未预设这种公共所有制。





由此可见，柏拉图式的社会将阶级社会之特点与（几乎）全民平等之观念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社会模式也被视为贵族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便是实现国家制定的种种法律，而处于社会最高层的贤人们都认为国家的目标是善良而真诚的。社会其他阶级的一切活动均按照他们对于这个意义上的公益是否有贡献作为衡量尺度。任何形式的私利都受到谴责。后来，这些基本观念尤其为重商主义及社会主义之经济制度所汲取。不过，在重商主义制度下，国王贵胄们取代了哲学家作为国家统治者，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项任务被指派给工人阶级之领袖们。

亚里士多德对这些问题采取的思路完全不同。他更多地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他把人民看成似乎也是这样。他没有把智慧、勇敢或欲求局限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而把这些特性当作幸福之不同形式。即使人们不会在同等程度上获得这些东西，但是任何人都能追求它们。亚里士多德认为，对每个人来说追求这个意义上的个人幸福是一种自然权利，而国家的主要任务在于使这种追求成为可能。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都不应该以某种更高的目的作为理由，阻止任何人的这种追求，即便那个目的得到多数民众的支持。

于是，亚里士多德以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府组织代替柏拉图的全能的国家统治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共利益只能根据个人之幸福予以界定，而不是根据政府所强加的目标，不论原来制定这些目标的高层统治者多么明智和用心良好。这不是说亚里士多德对于国家立法这种需要本身提出疑问。但是他对于这种立法背后的哲学推理与柏拉图完全不同。而就国家对经济进程的干预而言，予以严格得多的限制。柏拉图力主（良好的）宗旨几乎是任何干预措施的正当理由，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只应给予适当的立法框架，每个人都能在其中追求自己的幸福。后来，这一观念又为自由主义者所采取，而且还影响到二战以后在德国发展起来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奠基者们。

在讨论哲学问题和对人的看法时，关于这两条思路何者是正确的，我们的意见很可能不同。其实，就是非而言，这是一个很难客观地判定的问题。简单的事实是：关于民众是怎样的，或更确切地说，民众应该是怎样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看法很不一样。

关于政治人物应该是怎样的，他们的观点尤其不同。在柏拉图看来，政治人物是一种仁慈的独裁者，他所想的只是民众的最大利益，也知道这种利益是什么。然而，在这种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持有大得多的怀疑。他知道不论君主制还是民主制都可能演变为专制暴政，治下的少数派，甚至每个人，都受压迫。至少在这一点上，历史已经证明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因为，特别是那些遵循或自以为遵循柏拉图式理想的制度，一律成为不人道的独裁制，而且在经济灾难中垮台，最近的实例便是以前东欧集团的各国。



 
教会与国家




中世纪时代，出现了另一套思想体系，尤其是基督教的教义。为了表明他们自己的公法，教会的思想家们努力把他们的教义与古希腊哲学结合起来。例如，奥古斯丁（354—430）比较倾向于柏拉图的学说。然而，作为评判国家活动之尺度，他以上帝的意志代替柏拉图的理想。于是，善与恶变成经济活动之中心概念。理论上现实世界应该是上帝创造世界时本来想要它成为的样子。显然，这种说法的乌托邦色彩不亚于柏拉图的理想国。

基督教思想家也采纳柏拉图的阶级社会制度，虽然对各个阶级之构成略有不同。因为只有教士才能明白上帝的意志，一点也不奇怪，这时是教士位于社会的最高层。贵族代替柏拉图所说的军人构成中等阶级，这或许可以视为对中世纪时代权力实际分配情况的认可。只有社会的最低阶级几乎一切还像柏拉图所说的一样，仍然由农民及其他行业的人们构成，虽然国民产值的最大部分都是他们的贡献。

还有经院哲学家，特别是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 1193—1280）及其弟子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他们决不主张无阶级的社会。根据他们的信条，每个人都应当按照其社会地位生活，不过，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近似，他们至少对个人给予略多的重视，因为，在他们看来，个人乃是上帝之启示的直接接受者。因此，民众不必依照国家之目标给他们的行动定向，而是按照他们的良知和教义行动。

可想而知，在教义上据有最高地位的是神法（Lex divina），其次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Lex naturalis），例如，私有财产的权利也包括在内。实在法（Lex positiva），例如纳税的义务，只排在第三位。此外，经院哲学家把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法律区别开来，只有违反前者才真正被认为有罪。所以，经院哲学家不反对有人逃避非正义的税收，因为，在这个例子中，真正的罪恶首先在于征收这种税！

由此可以明白，经院哲学家对于国家之智慧抱有清楚可见的保留态度，认为善良的牧民者不是政治人物而是上帝。他们也不很赞同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享乐主义。只有在用以帮助穷人（或教会）的情况下，他们才同意人们积累任何个人财富。直到现在，认为财产赋有社会义务的观念尚对教会之经济伦理思想有明显的影响。

另一方面，经院哲学家给予劳动很高的评价，强调祈祷与工作（ora et labora）这一信条。民众不仅藉此能确保他们本身的生计，同等重要的是他们因此也得到帮助穷人的财力。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工作本身还具有阿奎那特别强调的价值。因为，即使工作的报酬有限，它至少使人们不致于游手好闲走上邪路。

后来，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韦伯（Max Weber，1864—1920）提出一项著名的理论，认为中世纪时期经济迟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基督教支配的经济伦理。教会对牟取个人利润之谴责阻碍了人们积累任何资本和经商发财。按照韦伯的说法，直到加尔文新教时代，才奠定资本主义之精神基础，经济呈现繁荣增长。因为瑞士的新教创始人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倡导所谓的得救预定论，个人登天堂在其他因素之外尤其有赖于他在世间的物质财富。结果，基于他们热望确保神之恩宠，民众不仅被激发起来艰苦工作，而且努力积蓄，如有可能便通过有效的投资生财。

不过，韦伯的理论是很有争议的；例如，熊彼特对此大为反对，力陈教会也曾颂扬勤勉，而且赞成私人财产。虽然如此，因为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之不幸历史中得知，如果禁止牟利和积累私人资本，不论民众多么艰苦工作也没有用，所以，韦伯的理论还是具有一点真理的成分。时间业已证明，不论是基督教的生活方式或是政府指导，都不能代替这些经济上的驱动力量。



 
重商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重商主义时代，宗教的影响减弱，比较世俗的君主反而得势，特别是在法国，国家增强了对经济生活之干预。太阳王路易十四（1638—1715）的名言“朕即国家”是当时专制主义思维方式的典型，而民众之需要以至个人对自身幸福之追求都相应不受重视。

当时国家的财政主要靠它所征收的高关税，其目的尤其在于防止过多货币流往海外。与此同时，按照贸易顺差的原理，国家鼓励商品出口，以便有尽量多的收入以金银之形式流入国内。首先是对消费品征收很大数量的税费，即所谓国内消费税，这样，国家就剥夺了民众很大一部分收入。除了损失惨重的战争之外，王室宫廷越来越大的奢侈浪费引起国家对金钱几乎无法满足的贪欲。不过，必须指出，在此期间国家也做过某些很有益的投资，例如，把大量资金投入工厂建设以及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德国，多数运河是那时开通的。

重商主义在法国最为昭著，而且迄今尚对法国的经济政策留下它的痕迹。例如，二战以后德国人已过渡到市场导向的和比较自由的经济，而法国以其所称的“计划化”形式保持相对有力的国家干预制度。然而，在17和18世纪期间，重商主义在普鲁士也占优势。德国式的重商主义亦称“官房主义”（cameralism），此词的根源是拉丁文“camera”，其含义相当于王室的财库。甚至如今人们尚称片面地以国家财政需要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为“官房经济学派”政策。

最著名的重商主义经济代表人物是科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不过实际上他对理论分析没有贡献。作为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他把重商主义之干预性经济制度发展到极致，以致后来有时亦将这个时期称为科尔贝尔主义时期。也正是科尔贝尔在法国推行了被称为“平民税”（taille）的人头所得税。但是，情况仍无好转，国家财政一直左支右绌。在凡尔赛宫的费用问题上科尔贝尔终于与国王抵触，以致失意抑郁而死。据说他最后的话是说：“假若我对上帝的贡献像为那个人所做的那样多，我都足够得到两次救赎了。”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敲响了重商主义制度的思想丧钟，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把它连同君主制一起扫除掉了。继之而起的是遍及欧洲几近百年的经济自由主义时代，以前的国家干预改变成了私营企业以及在国内外贸易上的商品自由交易。与此同时，工业革命引起了生产条件的根本变革—资本主义时代遂告来临。

在评价工业化早期的情况时，有两件事不应忽视。第一，国家之几乎完全退出经济管理确实也是对重商主义之泛滥的过分反应。在亚当·斯密所说的竞争之看不见的手运行得似乎近乎完美的时候，人们的欢欣兴奋忽略了纯市场经济制度也有缺陷这一事实。首先是竞争本身经常处于被强大的卡特尔或垄断组织破坏的危险之中，所以有待保护。在19世纪末美国是遭受其必然后果的第一个工业国家，因此制定了竞争规则并建立了卡特尔的管理机构。反之，只是在二战之后，多数欧洲国家才采取了这类措施。不过，我们必须公道地指出，诸如商业法，证券交易的规章，以及德国的民法法典都是自由主义时代产生的。

而且，人们不久就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贸易带来的富裕收益分配得很不平衡。一方面是资本家和企业家积攒了大宗财产。另一方面工人们常常生活于贫困线边缘甚至更差，因为除了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外他们一无所有。当时劳动力供过于求，因此工资很低。在19世纪人口开始激增，这不是自然规律而实际上是医学进步和各国政府的战争意愿减少的结果。青年人在农业部门不再可能找到适合的工作，因而移居城市，以便去新建的工厂里谋生。

这本身本来不成什么问题—甚至如今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还是来自非农业部门、工商业和服务业—但是，为了创造工作职位，人们需要资本，而在19世纪这确实是很稀缺的。所以，从资本中产生的收入高，而从劳动中产生的收入（即工资）低，这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如果没有在普法战争后金融投机时期造成的极高利润，以及从而产生的创造更多资本的诱因，人口之很大部分本来会失业而且根本没有任何收入。那时连政府与工会都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不过，最重要的是，资本家不同于重商主义时代的君主，他们没有把他们的财富挥霍于奢侈品之消费，而是大部分投资于他们的工厂。例如，据说蒂森（August Thyssen）
 

[1]



 竟然非常吝啬，如果乘火车，他从来只购买四等车厢的座位。

到19世纪末工人的境遇已有很大改善。即使其中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已经开始组成各工会，而且国家开始发展社会道德方面的意识，但是主要因素还是由于资本之积累使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增长。若非有了这个条件，本来不可能负担人们现在挣得的较高工资，也不可能逐步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连早期资本主义之最激烈的批判者卡尔·马克思也会同意这一点。诚然，他相信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其内在的矛盾注定要灭亡，但是，他仍将关于此后的无产阶级专政之设想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果实上面，断言资本之积累会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人都会享有高水准的生活，而且工作时间将减少很多。

自然，马克思所忽略的是共产主义制度难免破坏资本之积累，因而毁掉它本身的经济基础。虽然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也曾投资大量资金，但是只按照政府指令进行操作而缺乏竞争之引导作用。结果造成投资失误，管理不良和官僚主义，先是将这些国家拖入经济困境，最后使其陷于政治破产。所以，社会主义还可以被解读为国家干预经济之钟摆摇荡向另一极端的表现，这是对无制约的经济自由主义泛滥的一种可以理解的、然而却是错误的反应。



 
奥尔多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




以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和伯姆（Franz Böhm，1895—1977）为中心的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针对这种泛滥过分的表现提出了另一套对策。这个学派是一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他们在1930年代讨论，一旦国家社会主义之狂热结束以后，德国经济可能如何发展的问题。他们以亚当·斯密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为理论上的出发点。

欧肯及其追随者毕竟亲眼目睹过20世纪前半叶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实践经验，这也构成了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根据。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尤其是在国家社会主义期间，国务与经济越来越沆瀣一气，政经不分，在实践中和经济上都造成了骇人的后果。因此，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确信，一部以自由原则为基础的宪法是与自由的经济制度分不开的。

与古典学派不同，奥尔多自由主义者力主必须把私营竞争置于有管理的框架之内，指明可以在其中进行竞争的限度。实际上“奥尔多”（ordo）一词的意思是秩序，这正是是奥尔多自由主义的目的所在。虽然他们不认为国家应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然而他们认为国家应提供一个法律框架，所有的企业和住户均应遵守。这样一来，自由经济活动的优势便与国家的某种监督功能之必要性结合起来。

欧肯在其1952年出版的著作《经济政策原理》（Die Grundsätze der Wirtschaftspolitik）中最详尽地阐述了这个管理框架，其中他把市场经济之七条构成的原则和四条管理的原则区别开。这些构成原则规定管理的基本框架，即市场力量运作的基本规则，而管理原则是由国家为了纠正某些市场后果应当采取的措施所构成，这是由于纯粹的竞争具有某些缺点而必须规定的。

简而言之，欧肯的构成原则要点如下：作为经济制度根本原理的竞争机制；自主的中央银行所确保的货币稳定；无限制的市场准入（尤其对外国供应商）；私有财产权；契约性的自由；问责的经济决策（尤其是通过损益盈亏的奖惩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上的一贯性。最后一点不仅涉及防止周期波动，而且首先是国家不应该经常改变其立法这条原则。要知道，经常改动游戏规则是没有道理的，否则的话，以竞争为导向的市场最后会变成计划上的武断和不确定。所以，奥尔多自由主义者还要求对国家的办事作风规定明确的原则，政治上的多数派不得随心所欲轻易背离这些原则。特别是市场经济之构成原则不可触动。因此，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往往被指责为有些教条化。

欧肯的管理原则适用于国家的以下四项纠正措施：通过对垄断组织之监督及卡特尔法规保护竞争；按照社会准则对市场上取得的收入作有限度的重新分配；就生态商品之类的问题而言，如果市价不反映实际的经济成本则予以纠正；以及在某些市场上对供给方的非正常反应所采取的种种纠正措施。

欧肯并未以这些问题作为政府制定无所不包的结构性政策的辩护理由，但是他也充分现实主义地认识到，平稳运行的市场机制中也有可能发生种种例外情况。其实，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就是奥尔多自由主义的特色之一，首先使它不同于新古典学派的抽象模型。它何以对实际的经济政策，尤其在战后的德国，起到如此明显的影响，这将成为主要的理由之一。

就实际情况来说，奥尔多自由主义决不是一种妥协的主张。欧肯相信，由于各种不同的市场互相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对市场的结果采取有选择性的干预注定会失败，因此，他明确反对那种在市场作用与国家作用之间不划清界限的“企图走中间道路的经济政策”。我们或许能以水管相互衔接的物理现象说明这点。如果我们压低一条水管的水位，相连的其他一些水管的水位必然升高。同样道理，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只能以巧妙的管理框架对其施加影响，而不能老是采取新的个别性措施进行干预。这就是奥尔多自由主义所根据的现实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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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森（August Thyssen，1842—1926），德国工业家。1867年以后在鲁尔地区发展矿产、冶铁和机械工业，组成垄断联合企业“蒂森康采恩”。




第二章








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




 
“第三条道路”存在吗？




民主政治意味着民众之治理。对我们来说，如今这已成为政府的自然形式，而一向专制统治的东欧此时已采纳了这个形式。即使如此，不少人还是弄不明白，诸如决定物价和生产这样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应该留给市场之无名机制来管理。经济事务也实行民主化岂不更好吗？除了显然业已失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外，难道没有其他道路可行吗？

早在1930年代，有些经济学家就努力阐发一种从民主角度讲更具合法性的经济制度。当时，尤其是奥地利新古典学派的主要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以其1922年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纯粹计划经济之不可行。此时在美国大学授课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skar Lange，1904—1965）和俄国出生的经济学家勒纳（Abba P. Lerner，1903—1982）阐述了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预设企业之国有化及按成本价出售产品。虽然产出是由需求所决定，但是国家将实行严格的干预，使国家有可能间接影响价格的形成。这样一来，此模式企图将分散化的生产组织之优点与政府决定产品结构之目标相结合。

因为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答，市场社会主义主要还是理论概念。一方面，它设想公营企业应该以仅足以支付成本的方式从事经营，另一方面，产出又要按需求决定。至于在缺乏盈亏损益之刺激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却从未得到解释。相反，企业谋求效益之努力不久就变成管理失当和官僚主义盛行，却是十分可能发生的情况。

兰格后来在波兰政府担任经济部长，连他本人也没有成功实现他的模式。虽然他曾建议在中央计划经济机关为他的对手米塞斯安置塑像，“以便经常提醒我们必须有正确的估算，”但是他的政策最后还是沦为行不通的计划经济。

在1960年代，前南斯拉夫试图建立工人管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引起了很大轰动。企业由受雇的工人们接管，他们负责决定投资和生产结构。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这个“第三条道路”，初期的欢呼声沉寂下去之后，这个模式也告失败。主要的问题之一在于企业的投资不足，因为工人们宁愿将获取的利润用于增加工资或支付股份利润，而不愿投资于不确定的未来。当工人离开他所在的企业时，不能带走他的那份资本，这也不起好的作用。此外，在许多场合，企业都不愿意招收新工人，因为“工人资本家”们不想让那些未曾参加创办企业的新的同事分享他们的利润权利。所以，许多新的投资项目靠借来的资本，亦即银行贷款来融资，而归根结底，正是各银行而不再是工人们对企业的经营有最后决定权。

德国只在二战刚结束后出现过经济民主化的问题，连中产阶级主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都在他们当时的党纲中欢迎主要企业的国有化。然而，在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市场导向经济体制大获成功以后，很大部分人都受益于1950及1960年代的经济奇迹，人们也就不再谈论这种民主化问题了。

只是在1970年代初，关于市场经济之民主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在德国才再度兴起。在国家怎样才能对组织生产之方式施加更多影响，同时又不必损害市场导向的制度这个问题上，人们利用“政府控制的投资”这一时髦的用语，提出了若干建议。吊诡的是，偏偏是市场经济之成功引发了这场争论，因为，与先前不同，这时遭到批评的却是这个经济形式所产生的商品不是短缺而是过多。一方面大量生产诸如电动煮蛋器和彩色男衬裤之类多余的东西，另一方面，幼儿园、学校和大学却不足，难道能说这是合理的吗？人们谈到有些不当压力促使消费者花钱，以及广告的有害影响力引诱民众购买浪费的奢侈品，如果更仔细想想，他们实际上根本不想要这些东西。新兴的环境保护运动也为支持政府控制的投资提供了更多的论据。



 
劳资双方共同决策制




其实，这场争论中涌现的是在1930年代讨论市场社会主义时业已提出过的同样的论据和反论据。至少就控制投资而言，讨论这个问题在政治上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在此期间，民众的注意力日益转向一个已经变得迫切得多的问题，即失业现象的增加。不论失业的人或是担心失业的人，他们关心的完全不是彩色衬裤之生产是否合理之类的问题。

不过，从1972年修订当时已有20年之久的“工厂基本法”（Betriebsratsgesetz）开始，这场争论最终还是加强了德国工人在各企业中的参与权利。即使在这个法案的1952年的原来版本中，业已规定联合股份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应该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属于工人之代表。在此法案修订之后，凡雇工五人以上的公司，不论其法律形式，如果雇工要求的话，也必须成立工人委员会。从此以后，公司内的工人对于运作与决策程序已经拥有直接发言权。这点尤其适用于工人的雇用与遣散，但也适用于个人职责范围与类别之类的组织性事务。

在德国，工人委员会不得参加工资谈判，因为这些谈判要留给各工会与雇主组织来进行，不被视为个别公司与它们的职工的任务。即使像大众汽车股份公司（Volkswagen AG）这样的大企业缔结本公司的工资协定时，它也必须与工会谈判，不能以本公司的工人委员会作为谈判对手。

经过长期的争议讨论之后，1976年通过了大型联合股份公司的“劳资双方共同决策法”（Co-determination Act）。此后，雇工如股东一样，在管理委员会内有相同数量的代表和相同的权利。但是，在经理与雇工双方代表的投票数相等而又必须作出决议的时候，管理委员会主席之投票按两票计，因而能起决定性作用。

因为法律规定管理委员会主席总是必须来自经理方面，事实上代表权并非真正对等。这就是此法案与1952年已正式通过的煤炭钢铁行业大企业所实行的法案之间的基本区别。后者不规定具有两票权利的主席，而由一名“中立人士”参与，他通常是由雇工与股东之代表联合选出的。所以，就雇工之对等的代表权而言，1976年的“共同决策法”尚较1952年的煤炭钢铁企业法案略微落后。即使如此，如果发生股东们不能同意的罕见案例，在所有的大型联合股份公司里， 现已能听到雇工代表们对公司政策的意见。而且，他们现在总是通晓公司的重要事务，而且能直接向经理方面提出他们的想法。

1979年，雇主们反对采纳“共同决策法”的斗争在联邦宪法法院上遭到决定性的失败。此后，在此问题上的争吵自然已大致平息。实际上，实行“共同决策”（Mitbestimmung）的公司与它们以前的情况没有很大区别，这几乎是不足为奇的。毕竟，对于公司重要事务的决策，有一个比管理委员会有力得多的强制因素，那就是市场。在竞争之条件下，一个企业不可能牺牲利润原则而支付过多的工资，也不可能准予日后无力筹资的社会福利。在管理委员会中连雇工的代表们都很快理解了这一点，结果有时遭到工友的指责，说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思想上变得同资本家臭味相投了。

我们从共同决策制得出的经验显示了经济决策民主化之企图必然出现的一些基本问题。说到底，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是不可能的，对企业而言也不例外。因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需要做什么事情，民主决策的余地很小，所以，双方都必须经得起市场竞争，否则就得想方设法规避市场之要求，例如在企业必须关闭时勉强支撑，或准予雇工享有超过正常标准的高福利。然而，只有在企业拥有垄断地位，或得到国家补贴时，才能做得到这一点。这两个作法都是与市场竞争不符合的。

我们在这里简短回顾一下实行共同决策制的德国煤炭钢铁企业之历史。自从1960年代以来，德国的采煤业就不再可能赢利。虽然其他国家还能露天开采，在德国较易开采的地下矿层早已告竭，现在必须掘进到1 000公尺以下。早在1990年代，德国的采煤成本就比世界市场价格高出三倍。

情况尽管如此，雇工与股东双方的代表们仍千方百计设法为煤矿通过更新的补贴资助。这些补助总计已达千亿欧元以上，但是谁也没有停下想想德国的采煤业是否还会恢复竞争力。假使将同等数量的资金投资于有竞争力的企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无疑会比人为地维持采煤业多得多。不过，事实是那些就业机会缺乏任何政客游说集团的支持。



 
阿罗（Arrow）的表决悖论




不消说，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也导致补贴资助之行使不当。大公司不论何时陷入困境，很快就会有政界人物出面要求挽救这个公司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如果政府准予任何援助，有关的工人们当然会十分感激。另一方面，这笔援助费用由不具名的纳税大众分担，因而批准此举的政界人物没有什么风险。人们也不能将他们的纳税负担归咎于补贴任何一个特定的公司，不论他们的总负担变得多么沉重。

经济学家经过很长时期才弄明白这些政治机制的运作。迟至196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尚以为政界人士总是最先考虑民众。所以，过去许多政治经济学者相信，他们的社会任务仅仅在于为政界人士提供正确的政策方针，以便后者能够达成其政治目的。经济学家将这些政治目的本身当作他们的工作的民主合法性的基础，而他们所起的最大限度作用在于为政界人士估计其经济决策会有什么代价。

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政治上的许多错误决策令他们警觉起来，经济学家自身开始分析研究政治上的决策过程。由此兴起了“新政治经济学”之专门领域。现在政界人士不再只是被视为用心良好的公共利益保卫者，而被视为主要目的在于竞选连任的自我主义者，不管这对民众实际会有什么好处！

利润最大化的公司形象又加上选票最大化的政治家形象。自从亚当·斯密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如果制度的基本结构是正确的话，各企业的牟利动机也有利于一般公众。但是，哪里有看不见的手保证促使政界人士的自我主义动机也有利于公益服务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必须首先搞清楚，怎样才能最好地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最明显的答案是，它符合民主合法的政治目的，因而它是由多数人的意志所决定的。不过，不幸的是事情并非这样轻易简单。

一位名叫阿罗（Kenneth Arrow，1921年生）的美国青年经济学家在1951年就此课题发表了一篇博士论文，使他立即成名；他的工作于1972年荣获了诺贝尔奖。阿罗证明，从逻辑上讲，社会不可能以任何投票表决的方法在多种选项之间作出选择，又不导致部分地违背各个选民所表达的对各选项的偏好。这也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或简称阿罗的“表决悖论”。阿罗对其理论的求证有些复杂，但是他的基本观念可以通过简单的例子证明，犹如法国社会哲学家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在1785年已经做过的那样。假设有一个家庭，它要按照民主的原则决定究竟应该购买一条狗、一只猫、还是一只鹦鹉，但是每位家庭成员有各不相同的偏好顺序，其情况可列表如下：

父亲：狗＞猫＞鹦鹉

母亲：猫＞鹦鹉＞狗

孩子：鹦鹉＞狗＞猫

不论最后买到哪个动物，家庭中多数人总是会不满意的。如果那个家庭买的是一条狗，母亲与孩子会失望，因为他们都更偏好买鹦鹉。如果那个家庭买的是一只鹦鹉，父亲和母亲会不满意，因为他们都更愿意买猫。但是如果买的是一只猫，问题也没有解决，因为父亲和孩子都更愿意买狗而不是猫！这样，我们便陷入无休止的循环论证，不可能以多数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

阿罗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即使就理论而言，也不可能只靠民主投票表决的办法规定什么是公共利益。不仅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如以上例子所示的矛盾的表决结果，还可能有其他危险，特别是对少数人的压制。

对比之下，在市场上每个消费者对他愿意消费的商品都具有自由选择权，无须取得别人的允许。这只是因为市场是一种不具名的机制，在竞争的情况下不可能受到操纵，在某种意义上它比政治上的投票表决制度更民主，不论那种表决制度可能设计得多么巧妙。

显然，不可能每一个问题都通过市场来解决。再以上述的简单例子来说，有可能狗、猫和鹦鹉不和睦共处，或是那家的经济能力只允许购买一种动物。在这个情况下，除了投票表决外别无其他办法，正如将公共投资用于建设水坝抑或用于增强国防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尽管如此，每当有可能按照市场的办法处理经济问题之选择的时候，总是对根据多数表决的政治解决办法给予优先考虑。

就经济政策而言，这就是说，民主的合法性首先指的是建立一个管理框架，个别问题的决策均不应超出这个框架。例如，一旦人们认识到各企业在竞争制度下比它们接受补贴时将达到更好的成效，就应该断然禁止补贴。而且，即使从保持就业的肤浅理由来考虑，实行补贴似乎在政治上合乎时宜，也不应允许例外开禁。要知道，不可能同时确定规则和游戏之结果！不幸的是，在政界人士之间，这个倾向颇为强烈，他们一般只着眼于重新当选，在出现具体问题时便不顾这条原则。

作为预防性措施，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 1899—1992）主张建立两院制政体。上议院的任务是规定基本的管理框架，而且保证此框架是长期依法决定的，必须遵守。另一方面，下议院只应处理日常事务，而且遵守上议院所确定的管理框架。在这样的政体下，自然很难为了短期的竞选利益而破坏业已长期证明对全体民众有利的诸项原则。

此一管理框架之制订应该尽可能与当前的事务无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有势力的利益集团坚持他们的短期自利动机。在理论的理想情况下，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要促成这一框架的建立，即使他们对于在这个社会中可能占有的具体地位毫无所知，甚至没有任何想法。对于保证公平有效的规则之长期形成而言，这大概是最可能的途径。人们也将这个所谓的“无知之面纱”视为公正决策的先决条件。

从重商主义时代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和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直到1960年代又提起这种思想的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2013，1986年获诺贝尔奖）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1922—2014），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传播有长期约束力的自愿性社会契约之观念。当设法将这种观念付诸实践时，便会产生各种困难。当然，实际上我们都相当了解我们处于哪种具体的社会环境，因而哪些规则会对我们个人最有利。这就是说，当我们同意某些规则时，其实我们已经身在其中！况且，对于通过采取有长期约束力的立法限制他们未来的决策范围，在职的政界人士没有很大意愿。

即使如此，在某些问题上业已达成对于这类限制的协议。实例之一便是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问题，这条限制已为多数工业国家所采纳，而且，就欧洲中央银行而言，也已经达成同意。在这里，为了不危害物价稳定之目标，自觉地排除了日常政治对金融决策之影响。另一实例便是参加货币联盟的各国已采纳的稳定公约，规定它们必须将政府债务限制在某一种程度之内。

我们本来不难再前进一步，例如，同意一般禁止实行补贴（或许辅以一些明确规定的特别章程），或者是同意制定各种最大限度的限制，用以约束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公费开销所占的份额及公民个人的税收负担。在理想的情况下，还有可能制订某种支配经济政策的立法，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原则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改变。至于政策制订者是否会凝聚力量通过这种立法，尚有待观察。



 
“财政联邦制”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吗？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使谋求选票最大化的政界人士行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他所代表的民众的实际利益。蒂布特（Charles Tiebout）于1956年提出这个办法，而且已经以“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的名称付诸讨论。蒂布特主张，国家的各项任务不仅交由一个中央政府、而且交由几个有竞争力的区域性当局分担。除了美国以外，德国和瑞士都是这种联邦制国家之实例，州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治国。其实，按照蒂布特的意见，连市政府实际上都可以相互竞争。

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相较，在联邦制下公民们有多得多的可能性在政治舞台上表述他们的优先选项。他们不仅有投票的民主权利，而且还有移居另一区域的可能性。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将这两种约束机制醒豁地称为：“退出与发言权”（移居与反对）。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比中央政府更为勉力，尤其是更多考虑少数人的利益。此外，蒂布特的联邦制度有可能使具有相同利益的民众聚合在一起，较之由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更能促进公共物品在供需之间更好的匹配。例如，有些地区允许民众养大狗而其他地区不准。根据民众是否喜好养狗，他们在确定住所时便可以在这两者之间选择。

财政联邦制的批评者指出，相互竞争的地区政府最终会落得“竞相触底”的危险，也就是说，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企业到他们的地区去，各市长之间会出现不断降低税率及社会标准的极有害的竞争。对此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如果没有税赋收入，也就没有公共服务之提供。所以，每个地方政府都会努力实现税收负担与基础设施提供之间的最佳平衡，而这正是联邦性竞争之目的所在。虽然因为政界人士不是企业家，他们之间的竞争决不会进行得像企业间的竞争那样好，但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相比，不论就效率或民主合法性来说，联邦制无疑都具有明确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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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场经济的社会问题




 
从“煤矿工人的小钱”到福利国家




市场经济常常遭到只对强者有利的指责。成功的企业赢利丰厚，努力工作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一般能够指望高水准的生活。但是，那些经不起竞争的弱者会怎样呢？那些不再可能达到市场对他们的要求的老年人和病残者又会怎样呢？一名仅在抚育子女方面已竭尽全力的单身母亲该是如何谋生呢？

我们不应错误地以为这类问题只发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正好相反，无论现行的经济制度是什么，它们普遍存在于每一社会中。连古代希腊罗马都不得不对付这类问题。例如，古希腊人为战争受害者设立公共救济基金，鉴于当年各国的好战状态，此乃他们迫切所需。那时还有专门为穷人看病的大夫，其费用从富人出资的特别医生税中支付。连失业者都得到少量的实物救济和有限的财务支援。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制度下奴隶却比较好过，因为他们是主人的财产，主人自然要关心他们的健康，保持他们的工作能力。

我们甚至能将私人保险的萌芽也追溯到古代。例如，人们可以加入一个殡葬协会，它为他们死后营造坟墓，甚至在必要时提供孤儿津贴。不过，只有到一定年龄才能参加这种安排，而且，必须证明自己身体健康以免被拒。显然，这些都是很原始而且不完备的社会保障形式。

在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早期，人们还不像现在这样为社会问题煞费周章。那些不能自力谋生的人们不是依靠家庭就是仰赖某个慈善组织。这些组织具有受教会影响的长期传统。在中世纪主要是寺院照料穷人，包括诸如日耳曼“施洗的约翰团”（“Johanniter Bund”）之类的修道会，主要是看护病人的。那时有一个基督教公共慈善组织“博爱会”（Caritas），其经费不是来自当年的税收，而是靠会员的自愿捐款，即所谓“虔信储金”，而捐赠者因此而蒙允赦罪。当时只有很少的城市医院，而且大多管理不良。

十九世纪中叶的“红十字会”是一个例外，其创始者日内瓦人杜南（Henri Dunant，1828—1910）是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人。在法国对奥国作战的索尔弗里诺（Solferino）战役中，杜南目睹惨况受到激发。著名的红十字会旗与瑞士的国旗相同，只是将红白两色调换过来。



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之后，社会保障之第一批合作组织开始活动。尤其是煤矿业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因为下矿井有危险，而且往往远离各居民点。起初，那些社会福利靠矿工们的自愿捐助筹资，后来靠定期的分摊费，即所谓“煤矿工人的小钱”。其实，德国煤矿业之社会保障计划至今仍由独立的组织，即所谓“矿工联合会”（Knappschaft）掌管。

然而，19世纪也有一些大企业，诸如“克虏伯”（Krupp）等，实施公司的社会政策，在当时堪称典范。毋庸赘言，这些政策往往主要不是根据社会的理想，而是出自保留劳动力之需，最重要的一点更在于抵挡工会方面的压力。不过，必须指出，总的看来，当年的劳动条件确实是不可忍受的，人们每周不得不工作80小时或更多，而雇主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工时制正是防止人们酗酒或干其他坏事的一种措施！连儿童有时都不得不每天在工厂里劳动14小时，直到1839年才有了诸如普鲁士儿童保护法案之类的政府立法，对这种工时规定最初的限定。同样，这种立法主要不是出于慈善的动机，而是由于担心这样的苦工有可能损害儿童们日后服军役的能力。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各国政府逐渐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事务。还是一样，其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革命和社会不稳定之担心。在1919年曼彻斯特工人起义后，1920年英国政府允许各工会组织恢复活动，而且通过了新的工人保护立法。普鲁士政府于1849年首次试图设立公共疾病保险基金，毫无疑义，这也是对于诸如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及1848年革命之类事变的反应。其实，政策制订者毫不讳言他们的动机。在创立普鲁士社会保障制度伊始，德皇威廉一世（William I）在1881年的公告中公开提到“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叛乱”。

如今德国国民保险的基础是俾斯麦（Bismarck，1815—1898）的社会立法所奠定的。俾斯麦的首项措施是1883年推行的疾病保险法。继之而来的是1884年的意外事故保险法及1889年的老龄及病残保险法。不过，当时尚不存在失业保险，它只是在1927年作为一项政府垄断保险而设立。

直到比较晚近的时期为止，国民经济学家对社会政策问题尚无系统的论述。古典学派主要关心的是增加经济荣景和保持充分就业。连被称为二战之后德国经济奇迹之父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都以为，随着民众变得越加富裕，社会事务就会变得越是无关紧要。然而，这点业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在每个工业国家内，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性支出的份额，亦即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社会福利的份额，都已有显著增加。虽然在1960年社会性支出大约只是22%，但是到1975年已升至约占三分之一，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只有少量的波动。



于是，一方面，如今民众从某种程度的社会保障中受益，这是在19世纪想不到的。在德国，除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险，诸如疾病险、失业险和退休金之外，还设立了一种新的强制性护理保险，而且社会福利一般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另一方面，这种高度社会保障已经导致税收和社会捐款之日益沉重的负担，因为这些福利显然必须以某种方式偿付。如今，德国政府用于自身的支出几乎达到了全部收入的半数。除了国民保险方面的服务之外，政府还要为诸如煤矿业等无竞争力的企业发放大量补贴。在廉价住房、对农民的补贴以及许多其他事项上也要筹资。有些人可能觉得，国家如此有力地影响经济是一件好事，但是其他人可能表示反对—无论如何，19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很少管这些方面。

在过去，主要的目的在于保证民众能应付生活中最严重的风险，尤其是工人，他们实际上不拥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依赖的私有财产。此外，那时急需提供合理可行的劳动条件，以及对付剥削或任意解雇的最低限度的法律保护。在国民经济学者之间，特别是建立于1872年的“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包括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和瓦格纳（Adolf Wagner，1835—1917）等著名经济学家，为上述措施进行了游说活动。不过，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有限，而且不久就被贬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当今，“社会政策协会”成为讲德语的经济学家的主要团体，每位有成就的经济学家都参加其会议。长期以来协会已将其研究范围扩展到经济学的一切领域，而且变成讨论的讲坛，社会政策只是其中的讨论焦点之一。

关于如养老金计划应如何筹资，或疾病保险计划应如何组织，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问题，现在我们所知较从前多得多。许多经济学家也用了很多时间仔细思考，在不损害竞争或现有的工作诱因的情况下，最好应该怎样援助穷人和失业者。然而，此项研究迄今尚不成系统，不是社会政策的完整理论，根本比不上例如在货币政策上的理论知识。所以，我们不得不只限于扼要重述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相当可靠的论据，同时添加一点我们自己的看法。



 
有没有最佳的政府支出率？




让我们先谈一个明显矛盾的事实，随着经济日益繁荣，公费保障的规模并未减少，正好相反，它已不断扩大。在更深入的考察下，这也不像艾哈德或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出乎意料之外。显然，对多数民众来说，社会保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换言之，这是一个随着收入提高，其需求会超比例提高的问题。如果民众像二战结束后的德国人那样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大概会首先全力争取一定程度的经济繁荣。要知道，政府如果不想从一开始就抹杀民众的一切工作动机，或将他们推入社会困境，它就不能把民众收入的一半作为纳税或社会捐款而扣除。由此可知，当年德国政府放松物价管制与市场管制，将国民分摊的负担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以便首先加强民众的工作意愿和市场动力，乃是明智与正确的政策。

民众接受随着这一方针而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在继而出现的经济奇迹中，那些有干劲又有一点必要的幸运的人士能够先富起来。虽然其余的人口也从经济繁荣和充分就业中受益，但是就他们的相对收入而言，他们却比那些更为成功的人士差得很远。当时的税法对这方面也有助长作用，因为各企业若留存利润而不分配给它们的股东则可抵税。换言之，那些立即将其利润再度投资的企业得到奖励，而这导致了一种特别片面的财富分配。在196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克雷勒（Wilhelm Krelle）所作的研究引起了轰动，因为他声称70%的德国生产性资产掌握在只占1.7%的住户手中。然而，克雷勒只计算了全部资产的一小部分，尤其是理应主要属于业主的各企业之资本。

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民众逐渐改变了他们关心的焦点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出乎预料地有些东西要保护，即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许还有一所他们尚未付清的住房。患病，失业，甚至家庭“顶梁柱”的死亡都不被认为会危及人们业已设法获得的东西。此外，由于战后高增长率的结果，人们即使没有增加工作时间，甚至其工作时间还有所减少，却已经习惯于收入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提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社会福利的分摊额也必须自动与指数挂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出现任何危机时维持业已达到的生活标准。

政界人士却过于自鸣得意而未觉察在多数民众中关心焦点的这个转变。我们不要忘记，在民主制度下政界人士只有在他们，尤其是对普通民众，“有所作为”时才能成功。早在19世纪，特别是根据政府的越来越多的各种社会责任，瓦格纳（Adolph Wagner，1835—1917）曾草拟了一项法律，要提高政府支出在国内产值中的份额。瓦格纳常常因为他的法律证据有点薄弱而受批评，但是，各工业国政府预算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已证明迄今他还是正确的。







诚然，为了减轻低收入者的某些负担而增加对高收入的课税，这个主意似乎很不错。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最有社会意识的约翰·穆勒业已倡导大力推行激进的遗产税。然而，二次大战以后，政府支出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至不得不从中等收入的纳税中筹资，而且最终连低收入的税额也相当沉重。所以，实际上普通民众自身正在为他们从国家得到的社会福利而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由于高度通货膨胀，即使实际上没有人提高税率，税额也开始自动上升。原因在于税率是累进的，这就是说，处于低收入段的民众纳税占20%，而高收入段的民众纳税明显超过50%。随着收入增加，越来越多的民众被列入更高税额的收入档次。然而，这些名义收入的提高基本上是货币贬值的反映而无其他意义，因而只是税收增加而实际收入并未相应增加。因为当时很少有人真正看到这种所谓“冷累进”的效应，起初，人们对这种税额增加并未进行强烈抵制。

其实，水涨船高，不难理解，随着税额增加，民众对国家支付的社会福利也有更高的期待—这真成了恶性循环！几乎谁都不明白，他们现在接受的诸如住房之类的补贴和福利相应地体现为每个人所承受的高税额负担。而那有什么要紧？在这类情况下似乎要付费的总是其他人而不是自己。只有公费开销的总额才显示出，在那些表面上正在受益的人们中，许多人实际上也必须付费。

在经济学上，这类矛盾的情况被称为道德风险问题。有些做法起初可能似乎对于个人有利，但是最后还是有害的。因为人人都效此而行，总的来说，最后的结果将对大家都不利。我们暂且考察一下国家如何为公共保健事业筹资。极而言之，实行向病患者提供免费医药的制度，而成本从保险缴款或赋税中开销。其结果将是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医疗服务，例如，太多过大剂量的处方，医生接诊人数相对较多，而且，若有疑虑，人们宁愿多作一次而不愿少作一次透视或心电图检查。那些不相信这点的人可以检查一下他们的药柜，看看其中有多少药很少用过或根本不用。

在这种制度下，谁也没有兴趣注意成本问题。不但不直接付费的病患者不去关心，而那些因病人愈多而挣钱愈多的医生们也不会关心。即使最后人人都在抱怨保险缴款太多或纳税过高，但是没有人会采取比以前更有成本意识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主要减轻别人的负担。换言之，这里出现的是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

这是把一个人的费用转嫁到所有其他人的制度。这种休戚与共的制度之任何类型都会产生上述问题。连私营保险公司也不得不设法应付这个问题。这个情况类似于自助餐店，人们在那里可以随意尽量多吃，但餐费固定不变。参加过这种自助餐的任何人都会注意到，许多人尽可能地多吃，结果是将提高大家应付的自助餐价格。反之，如果每个人必须为个人所吃的那份付费，有些人很快会明白，他们毕竟不是那么饿。

这也不一定是说，原则上应该取消某些服务业中的休戚与共的财务制度。但是，这种制度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组织方式。甚至只要病患者为他们造成的成本少量缴费，这种制度都可能运行得很好。例如，许多国家现已实行无薪或半薪的病休日，随即出现人们登记的病假天数突然大幅度减少的许多实例。如果病人就诊或买药时必须直接付费而不是通过日后多缴的保险费支付，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许多私营保险公司规定，如果其投保人某一年内只要求很少的甚至根本不要求任何服务，公司还向其投保人的缴费提供偿付金。

显然，如果要保留休戚与共的基本原则，那么，必须很仔细地考量这类措施隐含的社会影响。事情不应发展到如此的程度：人们为了财务上的理由而开始延长他们的病期，因为最终这只会增加全部成本。此事需要对于有关保险条件的高度洞察力和应变力。然而，从许多国民保险计划的历史来看，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一切都免费提供的话，成本将暴增起来，而且谁也不乐意长期承担因而产生的纳税和缴费负担。

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但是像荷兰或法国等地也是这样—在1980年代中期政府支出明显升到50%以上。其实，对许多人来说，社会福利如此慷慨优厚，以致根本不再值得去工作。在荷兰的一千六百万人口中，一百万以上的人由于健康欠佳而提早退休。其他国家如奥地利或德国，宁愿让较老的失业者提早退休而不让他们有更好的机会找到工作。

这种福利国家政策的另一面便是赋税与缴费的负担变得如此沉重，以致妨碍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由于高额补贴那些不再有竞争力的经济部门，这个问题更加恶化了。即使在这类补贴之下有些就业岗位无疑得到挽救，归根结底这些成本不得不由较健全的经济部门来负担，从而使那些部门失去经济动力。所以，只是根据很肤浅的观点才能说这些政策是关心社会公益的。结果，每个人基本上正在利用其他人为自己服务，因而引起的市场力量之削弱，这显然是欧洲失业率上升的部分原因。

就国内产值中政府支出应占的最佳份额而言，根据某些经济研究结果之估算，应该是在25%—30%之间。然而，各个国家情况差别很大，谁也不能规定各国都适用的最佳政府支出率。把福利之提供组织得尽可能有效，而且能建立在财政上长期持续的基础上，这是意义更大得多的事。最重要的一点，必须防止道德风险问题导致公费部门过分扩张，结果损害作为经济繁荣之基础的市场动力。



 
社会政策之“魔怪三角形”




自从二战以来，德国的经济制度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这一词语的创始者为米勒—阿马克（Alfred Müller-Armack，1901—1978），他原来在明斯特和科隆任大学教授，后来在经济部任国务秘书。他对社会市场经济之理念贡献颇大。与以欧肯（Walter Eucken）为首的弗莱堡学派思想相较，米勒—阿马克的模式对社会政策方面更加注重。所以，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往往对它有某种程度的保留，甚至不信任，在前一节中所讲的发展情况无疑也助长了这种看法。

其实社会政策根本不是制订简单漂亮的解决之道的领域，如经济学家一般所希望的那样。因此，事情不是更好办一些，相反，往往不可能避免在众多弊病之间权衡择取。在这种情况下引起的目标冲突被称为社会政策之“魔怪三角形”。

我们以能满足失业需要的保险问题为例。在大多数国家里，失业者起初会得到等于其原先工资之某种百分比的救济。这些救济满期后，他们将从税收中得到支持，虽然比率降低，而且视他们的实际需要而定。人们有资格得到这种转移性支付的期限及所得数量，各国的规定大不相同。对于要求失业者找到新职的努力，各国也有所不同。原则上可以区分出三种基本思路，它们也适用于其他的社会政治语境。

在欧陆各国，一般认为重要的是为失业者提供尽可能最好的保障。有效期限相对较长，救济金可能高达原来净收入的70%，而且对于觅职者的接受再培训意愿或接受薪酬较差工作之要求，规定不是很严格。作为最符合社会民主思想的解决方案，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具备某种合理性。显然，其优点在于对觅职者有利，但是对经济整体而言，它意味着在转移性支付形式下的高费用及长期失业。

在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政策制订者采取了不同的方针。这些国家将转移性支付削减至最低限度，而且在相对较短的时期之后全然终止。它令受惠者处于相对较短期间谋求新职的强大压力之下。这个方针被称为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其优点在于一般公众不致付出太高代价，而且对人们有强烈的工作激励作用。但是，这对个人而言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实际的困境，甚至沦为罪犯。

第三条思路则是例如瑞士及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实行的所谓保守主义方针。在实行比较宽松的转移性支付的同时，还有防止滥用的严格管理，而且严格要求觅职者接受再培训，令他们经常作好准备接受即使薪酬较以前的工作为低的新的岗位。这一解决方案为个人提供高度的社会保障，但是力图将费用控制在某种限度之内。其缺点在于它实际上是颇为官僚主义的办法，令觅职者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极而言之，它甚至等于必需工作的普遍义务。

如果我们将这三个解决方案比作社会政策之“魔怪三角形”的三个角，在这三个极端之间寻找有效的折衷办法是有意义的事。即使是这样，在纯学术的角度上看，也不可能规定严格意义上的最佳办法。这种想法注定会失败，理由有二：第一，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因而不可能规定通用的最优方案。第二，价值判断及社会政治立场在这里起重大作用。根据人们对各种方案之优点与缺点的不同重视程度，他们将设计出不同的制度。因此，经济学家的工作不过是指出各种不同的目标之间的冲突，而且提出一些办法，使这些冲突至少能实际上保持在某种限度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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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征税与公平




 
什么人应纳多少税？




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国家的财政主要靠关税收入。相比之下，除了临时性的“战争捐款”事实上可能很高之外，一般性税收当时并未起这样重大的作用。然而，在经济自由主义时代大幅度降低关税之后，国内税收变得对政府财政更为重要。越来越多地，人们认为应当根据不均的收入分配情况课税，即高收入者应较低收入者缴纳更多的税款。尽管如此，与今日的税率相比，那时人口的全部税收负担低得出奇。甚至晚到19世纪末，例如，普鲁士的最高税率共计仅4%，而且需要纳税的起征点只在相当于现在约五万欧元的收入以上。

如今，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高收入者应当超比例地纳税。如果某人的收入为邻人的两倍，他不仅要纳两倍的税，甚至可能多达三或四倍。由于净收入间的差别小于毛收入间的差别，实行这种累进所得税的结果已经减少收入上的相对差距。因为对收入课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社会更平等，这一结果是完全符合意图的。

其实，为累进税制提供确切的经济正当性理论并非易事。在18和19世纪，许多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主张所谓的“税收保险理论”，把政府的服务视为对公民及其财产的一种保险。因为政府在其他事务之外还负责国内的法律秩序，尤其是国防，正是那些收入与资产最多的人从政府的服务中受益最大。按照这条思路，比例所得税制最有道理，因为民众所需的保护按照他们所需保全的收入呈比例地增加。

其实，古典派经济学家，特别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就主张比例税制，如果某人的收入为其邻人的两倍，他应当纳两倍的税而非更多。而且，如果考虑到国家还提供诸如道路和学校之类的设施，比例税制似乎很有道理。这无非假定，按照人们的收入比例，高收入者也比社会上的穷人从这些设施中得益更多。根据等值原理，所谓对等交换，这些理论导致了比例税制之发展。

为了证明现今通行的累进所得税的正当性，人们不得不偏离等值原理。他们代之以根据民众的支付能力课税的观念。藉以确定税率的不是个人自己利用了多少政府的服务，而是在共同筹措政府经费上各自做出贡献的能力。不过，这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民众的纳税负担应该按其收入超比例地提高，而不仅是成比例地增加。

现在有了许多理论上的努力试图证明为什么应该这样做。例如，有些人论证，从一定的收入水平起，如果收入再往上增加，多挣钱就变得越来越容易。此说主要适用于各种投资及资本市场上的资产。如今人们还在说：挣第一桶金总是最困难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资本投资含有的风险，因为不少人想继续发财，反而最后落得一无所有。即使有些人靠限制他们的责任或将他们的资产转移给妻子而设法终于发了横财，这与其说是收税问题不如说是责任立法问题。不论第二桶金是否真的比第一桶金更容易挣，风险还是同样存在，所以，是否应该课税更重，仍然很成问题。

对累进税制的另外一种解释便是所谓“牺牲理论”，此说主要是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Fracis Edgeworth，1845—1926）和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87—1959）提倡的。它与收入之边际效用递减论密切相关。请回想一下戈森的第一定律，我们从一个产品之消费中取得的效用将按这个产品之增量成比例地递减，也就是说，第一口水对我们而言比此后任何一口水更有用，所有其他产品的道理也是这样。税收之牺牲理论将这一观念转移到各种收入上。这显然意味着如果高收入者缴纳与低收入者相同的税，高收入者将比低收入者牺牲较少的效用。

然而，严格地说，那么我们只应当对各项最高收入征税，而且，应采取的办法是：所收的税额必须正好能够保证扣税后的净收入不超过紧接下来的那个收入档次的税前收入！只有这个办法才有可能把人们为了纳税不得不做出的牺牲总体最小化。虽然庇古和埃奇沃思没有得出这条极端的结论，但是他们的确看到这样一种税收制度会对经济成效多么不利。尽管如此，从这个“牺牲理论”中还是可以推导出累进所得税之制度来。

如今，人们大多摒弃牺牲理论，因为它具有某种基本的缺陷。戈森定律讲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选择，因此，这些定律究竟是否真正能适用于各项收入？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令人怀疑了。然而，唯有闲暇时间是可以与收入等量齐观，相互取代的。不过，这就是说，个人的效用不仅应按他的收入来衡量，而且还应按他的剩余闲暇时间来衡量。如果某人的收入为邻人的两倍，但是只有其一半闲暇时间，最后此人未必过得更好。所以，只按收入衡量税收负担可能是不正确的，根据牺牲理论尤其不正确。

然而，如果我们还考虑闲暇时间作为估量税收的根据，马上会引起难以克服的估算问题。这是因为人们对收入和闲暇时间具有差异很大的价值观念—这毕竟乃是说明为什么人们挣不同的收入的一项重要理由。有些人要每个星期早早地在星期五下午就开始度周末，而且一年享有六周休假，另外一些人晚上和周末还要加班工作，因而挣钱也相应较多，这两种人显然具有不同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应该适用累进所得税的问题是难以解释的；其实，比例所得税已经是够难解释的了。



 
社会公平之限度




总之，我们不得不认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几乎不可能规定什么是“公平的”收入分配。最后这总是取决于政治上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赞成或是反对这种判断。然而，所得税之征收存在某些限度，这是不论学界或政界，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遵守的。这些限度不是根据各种平等方面的考虑，而是纯粹根据效能的考虑。因为，不论是太“宽松”或太“严格”的所得税，最后都会对全体社会成员有害，其中包括特别是那些认为可以从税收制度获益的人们。

为了阐明这一点，让我们再次看看从牺牲理论中产生的那些极端的结果。如果以某种程度的收入为起征点，而且人们实际上不得不为他们多挣的每一便士纳税，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失去激励工作的一切动力。理发师一旦达到纳税的起征点，就会立即扔下剪刀，企业主连最明智的投资也不再进行，而下班后去挣外快或许会变成全国性的活动。结果，国民产值可能下降到连那些免税的所得都会遭殃的程度。不过，这不可能是税收的目的。

另一方面，如果税收太低，也会造成问题。因为那时国家将没有足够的岁入实施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而这也不会符合较高收入者的利益。况且，如果国家没有纠正收入上的极端悬殊，社会动荡的危险就会很大。造成的后果可能是低收入者丧失积极性，发生罢工甚至政治反叛。这也不会是高收入者想要的现象，所以，利用税收和社会转移性支付确立一定的社会平衡，最终也符合他们的利益。此外，许多高收入者将想到有朝一日他们或他们的亲友可能陷入财务困境，这是为什么他们会赞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平衡的另一种理由。

所谓的福祉可能性曲线可以显示这些变化过程，其基本观念是萨缪尔森首先提出的。纵轴表示低收入者的福祉，而横轴表示高收入者的福祉。如果一方之福祉增益总是以损害另一方为代价，我们就会像萨缪尔森原来所画的那样，得出一条从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然而，如上文所述，如果我们考虑到，一方之福祉增益甚至能够符合另一方的利益，那么，曲线的两端将回转而靠近两轴，形成一条球棒状的曲线。

只有向下倾斜的那段，即曲线的东北部分，才是有效带，因为只有在这段内我们才能选出不论对穷人还是对富人都比较高的福祉点来。究竟我们应该取曲线上的哪一点，这不是从纯学术角度能够规定的，因为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另一方面，曲线内向上倾斜的那两段显然是无效带，因为从这里向曲线的东北部分推移有可能改善穷人与富人双方的境况。所以，任何国民经济都会设法尽可能迅速离开这两段地带。如果经济处于靠近曲线之两个向上倾斜段的较高端，就可能以降低富人之税率的办法设法离开这个地带，因为从而产生的国民产值之增加也会帮助穷人取得较多福祉。反之，如果经济处于靠近向上倾斜的曲线之较低端，最好对收入作出更有利于穷人的再分配，因为从而产生的社会满意度会防止罢工和社会动荡之发生，而这也符合富人的利益。

在19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建议在曲线上选出穷人的福祉总是会极大化的那一点。换言之，留给富人的只是作为绝对必要的极小量的工作激励因素—此外的任何所得均应通过税收予以剥夺而分配给穷人。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个建议有些道理，在经济学文献中这就是所谓“最小值最大化规则”（maximin principle）。在这里，“最小值最大化”意味着在起初拥有最低（极小量）程度福祉的那部分人口中福祉之极大化。这听起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不仅对马克思派而已。

问题在于不可能客观地衡量个人的福祉。如上文所述，在这一点上不仅收入，还有闲暇时间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且不说福祉的任何其他要素，诸如风险，健康或职场上的满意度更是难以确定得多。由此可见，罗尔斯的只以收入来衡量福祉的建议是难以让人认可的。

此外，罗尔斯的公平概念只是属于规范性的，因而如任何其他社会公平概念那样在学理上没有事实根据。从根本上看，他建议尽可能剥削富人以有助于穷人，亦即恰好达到这样做下去也会开始对穷人不利的程度为止。我们也可以反其道而行，选取曲线上最东边的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将是穷人会尽可能地受到剥削，也就是说，留给穷人的只是足以令社会一致不发生问题的财富。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这样做似乎吸引力较少，但是按照纯学理的观点，与罗尔斯的“最小值最大化规则”相较，这个做法具有完全同等的道理！

所以，大概最好不选择这两个极端的任何一个，而在所得税政策上采取比较适中的方针，使之处于曲线之东北段有效带的某一点上。即使仅仅因为这条曲线代表复杂的社会现实之极端简单化，从而除了作为抽象的模式外没有更多用途，一项较为适中的税收政策也是明智可取的。不过，这的确比较清楚地显示，在税收政策上我们应该谨慎小心，不走任何极端。

推导出同样结论的还有另外一项定理，即所谓“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政界有许多人相信，把对纳税人的螺钉拧得愈紧，政府将获得愈多的岁入。然而，在1980年代里根政府期间，美国经济学家拉弗（Arthur Laffer）以一条简单的曲线驳斥了这个信念，后来，这条曲线便以他命名。据说在一次宴会上他首次将这条曲线画在餐巾纸上。其实，自从中世纪以来，其中心意思已经为人所知，而且见于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于1728年发表的《税收概要》（Tax Basics）一书中。

为了解释拉弗的基本观念，我们先假定税率为零。显然，在这个情况下政府根本不会获得税收收入。现在我们看一下另一极端，即税率为100%。在这个情况下，政府也不会获得税收收入，因为谁也不会再想工作。所以，由此可见，在这中间的某一点上的税率使政府的岁入最大化。如果超过这个最佳税率，税收收入将降低而非升高！这个简单的观念体现为拉弗的钟形曲线，不过，确定使税收收入最大化之确切的税率水平仍然是很困难的。

尽管如此，就实际的税收政策而论，我们还是能从这些理论中学到某些东西。显然，只是根据精心构思的公平概念来制定税收政策，效果是很不好的，因为这样做我们最可能会伤害的正是我们想帮助他们获得更大福祉的那些民众。



 
人头税的利与弊




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应当避免仅就分配方面讨论各项税收。民众必须缴纳的税收虽然看来似乎作为岁入归于国家，因而实际上钱财并无流失，但是，事情不是那样简单。这是因为几乎任何税收都会以某种方式扭曲市场信号，从而导致无效益的生产结构。因此之故，各私人企业遭受的利益损失将在实际上大于它们仅在可支配收入上的损失，从而也大于政府之增多的收益。在财政著作中，这被称作税收之超额负担。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以两名工匠为例。假定一名园丁和一名管工，他们的工资各为每小时10欧元。如果不存在纳税问题，这两名工匠相互交换各自的技能显然是合理的，因为园丁以他特有的熟练程度，每小时可能比管工清除更多杂草和刈割更多草坪，而管工在修理水管方面会比园丁更有效率。这样，两名工匠相互雇用对方干对方各自最擅长的工作，而把节省的时间用于干他们各自的本行工作，彼此都会受益。归根结底，与他们亲自来干外行工作相比，这种分工的原理会为他们两人都带来更高的福祉。

尽管如此，也不是所有的税收都引起同样的扭曲；例如，就人头税而言，这类扭曲就是相对较小的。假定政府推行50%的所得税，亦即每人都必须将他们在市场上所挣得的一半缴给国家。这就是说，为了能够支付管工一小时的工资，这时园丁必须干两小时清除杂草的工作而不是一小时。对那位管工来说，当然也适用同样的道理！结果，尽可能亲自多干些不属于自己本行的工作，而不去雇请昂贵的专业工人来干，却对他们有利。只要园丁在本行工作上还没有至少比管工高一倍的熟练技能，情况就会是这样。反之，对管工而言也是如此。

因此，经济分工率会下降，而平均劳动生产率和这两名工匠的总体福祉也会下降。这就是说，税收实际上已经造成人们对成本的私下估算与实际经济成本关系之间的不一致，从而扭曲各种生产结构。结果，私人经济当事者在收入上所招致的损失将大于他们必须缴纳的税款。这是在几乎任何税制下都以某种方式发生的不可避免的超额负担。

这条规律只有一项例外情况，而这就是人头税的情况。假定这两名工匠每年各挣两万欧元。又假定政府对全体公民，不论他们收入多少，都课相同的人头税，例如一万欧元。这时，国家的税收收入就会恰如在前述的50%所得税率的情况下会出现的那样高。

尽管如此，两者还是有一项关键性区别。因为不论人们挣多少钱都必须缴一份人头税，它对于生产上的任何决定几乎没有影响。每多挣10欧元将留下不多不少的10欧元作为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每小时工作的税率不会增加。因为这样就可能维持经济上合算的分工，谁也不会觉得需要事必躬亲，什么事都得自己努力去干。而且，在劳动生产率和福祉上都不会有损失。即使政府的岁入保持不变，也避免了税收之超额负担。

此外，征收人头税的工作会是极其容易的，因为它显然无须评估个人的收入，也不必填写繁复的表格。为每十万名公民大概只需配备一名税吏便足够了。

虽然人头税似乎具有如此明确的优点，那么，为什么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人头税呢？原来，人头税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某人的总收入可能只有7 500欧元，他如何缴得起一万欧元的税呢？例如大学生或失业者这类根本没有收入的民众，又怎么办呢？如果普通职工与百万富翁都要缴同样多的税，怎么能说这个税制是公平的呢？

即使如此，人头税也不是像从这些问题看起来那样似乎完全脱离实际。毕竟，我们可以对学生、养老金领取者和失业群众实行豁免，也可以豁免那些收入仅略高于、甚至不及人头税标准的人们。这样，剩下的只是解决有正常收入者之间的公平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记住，市场上赚取的总收入决不是与税收无关的！这点在利息所得上或许最清楚。通常，资本投资者只在他们放贷能挣取适当的利率，例如3%时，才把钱借给别人。只要对这3%不课税，市场利率也将是3%左右。

反之，假定对来自利息的所得也按50%收税。在这个情况下，为了挣取同样的利润，投资者会不得不索取6%的毛利率。如果他不能在市场上索取这个利率，他就会减少他为放贷而提供的资本，而开始把他的钱更多地用于自身的消费。这一来反而会促升市场利率，大概一直达到5%为止。在这个情况下，投资者的净利润会达到税后2.5%，这就是说，即使利润按50%纳税，也不至于跌落到人们原本或许预料的那样严重的程度。

由此可见，靠所得税减少收入之间差距的作用，远远不如初看之下可能的那样有效。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一种“卸载”现象，也就是说，纳税人在市场上的地位愈强，他就愈容易把他的部分税负计入他的市价内而转嫁于他人。从另一方面说，税收负担的降低有时会被相应变化的市场价格所抵消。

就我们的事例而言，如果我们从所得税制度转变为人头税制度，那些百万富翁的毛收入很可能会下降。因为，为了赚取他们从前具有的可支配收入，他们将不必像以前一样努力工作，这样，他们最有可能的是多享受一些闲暇时间，与此同时，市场上会出现先前被高额所得税所遏制的新竞争者。会有更多的人决定学医，或通过工匠师傅的资格考试，而各种行业之间的竞争也会增加。结果，医师及工匠师傅的收入会降低。

说明这些市场变化过程的最好方式是在资本市场上。如果我们决定对利息不征税，而只课人头税，这样大概会大大促进储蓄和投资，而有利于整体经济。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供给增加，市场利率会下降。最后，对资本投资者的净利率大概不会比以前更高，但是投资量肯定会增加很多。这就是说，仅略微欠公平的净收入之分配会造成高得多的就业水平和整个经济之繁荣！

由此可见，经过更仔细的考量，推行人头税的激进建议并非如乍看之下或许会显得的那样荒唐。然而，这项建议看来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因为经济进程过于复杂，而且，在主张社会公平的一些多少无关宏旨的政治攻击之下，人头税显得弱不禁风。不过，在考虑其他各种税制及其效果时，人头税概念至少应该被用作一项参照系。

可能性大得多的是实施另外一种极端的模式，即纯消费税模式。在这个情况下，对收入根本不课税。相反，对消费行为要课销售税，其中包括对诸如汽车，珠宝和酒类奢侈品大概要课特别高的税。因此，那些想把钱花在奢侈品方面而不去储蓄或投资的人们将不得不缴纳最高的税额。

连亚当·斯密都支持过这样一种税制。它不仅有利于总的资本积累及劳动生产率，在分配方面也有它的优点。要知道，那些挣钱较多的人士只有把钱用于他们的个人需要上才能受益于他们的钱—但是如果征收消费税，他们将不得不交纳特别高的税。反之，如果他们将其所得用于投资而且因此创造新的就业职位，他们根本不必纳税。这种税制听起来似乎既可行又合乎公道。





然而，最多的难处照例正是表现于具体细节上面。例如，如果高收入者把住址转到摩纳哥，在国外花钱，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防止这种制度下的税收舞弊，例如，私下出售奢侈品？由什么人和按照什么标准在奢侈品及正常必需品之间划分界线？尤其是，如果日后想要把利润所得花费于个人需要时不得不交纳大笔税金，是否还会有人真想长期从事免税的投资呢？

这些问题说明，设计一种既有效又公正的税制显然绝非易事。或许，这个问题的解决还要另辟蹊径，即简单地将对国家的法定缴纳额限制到绝对必要的程度。因为若税率低，则根据什么办法计税就不会是这么要紧。换句话说，如果政府支出在国民产值中所占份额很高，长期保持强有力的经济是不可能的。不论我们以什么制度征税，如果税额太高，总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即要拿来分配的大饼将变得太小，以致谁也不再愿意参加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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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家庭政策与老人供养




 
生育率与社会保障




在一切共济性集体（solidarity communities）中，最古老的不是国家或任何保险合同，而是家庭。在工业时代以前，人们如果患病或年迈，不再能够自立谋生，他们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依赖的。家庭理所当然地成为不同世代之间的一种不言而喻的协定，即父母抚养了他们的子女，日后子女会照料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和其他没有亲生子女的亲戚也被包括在这个家庭网络之中。一直到20世纪初，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困难条件下，三代同堂互相支援还是很典型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对许多人来说，尽可能多生子女是有道理的，因此，有五、六名甚至更多子女的家庭颇为常见。这方面的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马克思的家庭。虽然陷于赤贫的马克思住在伦敦一处两室的公寓中，他与妻子燕妮生过不少于七个孩子。其中实际长大成人的只有三个。这在当年没有什么不寻常。

当时除了医疗和卫生条件事实上都很差之外，抚养这样多的子女还有许多困难。因此，至少在社会的穷苦阶层中，儿童理所当然地也参加家庭生活之维持。较大的子女要照料他们年幼的弟妹，在家务劳动或家庭企业中帮助工作，或者索性被送往他处打工，以便增加家庭的收入。然而，最重要的一点，父母在老年不再能亲自工作时，希望他们的子女会帮助他们。

如今，这种以家庭为基础的共济性集体似乎真是算不上理想的田园。不仅几代人合住在一起往往颇不体面，特别是如果家庭的居室很小的话，而且，子女过早担当许多家务和就业常常会牺牲他们的学校教育，且不说工厂里的重活儿会导致他们的健康受损。

然而，首要的是，这样一种照料老人的制度，从单个家庭的观点来说或许十分合理，但是在宏观经济学的层面上却行不通。因为孩子生的愈多，人口增殖愈快，而各个家庭从其收入中积累储蓄就更加困难。但是，尤其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时代，为了能够投资和为后来的各世代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经济体需要有大量的积蓄！所以，各个家庭靠尽可能多生孩子以确保老年生活费的这一企图会把整个经济体拖进贫困的陷阱。

直到工业革命前为止，人口增殖的问题尚非如此尖锐，因为儿童死亡率高，瘟疫与战争频发，人口增长受到遏制。只是由于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医学保健方面的进步，人口增长才开始爆发，而贫困之极度恶性循环，缺乏储蓄能力和儿童过多变得明显起来。说到底，这也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尚存在于欧洲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社会条件之主要原因。

在19世纪末推行了法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后，家庭作为共济性集体之作用开始根本转变。在德国，这方面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乃是首相俾斯麦（Otto Fürst von Bismarck，1815—1898）制订的社会保障立法。这种集体的共济性制度所保障的个人风险类别愈多，子女作为其父母的老年保障之作用就愈少。

由于除了现代避孕技术之外，社会保障日益推广，在1960年代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在各地人口统计资料中，避孕丸导致的生育率暴跌明显可见。与此同时，离婚率提高，早期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日益改为世代分居，一两人的住户数量增多。即使这些发展变化形成的原因还有社会政治性的诸因素，例如改变了的对妇女角色之观念，但是最重要的经济推动力在于改变了的家庭之作用，尤其是子女作为社会保障要素之功能。

久而久之，人们开始把焦点日益放在养育子女的各项负担上。多子女的家庭开始艳羡无子女的夫妻，尤其是双职工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不久，人们给这类夫妻取绰号为“丁克”（Dinkis），意即双薪而无小孩。然而，人们认为最不公平的现象在于，有工作而无子女的妻子享有她自己的退休金，而在家抚育子女的主妇却依赖她的丈夫的退休金。



 
随收随付制度抑或资本基金制度？




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多数工业国家此时已经以所谓随收随付的制度（pay-as-you-go system）为公共退休金融资，这种抱怨甚至更有道理。与从前的资本基金制度（capital-funded system）不同，在随收随付的制度下，退休金之分摊缴款不投资于资本市场，而是立即用于为当今的退休金筹资。这就是说，按照随收随付的制度，将来的退休金也将不得不直接靠那时在职工作的人们的分摊缴款来支付。

只要人口增长保持相对稳定，这样的制度就不会引起问题。然而，如果人口下降，按照每一名退休金领取者之比率计算，在职工作者的人口将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保证老年人有足够的退休金呢？对于生育率问题，难道我们不是迫切地需要想些办法吗？显然，对于那些还愿意承担养育子女之负担的人们，我们必须给予更多的财务支持。

其实，各种政策已经日益朝这方面发展。德国政府以儿童减免赋税的形式，或者以法定的儿童津贴，或两者结合并用，一直在对家庭给予某种补偿。此外，从1980年代以来，抚育儿童的头三年已经被计入妇女的老年退休金之合格年限。除了分配上的合理性之外，采取这种措施的原因首先在于，不然的话，作为生育率降低的结果，随收随付制度不再可能维持下去。

然而，在更深入的考察下，至少可以说，这项理据是有矛盾的。让我们看看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那里的人口增长率往往过高。显然，在那些国家里，应该想尽办法降低生育率，而不是支付政府津贴人为地提高生育率。其实，一个国家究竟应该降低或是提高生育率的问题，首先根本不取决于退休金制度。倒是不如说，决定性因素在于政策制订者长期致力要达到的人口密度有多高，以及何等规模的人口才能持久地符合人人享有适当而在生态上可行的生活标准之目标。

就全球而言，正如在讨论生态与资源问题时所论述过的那样，种种问题之产生与其说是由于缺少儿童，不如说是由于与日俱增的人口膨胀。因此，问题表现为：从全球的观点来看，各工业国提高生育率实际上是否有好处？其实，允许劳工从人口过多的国家向工业国家移民，会有大得多的好处。这不仅会缓解工业国家内的退休金问题，而且有助于减轻各发展中国家的负担。

不过，退休金问题还有另外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恢复靠资本基金的退休金制度。各私营保险公司普遍采用这一制度，它们所收到的退休保险费不立即用于支付给当今的退休金领取者，而是投资于资本市场。于是，每个退休金领取者都依赖他们以前尚在工作时所缴纳的保险费之利息为生。

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其优点在于这种退休金制度不像随收随付制度那样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而是有助于经济体的实际资本之积累。所以，后来可用的人均国民产值相应地较高些。此外，如果突然出现太多退休金领取者时，根据退休金制度所积累的实际资本也可以拆散开来使用。

当然，这不是说，这项资本投资建成的机器与厂房以某种方式转化为了衣食消费品，因为显然那是不可能的。较为可能的是那些通常用于更新老旧厂房和机器的投资没有实行，反而生产出消费品。显然，现有的实际资本只有一定份额可能每年转化为消费品，这取决于损耗率有多高。然而，因退休金领取者的数量往往会逐渐地而不是突然地增多，这个限制因素没有引起任何特殊问题。

尽管如此，人们对于资本基金制度仍表示很大的保留意见。例如，有些人认为，在各工业国家内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以保证对资本应有的付息。其实，如我们所知，企业家总是首先实行那些保证最高利息收益的投资项目。所以，如果鼓励企业家积累更多资本，它的盈利能力不得不降低。

然而，以这种意见反对资本基金制度的人们往往忽视了问题的全球性方面。毕竟，在各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于资本有巨大的需求。甚至，他们积累较多的资本乃是繁荣经济和增加就业机会的决定性前提。所以，如果将工业国就业人口的储蓄投资于这些国家，就像那里的劳动者移民进来那样，可能有一举两得之效。一方面，可能以这种累积资本所产生的比较高的利息支付工业国的退休金，而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及转轨改革国家的就业率及生活标准都会提高。

把这两个办法结合起来也是可能的。最理想的是，人口过多国家的就业者向生育率太低的国家移民，而资本则往相反方向流动。这样一来，各工业国解决了它们的退休金问题，而各发展中国家也会有机会从贫困与人口增长的恶性循环中自拔出来，各国的生活水平都可能得到提高。

我们不想否认，实际上这些解决办法会引起很多问题。对于由此产生的多元文化社会，各工业国家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能够应付得了吗？对于因资本大量转移到人口过多国家而承担种种风险的人们，那里的投资条件是否足敷需要，首先，是否足够安全？在这里我们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最终的答案。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看到当今种种经济问题与生态问题之来龙去脉，我们一定很难完全排斥这样的解决办法。

对于依靠资本基金的退休金制度，人们总是提出另一种反对意见，那就是说，个人领取退休金的权利或许会被战争或恶性通货膨胀所打破。诚然，这是过去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情况。例如，在1923年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期间，退休金制度之实际资本突然间化为乌有。这是因为此项资本原本主要投资于利息率较低的长期证券，这在百分之一千或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下当然变得全然没有价值。此外，两次世界大战后多数实物资产也已荡然无存，因此对退休金的领取权利甚至不再有任何实际的后备支持。这使得德国人真是别无选择，只好转而采取随收随付制度。

不过，这并不是说，当今他们就不可能再恢复资本基金制度。要知道，私营保险公司几乎完全循此原则经营。即使不能完全排除将来的第三次大战或又一次恶性通货膨胀，然而可能性看来很小。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采取像1948年同样的措施，暂时回到随收随付的制度还会是可能的。颇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这种一向可行的备择制度之存在，降低了资本基金制度所含有的种种风险！无论如何，对照资本基金制度在经济上的优点，仔细衡量与恢复这样一种制度有关的各种尚存风险与困难，肯定会是值得的。



 
作为经济资产的多子女现象




且让我们再次回到家庭负担平等化的问题上来。除了通过提高生育率以稳定随收随付制度之目标以外，人们还提出关于公正之种种理由来支持这种平等化。确实，养家的费用可能不难累加起来达六位数字之多。如果配偶中抚育子女的一方不得不在此期间很大程度上放弃任何职业活动，这就更是一项特别沉重的负担。考虑到这些费用，国家给予家庭之补偿似乎只是杯水车薪。

然而，对此问题的这种比较普通的探讨是不够的。如果考虑到各工业国家的生活标准，多子女现象只不过是一种负担，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有人仍然要生儿育女呢？实际情况其实是略有不同的。毕竟，子女也是很令人快意的，给予人生一种目的感，甚至当人们迈入老境时仍是重要的经济因素。因为老年后不得不完全依赖国家真是有苦难言！他们不仅苦于缺乏亲情，而且还将全靠各级官僚的万能权力生活。如果他们甚至缠绵病榻，他们很可能会真心渴望有家人支持，以免不得不依赖国家之救济孤寂以终。

美国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克尔（Gary Becker，1930—2014），他在许多论著中尤其强调了子女对其父母的经济益处。怎么竟然有人从纯粹成本利得分析之非常狭隘的角度，解释人们生儿育女的愿望呢？因此，他屡屡被指责为以极端利己主义的观念看问题。不过，如果我们想想生育率之变动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现行的经济与社会架构条件，我们就不能否认，即使当今，在人们要不要生儿育女的决定上，纯经济方面的考虑仍是何等重要。

如果除了成本问题以外，我们还考虑到在私人生活中养育子女对其父母的回报，那么国家究竟应否对民众养育他们自己的子女支付任何额外补贴—即使从社会公正的原则来看—还是有问题的。即使到现在，一名教育良好的子女将带来的回报也肯定超过其父母曾经不得不为此投入的成本。而后来表现不好的子女对于经济整体是否代表一种增益，也是成问题的。

然而，关于反对将养育子女之成本完全社会化，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个理由，那就是说，这个做法最后会毁灭家庭，从而失掉我们所知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共济性集体。如果社会将养育子女的费用全部承担起来，对民众而言首先将不再有什么理由去建立家庭。如果国家不但负担单身母亲的生活费，而且包管她的养老金，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嫁人呢？其实，倘若结婚的话，她与她的孩子之父亲两人或许都更加贫困，因为那时她的丈夫不得不代替国家来赡养她。所以，如果她不结婚，而由纳税人组成的不具名的共济性社会来负担她的生活费，在经济上岂不更为合算？

按照这种条件，最后，对每一老年公民，每一单身母亲，以及每一离开家庭的青少年，国家都要保证适当的生活标准。然而，要让政府资助这样极端个人化的权利要求，恐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种付款资助的集体愈是不具名，民众将愈是毫不犹疑地坚持他们的权利要求。正是因此之故，这种制度有变得不近人情的危险。政府一定会设法将费用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因此，办事作风将越来越刻板专断，所谋划出来的规章制度对于个案而言将变得越来越不恰当。例如，患病的老爷爷是否有权坐轮椅，或为其风湿症要一条新毛毯，这类事项都将由民政官员按照严格的规章作出决定，而不管个别情况或人情考虑。但是，另一方面，在十足的福利国家制度下，几乎不可避免将大量资金耗费在基本上不必要的救济金上，而真正有需要的地方却得不到帮助。



 
辅助性原则抑或福利国家原则？




正是这类考虑特别促使天主教会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发言人呼吁实施社会政策中的所谓辅助性原则。按照这项原则，在较大的共济性集体—如保险制度甚至国家—不得不出手干预之前，总是应该首先求助于较小的共济性集体。而且，国家即使必须干预，它也总是应该扶助民众自力更生，而不是提供某种无所不包的资助补贴。因为包揽一切的政府资助会妨碍民众发挥主动性，终于使这种制度在财政上无法维持，同时令民众日益丧失正常的生活能力。

1931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在其关于社会秩序之重整的教廷“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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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已经表述过辅助性原则之观念。在德国，耶稣会教士内尔·布罗伊宁（Oswald von Nell Breuning，1890—1991）首先宣传了这项原则。它成为天主教会之社会政策的长期指导原则。但是，晚近以来，即使在教会人士中，这项原则也已经日益为福利国家方式所替代，特别是在退休金政策方面。

把社会政策的这两个根本不同的原则区别开是有重要意义的。如果我们要保持家庭作为有效的和人道的共济性集体，我们就必须为民众去这样做提供适当的诱因。在德国，例如，这类诱因之一包括配偶间的税款分计，这是专门给予因赡养他们的配偶而为国家解除这项负担的人们的减税特许。德国的退休金制度也按照这项原则执行。一名就业的配偶不仅由于缴纳退休金的分摊额而有权利享有他自己的退休金，而且，一旦他身故，他的遗孀、可能他的遗孤也有权享有他的退休金。此外，在法定的健康保险制度中，家庭成员被免费包括在内。对于民众组建家庭来说，这些规章制度都是强有力的诱因，不仅在实际中而且在法律上涉及维持家庭的一切相互义务。

如果我们从纯粹个体性原则来考虑，这类家庭补助显然不符合平等的原理。毕竟，养家的父亲以其对社会保障的分摊缴款而取得的政府补助远较同等收入的未婚人士为多，而所付的税款甚至较少。然而，如果将家庭本身视作税收及社会保障政策之对象，对于这类家庭福利之支付就没有什么异议—恰好相反，那些负责赡养其配偶与子女的人们将减轻国家的预算支出，所以，较之那些不受婚姻束缚，而由国家资助他们那种所谓同居家庭的人们，理应得到不同的对待。

如果不保持家庭这一共济性集体，国家就要为每一单独的个人承担责任。后一方针的支持者可能主张对夫妇双方实行各自独立的退休金支付，尽管在保持良好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不必要的加倍退休金。因此，为退休金制度筹资会更加困难。如果彻底实施这一方针，在人们达到退休年龄各自享有政府保证的资助的同时，国家还得供养他们的孩子。实际上，这样一条方针会变得一方面不断增加对儿童的资助，另一方面对每个人给予最小量的有政府保证的退休金。然而，因为那时由国家负担一向由家庭支付的相互保障的全部费用，家庭作为受法律约束的共济性集体会变得过时废弃。无须很多想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样的财政后果。

另外一种十分明智的做法就是加强家庭在社会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就养老金问题而言，这个做法可能意味着，例如，由子女为其父母安享晚年负起主要的责任。毕竟，一名高收入的律师有什么权利指望国家负担他的患病母亲的生活费呢？难道他没有充分的理由感谢他的父母使他得以完成他的良好教育吗？只有在子女不能赡养父母安度晚年的情况下，国家才不得不按照辅助性原则插手干预。

顺便提一下，如果将家庭一词规定得比迄今为止更为广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不承认婚姻之外的种种关系也是共济性集体呢？如果那些仅是同居的配偶愿意承担相互支持的种种相应的义务的话，税款分计的办法也把他们包括在内，这对纳税人组成的社会而言，仍不失为合理的。即使同性恋关系也不必排除在外。从经济的观点来看，重要的只是由于人们已经就相互支持的种种义务达成一致意见，纳税人组成的社会不必因需求而付款。退休金制度组织得愈贴近现实情况，其成本就将变得愈低廉。

无须讳言，在经济学家之间这些问题也是很有争议的。现在应该已经很清楚，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能只就成本与利得方面立论，至少不是在狭隘的财政意义上。然而，从反方面来看也是有道理的，那就是说，执行社会政策者若不考虑其政策之经济后果，则肯定将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在家庭与退休金政策这种大多具有很长期的后果之问题上，通常将受到这些后果影响的不是采取这些措施时在职的政界人士们。例如，关于将来怎样为现在对母亲们慷慨承诺的养老金年限筹资的问题，将无法向任何人问责。相反，不得不处理这些问题的是未来各世代的人们，亦即将来会面临庞大的退休金负担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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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于1931年5月15日就社会秩序的重建，为纪念教皇利奥十三世的“新事物通谕”发表40周年而发布。




第六章








经济规律与司法上的考虑




 
不同的价值能明确地分级吗？




犹如在每个科学领域中那样，在经济学中专家们对许多事情也有不同意见和争论。不过，过去的一些重大意识形态之争，例如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早已通过斗争解决了。除了很少数的异议之外，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拥护市场经济制度。不可否认，主张以市场和竞争作为经济制度之基本原则的理论是强大无比的，而我们从两个世纪以来的现代经济史得出的经验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尽管如此，各国政府都会设法以种种措施来排除市场作用中的某些甚至全部经济学规律。在多数工业国家中，例如，劳动市场就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许多国家的房屋市场、能源市场以及农业市场的情况可以说也是这样。不过，就连那些各国政府不直接干预的部门也在规章制度的紧密控制之下，有时严重限制了各类市场参与者的契约自由。

这种干预主义的倾向显然出于政府立法大多不是由经济学家而是由法学家所拟订这一事实。如今在法律工作者的专业训练中几乎不涉及经济事务。而且，经济学家对法律规范和政府立法也所知不多。所以，不足为奇，这两个学科的代表人物互相很少接触，甚至在联席会议上往往各说各话。

过去并非一直如此，因为，经济学与法学原本是浑然一体的。在19世纪，一些研究政治学的人不仅了解政府立法情况，而且能够判明这项立法在经济上是否可行，以及若有需要怎样才能改善。即使后来这些问题变得如此专门化，以致学科分立，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仍保持相互密切接触。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奠定市场经济之基本理论的奥尔多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创始者之中，就包含这两个学科的杰出代表，即经济学家欧肯（Walter Eucken）和法学家伯姆（Franz Böhm）。

对比之下，如今的法律思想往往以不代表民众的期望和行动的观念为明显特色，因而经常与经济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法学家喜欢按照等级系统来思考。于是，联邦宪法优先于普通立法，而后者又优先于政府的指导方针和各项规定。相形之下，虽然各项规定实际上是为某些人所设计的，但在这种优先顺序中，这些人的意志只是处于末位。例如，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所公寓的房东与入住的房客全面达成了协议却未签合同，因为这所公寓的窗户不符合法律要求的尺寸。

在工业法中，这类情况也很常见。从恪守议定的工资率，容许的工时及休息次数，到工作场所的设计，按照通例，这一切在德国都受到管制，连细枝末节都不放过。那里每条规定都有严格监督，不管有关方面是否认为有用或者必要。即使对于个人生活，政府也认为它必须出面保护公民，例如规定在汽车上系安全带及禁止他们自行将电炉联到总电源线上。

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法学家把他们的等级观念用于各种问题本身的价值上。在他们看来，健康是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它总是优先于其他价值，诸如契约自由或个性发展自由之类。从人们的日常行为可以看出，这样做并不总是符合每个人的价值次序。否则，我们怎能解释，尽管知道有多大危险，为什么这么多人仍然吸烟，为什么还有人纯粹为了取乐而醉酒，飙车，或滑雪冲下陡坡？

前面讲过的一项经济理论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可能有这种行为，那就是戈森定律（Gossen’s laws）。戈森的原理同样可以用于对民众健康危害之防护问题，也就是说，随着这种防护范围的扩大，民众对于在这方面任何新增好处之评价将是递减的。换言之，如果安全方面的立法对于其他种种价值，诸如我们生活上的自由或者只是乐趣，设限过多，我们一定会开始负面地评价这种防护立法。我们一定会开始不理会交通方面的规定，开始自行安装电灯而不雇请昂贵的电工来做此事，或者，如果酒类可能不再公开出售的话，我们一定会到黑市上买酒。

虽然这种行为比较容易解释，但是在缺乏深刻的经济学知识的法学家看来，它总还是古怪异常的。不过，应当指出，起初经济学家的想法也跟法学家们很相似。尤其是中世纪的经济学家，即经院学派。因为这些都是教会人士，他们相信一种据信符合神旨的牢固确立的价值次序。在等级系统之顶端的当然是上帝本身，其次是天使和圣徒。接下去才是人，此后则是上帝创造的生命物，即动物与植物，在这个价值次序中，下一个阶段还包括器皿或衣履之类的物质产品，而金钱处于最末位。其实，那时金钱往往负面地蒙带应受谴责的贪图利润之色彩。

所以，在远远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牢固确立的诸价值范畴上，法学家们可以引证悠久的思想传统。然而，这样一套绝对的说法不符合民众实际上的行为作风。即使在中世纪时代，民众也对他们的金钱感兴趣，而且往往忽略他们的礼拜活动。有些人可能对世道如此感到遗憾，甚至设法令民众相信他们的行为何等危险。但是，各国政府想将民众的幸运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种企图既是自以为是的，又是注定失败的，因为这样做所必须的那种价值次序恰恰不存在！

即使人们的行动不仅危害他们自己的健康，而且危害他人，这个道理也是适用的。以道路交通为例：大凡法学家几乎都坚持的原则是，如果拿不准的话，应当总是认为避免人身伤害比保证人们的个人自由权利更重要。这话初听起来可能是很有说服力的。因此之故，几乎各国均已推行严格程度不等的速度限制，饮酒限制和其他规定，以便将潜在的危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如果我们真正认为健康之价值比自由之价值重要，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彻底实行这一点，那么，我们会不得不为此而全面禁用汽车或其他任何交通工具。或许有些极端分子真是这样主张的，但是这肯定不会符合大多数民众的愿望。所以，实际上如戈森定律所表述的，这仍是一个比例程度上的问题。道路交通变得愈安全，民众就愈不愿意为增加这种安全而牺牲他们的自由。所以，即使各项交通规则在原则上是正当合理的，它们也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才为人们所接受。当然，如果按照严格的价值范畴考虑问题因而缺乏经济头脑的话，就很难同意以上意见。



 
良好意图与负面后果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有关保护房客和工人的那些问题上来。如前所述，在有争论的问题上作出决策的立法准则，一方面是根据在相互抵触的诸项权利之间进行抉择之观念，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保护显然较弱一方之目的。初看之下，两方面的准则似乎都是有道理的。可是不管怎样，有房可住的权利难道不是比缔结适当的出租合同之权利更重要吗？就工业法而言，保护一家之长免于被解雇难道不是比雇主换用更好的工人之利益更加重要吗？

这类理据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始终只适用于个别案例。相比之下，这类法律裁判所造成的长期经济后果却一直遭到忽视。然而，一般说来，这些后果将证明此项立法恰恰不利于据信它应该给予援助的那些人。上述的两个例子，即关于房东及其可能的房客之例子和关于工业法之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首先，对于为保护房客以致即使房客拖欠租金也不准房东终止出租合同的立法，房东会怎样反应呢？显然，这种规定使得房东与低收入家庭签约成为高风险之举。所以，即使房东是热心公益的人，如果有疑虑的话，他也宁肯将住房租给有钱的单身公务员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五口之家。然而，这就是说，虽然幸蒙立法者之特别保护的那些人处于公平合理的一方，但是恰好因此他们将找不到任何地方居住！

工业法往往也有同样的非预期效应。例如，青年妇女觅职常常有困难。以德国为例，如果怀孕她们受到特别保护，包括长期带薪假和固定不变的地位。另一方面，雇主在面试妇女时，甚至无权询问她是否会想生孩子。这在经济上引起的后果又是正好与立法者的意图相反。妇女感到觅职比男人困难得多，而且即使找到工作，其薪酬也往往较低，以便抵偿雇主所承担的较多风险。

我们应当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呢？对享有类似权利的严重残疾者而言，德国的立法者业已规定雇用配额。对于妇女和见习生，也在讨论规定这种配额，而且，可能还考虑给予在劳工市场上有特殊困难的老工人，外国人及其他少数族裔。不过，其结果可能是用人政策日益以政府规定而非经济准则为依据。在雇用或解雇人员时，工人的实际适用性不再是很重要的，而这样的做法很难行得通。

除了政府强制各公司雇用实际上根本不想雇用的人员之外，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将雇用这些有问题的群体所产生的风险，从由各个公司负担改成由政府负担。毕竟，保护有问题的群体人人有责，由此产生的费用应由整个社会分担。所以，在所有的公司中，只由那些实际拟雇用这种有问题的群体的公司承担这些费用是不明智的。

例如，妇女怀孕期的休假可以由健康保险制度来负担支付。虽然那时就业人口不得不缴纳较高的分摊费，但是费用可能更均匀地分配给所有的公司，不像现在这样特别集中地由雇用大量妇女的那些公司负担。这样，妇女的觅职机会可能好得多。这样做不仅从社会政治的观点来看，而且从经济之整体来说都是可取的，因为，决定一个人获得某项职位的因素应该是个人的适用性，而不是性别。

房屋市场的问题也是一样，比起许多国家的法律家业已提出的办法来，有可能找到在经济上可靠得多的方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由政府给予贫穷的房客住房补贴，或者由政府为可能的拖欠违约事件作担保。这样会大大改善穷人找地方住的机会，而私家房东也无须担心他们的血本无归；这样会鼓励他们创造更多的住房出租，而且不歧视特殊的房客群体。显然，采取这样简单的办法不可能解决房屋市场的每一个问题，但是，事实上只有在我们开始适当地从经济方面考虑问题时，我们才找得到长期可行的和无不良副作用的解决方案。



 
西西弗斯（Sisyphus）抑或赫拉克勒斯（Hercules）？




从这些考虑中我们所能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如下：要想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实现社会福利方面的目标，就应该设法尽量利用市场力量，而不是老想努力克服市场力量。关于这类问题，图宾根（Tübingen）大学的约阿希姆·施塔巴提（Joachim Starbatty）在讲课中喜欢引用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巧妙比喻。消极方面的例子是西西弗斯的故事。众所周知，西西弗斯被判处永世不断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的苦役，每当他到达山顶时，巨石又会滚下山。政策制订者在房屋与劳工市场上逆市场力量之作用而推行社会目标的企图就可以比作西西弗斯的苦役。

反之，按照施塔巴提的说法，希腊神话中另一位英雄赫拉克勒斯却做对了。赫拉克勒斯必须完成的12项任务之一是在一天之内清洗国王奥吉阿斯（Augeas）的牛棚。就连赫拉克勒斯具有的超人之力也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赫拉克勒斯不仅膂力过人，而且头脑机灵，他不用木桶和铁铲，而是将两条河流改道冲刷牛棚围栏，甚至不脏手就大功告成了。

由此可见，赫拉克勒斯利用自然力量，而不像西西弗斯那样逆自然力量而行。在推行社会目标时，国家应当采用的正是同样的方式，因为如果它创设正确的架构条件，市场力量会为它完成大部分工作。

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称之为管制政策。这就是说，为私营个体之行动设置一些架构条件和诱因，从而尽可能不去干预便达到想望的结果。为此，首先要通晓市场规律本身。所以，管制政策总是应该透彻分析各种市场力量，诸如关于它们的长期效应及可能有的不良副作用之类。其实，只有首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设想任何成功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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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福利国家与失业




 
充分就业究竟是否可能？




西方工业化国家持续不断的失业现象在许多政界人士间导致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有些人甚至谈起就业时代之终结，意指可提供的就业量是有限的，不再满足人口增长后的职位需求。其他人认为原因在于科技进步，他们说这导致了人力劳动日益被机械所代替。

前文曾讨论过人们对科技造成失业的担心，而且得出结论认为总的说来这些担心都是没有根据的。与此相反，科技进步提高我们的福祉与收入，长期来看它会创造更多的需求及新的职位。只是短期之内，科技进步可能引起就业问题，而即使那时，这些问题通常也只限于个别的经济部门与公司。这些只是我们为市场动力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如果没有科技进步，工人的收入根本不会增加，特别是如果人口继续增长的话。

诚然，事实不像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认为如今民众的需要大体上已得到满足，因而生产缺乏适当的发展前途。果真如此，为什么各工会每年还在要求提高其会员的工资呢？那就难以解释了。况且，就全球范围而论，除了我们可能想到的之外，未能满足的需求尚多得多，光是不得不还在挨饿的人口就有八亿。虽然，在那些成问题的国家里启动经济发展过程，把那里的需求转化为真正的购买力绝非易事，但是，在这些国家内，商品匮乏的现象显然否定了世界上不再有足够的工作以供民众就业的说法。





所以，设法以缩短工时的办法来解决工业化国家之就业问题应属错误作法。这样只会导致失业波及更多的人，也就是说，本来是一个人在寻找全日制工作职位，现在变成两个人在寻找半日制工作职位。然而，只有当他们为了例如照料家庭，无论如何也想要半日工作的时候，这样做才有意义。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毋需任何立法规定或工资协议，只需充分弹性的工作条件而已。

到头来这意味着强制性缩短工时的每项措施，其实只不过是障眼法罢了。即使因而可能降低失业人口的统计数字，但是实际问题，即民众的就业要求与实际可提供的就业量之间的差异，靠这些办法根本没有改变。况且，如果这样做而不相应地减低工资，问题只会恶化。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结果无非是增加每个工时的价格，这又将导致工作职位的进一步削减。



 
自然失业与匹配失当




那么，自从1970年代以来，为什么在这样多的国家里失业都增加了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摆脱的观念是：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就业意味着达到工作年龄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在工作的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结构性变化始终导致某些企业和经济部门减少就业职位，而另外一些部门创造新的职位。所以，总是会有某种数量的人们要寻找工作。

这种不可避免的失业现象亦被称为摩擦性失业，或如弗里德曼说过的自然失业率。根据结构性变化发展的顺利程度，自然失业率一般在潜在劳动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三之间波动。既然个别劳动者只是短期没有工作，加之在此期间有权领取失业津贴，如今这种短期失业不再是多么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所谓周期性失业的情况下，问题则不是这样，如前文所述，这种失业对于整个经济可能具有大得多的威胁程度。对付这种失业只有一个有效手段，即协调一致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措施，旨在首先防止出现更严重的周期性波动。

工业国家中大多数就业问题不属于这类原因。例如，在德国这点已经很明显：自从1970年代初以来，通过历次经济周期，失业一直在稳步增多。这种失业被称为冗余性失业，不可能以凯恩斯派的刺激需求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因为失业者中有很大比例失业一年以上，有些人甚至失去了重新获得工作机会的一切希望，从社会的角度看来，这也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其实，在1990年代后期，在所有的德国失业人口中，长期觅职者约占到了百分之四十。

关于冗余性失业为什么在上升有三大原因。其中之一同与此结合在一起的科技进步和结构变化有关系。不幸的是，这种结构变化并非总是如我们所愿地顺利发展。例如，来自德国北部的一名码头工人新近遭到解雇，成为冗员，如何期望他能在德国南部的计算机公司任职呢？即使他愿意迁往南部，仍然存在他不再适应劳动市场需求的就业资格问题。

所以，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职位空缺的数量与觅职者的数量同步增加，但是在市场上这两方面却不合拢。这就是结构性的或匹配失当的失业。以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贝弗里奇勋爵（Lord William Henry Beveridge，1879—1963）命名的所谓贝弗里奇曲线表明，长期来看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这条曲线表示以觅职者的数量抵消职位空缺的数量。但是，在过去十年内，许多国家内这条曲线的位置已经向右侧外移。这就是说，对某一数量的职位空缺而言，失业率正在升高，这点清楚地表明，劳动市场上供方与需方的匹配问题业已尖锐起来。

正是这种匹配失当的失业现象促使许多经济学家要求劳动市场有更多的灵活性。这就包含首先来自供给学派政策理论的许多措施。

例如，各地区和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额应该将商品市场的情况变化考虑进去。海运业的工资不应像计算机业的工资那样大力提高。在失业率最高的东德，工资甚至应较西德略低。这样就会带来两种效应：首先，令工人早日产生考虑另行择业的动机，而不是等到失业才转行。其次，较低工资将吸引资本流往有问题的地区，从而为民众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使他们不必为就业而迁移住址。

尽管如此，这些措施还不够有力。应该让工人们有充分的诱因和机会继续接受进一步的培训，必要时甚至学习一项新的行业。毋庸讳言，这些措施一直遭到某种阻力。在19世纪，马车夫不愿让位给铁路交通，后来，让高度熟练的打字员习惯于现代电脑排字也有不少问题。幸而，在这些问题上大的思想斗争早已过去。然而，在较小的范围内，数以千计的工人们每天都面临新的工作领域和变更了的职业要求所提出的挑战。

虽然这些工人不可能避免此类变化，政策制订者还是应该而且能够帮助他们应付这些变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政策领域之一便是所谓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即大多数国家中就业问题办公室所提供的资格取得及重新融入的种种措施。这些措施的效果往往遭到怀疑，因为有关的工人常常重新陷于失业，但是，至少就减少匹配失当的失业而言，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似乎还是正确的办法。这确实比简单地分发失业津贴好得多。



 
贫困陷阱与工资自主性




我们现在讨论日益增长的持续性失业之另两个原因，虽然它们以很不相同的，而且可能最初似乎很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都与工资水平有关。

首先，有一批非技术工人存在，有时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职业资格可言。这些人只能雇来做很简单的工作，其工资相应很低。例如，在美国这些人被称作“就业的穷人”。他们之中有些人为了维持生活同时干几份工作，诸如在餐馆当侍者和当洗车工。即使如此，他们的财务情况肯定不好，疾病或养老的社会保险极其有限。

在欧洲大陆的多数国家里，民众认为这种生活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例如，德国的收入补助制度为每人保证的社会最低标准显然高于美国的相应标准。因为国家不想损害那些不愿意工作的人们的子女或配偶，所以，这项补助原则上发给不论是否有工作的人。况且，有些人以看来没有适当的工作职位为理由，证明自己有权领取这种补助。

不过，这不很合乎实际情况。因为，当然，在德国靠社会保障为生的有些人也能去洗车，管理停车场，或者帮助老人日常购物。问题是他们多半拒绝这种工作，因为这样他们所挣的工资将低于他们能够领取的收入补助。甚至更糟糕的是，政府会根据他们在自由市场上挣得的金额削减他们的补助。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不努力去找任何有收入的就业机会，简直是太可理解了。正如经济学家所说的，他们是处在贫困陷阱之中。

让我们假定一名有社会保障的人士通过职业培训和特别努力地工作设法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以便使自己从这个贫困陷阱中拔出来。假定他有可能挣得比他的社会保障所得高出很多的收入。假定他甚至找到一位愿意雇用他的雇主，例如付给他每小时10欧元的工资。

现在这个人很可能遇到新的障碍。如果有意雇用他的公司其标准工资高于10欧元，比如12.5欧元，那么，按照法律该公司不得以每小时10欧元的工资雇用他。然而，他的劳动生产率可能尚未达到12.5欧元工资的高度，所以，他将仍然处于失业状态。

在这里我们看到持续的高失业率的第三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工资水平太高。各工会议定的标准工资首先照顾的是所谓“局内人”的利益，也就是那些已经有工作的人们。要知道，即使失业率高达10%，有工作的人们仍占潜在工会会员的90%。所以，不难理解，在工资谈判中各工会主要考虑在职工人的利益。





至于所谓的“局外人”，即没有工作的人们，他们是输家。这首先指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或是由于长期不工作，对于任何雇主来说，雇用他们都有特别的风险者。正是由于这条理由，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别的考虑，至少对这种成问题的群体而言，起步工资应该是相对低廉的。

作为理想的做法，为了估计有多大部分的失业是因工资过高所致，必须能够计算出“正确的”工资水平。然而，这是极其困难的事，因为在充分就业时期通行的工资水平是一种市场价格，它按照经济部门，行业和地区而有所不同。所以，近年来人们已经更着重考虑的问题是：这种包括失业者利益在内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工资协议在什么样的制度条件下最有可能达成？





在这方面，瑞典经济学家卡尔姆弗斯（Lars Calmfors）提出的所谓驼峰型假说曾引起某种热议。按照这项理论，最重要的是：工资交涉制度是集中化的抑或分散化的？亦即，究竟交涉是在行业或全国的层次上举行的呢，还是由不同的公司分别谈判？卡尔姆弗斯相信他已发现，从就业方面来说，工资政策之“成功”遵循一条驼峰形的曲线，这就是说，集中化之中级程度对就业最为不利。常言道，真理总是位于中间的某个地方。但是，他所作的结论却完全相反，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两头极端似乎最好！

不过，这项理论是有争议的，而且根本不清楚怎样才能精准地衡量集中化之程度及工资政策之“成功”。最有可能的是，其他因素也起重要的作用，诸如工资协议适用的领域，尤其是劳资双方的代表之间的合作“文化”。

在德国，在工资率谈判中的自主性几乎具有宪法的地位，各工会都不容忍政府的任何干预。然而，与此同时，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准备为他们的工资政策对劳动市场造成的后果负责。这是一种大成问题的局面，这一点在1970年代末在英国尤为明显。此后英国的失业问题显著减少，许多经济学家将此事实归功于撒切尔首相（Margaret Thatcher）推行的激进改革，她在1980年代几乎剥夺了各工会的一切权力。

在诸如荷兰和瑞士等其他各国，民众选择了不同的解决办法。那里的工会与雇主联合会已缔结长期的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抛开劳动纠纷而实行适中的工资政策。反之，在美国，工会从来没有过很大的势力，因而工人也没有什么权利。另一方面，在那里实际上没有听说过由于工资引起的失业这样的事情。



 
社会保障之费用与负所得税




对于各工会及其在工资谈判中的自主性要求应当如何处理？这也取决于特定国家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背景。例如，德国在经历过国家社会主义之惨痛教训之后，特别注重将国家与社会团体分开。另外，工资以及成千上万工人的劳动力价格之确定无疑是经济权力的一种运作。它基本上可以被归结为受国家保护的垄断联盟，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如果参加工资谈判的工会代表们要保持他们的工资自主性，他们最好表现出必要的责任感。

然而，工资成本不仅受到雇主与雇员的影响，还有国家的影响。可以说，国家所征的税收和社会保险分摊费在雇主必须支付的（职工）总收入与雇员最后所得的净收入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在此情况下人们称之为额外的工资成本，尤其是指所征收的法定社会保险分摊费。这些分摊费，形式上由雇主抑或由雇员支付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工资成本超过雇员净收入的数额都是同样的。

所以，如果国家降低这些额外的工资成本，或至少将它们保持在限度以内，国家就能够降低劳动力之费用。当然，只是简单地以相应提高税收的办法取代这些成本并不能满足需要，因为，税收在总收入与净收入之间打进的楔子正像社会保险分摊费一样大。此外，与社会保险分摊费不同，税收甚至并不与相应的社会福利要求匹配。所以，如果国家靠税收为社会福利筹资，很有可能促使民众逃避应缴的社会保险分摊费，例如，通过“第二职业”的途径避免缴费。

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实际减少社会福利的各种费用。适当的措施可能包括，例如，在保健和养老金制度之费用中增加个人的分担份额。不消说，这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措施。然而，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应当说，这些费用之很大部分总是要“一般民众”来负担。问题只是这些费用不是直接支付，而是通过税收及社会分摊费间接支付。

不过，大家都知道，若从社会资金中来钱愈是容易，民众在对任何社会福利提出要求上愈不节制。凡是与人合住过公寓，曾经分担共同账单上某些用费的人都能肯定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都必须多承担一点个人的责任，对每个人来说，社会福利的总费用反而会降低。反之，现代福利国家提供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保险却增加劳动成本，因而使就业问题更加恶化。

1960年代，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建议以他所谓的负所得税取代民众享有的巨额社会福利，以及所有与此有关的官僚管理成本和误导性诱因。其实，这样的税收基本观念在1940年代已经出现，它包含在英国经济学家里斯－威廉斯夫人（Lady Rhys-Williams）的所谓“社会股息”概念内。与此同时，在美国以“所得税抵免”的形式已经将它部分地付诸实施。

为了理解负所得税的效应，我们必须再次回到贫困陷阱的问题。假定一名单身汉有资格领取每月500欧元的社会保障津贴。只要在有报酬的工作中他能挣到的收入低于这个数额，他就不会有觅职的动机。毕竟，不论他的总收入如何，他都会拿到共计500欧元的净收入。除非他的总收入超过这个数额，对他而言，才值得不再领取社会保障津贴。那时，即使他将开始纳税，他的净收入仍会高于500欧元。

在实施负所得税的情况下事情有所不同。举例来说，某个根本不工作的人能享有500欧元的基本津贴。但是，如果此人再多挣250欧元，政府并不从他的津贴中扣除他的全部收入，而只扣除半数收入。因此，这时他会共有625欧元，这显然会诱使他去干即使是低工资的工作，从而开始从贫困陷阱中自拔出来。

在上述例子中，一旦这名工人的总收入超过1 000欧元，才开始实际征税。从这个起征点以后，他领取社会保障津贴的资格便完全消失，但是在总收入为1 000欧元这一点上，他的净收入同样是这个数额。只有超过这个数额而多挣的任何欧元，才开始按正常税率征税。

这个例子立即暴露出负所得税包含的问题，因为对总收入开始征税的门槛已经突然从500欧元倍增至1 000欧元！那些收入不及1 000欧元的人们不仅不再纳税，而且有资格领取补助性社会保障津贴。这就是这个制度被称作“负所得税”的原因。显然，对国家而言，这是涉及到高费用和税收损失的问题。

这一想法在美国居然还付诸实行，其唯一的原因在于美国规定的最低基本生活标准远低于500欧元。其实，这一最低生活水平有一部分只是以食品券的形式支付。在欧洲大陆各国，如此菲薄的生活标准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所以，我们在欧洲不得不在两害之间择其一：或是接受负所得税之高昂费用，或是留在贫困陷阱中。

不过，还有第三条道路，这点我们在谈到社会政策之所谓“魔怪三角形”时已经讨论过。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保持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实行更严格的规定，使那些从税收预算中领取补贴但实际上能工作的人们去工作。这种措施可能也不是特别得人心的，但是至少会使人们去干一些简单的工作，而没有什么人不得不过低于适当水平的生活。上述的那种人会得到某种“合成收入”，其组成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工资，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津贴。以这种方式，他们至少能够在他们能够做到的限度之内自食其力。

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负所得税的概念。相反，它可能是一项很有效的措施，藉以取消房屋补贴、儿童补贴以及特别健康保险率等现有的多项转移性支付，代之以与个人贫困有严格联系的单项转移性支付。如我们已经几次解释过的那样，这种根据个人需要的支付比起为社会福利的各种理由而扭曲市场价格不知要好多少。而且，还能降低与当今多项社会福利相关的官僚管理方面的费用。

尤其，这样的解决办法也比现行的制度更符合社会公平的标准。如今，人们不再真正了解谁有资格领取哪项津贴，以及这些津贴对收入之分配有什么效应。在全体人民中，正是那些受惠者对福利津贴最缺乏知识。结果，人们往往在众多衙门和申请表格面前徘徊不定，不知所措，甚至不能利用旨在为他们而设的许多福利津贴。他们应当得到一种按照他们的收入严格规定的转移性款项，从而能够如愿使用，而不是使得他们更加依赖国家救济。

自由派经济学家一向认为，如果我们把民众对其行动的一切责任都解除掉，那么，长期而言，结果必然是消除他们的一切工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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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利润与投机















公平价格与政府干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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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商品之效用与实际价值











古典的价值悖论与戈森定律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与收入分配















消费者主权与优值品（Merit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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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市场失灵之原因











国家的作用在于当“警卫员”吗？















自然集体物品















排他性原则之不适用性















外部效应与环境问题















为环境纳税和缴费是不公平的吗？















自愿协商：科斯定理















环境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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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平工资与工作权











屠能之自然工资公式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中央计划经济存在的问题















帕累托曲线















最低工资与最高收入限度？















生产率与工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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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资本与利息之谜











利率与对利息的禁止















资本收益属于谁？















庞巴维克的第三个理由















资本理论之矛盾















自然利率与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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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市场经济体之危机（宏观经济学）





第一章









货币怎样进入经济体？











从贝壳货币到皮尔（Peel）银行条例















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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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周期与需求不足











魁奈（François Quesnay）之“经济表”















萨伊定律（The Say Theorem）















马克思之危机理论与工资购买力理论















凯恩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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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经济周期为什么波动？











刃型增长率















阿夫塔里昂（Aftalion）以火之使用为例：加速原理















经济周期政策：是否可能控制混沌？















政策层面上的经济周期理论















政界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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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科技进步会损害就业吗？











遣散论抑或补偿论















恼人的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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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通货膨胀与失业











货币数量论















关于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争论















重金主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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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增长与财富











赞美储蓄















资本不足与欠发达















积累之黄金律















利率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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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经济增长之限度











20世纪70年代之油价冲击















全世界原料日趋枯竭吗？















“盗贼—赃物”问题与霍特林（Hotelling）法则















对未来的后代是否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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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世界经济中的贸易与变化（对外贸易）





第一章









对于国外的廉价竞争，









我们应该保护自己吗？











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论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定理















课征关税的理论















倾销与贸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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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贸易中的赢家与输家











大国有大优势吗？















拥有原料的国家在受剥削吗？















贸易条件之效应与最优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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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民经济陷于负债的时候











什么是外贸差额？















国际收支平衡与J型曲线效应















国际收支中的赤字是弱势之迹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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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际竞争将导致工资下降吗？











生产要素比率定理















要素价格均等化与施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















全球化与动态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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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化与区位之间的竞争











流动资本—递减工资？















区位之间的竞争是一种零和赛局吗？















劳动力之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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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货币制度的历史











金本位制及其消亡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两难















固定汇率制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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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美元汇率为什么波动？











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限度















国际资本流量之作用















货币投机活动















货币联盟能有帮助吗？















宾馆大厅里制订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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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国家与社会的事务（公共财政）





第一章









国家及其在经济上的作用











法治抑或人治？















教会与国家















重商主义与社会主义















奥尔多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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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











“第三条道路”存在吗？















劳资双方共同决策制















阿罗（Arrow）的表决悖论















“财政联邦制”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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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场经济的社会问题











从“煤矿工人的小钱”到福利国家















有没有最佳的政府支出率？















社会政策之“魔怪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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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征税与公平











什么人应纳多少税？















社会公平之限度















人头税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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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家庭政策与老人供养











生育率与社会保障















随收随付制度抑或资本基金制度？















作为经济资产的多子女现象















辅助性原则抑或福利国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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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规律与司法上的考虑











不同的价值能明确地分级吗？















良好意图与负面后果















西西弗斯（Sisyphus）抑或赫拉克勒斯（Herc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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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福利国家与失业











充分就业究竟是否可能？















自然失业与匹配失当















贫困陷阱与工资自主性















社会保障之费用与负所得税
















进一步阅读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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